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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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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珍贵的讨论我个人要感谢Robert Allen、Carla Bagnoli、Helen Beebee、Karen Bennett、Robert Bishop、Gunnar Björnsson、Mick Capraru, David Christensen、Randolph Clarke、Justin Coates、Mario DeCaro、Oisin Deery、John Fischer、Ish Haji、Ian Hensley、James Hobbs、Sofia Jeppsson、Robert Kane、Erin Kelly、Hilary Kornblith、Arthur Kuflik、David Levitsky、Brian Leiter、Don Loeb、Stephen Mahaffey、Patrick Mayer、Kelly McCormick、Carlos Moya、Will Provine、Sam Reis-Dennis、Philip Robichaud、Adina Roskies、Paul Russell、Walter Sinnott-Armstrong、Sydney Shoemaker、Sean Stapleton、Jordan Thomson、Jonathan Vance、Manuel Vargas、David Widerker、Ru Ye。


  我尤其要感谢Gunnar Björnsson、Austin Duggan、Louis deRosset、Carl Ginet、Michael McKenna、Shaun Nichols、Carolina Sartorio、David Palmer、Al Mele、Seth Shabo、Patrick Todd对一章或多章内容的评论和这些年以来关于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讨论。我还要特别感谢Dana Nelkin和Chris Franklin读完我的全部手稿并提供了精彩评论和持续的讨论。同样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的出色评论。


  第一章包含了“Frankfurt Examples, Derivativ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Timing Objection,”Philosophical Issues 22 (2012), pp. 298—315一文的大部分内容，并包含了数条实质性的修改和补充。


  第五章是对我的文章“A Compatibilist Account of the Epistemic Conditions on Rational Deliberation,”Journal of Ethics 12 (2008), pp. 287—307的修改版。


  第六章是对“Free Will Skepticism, Blame, and Obligation,” in Neal Tognazzini and D. Justin Coates, eds., Blame: Its Nature and Nor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89—206一文实质性的改写版。


  第七章是基于“Free Will Skepticism and Criminal Punishment,” in Thomas Nadelhoffer, ed., The Future of Punish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9—78一文。


  引言


  哲学史上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中，一个主要的关切点是：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是否与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影响下行动的因果决定论相容。如果因果相关的因素在行动者之为行动者以前出现或起作用，并因此超出她的控制，这些因素结合种种同样超出她控制的、关于自然法则的事实，通过一个始于先在的因果因素，终于该行动的因果过程，保证了这个行动的出现，那么我们就说，这样一个行动是由因果决定的。如果一个行动的出现是由一个始于上帝永恒的意志，并终于该行动的因果过程所保证出现的，那么我们也称它是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自休谟（1739/1978）以来，以下这种感觉，即我们行动的因果历史威胁着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显著地延伸到因果历史是否与我们行动中的非决定性相容这一个想法上。我在这本书中支持的立场是，这种自由意志与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果决定论是不相容的，并且，它与休谟所说的行动中的那种非决定性也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不大可能具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1]


  认识到人们对“自由意志”一词与“道德责任”一词的使用有所不同，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或控制，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与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影响下行动的因果决定论，是没有争议地相容的。为了避免仅仅是语义上的分歧（Chalmers 2011），搞清楚这些术语都是在哪些意义上使用，这一点十分关键（参较D'Angelo 1968：88）。我理解的“行动”不仅表示有意识的身体动作，它还表示纯粹的精神活动，例如，意识的形成和决定。我理解的“自由意志”指的是核心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最强意义上的控制力（Mele 2006）。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也就是与自由意志的讨论相关的道德责任，通过“基本应得”（basic desert）这一概念被区分出来（Feinberg 1970；Pereboom 2001，2007a；Strawson 1994；Fischer 2007：82；Clarke 2005；Scanlon 2013）。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行动者为一个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意味着这个行为要通过以下这种方式属于她：如果她理解这个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那么她就应受责备；如果她理解这个行为在道德上是模范的，那么她就应得称赞。在这里讨论的“应得”之所以是一种基本的概念，指的是一个行动者仅由于做了那个行动，并鉴于她理解这个行动的道德性质，就应当受到责备或得到称赞——而不是由于例如后果论或契约论的考虑。这种界定为以下这种情况留出了空间：即使一个行动者不应受责备或应得称赞，她依旧为她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例如，假定她做的行动是一个在道德上中性的行动。认为行动者在这种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信念，至少通常都伴有像道德愤慨和义愤这样的反应性态度，因此与P. F. 斯特劳森（1962）所引入讨论的那种道德责任概念紧密相连。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它们不在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中，并且能够避免自由意志怀疑论的挑战。其中一些概念的合法性代表了我的立场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些哲学家自称是相容论者，因为他们主张，某种非“基本应得”概念上的道德责任与决定论相兼容，通常来说，他们认为这种概念的道德责任对于道德生活而言是充分的（Jackson 1998；Dennett 2003：225；参较Vargas 2007）。但是如果“相容论”被如此定义，以至于这种立场也包括在内，那么基本上讨论中的所有人都是相容论者。弗兰克·杰克逊说：“至少在我看来，相容论的论证表现的不是大众理解的自由行动与决定论相容，而是一种与大众理解的概念足够接近，以至于可以视为其自然衍生物的东西，它能够在理论上发挥大众赋予自由行动概念的作用，即裁决道德责任和惩罚的问题，以及裁决如何管理我们对周遭人行动的态度的问题——是这样一种东西与决定论相容。”（1998：44—45）丹尼特具体指出，他的相容论的自由意志概念能够“发挥所有传统意义上自由意志概念被要求发挥的有价值的作用”（2003：225）。斯蒂芬·莫里斯（2009：69）恰当地对丹尼特提出抱怨，认为他“所定义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概念消除了他所维护的‘相容论’立场与硬核决定论立场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而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后者是与相容论具有显著区别的”。这样的看法也可以适用于杰克逊的观点，取决于相关的细节。作为某种弥补手段，相容论/不相容论这一对术语应当反映讨论中的种种分歧，因此，我们最好用“相容论”这个术语去指定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行动者在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与她的行动由超出她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这一事实相容。偏离以上这种描述会使得这个术语在界定讨论中核心的对立立场时失去价值，从而引起仅仅是语义上的分歧。


  斯宾诺莎（1677/1985）主张，由于整个宇宙本质的一些普遍事实，我们人类缺乏以上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我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是对的。更具体地说，他论证道，正是因为决定论是真的，我们才缺少这种自由意志；由于持有这种观点，他是一个硬核决定论者。与此相反，我对决定论是否为真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像斯宾诺莎一样，我主张如果决定论是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我们的行动是由超出我们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那么我们不负有道德责任。但是，如果我们行动的因果历史是非决定论的，并且，我们行动的原因仅仅是事态或事件——这可以说是休谟所认为的关于行动的非决定性的概念，那么我们同样缺少道德责任。这是因为，这样的非决定论的因果历史也排除了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行动中的控制，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然而，有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是不被决定的“行动者原因”（agent cause）——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某种实体有能力不被因果决定地导致某些决定——那么，我们也许会有这种自由意志。但是，尽管我们是不被决定的行动者原因这一点作为一种融贯的可能性尚未被排除，鉴于我们现有的最好的物理理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可信。所以，我并不主张，我们不可能拥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与此相反，就这一点是否可能，我不采取任何立场。然而，鉴于我们当下最好的物理理论，唯一一个支持我们可能拥有这种自由意志的理论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不拥有这种自由意志。因此最好接受以下的建议，即我们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严肃地看待这一前景：我们没有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


  我将从以上讨论导出的那种关于自由意志的怀疑论称作“硬核不相容论”（Pereboom 2001）。将它命名为“硬核决定论”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不致力于为决定论辩护，所以需要一个新的术语。[2]但是，由于我所主张的怀疑论观点中的很多特征，那些主张硬核决定论的怀疑论者，或者那些像盖伦·斯特劳森（1986，1994）一样的自由意志不可能论者，也同样支持。因此，我将主要用更笼统的术语“自由意志怀疑论”来指涉这种立场。[3]


  我还同样反对将有没有“替代可能性”视为解释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之关键的那种不相容论，相反，我接受的这种不相容论为一个行动的因果历史，以及促使行动产生的实际的因果顺序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作用（Fischer 1987，1994，2007；Fischer and Ravizza 1998；Sartorio 2011）。我主张，行动者对一个行动负有包含基本应得意义的道德责任，将主要由这个行动所具有的因果历史来解释，行动者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在这个因果历史中成为她自己的行动的根源。因此，我的观点是一种根源（source）不相容论，而不是自由空间（leeway）不相容论。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agent-casual libertarianism）通常被看作是一种不相容论立场，它认为，行动者以一种讨论中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意义作为其行动的根源。因此，这种立场的支持者通常是根源不相容论者。但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根源不相容论者，同时严肃地怀疑我们是否拥有讨论中那种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这正是我所主张的立场。


  与此同时，我还为一种乐观的观点做辩护，这种观点表明，将我们的生活视作是缺少自由意志的，并不会摧毁我们对能动性、道德，以及生命意义的理解，相反，在某些方面，将生活视作是缺少自由意志的，反而是有益的。尤其，这种观点同理性思虑和实践上可行的道德概念与道德责任概念，同一套处理犯罪行为的可行的体系，以及一种可靠的生命意义感，是完全相容的。


  在这本书里，我将以《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Living without Free Will，2001）中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一个修改、扩展后的版本。针对我在那本书中主张的自由意志怀疑论，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反对观点，我的立场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本新书中的前四章将以对此立场的更新的论证为主，同时结合我对引起这些修正的反驳之回应。后四章包含了对此立场之实践要素的修正的、更为具体的表述。后四章中有两章在早前那一本书中没有相对应的部分，它们提出了一种关于理性思虑的论述，与行动者的行动是由因果决定的这一信念相一致；以及一套关于道德责任的前瞻性理论，与自由意志怀疑论相适应。


  这本书更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章致力于通过我在《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中提出的法兰克福类型的例子来论证根源论的观点。这一类型的例子经大卫·亨特（2000，2005）和我（2000，2001）在回应自由空间观点的两难困境辩护时得到发展，该辩护是罗伯特·凯恩（1985）、大卫·维德克（1995）和卡尔·吉内特（1996）提出的。针对以上这些哲学家们提出的反驳，我为我的那个版本的例子进行辩护。此外，我主张这个例子还能有效地回应另一种反驳，这种反驳最先由吉内特提出，进而在克里斯托弗·富兰克林和大卫·帕尔默那里得到发展，它主要关注的是：在什么样的精确时间点上，我们说一个行动者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第二章与第三章着眼于几个主要的自由意志论立场，以及我认为它们全部都不足够可信的理由。依照该理论，我们拥有通过自由意志去行动的能力，并且，一个行动是受自由意志驱使而产生的，与它是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所决定的不相容。从这点出发，种种自由意志论观点各有不同。我在第二章中发展了我对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反驳，即“消失的行动者”反驳。根据我的这一反驳，该论点不能容纳以下要求，即在一个非决定论的情境中，行动者或某些关于行动者的事实能够确定我们讨论中的“决定”能否出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论点缺乏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行动中的控制。在《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中，我用这个论证来反驳罗伯特·凯恩（1996）的观点，但是在本书中，我主要着眼于用它反对马克·巴拉格（2009）那一版本的论点。在一次解读中，巴拉格在一处关键的地方提出了一个关于基本能动性的非因果论的概念，针对这一点，我发展了对非因果性的自由意志论的一些观点的反驳。


  第三章着眼于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这一观点。我在上一本书中的立场是，我们缺少好的理由将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视为不融贯的，不过，虽然它可能是融贯的，但它与我们的主导的物理学理论不相协调，而这是我们拒绝它的最佳理由。我针对数个反对观点为这后一主张辩护，但我针对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融贯性所持有的立场，还是产生了些许变化。我现在主张，在整合理由解释方面的困难，以及几位批评家对我们关于行动者因果控制的观念提出的问题，一起可算作对这一立场的融贯性的反驳，虽然这些顾虑并不足以决定性地奠定这一立场的不融贯性。


  第四章展示了我为反对相容论所提出的“多例操纵论证”的修改版本，这是我观点中最频繁地受到批判的一个部分。这样一种操纵论证的核心观点是，即使行动者满足了相容论所明确的所有关于道德责任的因果性条件，如果某一行动由一个能够追溯到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影响因素的决定论过程产生，那么这对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提出的挑战，与来自其他行动者的决定论意义上的操纵对此的挑战，就仍是同等的。我在多例操纵论证中提出了多个操纵的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包含着与相容论所提出的种种条件相一致的最极端的操纵。接下来的几个例子渐次趋近一个终极的例子，相容论者可能会认为这个例子是寻常且现实的，其中，行动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被因果决定的。一个对相容论的挑战是，它需要指出每相邻的两个例子间存在一种相关的、原则性的差别，并且这个差别能够体现出为什么行动者在后一个例子中可能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但是在前一个例子中不负有道德责任。在这一章中，我对这个论证进行了修改，针对此论证如何能够回应各种反驳，我给出了进一步的拓展。除此以外，我还容纳了其他几位作者针对如何使此论证更有力的意见。


  在《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中，我提到了我认为理性思虑与坚持一个决定论版本的怀疑论观点是相容的。而现在，在第五章里，我详细地给出了对这一主张的辩护。我主张的立场是托米斯·卡皮坦（1986）发展出的观点的一个版本，它包含了认识论的开放性和思虑的有效性这两个条件。我的这个立场同样还和黛娜·奈尔金（2004b，2011b）关于理性思虑的相容论有很多共同之处，尽管我的立场在细节上与以上两个立场皆有差异。这将是在这几章中我首次主张，我们关于世界和行动的最佳理论与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东西是相容的，不管这些理论是决定论的还是非决定论的，尽管它们与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存在摩擦冲突。


  在上一本书中，我主张有某些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不是自由意志怀疑论批评的对象，我在第六章中以“责备”这一概念为重心，详细地发展了这一观念。碰到明显不道德的行为时，我们要求行动者去批判性地评价他的行为说明了他的哪些意图和品格特质；我们要求他做出道歉；或者要求他进行改造；我们将这一系列的要求视作是正当的。由于那些被错误对待或者被错误的行动威胁到的人有权利保护自己不受到不道德行为及其种种结果之害，参与到这样的互动中来是合理的。与做错事的人进行和解对我们来说可能利益攸关，要求他以这种方式担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同样，我们还对他的道德养成感兴趣，而上面所描述出的互动可以自然地作为其道德养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历史上自由意志讨论的主要脉络并不认为决定论对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具有挑战，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能够接受我们在这种意义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第七章讨论我在《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中发展出的关于刑事司法的观点，但是新的焦点在法学家们关于自由意志怀疑论会对这个领域有何影响的顾虑上。我主张，受到这个怀疑论观点威胁的并不是让犯罪者承担责任的整个实践，而是以基本应得概念为依据的对刑事处罚的证明。根据基于报应原则的处罚理由，对一个罪犯的处罚是应当的，他正是因为故意犯了严重罪过才应得处罚。这样的观点最直接地唤起了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以及它所要求的自由意志。但是存在一种预防危险犯罪的理由，它既不会被自由意志怀疑论所削弱，也不会被其他道德考量所削弱。这套理论建立在自卫以及为他人进行防卫的权利之上，它还建立在对待危险的犯罪者与对待携带危险疾病的患者之间的类比之上。那些感染危险疾病的人并不为他们所构成的危险在这一意义（或任何意义上）负有责任，但是我们通常同意，在某些时候还是应当隔离他们。这样看来，即使一个危险的罪犯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为他犯下的罪行负有道德责任，但是，像隔离某种严重传播性疾病的（本身没有责任的）携带者一样，我们出于预防的考虑拘留那些罪犯是合理的。而危险性小些的犯罪带来的威胁，通常只能证明有理由采取比预防性拘留更轻微些的剥夺能力方式，因为自卫以及为他人防卫的权利仅能支持防护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伤害。在这之后我将主张，以上得出的观点要求对改过自新与犯人幸福的某种程度的关切，这将很大地改变当前关于处罚的实践。因为，公平建议我们要追求治愈被我们隔离的病人，同样地，公平也会建议我们试图拯救那些被我们拘留或剥夺能力的罪犯。


  第八章关注对于怀疑论观点与生命意义的相容性所提出的两个顾虑。第一，人际关系对我们有关意义的观念至关重要，但是P. F. 斯特劳森（1962）主张，怀疑论的观点会威胁要用一种针对他人的客观态度取代我们普通的反应性态度，而这会瓦解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主张，这确实会危及某些反应性的态度，因为其中一些例如道德愤慨、义愤，以及某种愧疚感，通常和一个错误的预设交织在一起，那就是，该反应性态度的对象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但是，人们可以在放弃那些态度的同时保留非反应性的态度，例如道德上的失望、悲伤和后悔，这些态度在人际关系中有着类似的有益作用。我们最明确想要保留的态度，例如感恩和爱，要么不会以这种方式受到威胁，要么存在一些能够免于错误预设的类似物或方面。我针对一些重要的反驳为这种立场进行辩护。第二个顾虑是，怀疑论的立场与那种因个人规划成功而产生的意义感不相容。我主张，那种意义感并不要求我们如以上讨论中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样自由地行动，这主要是因为，有一种意义重大的个人成就不包含基本应得这一概念。


第一章 为根源论观点辩护


  近几十年里，与早前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相对比，我们现在通常会主张行动者对一个行动的道德责任并不通过她有替代可能性来解释，例如，通过她能够不去做她实际已经做出的行动来解释。与之相对，我们通过行动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其行动的实际根源，来解释道德责任。因此，相较于自由空间的立场，有人可能对于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采取一种根源论的立场。一个根源论者可能是一个相容论者（Fischer 1994；Fischer and Ravizza 1998；McKenna 2005；Sartorio 2011，2013，手稿），也可能是一个不相容论者（Stump 1990，1996；Zagzebski 1991，2000；Hunt 2000，2005；Shabo 2010a）。假设道德责任在当前讨论的语境下包含了基本应得的含义，那么我支持根源不相容论（Pereboom 1995，2001）[4]。在这一章中，我为根源论观点提出我的论证。第四章的目标是为不相容论论证。


  
根源论观点和法兰克福例子


  当代的根源论观点通常是由法兰克福的例子所促动的（Frankfurt 1969）。在这一类的例子中，行动者考虑做某个行动，但是脑神经科学家担心她将不会成功做出这个行动。因此，如果她显出将不会或可能不会做那个行动的迹象，那么脑神经科学家就会介入。但是事情的实际发展是，脑神经科学家维持了闲置的状态，因为行动者自己做出了这个行动。这里的想法是，即使这个行动者本不能避免做她做出的行动，直觉上说来，她仍旧是对这个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


  下面是约翰·菲舍的例子之一：琼斯只有在做决定之前脸红了，他才会决定杀害史密斯。[5]但是如果他没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脸红，就会触发布莱克介入，这将导致琼斯做出杀害史密斯的决定。假设琼斯在没有外部介入的情况下决定杀害史密斯，即使他本不能不做这个决定，我们可能还是会在直觉上认为，他为他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


  经常有人指出以下这一点，即在一个恰当建构出来的法兰克福例子中，行动者可能还是保存了不去做讨论中的行动的一般能力或者权力。（McKenna 1997；Vihvelin 2004；Fara 2008；Nelkin 2011b：66—76；但也见Pereboom 2001：27—28和Nelkin 2011b：68—70）[6]但是，由于这个介入的设置，行动者能否在相关的时间里成功地实践这一能力将不取决于他，根源论者与自由空间论者争论的焦点是：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实践这种能力（Clarke 2009）。如果当琼斯决定杀害史密斯时，他能否成功行使不去如此决定的一般能力不取决于他，那么合理的理解是，同样不取决于他的是他可以避免他实际所引发的责备。


  要注意的是，在以这种更加精确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设定里，琼斯确实是拥有一个替代可能性的：他本来能够不脸红。但是菲舍主张，这样一种“闪烁的自由”（flicker of freedom）对于法兰克福例子的反对者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种闪烁的自由不够强健，从而不足以解释行动者的道德责任。我们可能会说，对于解释行动者对一个行动负有道德责任来说，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才是在本质上相关的。关于“本质上”（per se）这一修饰词，我想要表明的是，一个替代可能性就是作为替代可能性，而不是仅仅因为它指示了某些在解释上相关的其他因素，例如，指示了因果决定论的缺乏，才与解释行动者的道德责任相关的。因此，在菲舍的观点中，以及更加宽泛地来看，在根源论观点中，法兰克福例子并没有展现出道德责任不要求替代可能性。相反，这些观点表明的是，道德责任不需要强健的替代可能性（Fischer 1994：131—159）。


  
关于强健性的一个标准


  我们应当如何更加准确地界定强健呢？主张通过替代可能性来解释道德责任基础的主要直觉是，如果一个行动者对于其行动而言是可责备的，她就必须本来能够做些什么来使得她本可以不受责备（Pereboom 2001：1）。大卫·维德克的W辩护恰当地表达了这个直觉。对于一个打破了承诺，但是又不能不如此做的行动者，他写道：


  由于你，［哈里·］法兰克福，想要使他为自己打破承诺的决定而受责备，那么你告诉我，在你的观点里，他本应当做的是什么呢？现在，你不能主张他本不应当决定打破承诺，因为这不是他的控制力范围内的事。因此，我看不出你如何能使得琼斯对于他打破承诺的决定是可责备的。（Widerker 2000：191）


  在卡洛斯·莫亚的表述中，如果行动者对于自己的一个行动是可责备的，那么他必须拥有一个豁免可能性，对于这一可能性进行利用会使得他免于责备（Moya 2006：67；参较Otsuka 1998）。我早前所采纳的（2000，2001）一种更概括性地表达这个想法的方式是，如果一个替代可能性是强健的，那么它必须满足这一点：行动者如果利用了它，就能够免除他实际要为自己的行动负有的特定责任。


  强健性还包含了一个认识论上的要素。假设乔不决定去非法逃税的唯一方法是自愿地喝一口咖啡（这也是他实际上做出了的选择），这是因为咖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下了毒，只要喝一口咖啡他就会暴毙；或者，另一个假设的版本是，咖啡中含有能够使得他遵守税法的药物（Pereboom 2000，2001）——莫亚（2006：64）建构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在这个情境中，乔本来能够通过一个自愿的行动而避免做出逃税的选择，而这本可以使得他免于实际所引发出的责备。但是，从直觉上来看，他是否会自愿地喝一口咖啡，与解释他为什么要为他的行动受到责备，或者他是否要为此行动受到责备，是不相关的。这里的缺失要素是，乔对于喝一口咖啡能使他无可责备这件事，是完全不知情的。这促发了强健性条件的认识论要素：如果乔因为他在这个情境中拥有一个替代可能性而可责备，那么他必须在某种意义上理解有这个可能性，或者理解这个可能性如何对于他来说是可获得的。


  下面是我早前对于一个替代可能性如何是强健的发表的提议——一个实质性的必要条件（Pereboom 2000，2001：26）：


  强健性（A）：若要行动者对她的行动A拥有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也就是，一个对于解释她为A负有道德责任而言在本质上相关的替代选择，她就必须理解，她本可以自愿地做某件事，并因而本可以免于她为做A而实际上负有的道德责任。


  有人可能会提议，对于“本可以免于她为做A而实际上负有的道德责任”这一点，我们可以将其替换为更为简洁的“她本可以避免做A”。但是假设一个行动者本来能够做一件稍微与A有所不同的事，而她知道这会使她负有与她做A而实际要负有的同一种类、同等程度的责任。那么，这样一种替代选择并不能合理地被看作是强健的。


  下面是一些对这个阐述的疑虑：


  （a）乔纳森·万斯提出了下述反驳。在咖啡的例子里，相信喝一口咖啡可能使得他免于责备，这样一个非当下存在的，甚或是当下存在的信念，对于强健性来说是足够的吗？[7]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问乔，他可能也会同意，这种关联的概率不是零——例如，他可能承认，这个概率至少是0.000 001，如果他上过认识论或概率论的课，他可能会给出类似这样的回答。但是，从直觉上看来，这对于产生强健性来说是不充分的。那么，强健性是否应当要求，乔明白喝一口咖啡会有1.0的概率使得他免于责备呢？这个要求明显又太强了，因为直觉上看来，只要他明白这之间的关联具有例如0.95的概率，似乎就足够满足强健性的要求了。[8]正如我们可能会预期到的，这个概率的下限很难或不可能确定下来。


  （b）黛娜·奈尔金提出了下面这个挑战。[9]在来自马克·吐温的一个熟悉的例子中，哈克·芬真诚地表达出，允许奴隶吉姆自由离开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哈克仍旧允许吉姆离开，而不是把他归还给他的主人。假设哈克抱持固定的道德心理，实际将吉姆归还给了他的主人，而这才是事实上在道德上错误的。哈克拥有一个能解释其可责备性的强健的替代可能性吗——例如，他允许吉姆自由离开？我的想法是，他可能还是有这样的替代选择的，尽管他并不是明确地理解放走吉姆才是道德上正确的事，并且也不明确地理解放走吉姆可能会免除他实际所引发的责备。这是因为，正如奈尔金指出的，我们假定的是，哈克对于放走吉姆在道德上的正当性，与归还吉姆给他的主人在道德上的不正当性，至少还是有某些认知上的感受力的。因此，她认为，强健性（A）过强了，而我相信她的看法是对的。奈尔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理解”，而仅仅是某种低程度的认知上的感受力。我提议，我们要求的是哈克一定程度感知到他本可能做出别样的行动这一事实，并且感知到如果他做出了别样的行动，他会或可能会免于责备这一事实。


  （c）行动者以非自愿的方式进入昏迷状态，而没有决定逃税，不能算作是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因此，应当明确说明的是，不做或避免做一个行动要是自愿的（Hobbs 2012）。不做或避免做一个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是行动者的行为，并且因此说明了，把“能够做别样行为”作为替代可能性的要求，是恰当的。[10]


  （d）如奈尔金（2011b）所强调的，一个排除了实际责任的替代选择的要求，对于不道德的和可责备的行动来说，比对于道德上模范的和可称赞的行为来说，要更清楚和更符合直觉。


  假定在任何一个情境中，只要选择对于行动者来说是完全可获得的道德上的最佳选项，就可以使得她免于责备，下面是另一个关于强健性条件的提议（再一次重申，这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它包含了上述的所有那些顾虑：


  强健性（B）：若要行动者对她的不道德行动A有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也就是说，一个对于解释她做A是可责备的而言，在本质上相关的替代选择，情况必须是：


  （i）她本能够自愿地行动或不行动，并且她因此会免于责任，以及


  （ii）对于至少一个这种豁免性的行动或不行动而言，她对她能够这样自愿地行动或不行动具有认知上的感受力，并且对于如果她自愿地这样行动或不行动，她会或可能会是免于责任的这一事实，也具有认知上的感受力。[11]


  我们现在可以将不管是相容论的还是不相容论的自由空间的观点描述为断言：若要说行动者因一个行动而是可责备的，她必须有一个强健的替代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满足强健性（B）的可能性。与之相对，根源论的观点不承认这一点。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主张，除此以外，因果决定论排除道德责任的另一个理由是，它将替代可能性也一并排除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排除了强健的替代可能性。这种立场将会突出展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规避两难论证


  对早期的那些法兰克福例子的最重要的反驳，最先是由罗伯特·凯恩提出的，而后经维德克和卡尔·吉内特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Kane 1985：51，1996：142—144，191—192；Widerker 1995：247—261；Ginet 1996）。这个凯恩/维德克/吉内特式的反驳在大体上的形式是这样的：对于任何一个法兰克福例子来说，如果在导致这个行动的实际顺序中，因果决定论被预设为是成立的，那么自由意志论者将不会有，并且也不能被期待会有行动者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而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个导致行动的实际顺序中，自由意志论的非决定论（libertarian indeterminism）被预设为是成立的，那么，这个例子将不再能帮助实现法兰克福辩护者的目标，因为任何这样的例子都会陷入一个两难困境。在法兰克福的例子中，实际的情境包含了一个在先的迹象，它表明介入是不需要的。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在先的迹象因果决定了这个行动，或者如果它与某些能够因果决定这一行动的因素相关联，那么介入者（或者其手段）的预测能力就能够得到解释。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由意志论者就不会有，也不能够被期待会有认为行动者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12]但是，如果这个在先的迹象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因果决定的，那么可能的情况是，尽管在先的迹象出现了，行动者还是本可能做与其实际所做的不同的事。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一个关于道德责任的替代可能性条件，都会不受影响地出现。


  我提过一个能够规避这个反驳的法兰克福例子（Pereboom 2000，2001：18—19，2003，2009b，2012a）[13]。它具有以下这些鲜明的特征：（在介入者的装置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介入的提示是行动者利用任何强健的替代可能性的必要条件，然而，对介入的提示本身不是一个强健的替代可能性，而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对介入的提示的缺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因果地决定行动者实际做出的行动。下面是我的例子：


  逃税2：乔正在考虑为了他买房所支付的注册费申请减税。他知道申请这样的减税是非法的，但是他很可能不会被发现；如果被发现了，他可以有说服力地以不知情作为借口。假设他有很强但并不总是压倒一切的欲望去增进他的自我利益，而不管这么做对他人的代价是什么，甚至也不管这么做会涉及非法活动。除此以外，在这个情境中，唯一使得他可能不去选择逃税的条件是出于道德理由，并且他对这些道德理由是有所知的。例如，他不能够毫无理由地或者仅仅是由于一时兴起而不去做这个逃税的选择。另外，在这个情境中，如果他不去选择逃税，那么在原因上必然的是，他对道德理由有某种程度的关切。乔可以自愿地保持这种程度的关切。然而，拥有这种程度的关切对于他不去选择逃税来说，在原因上不是充分的。如果他拥有这种程度的关切，通过实践他（自由意志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他能够要么选择逃税，要么不这样选择（介入者的装置并不在场）。然而，为了保证他将会选择逃税，一位脑神经科学家在乔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他的脑中植入了一个装置，如果这个装置探测到必要程度的关切，它会用电子的方法激发适当的神经中枢，并不可避免地造成乔做出逃税的选择。正如实际上发生的，乔对于他的道德理由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关切，他自己选择了逃税，而那个装置保持闲置的状态。［Pereboom 2000，2001，2003，2009b；大卫·亨特也提出了这样一个策略（Hunt 2000），并随后发展出了一个相似的例子（2005）；赛斯·沙博（Shabo 2010a）对这个策略提出了有价值的改进。］


  在这个情境中，从直觉上来说，乔选择逃税是可责备的，尽管事实上他没有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


  在这些例子的早前版本中，例如菲舍的脸红例子，也包含了一个做别样行为所需的必要条件，例如，脸红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逃税（2）的显著特征不仅仅是有一个做别样行为所需的必要条件，而是，它包含的这个必要条件还有个特点，即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这个必要条件的缺失将不会因果决定行动者做出那个行动。这一点允许了这样一个情况，即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行动者都不被因果决定要做那个行动，它帮助满足了自由意志论对道德责任的关键条件。在逃税（2）中，乔不决定逃税的必要条件，也就是，他对道德理由有必要程度的关切，是一种正确的必要条件，这是由于，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它的缺失都不会因果决定乔做出逃税的决定。因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如果必要程度的关切是缺失的，乔仍旧可以使得这种关切在之后的时间里出现，因此他不是被在早些时候里这种关切的缺失而因果决定去决定逃税的（尽管如果这里存在一个最后期限，我们将需要考虑如果他等到那时才做决定，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很快会讨论这个话题）。


  这个例子的确包含了行动者能有替代可能性——也就是，乔获得更高程度的对道德理由的关切。在这里，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鉴于介入者的装置是在场的，通过自愿地达到某个更高程度的关切，乔本可以自愿地做一些事从而避免他所实际引发的责备。如果他自愿地达到了必要程度的关切，那么介入就会发生，他于是就不会由于决定逃税而受责备。但是，这个替代可能性不是强健的。对于通过自愿地达到必要程度的关切，他就不会（或可能不会）被责备这一事实，乔甚至都不具有最低的认知感受力。而且，他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点。确实，如果他自愿地达到了那种关切，介入就会发生，而他就不会被责备。但是，乔没有任何对于这一点的概念，也没有任何证据知道介入本可能发生，从而使得他本可能不被责备。事实上，他相信获得这种程度的关切与他自由地决定逃税是相容的（如果介入的装置不在场，这一点就是正确的），并且他没有理由去怀疑事情不是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明确说，他相信如果他确实达到了这种程度的关切，他仍很有可能会决定逃税。然而，直觉上来说，乔实际上做出了那个决定是可责备的。


  卡洛斯·莫亚反对道，在这情境中，乔的可责备性应当由下面这一个原则所决定：


  如果，一个行动者不能做A（而她不知情），假设她做了，她会履行她的责任而免受责备（并且她知道会是这样），那么，为了避免被责备，她应当做那个合理地处在她控制力范围内的次好的行动来履行责任，其中“次好的行动”总的来说可以描述为试图或尝试去做A。（Moya 2011：15）


  法兰克福辩护者能够同意，乔因为没有对道德理由更加关切而可受责备，并且对于这一点，他确实有一个强健的、豁免意义的替代可能性。但是直觉上说来，乔还为了决定逃税而可受责备，而对于这一点，至少在初步看来，他没有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我们之所以认为，对于道德理由更加关切变成了对决定逃税来说的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同意认为：这是对于他来说的次好行动。但是它本身对于决定逃税的不是豁免性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装置在场，即使他确实变得更加关切了，他还是可以决定逃税，并且，我们或许还会猜测，他本可能如此决定。并且，他完全不知道，由于这个装置，变得更加关切会阻止他决定逃税，并因此使得他对这个决定免受责备。确实，无法获得对一个行动的强健的替代选择，行动者就不能为做了这个行动而受责备，在这样一个预设下，我们可以自然地主张，如果通常意义上说来的强健替代选择不可获得，行动者若是做了她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会免受责备。但是这个预设是法兰克福辩护者所挑战内容的一部分。莫亚说：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潜藏的装置，豁免性替代选择的标准本会提升到决定不逃税并且实际不逃税；仅仅是关切道德理由本来是不足够的；但是由于乔本不能那样决定或那样行动，这些标准就降低到了他为履行道德责任而能做的次好行动，这个次好的行动因此变成了一个豁免性的替代选择。（Moya 2011：17）


  莫亚主张对通常情况的标准做出改变的一个语境特征是，在通常情况下本会构成的豁免性替代选择，在他的例子中是不可获得的。然而，这个主张本身是强健的替代可能性要求所激发出来的，而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话题。莫亚对于改变通常标准的提议，如果可以不依赖于强健的替代可能性要求而得到合理证明，那么也许它能够动摇法兰克福辩护者。但是他所提出的证明，虽然并非不合理，却不是独立于这个要求的，因此他的提议不是一个在论证上令人满意的回应。（Moya 2011：13—15）


  斯图尔特·格茨主张，大体上来说，在一个法兰克福例子中，相关的替代可能性的缺失仅能由这一点来解释：行动者在实际顺序中被超出他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对于逃税2来说也是这样（Goetz 2005，2008：101—106）。毕竟，乔决定逃税是由例子中设定的元素所蕴含出来的。而这是超出乔的控制的。然而，对于一个事件是依照自然法则由先决条件所决定的，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a）事件的发生是由描述先决条件和自然法则的命题所蕴含的，然而并不是说：这一事件是由始于先决的因果因素、终于行动的实际因果过程所保证的；（b）事件的发生由描述先决条件和自然法则的命题所蕴含，并且它是由始于先决的因果因素、终于行动发生的实际因果过程所保证的。一个描述了恰当构建出的法兰克福例子中设置的条件的命题，蕴含了那个行动将会发生，因此，行动—事件将会被先决条件与自然法则所决定。但是当保证行动发生的仅仅是反事实性的介入时，行动就不是在（b）的意义上被决定的，而只在（a）的意义上被决定。在逃税2中，那个行动被保证发生，因此先决条件在（a）的意义上决定了行动，但是没有因果决定它，从而不是在（b）的意义上决定了这个行动。导致乔逃税决定的实际的因果过程，与这个行动在自由意志论的理论中是自由的，两者相容，并且我明确说明，在这个例子中，乔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自由的。因此，这个决定并不是由始于这个例子的最初的设定条件、终于这个行动发生的实际因果过程所保证的。相反，这个决定是部分由于例子中最初设定，并且在实际顺序中保持闲置的条件所保证的，因此不包含一个实际的因果过程。[14]


  
仅仅是衍生责任？


  比夫决定要喝醉，并且理解当他醉酒时，他将不再能够避免粗鲁对待他的同伴们，然后他真的喝醉了，并侵犯了其中一个同伴。在这个例子中，比夫在决定要喝醉时满足了道德责任的典型的一般条件，但是在他已经喝醉并且粗鲁待人的时候，他并不满足那些条件。如果他要为他的粗鲁行动负有道德责任，那么他仅仅是在衍生的意义上如此——特别是，由他对于决定喝醉所负有的非衍生道德责任，以及由预见当自己喝醉时很有可能会粗鲁待人这点衍生出来。（Ginet 2000）


  维德克（Widerker 2006）提出了一个对逃税论证的挑战，他将非衍生和衍生责任的区分应用到这个例子中去，主张非衍生的道德责任受制于替代可能性原则（PAP）。维德克主张，在逃税中，乔在缺少相关的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仅仅是在衍生的意义上为他逃税的决定而可受责备：


  佩里布姆的例子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例子中，行动者做的决定是在衍生的意义上可受责备，因为他没有以他合理能有的最佳行动（或者没有做出合理的努力）去避免做这个决定。他本应当对道德理由有更多的关切——这是他本能够做的事。如果情况是那样，他将不会为了决定逃税而可受责备，因为在那之后，他会被脑神经科学家强迫如此决定。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佩里布姆的例子就是一个关于衍生罪责的例子，并因此与PAP不相关，PAP仅关切直接的或非衍生的罪责。（Widerker 2006：173；Ginet 1996中预见了这一反驳。）


  首先，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一个对于法兰克福例子在论证上不令人满意的回应，因为它明确地援引了自由空间的立场来支持自己关于乔的责任状况的结论。这个想法看上去是，乔仅仅由于没有决定对道德理由更加关切而负有非衍生的道德责任，这是因为，乔仅仅就这个决定有一个强健的替代可能性，因此，任何他对于决定逃税要负有的道德责任都必定从这个不更加关切道德理由的决定中衍生出来。有人可能会因此将下述的替代可能性策略应用到任何一个这类例子中去：仅当一个与如此行动或不行动相关的强健的替代可能性在那个时刻对行动者来说是可获得的，她才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为行动或不行动负有非衍生的道德责任，而任何其他的道德责任都是从这一非衍生的道德责任中衍生出来的。但是在逃税2的例子中，我们的顾虑是，如果这个策略被应用进来，这个例子的效力将不再会是显著的。更概括地说，这个策略会错失一个可能的反例的效力，因此很难抓住一个严肃的反驳。


  然而，这个替代可能性的策略也许还是能捕捉到某些正确的东西。但是为了明察它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评估将这一策略施加给乔的情况可能包含的缺陷。人们可能起初认为这样做不会存在任何缺陷，因为人们关于行动者是否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中，并不包含对非衍生或衍生的道德责任的区分。因此，直觉上说来，可能乔对于决定逃税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但是可能不符合直觉的是，他在非衍生的意义上，而不是衍生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然而，这个关于衍生责任的范例是由上文援引的醉酒的例子提供出来的。在这个例子中，尽管有些关于非衍生道德责任的无争议的一般条件，在比夫醉酒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都在他决定要喝醉的时候满足了。但是，比夫的情况与乔的情况相比有很重要的差异。比夫有意地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状况下，即有些关于非衍生道德责任的无争议的一般条件不能在相关的后续时刻满足。然而，乔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行动者不能对道德理由有充分的关切，那么一个这类无争议的条件就不能满足。但是当在任何既定时间里，乔都不充分地关切道德理由时，他理解自己可能会在之后的时间里变得能够充分地关切道德理由。因此，乔的情况在关键的方面，与衍生责任的范例相区别。这表明，维德克的反驳所提出的把替代可能性策略应用于乔是不恰当的。（Pereboom 2009b）


  维德克（于谈话中）还建议，如果必要条件被改变,乔的行动不再是一个道德上可赞赏的自愿行动，那么逃税2将不会受制于其对衍生责任的顾虑。他提到了将想象自己严苛的父亲的脸作为这样一个必要条件。然而，这可以有值得称赞的道德意义或是没有。奈尔金（于谈话中）建议可以将乔想象自己受惩罚，例如进监狱，作为必要条件。这个条件明显缺少可称赞的道德意义。与这个建议相一致，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让乔不去决定逃税的必要条件：他去生动地想象他将会为了决定逃税而受到至少是相当严重的惩罚。按照这种方式修改这个例子将会回应维德克的反驳，因为我们现在不那么可能去认为，由于乔没能进行如此想象，他对于自己逃税的决定仅仅是在衍生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在呈现一个包含这一变化的例子之前，我要先介绍下一个反驳（关于以这种方式修改过的逃税例子，见Pereboom 2009b）。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这个修改是必要的，并且人们可能还会反对这种修改，例如莫亚，他就主张，如果做出了这种修改，乔就不是在充分地回应道德理由了（Moya 2011：19—20）。我相信莫亚对于修改过的这类例子的顾虑可以通过一些正确的设定来预先排除，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值得留心的顾虑。


  
罗伯特·凯恩的多元自愿控制回应


  凯恩对逃税的回应关键地包含了这样的主张，即控制者“并不会让乔在A与B之间做一个不明的选择”，其中，A是逃税的选择，B是不逃税的选择。凯恩以此得出结论说，乔将不会（非衍生地）为选择逃税负有道德责任。他的论证是这样的：如果激发介入的迹象没有出现的话，也就是乔没有达到对道德理由的必要程度的关切，由于选择B的必要条件并不在场，他因此选择了A；那么，乔的决定“将不会是一个‘确定意志’（will-setting）的自我形成的行动……因为他将只有理由去‘确定意志’选A，而不会关注有任何好的理由去确定意志选B”。如果他确实达到了必要程度的关切，控制者将会介入并迫使他选择A，“一旦控制者出现在这个情况中，乔将不会有机会以任何方式做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形成的行动”（2007：170—172）。


  因此，凯恩认为乔并不在非衍生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他的理由是，乔将不会在A与B之间有不明的选择。有人可能会抗议说，这仅仅是自由空间论者与根源论者之间争论的话题，也就是，道德责任是否要求强健的替代可能性。但是凯恩并不是针对法兰克福辩护者做出了一个论证上有问题的提议。通过主张乔缺少强健的替代的可能性，凯恩所指的是，他缺少多元自愿控制（plural voluntary control）：


  行动者对不同的选项有多元自愿控制……他们能够达成他们意愿的无论哪种选项，当他们意愿这样做的时候，并出于他们意愿这样做的理由，他们是有意这样做，而不是意外地或由于失误才这样做，他们没有被胁迫或强迫去如此做或去意愿如此做，他们也不是通过其他行动者或机制的控制而如此做或意愿如此做。（2007：30）


  对于非衍生的道德责任要求多元自愿控制这一点，凯恩有自己的理由。它们展现在他的双重回归论证的“动机”部分（Kane 1996，2000），他主张，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确定她自己的意志要求她有多元自愿控制。如赛斯·沙博（2010a）所指出的，凯恩的顾虑是，呈现在情境中的动机是否为她做出的选择提供了决定性的理由，而在一个争议性的例子中，人们需要问的是，行动者的意志是否以这种方式被确定。如果是的，那么她没有在这个情境中确定她自己的意志，因此非衍生的道德责任就被排除了。她看上去缺少的正是多元自愿控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非衍生的道德责任要求这种控制力。


  现在，有人可能会主张，由于在逃税中，乔没有实际的动机上的冲突，即不会使得既选择逃税又选择不逃税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在他的情况中，他的意志以一种排除非衍生责任的方式被确定。我不认为这个观点是合理的。确实，尽管乔意识到了道德理由与他逃税的理由是冲突的，他却不会为这些道德理由促动，倒会使决定不逃税在心理上对于他来说是可能的，除非他比他实际上对道德理由有更高程度的关切。但是仅仅出于对他的（自由意志论的）自由意志的实践，他本能够对道德理由更加充分地关切，并由此使得既选择逃税又选择不逃税本会对他来说在心理上是可能的。在他的情况中，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通过他的自由能动性来实现这种程度的关切。如沙博（2010a）所说，在乔的情况中，他的意志可能仅仅是临时地被确定的。但是如果说，他的意志是由呈现在情境中的动机以一种排除非衍生责任的方式决定性地确定下来的，这么说是错的。


  
吉内特的定时批判


  在一个对逃税的反驳中，尤其是针对这个例子最早的版本（2000，2001），卡尔·吉内特作为一个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论证说，在t1这个确切的时间中乔做了逃税的决定，他本可能对道德理由有所关切，并且这个替代可能性是强健的：“因为如果乔对道德理由有所关切，他本会在t1那个时刻不去意愿做B［去决定非法减税］，以至于通过不去意愿，他本会避免对在当时做B的责任，并且本会意识到他避免了在当时做B的责任（这是他不在当时做B的一个明显的可能结果，而他本会对此有所意识）。”（Ginet 2002）同样是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的大卫·帕尔默（2011）和克里斯托弗·富兰克林（2011a）提出并发展了这个思想。


  这个反驳的效力依赖于吉内特（1996）对法兰克福例子的大体回应中的一个元素。他从针对这类例子的下述策略开始他的讨论：


  布莱克设定了一个装置来监控琼斯的行动，并且如果琼斯没有在某个截止时间t2做B，这个装置会导致琼斯在t3做B。我们必须预设，如果这个装置在t2被触发，它会因果地使琼斯在t3做B成为必然，从而使得琼斯不能够在t3避免做B，并且琼斯永远不知道也本不应当知道这个装置的存在，这个装置不会因为琼斯于t2之前在t1做B而被触发。［假设B表示谋杀某个人（比如史密斯）的决定。］


  吉内特主张琼斯将不会为在t3做B负有道德责任，“因为，由于布莱克的装置，琼斯本不能够避免做它”，但是“他可能为促成了在时间上更加具体的事态负有道德责任”——在t1做B——“这是他本来能够避免的”。他认为，人们可能会无法区分琼斯在t1做B和琼斯在t3做B，因为它们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是道德上等价的，即，如果布莱克的装置不在场，琼斯做第一个行动会像做第二个行动一样可责备。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错误地）认为：琼斯在t3做决定是可责备的，可以由他在t1做决定是可责备的来解释。在正确的分析中，解释琼斯的可责备性的是，他在t1做B有一个替代选择，他真正可责备是因为在t1做B。


  我现在要对吉内特的反驳提出一个挑战。关键是，质疑这样一种主张，即我们认为：琼斯在t3做B可责备，或者是否可被责备，是能够以他在t1做决定有一个替代可能性来解释的。让我先呈现一个经过补充从而能够适用于吉内特的策略的法兰克福例子，维德克和奈尔金对于改变介入的触发因素的建议，也包含在其中：


  减税：琼斯可以通过在投票站按“是”或“否”的按钮来支持或反对针对他所在的高收入群体适度减税。一旦他进入了投票站，他只有两分钟整的时间投票，并且有一个倒计时仪器非常明显地摆在那里。如果他不投票，他将需要交罚款，并且数额高到足以使得他在这个情况中一定会投票（要么投支持票，要么投反对票），交罚金的前景结合上一些背景条件，因果决定了他去投票。琼斯得出了结论认为，投票支持减税总体上来说是道德上错误的，因为他相信这样做将不会明显地促进经济，并且会增加本来就很富有的人的财富，而帮助不到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不管这是如何得到宣扬的。他对这类大体的道德理由是有感受力且有回应性的：他会出于这类理由投票反对针对他所在的高收入群体的数额更大的减税，他过去也确实做过这样的事。他在投票站里花了一些时间历数相关的道德理由和自利的理由。但是，使他决定投票反对减税所要求的是，去生动地想象他的上司可能会发现他的投票，由于她在政治上的倾向，她会通过不晋升他至一个更好的职位来惩罚他。在这个情况中，他决定不投票支持减税，而是投票反对减税在因果上必要的条件是，他生动地想象上司发现他的投票并且不让他晋升，而这个想象既可能不自觉地出现在他脑中，也可能通过他的（自由意志论的）自由意志自愿地出现。琼斯理解，想象一个惩罚的场景将置他于一个有动机投反对票的处境。但是如此想象对于他投反对票来说不是因果上充分的，因为即使他如此想象了，他仍旧可以根据他的（自由意志论的）自由意志要么投支持票，要么投反对票（没有介入者的装置在场）。然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位脑神经科学家已经在他的脑中植入了一个装置，如果这个装置探测到他在生动地想象那个惩罚的情景，它就会刺激他的大脑以至于因果决定他投票支持减税。琼斯并没有如此想象，并且决定对减税投支持票，而介入装置处在闲置的状态。


  假设在琼斯自己看来，t3是在两分钟的时间截止前能够做出选择的最后一刻，并且他实际上在t1，也就是在t3之前，就决定投票了。我主张，琼斯在t3选择投支持票是可责备的，尽管事实上他就此并不具有强健的替代可能性。[15]


  其他设定这个例子的方式包含了在道德上可称赞的投反对票的必要条件，诸如，对道德理由更加关切或者考虑某些道德上的楷模会做什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条件也会帮助设计出成功的例子。


  一个对逃税2的顾虑是，即使介入者的装置在场，乔仍旧理解，在任一特定时间里，直到一个不明确的未来时间为止，他能够通过对道德理由更加关切而避免为在那个时间里逃税的决定负责，并且正如反驳者可能会说的，这在任一特定时间里，直到一个不明确的未来时间，能算作一个强健的替代可能性。减税中出现的一个补充是，琼斯一定会在从他看来的、在截止时间之前他能做投票决定的最后一个时刻，也就是在t3把票投出，这个补充修正了上述类型的顾虑。伴随着这样一个新的补充，我们仍旧可以正确地说，在任何一个早于t3的特定时间里，他明白通过生动地想象惩罚的情境，他可以避免在那一刻投赞成票的责任，而在这些相关的时刻里，这会算作是一个替代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在整个相关的时间段里，直到t3并包括t3，他有一个强健的替代可能性。具体来说，琼斯在这整个时间段里不投票这个可能性，被他一定会通过生动地想象那个惩罚的场景而在t3投票这件事，所排除了。


  在吉内特的观点中，由于琼斯对于在t3选择投支持票没有替代可能性，他将不会对这一个特定的事态负有责任。但是琼斯仍然为在t1做了这个决定负有责任——尤其是，他为此是可责备的——而对于这一事态，他确实是有一个替代可能性的。具体地说，他本可能避免在t1那个时刻做决定。我要再一次强调，在吉内特的观点中，（i）琼斯在t1做了他做的决定，同时介入的装置是在场的，和（ii）琼斯在t3做了他做的决定，并假设装置是不在场的，这两件事在下面这样一个意义上于道德上是等价的，即第一个的可责备性与第二个是一样的，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会允许我们认为，琼斯在t3前做出决定可责备，能够通过他在精确的时刻t1做出决定可责备来解释。但是这行得通吗？


  假定超出亚当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了他对他意下的受害者开火，并且还因果决定了他在某一个精确的时刻t1做出这个决定。但是现在让我们来设想，超出他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了亚当如此行动，不过它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决定的，即在从t0开始到t3，并包括t3的两分钟的时间中，究竟亚当会在哪个时刻做出这个决定，这是取决于他的。更准确地说，超出他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了他有一个谋杀的欲望，这个欲望如此之强，以至于他会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时间中做出杀人的决定。他首先在t0之前有了这个欲望，如果在t3之前他还没有做出决定，这个欲望会持续到t3，并且在其间不会出现强度上的变化。这最后的时刻t3是截止期限，这是因为，亚当相信，如果他决定在晚些时候开火，他将无法再伤及其意下的受害者。由于他对自己的欲望的强度有着认知上的感受力，从t0之前的那个时刻起，亚当便坚定地相信，他一定会在t3前做出决定。他明白，具体在这期间的哪一个时刻做决定，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区别，因此他对于在其中哪个时刻做决定保持中立的态度。假设他打算在t1做决定，鉴于不相容论的种种特性，不管是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还是根源不相容论，亚当在t1做决定都不可责备。相反，他是在道德中立的意义上为在t1，而不是在其间的其他时刻做决定而负有责任。


  有人可能会认为，亚当不去在t1做决定的能力是他能够在直到并包括截止时刻t3在内的时间中继续拒绝做决定的有力证据。[16]但是，合理的是，亚当可以在t1拒绝做出选择是因为他知道他可以迟些再做出选择。一个可做类比的例子是，假定我的孩子非常饿，现在是t0，我需要在t3离开，并且我明确承诺要在我离开之前喂他们吃东西。假定我可以不在t1喂他们吃东西。非常可信的是，我不在t1这么做仅仅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迟些再喂他们，而不是因为我可以完全不在t3之前喂他们。


  对于亚当在t1做决定不可责备，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必须给出的理由是，他对于在t3前做决定没有任何（强健的）替代可能性。根据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必须是某些替代可能性的不可获得解释了为什么亚当的决定不可责备。在这个例子中，因果决定论排除了亚当的可责备性，而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主张，大体上而言，因果决定论由于排除了替代可能性而排除了可责备性。解释亚当不可责备性的唯一合理的候选理由，是他在t3前做决定的替代选择的不可获得性，因此在自由空间不相容论的观点中，这种不可获得性必须对于亚当在t1不可责备来说也是充分的。


  我们现在可以为琼斯在减税中的情况得出下面这个结论。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将不能够为如下主张辩护：在介入装置在场的情况下，琼斯在t1为减税投赞成票，与琼斯在t3投赞成票但介入装置不在场，可责备性是同样的，并且出于同样的理由。因为当装置在场时，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不能解释琼斯在t1做决定的可责备性，而只能解释他在t1，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可行的时刻做决定所负有的中立意义上的责任。尽管正如在亚当的情况中一样，琼斯在t1做决定确实有一个替代的选择——例如，在t1继续思虑，并在t2才做决定——但是这对于解释琼斯在t1做决定的可责备性来说是不充分的。因为，正如这个例子所设定的，琼斯没有在t3前做决定的强健的替代选择，并且正如亚当的情况所表明的，对于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来说，这必须对琼斯在t1做决定不可责备来说是充分的。亚当和琼斯都可以在t2而不是在t1做决定，但是正如在亚当的例子里一样，琼斯在t3前做决定的强健的替代选择这一点，排除了他在t2做决定是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但是我们仍旧有很强的直觉认为，琼斯在t1做决定是可责备的，而对于这个直觉，自由空间不相容论者无法给出解释。


  因此，我们认为琼斯决定投赞成票减税而可责备，不能通过他在t1做决定的可责备性，以及他所拥有的替代选择得到说明。在自由空间不相容论的观点中，琼斯在t1做决定的可责备性，必须依赖于他拥有在t3前做决定的强健的替代选择。但是他没有这样的强健的替代可能性。因此，减税对这个立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并且看上去，这个法兰克福例子能够抵抗吉内特的反驳。


  
如果琼斯等到最后一刻才决定，他要负责吗？


  设想琼斯决定在t3按“支持”的按钮，这在他看来是他在两分钟内能做决定按投票按钮的最后一刻。假设他明白，在t3抱有任何不决定的想法都会排除他做出投票的决定，并因此使得他不投票。如前述中所具体说明的，由于不投票会招致罚款，他一定会投票。所以现在，在t3，他不再能生动地想象那个惩罚的场景，因此，在t3，对于他所实际做出的选择来说，他没有强健的替代选择。但是直觉上来说，琼斯等到t3才做决定这一点，不会让他的决定不可责备；对于他在t3的决定，他如同在t1做决定是可责备的一样，也是可责备的。


  作为回应，吉内特（1996）、富兰克林（2011a）和帕尔默（2011）会主张，在t3，琼斯仅仅在衍生的意义上为他的决定负有责任。富兰克林（2011a）主张，任何这类法兰克福例子都会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行动者在早于最后一刻的时刻做决定，例如，如果在减税中，琼斯在t1做决定，那么他有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另一方面，如果他在最后一刻才做决定，那么他负有的责任就只是衍生意义上的。吉内特（1996）论证说，所有法兰克福例子大体上都面临这类两难困境。在减税的例子中，由于上述两难困境的第一个方面得到了反驳，所以这个两难论证失败了。但是，人们仍旧可以想，琼斯是否由于他在t3没有一个替代选择，而实际仅仅在衍生意义上为他的决定负有责任。再一次强调，关于这一点，非常明确的是，他在t3不是被超出他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从而做出投票的决定的。的确，在这最后一刻，琼斯将自己置于一个没有其他替代选择，而只能去投票的处境中，但他是出于他（自由意志论的）自由意志，明白这一点，并依此行动的。也许，即使是从不相容论的观点出发，去主张他仅仅是在衍生的意义上负有责任的唯一理由也就是，他缺少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


  因此，对衍生责任的判断，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缺少论证上的可信度，这又是由于它会明确地援引一个自由空间的立场来支持关于琼斯的责任的判断。因为，这种回应看上去包含一个对替代可能性策略的要求：仅当一个强健的替代可能性在行动者做A行动时对于她来说是可获得的时候，她做A才会在非衍生的意义上可责备，这个强健的替代可能性解释了她做A的可责备性，而所有其他的可责备性都是从这样一个非衍生的可责备性中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关于琼斯负有衍生的责任的主张，是由对强健的替代可能性条件的承认所提出的，然而这个条件本身是要讨论的话题。关于使用这种策略，有人可能会论证，琼斯在t3做决定不符合衍生性责任的范例，行动者在不满足道德责任的无争议条件的情况下，仍旧在直觉上看来是对一个行动负有责任的。这样的话，行动者对那个行动的责任显然将需要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情境中，在那里，他满足了道德责任的那些无争议的条件。但是与那个喝醉并侵犯了同伴的行动者不同，（例如）琼斯在t3行动时的理性，不是处在匮乏的状态。因此，我们对诉诸衍生责任的顾虑是，它是由对强健的替代可能性条件本身的预设所促动的，而这削弱了这一个方案的效力。


  与此同时，减税中琼斯在t3做决定，与维德克的讨论对象——乔在逃税2中决定采取非法减税，以及减税中琼斯在t1做决定之间，有着潜在的重要区别。如果琼斯在t1决定对减税投支持票，他本可以通过继续考虑而避免在t1做决定，而情况是，琼斯在t3除了决定投支持票之外不能做任何其他事。一个对这种区别的判断是，与在t1做决定相对，琼斯在t3投支持票是由于他决定等到t3再定，加上他对不投票的处罚有所知，而一起因果决定的。因此有人可能会论证道，出于这种因果决定性，即使是根源不相容论者也必须同意，如果琼斯在t3做决定，那么他仅仅在衍生的意义上负有责任。但是，尽管琼斯在t1没有强健的替代选择，他在t1做决定仍会在非衍生的意义上可责备，因此，法兰克福辩护者不会被迫主张，琼斯在t3决定投支持票会在非衍生的意义上可责备。


  
保留对“构成影响”的直觉


  对于自由空间立场的支持者来说，有无替代可能性本身对于解释行动者对一个行动的道德责任来说，是相关的。逃税和减税的例子给了我们理由拒绝自由空间论的观点。但是我们要再一次注意到，这些例子同样包含了替代可能性，不过那些可能性不是强健的。根源论立场表明，就行动者对一个行动负有道德责任来说，她必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是她自己的行动的根源（对于这样一个条件应当如何阐述的提议，见Sartorio 2011）。根源不相容论者主张，这要求行动的实际因果历史是非决定性的。更准确地说，行动不能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例如遥远的过去结合自然法则。有可能的是，这个限制条件蕴含了行动者拥有替代可能性——但是它并不蕴含行动者拥有强健的替代可能性（Pereboom 2001：37，2003：197；参较Della Rocca 1998；Timpe 2012）。


  有人可能会主张，在这个讨论的节点上，自由空间的直觉，以及维德克在W辩护中对这种直觉的表达，针对根源论观点仍有残留的影响力（但是参见McKenna 2005，2008c；Fischer 2006：203—209；和Capes 2010对此的回应）。然而，这一点可能被卡罗丽娜·萨托里奥（2013a）就责任的种种条件发展出来一个观点反驳。合理的是，在替代可能性条件的论证中仍旧部分地发挥作用的，是这样一个直觉，即道德责任的条件之一为行动者是一个构成影响的人。尤其是，在可责备性的例子中，是行动者自己对于他究竟是可责备的还是不可责备的，构成了影响。人们可能会期待说，任何一个承认这一点的论点都会被法兰克福例子的成功所瓦解。但是萨托里奥的提议是，道德责任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要求“构成影响”，即仅当某种包含能动性的、导致行动出现的实际顺序的缺乏不会使得行动者对行动负有责任时，这种实际顺序才使得行动者对行动负有责任。有一些例子中，上述“构成影响”的情况是缺失的。在萨托里奥的例子中，每天早上吉米通过投硬币来决定他当天要不要戴帽子——正面就戴帽子，反面不戴帽子。吉米的朋友们，苏齐和比利，想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如果吉米当天早上戴了帽子，苏齐会往窗户上扔石头，反之，比利就会往窗户上扔石头。硬币是正面，因此当天早上吉米戴了帽子，苏齐就往窗户上扔了石头，窗户被打破了。萨托里奥解释道：


  设想我们决定使得吉米对窗户破碎负有责任所基于的事实是，吉米知道他如果戴了帽子，苏齐会砸窗户，并且窗户因此会破碎，但是他仍旧决定戴帽子。那么我们同样也必须说，如果吉米决定不戴他的帽子，他不戴帽子也会使得他应对碎窗户负责，因为他同样知道，不戴帽子会导致比利砸窗户，并且因此使得窗户破碎。但是，直觉上来说，情况不能是这样的：情况不能是，戴帽子与不戴帽子都使得吉米对同一件事负有责任。因此，我们应当推断，吉米不由于戴了他的帽子而对窗户破碎负有责任。（2013a：203）


  但是与此相对的是，在法兰克福的例子中，包含能动性的实际顺序的缺乏本不会使得行动者负有责任。如果将萨托里奥的提议应用到减税的例子中，要说导致琼斯决定按“支持”按钮的思虑过程使他为自己的决定负有责任，前提必须是，这个思虑过程的缺失不会使得他对该决定负有责任。琼斯在反事实的顺序中生动地想象了惩罚的场景这一事实，是使得这个反事实的顺序区别于实际的顺序之关键。如果他如此想象了，介入就会发生，那么在实际顺序中导致他决定按“支持”按钮的一个关键元素就会是缺失的。但是顺序中的这一个部分的缺失本不会使得琼斯对他按“支持”按钮的决定负有责任，因为在反事实的场景中，他不负有任何责任。正如萨托里奥有意显示的，她的提议可以被根源论观点的支持者所接受，并且在我看来，她的提议增强了这一立场的合理性。


第二章 事件因果与非因果自由意志论的问题


  根据自由意志论的观点，我们人类拥有按自由意志行动的能力，并且，自由意志所驱使的行动的关键是，它不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近来明显区别出三种主要自由意志论观点，它们是：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非因果自由意志论，和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在这一章以及下一章，我将对于为何不能充分相信我们拥有这三种观点所说明的自由意志，提出我的理由。我在第三章结尾得出的结论是，要么一种相容论的自由意志观是可行的，要么自由意志怀疑论是正确的。第四章致力于针对任何形式的相容论，提出操纵论证。


  
三种自由意志论


  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中，行动被视为包含行动者的事件——行动者在不同的时刻中行动——这些事件仅仅由在先的事件所导致，例如，行动者在某一时刻中拥有一个欲望或信念；通过恰当的事件产生行动的过程中具有某种非决定性，被认为对于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来说是必要的（Kane 1996；Ekstrom 2000；Balaguer 2009；Franklin 2011b）。在另一种阐述中，行动由事态或性质实例非决定性地导致。这个立场在伊壁鸠鲁式的观点中有其原型，依据这一观点，一个自由的决定是在原子本来向下运行轨迹中，非决定性地导致的突然转向运动（卢克莱修 50 BCE）。


  依照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存在作为实体的行动者，他们有能力在不被因果决定的情况下导致他们做出的决定，是这一点解释了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Kant 1781/1787/1987；Reid 1788/1983；Taylor 1966，1974；Chisholm 1964，1976；O'Connor 2000，2009；Clarke 1993，2003；Griffith 2010）。关键的是，行动者做出一个自由的决定中所包含的因果关系，不能化约为事件中的因果关系，而保证这一点的是，行动者，作为根本上的实体，拥有导致其决定做出的能力。决定论与行动者因果性是相容的，但是根据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一个决定之所以是自由的，关键是行动者不被因果决定地导致这个决定。


  第三类自由意志论是非因果自由意志论（Bergson 1889/1910；Ginet 1990，1996，2007；McCann 1998；Goetz 2008）。亨利·柏格森主张，虽然行动是在时间中出现的，但是，有意识的能动性所蕴含的时间不会变为应用因果法则所要求的那种量纲。对有意识的能动性的理论化将包含诉诸那些实际上不被运用的、仅仅是隐喻意义上的物理概念，因此有意识的能动性的因果概念也仅仅是隐喻意义上的。有意识的能动性，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精神事物，是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因其实际所是的样子，它们不能被理论化，而且在本质上不具有因果性。在柏格森的观点中，这种不具因果性，使得行动能够受自由意志驱动。当代的非因果论的理论家，例如卡尔·吉内特、休·麦坎，和斯图尔特·格茨，关于特定的行动如何是不具有因果性的，并没有给出相似的说法，但是他们依旧坚持对自由行动的非因果性的要求。那么，自由的行动还需要满足哪些额外的条件呢？在吉内特的观念中，除了不具因果性之外，一个基本行动如果是自由的，关键条件是，它要有一个行动者作为其主体，并且还要有一个似行动的现象感受。为了替换这种似行动的现象感受，麦坎说明一个自由的行动要在本质上和根本上是有意图的。根据格茨的观点，行动必须满足一个目的论上的要求，由于麦坎所提出的本质上的意图性也是目的论的，因此这些观点都是相互关联的。


  在当前的哲学氛围中，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通常被视为是这些观点中最有吸引力的。关于非因果事件的想法，以及关于实体因果性的概念，都遭到了质疑。所以让我们从它们的问题开始进行讨论，然后看看是否非因果和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观点是可行的替代选项。在这一章中，我将考虑事件因果和非因果的观点，之后在第三章，我会讨论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


  
对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消失的行动者反驳


  对自由意志论进行批评的人们主张，如果行动不是被决定的，行动者就不能为它们负有道德责任。我们可以在休谟的《人性论》（1739/1978）中，找到对这个顾虑的经典表述。具体而言，休谟论证道，如果一个行动不是因果导致的，那么它将不会与行动者之间有充分的关联，从而不会使得行动者为它负有道德责任。一些能够体现休谟主义的这个顾虑的反驳，被称为运气反驳（Mele 1999，2006），这是因为它们试图表明，在当下讨论的自由意志论观点中，行动是否出现关乎运气——或者是好运气，或者是坏运气，因此这个行动受行动者控制的程度不足以使得她对它负有道德责任。我认为，这一类的反驳反映出了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最深刻的问题，我将称之为消失的行动者反驳。它与对关于行动的事件因果理论的一个更普遍的反驳相关联（例如，Hornsby 2004a，2004b；Nida-Rümelin 2007；Brent 手稿），但是，这一反驳的对象不是能动性，而是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17]


  消失的行动者反驳：考虑一个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境中的决定，其中，行动者的道德动机支持这个决定，而她的审慎动机支持她不要做这个决定，这些动机相互制衡。在一个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图景中，先于决定的相关的因果条件，例如，某些包含行动者的事件的发生，不能确定决定是否会出现，而只能使得决定的出现有50%的概率。实际上，由于没有在先的事件能够确定这决定是否会出现，并且只有在先的事件是在因果上具有相关性的，因此，没有什么能够确定这决定是否将会出现。因此，不可能的是，行动者或任何与行动者相关的事能确定这决定是否会出现，因此她缺少为之负有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控制力。（Pereboom 2001，2004，2007a）


  这个反驳所提出的顾虑是，由于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中的行动者没有能力确定某决定是否将会出现，他们不能在行动中发挥保证这种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控制力。


  克里斯托弗·富兰克林（2011b）主张，关于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应当将非决定性置于自由行动起因的何处，几个不同版本的运气反驳都犯了一个错误，有时这错误是由于某些特定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理论上的缺陷所引起的。例如，有些运气反驳预设行动者必须能够在决定发生前保证它一定会发生。富兰克林主张，非决定性出现的恰当地方，是介于可能导致行动的非行动性精神状态（例如信念和欲望）与决定和公开的行动之间（2011b：202）。我认为，关于这一点，他是正确的。非决定性不应当被置于（例如）一个决定和其后果之间，或者，一个决定和更进一步的行动之间，或者在非决定性所产生或使其成为可能的几个决定之间。消失的行动者反驳不受制于富兰克林的批判，因为它允许非决定性被置于富兰克林所说明的、它应当出现的地方。


  
巴拉格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


  检验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因果理论，将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消失的行动者反驳所提出的困难。在马克·巴拉格的《自由意志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问题》（2009）一书中，他支持了这样一种立场：


  这个观点不包含任何不可还原的行动者因果论，但是它确实主张，非决定性的L—自由的决定（通常）是由包含行动者的事件所因果影响的——实际是概率上因果导致的，最显著的是，那些与行动者拥有特定的理由和意图相关的事件。（2009：67）


  巴拉格在提出这个观点时定义了一系列关键的概念。首先，对于他来说，自由选择的范例是，其中行动者的理由和动机处在相互制衡的状态：


  一个难以裁断的决定：行动者（a）对两个或多个选项分别持有理由，对于哪一套理由更加有力，行动者感到难以裁断，也就是说，鉴于她所持有的理由，她没有明晰的信念相信哪一个选项是最佳的选择；以及她（b）在没有解决冲突的情况下做了决定——也就是说，这个人有“就做个选择吧”的体验。（2009：71）


  巴拉格并不支持这样一个主张，即所有自由的决定都是难以裁断的决定，他所支持的是，这些难以裁断的决定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是有价值的，对这些例子进行考虑所带给我们的教训，能对另一些例子有所启发，在后一些例子中，一个决定虽不是难以裁断的，却是未被决定的。这个关于难以裁断的决定的定义，为他确定了他的自由意志论的（libertarian）自由概念——L—自由：


  A. 如果一个普通人类的难以裁断的决定是完全非决定性的，那么它就是L—自由的——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非决定的，而且还是恰当地非随机的，非决定性增加或促进了这种恰当的非随机性。（2009：78）


  接下来，巴拉格通过结合作者身份（authorship）和控制，对恰当的非随机性进行了界定；“一个决定要是L—自由的，讨论中的行动者必须是其作者，并且它为行动者所控制：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她的决定，并且她对于哪一个选项会被选择有控制力”（2009：83）。最后，巴拉格定义了难以裁断的决定的非决定论这一个概念，或TDW非决定论：


  TDW非决定论：我们的有些难以裁断的决定在选择的那一刻完全是非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基于理由而并列为最佳的”不同选项在“选择当刻”的概率与基于理由的概率相匹配，因此，鉴于世界的整体状态与自然法则，这些“选择当刻”的概率大体上是平等的，选择在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输入的情况下出现，也就是说，关于哪一个选项会被选择，没有任何重要的因果相关的事情出现。（2009：78）


  因此，在这个难以裁断的TDW非决定论的例子中，在决定的那一刻的各种选项的潜在概率与那些选项当时基于行动者有意识的可用理由之上的概率之间，不存在不匹配。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并且为了促发反驳，巴拉格提出了拉尔夫的例子（2009：72，80）：


  以日常的语言来叙述，拉尔夫在究竟留在梅伯里还是搬去纽约之间做决定。支持他搬去纽约的是他想要为巨人队打球，以及他想要在百老汇表演。支持他留在梅伯里的是他想要与罗比安娜结婚，以及他想要管理当地期刊。假设拉尔夫做了一个难以裁断的决定要搬去纽约——他就是决定搬去纽约了。


  鉴于他的观点是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关键的是，我们要如何通过事件因果的术语来讲述拉尔夫的故事。行动者被理由所因果影响，或者行动者导致决定，都需要以事件间因果关系的术语得以重述。就E5或E6间哪个决定会出现而言，只有事件E1到E4是因果相关的事件，因此也只有这些是其因果因素：


  E1：拉尔夫在t1—tn之间想为巨人队打球，


  E2：拉尔夫在t1—tn之间想在百老汇表演，


  E3：拉尔夫在t1—tn之间想与罗比安娜结婚，


  E4：拉尔夫在t1—tn之间想管理当地期刊，


  E5：拉尔夫在tn决定搬去纽约，


  E6：拉尔夫在tn决定留在梅伯里。


  在实际的情况中，


  E1和E2在概率上导致了E5。


  消失的行动者反驳反对的是这样一个预设，即这个论述能够说明并确保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控制力。直觉上来说，这种控制力要求行动者，或者至少是关于行动者的某些事实，来确定讨论中的决定是否将会出现，而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观点并没有在难以裁断的决定例子中使得这一点成为可能。在巴拉格的测试例子中，我们预设事件E1到E4不能够确立E5是否会出现，因为E1到E4的出现使得E5仅有50%的概率出现。因此，没有什么能够确定E5将会出现。行动者或者关于行动者的任何事都没有确定E5是否将会出现。这个反驳的结论是，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观点中，难以裁断的决定不能按照巴拉格的术语来说，是恰当地非随机的，并且讨论中的非决定性也不能增加或促进这种恰当的非随机性，因为这个理论没有使得行动者或关于行动者的任何事确定一个决定是否会出现，所以，行动所要求的那种控制力被排除了。除此以外，由于作者身份要求有那种控制力，作者身份在这个例子中也不见了。[18]


  巴拉格在对这个观点的辩护中，考虑了彼得·凡·英瓦根的“倒流反驳”（van Inwagen 1983：141），这是运气反驳的版本之一。以下是巴拉格对这个挑战的阐述：


  假定某个行动者S在两个选项A和B中左右为难，并最终以一种难以裁断的决定的方式选择了A。现在假设上帝使宇宙“倒流”并“重置”了这个决定……如果这个决定是以TDW非决定论的方式属于非决定性的，那么如果上帝“做”了这个决定100次，我们应当期待S会在A与B之间各选50次……看上去，她对哪个决定做出选择事关偶然性或运气。假定这是正确的，那么似乎S不是这个决定的作者，也没有控制这个决定。至少，似乎偶然性或运气的要素削弱了S的作者身份和控制。


  巴拉格在对倒流反驳的回应中评论道，“在每一个不同的决定中，是拉尔夫做的选择”（2009：93）。针对以下的反驳，即事件因果的难以裁断的决定的非决定性不能是恰当地非随机的，并且也不能增加或促进非随机性，他在回应中也反复提出同样的主张。更概括地说，在他的观点中：


  ……关于作者身份与控制，我们最多能期待的是，是拉尔夫做的“就选一个吧”……拉尔夫做了一个选择——有意识地，有意图地，并且有目的性地——而没有被任何外在于他的有意识的理由和思考之事所因果影响。似乎，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确实能够得到结论，是拉尔夫做了一个选择。因此，在这个情境中，我们似乎尽可能多地为拉尔夫取得了他的作者身份与控制——鉴于他在做的是一个难以裁断的决定。（2009：97）


  但是，“是拉尔夫做的决定”这一回答面临了一个两难困境。在一个仅承认事件因果关系的观点中，有两种表述拉尔夫决定去纽约的方式，它们分别对应着两难困境的两个方面：


  其一


  纯粹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可能性是


  拉尔夫决定搬去纽约


  需要被分析为：


  包含拉尔夫的事件E1和E2在概率上导致了包含拉尔夫的事件E5。


  其二


  另一个显著的可能性是


  拉尔夫决定搬去纽约


  引发了在拉尔夫与一个决定之间的非因果的关系，也许是一个“作为主体”的关系，同时结合着本质上的意图性或者一个似行动的现象感受。


  然而，在两难困境的第一个方面，消失的行动者反驳保留了其所具有的效力，因此没能保证恰当的非随机性。巴拉格主张：“如果‘就做个选择’是由非行动者的任何事情做出的，那么她会失去其作者身份和控制”（2007：97）。但是，这里有一个顾虑是，如果是“就做个选择”确保了拉尔夫的控制力，而控制力是具有因果性的，那么这里得到明确的是，在拉尔夫自己与他的决定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但是，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仅仅允许事件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不允许行动者与事件之间有根本上的因果关系。


  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观点中，拉尔夫是通过作为支持搬去纽约的决定的事件主体这一方式，被包含进他的决定的成因之中的。但是同时，他也是支持另一个决定的事件的主体。确实，以拉尔夫作为主体的事件的确导致了实际出现的决定。然而，通过作为与决定相关的先前事件的主体，而被包含到决定的成因之中，这种方式本可能轻易地导致另一个决定出现。关键的是，拉尔夫作为决定相关事件的主体，并没有给予他能确定哪一个决定将会出现的那种控制。


  在彼得·格雷厄姆（2010）对凡·英瓦根（1983：126—152）的另一个版本的“运气反驳”的回应中，出现了一个相似的问题。对这个反驳的阐述如下。假定行动者的信念（B）和欲望（D）产生了一个特定的基本行动，它被形容为基本行动命题R，而这些信念与欲望之间的关系是非决定性的和因果的，并且仅仅是这些信念和欲望导致了行动。我们首先规定（1）没有人（从未有人）可以对DB进行选择，然后我们指出或论证（2）没有人能够选择R（相对于非R）是否会继D之后出现，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C）没有人对R有选择权。凡·英瓦根（1983：127ff.）通过一个小偷的例子对这一点进行了表述：小偷有一个理由支持抢劫，也有一个理由反对抢劫，并最终实施了抢劫。格雷厄姆通过下述理由反对了这个论证：


  在小偷的情境中，正确的是，如果N（DB）［没有人对DB有选择］，那么将不存在区别于R和非R本身的基本行动命题，让人能对它进行选择，并因此对于R或非R有所选择。但是正如R和非R本身是基本行动命题，一个人对于其中之一有选择不要求必须存在一些其他的命题让这个人去选择，并因此选择其中之一。基本行动命题是这样一些命题，即，如果一个人对它们有选择，那么这个人就直接地对它们有选择，而不需要还对其他不同的命题有一个选择。（Graham 2010）


  但是鉴于这里所预设的事件因果的框架，“一个人对基本行动命题直接地有选择”的概念不能对这个反驳做出恰当的回应。DB可以导致基本行动命题R或者基本行动命题非R，并且我们可以设想，基于DB，两者都是同等可能的。那么，行动者直接地对R有一个选择能意味着什么呢？它不意味着，包含行动者的事件或事态DB确定R是否会成真——R和非R基于DB是同等可能的。格雷厄姆似乎会预设行动者与行动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给予了行动者所需要的控制，但是如果控制关乎因果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对于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来说是不可行的。


  人们可能会试图在事件因果的框架里解决这个问题，方式是通过规定，一个行动者为之负有道德责任的决定，其事件或事态因果的起因必须有包含行动者的事态，诸如价值或持久的偏好，因此会使得在直觉上来说，行动者确实确定了决定是否出现。在劳拉·埃克斯特罗姆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版本中（2000，2003），一个行动者为之负有道德责任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常的因果过程得出，也就是，从行动者的未被驳倒的、认可的偏好出发，这些偏好不是被迫形成或维持的，并且这些偏好是影响思虑的考量所导致的，但不是由它们因果决定的。在她的观点中，这些关于偏好形成的条件在直觉上将它们与行动者联系在一起，并且排除了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对它们的因果决定。我认为埃克斯特罗姆的这一论证是正确的，即，鉴于这些条件，非决定性不需要使得偏好和决定变得没有目的性，也不会使得它们是偶然的，并且没有将理性的解释排除在外。但是这个观点解决了当下的问题吗？假定在一个关乎道德的情境中，行动者可以要么道德地做决定，要么自利地做决定，支持这两个选项的考虑都出现在她心中，并且在动机层面相互制衡。就像大多数人（我会说，几乎是每一个人）一样，她既有道德的未被驳倒的认可偏好，也有自利的未被驳倒的认可偏好。我们现在可以问了：就当前的动机层面的制衡状态来说，是什么确定了最终是她的自利偏好还是她的道德偏好有因果效力，并因此随后出现了相关的决定呢？似乎埃克斯特罗姆只能说，当其中一个偏好有因果效力的时候，它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关于行动者的事情所确定的，这是因为，就行动者在这个节点被包含于其中而言，她的涉入就是那些考虑和偏好而已，而根据设定，她的考虑与偏好在动机层面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关键的是，在偏好的形成方面增加对行动者的条件要求，不会让人直觉上认为是行动者确定了哪个决定出现，但是行动者确定哪个行动出现这一点，正是她为她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19]


  两难困境的第二个方面是


  拉尔夫决定搬去纽约


  引发了在拉尔夫与一个决定之间的非因果的关系，也许是一个“作为主体”的关系，结合本质上的意图性或者一个似行动的现象感受。


  在这个选项上，关键的控制关系不是因果性的，这至少与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精髓相反。那么，一个决定中的控制和作者身份就要部分地，或者完全地事关行动者和决策事件之间的非因果关系。鉴于巴拉格的评论，这里的非因果关系是一种“作为主体”的关系，也如吉内特的观点（Ginet 1990，1997，2007）中所突出表明的。在这个选项上，纯粹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被削弱了。


  在这个讨论的节点，自由意志论者可能会提出一个混合着事件因果元素和非因果元素的理论：这种立场肯定了（1）在E1、E2与E5之间存在一个概率上的、非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同时结合着（2）行动者作为其行动的主体，并且这个行动有一个似行动的现象感受或者在本质上是有意图的。但是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一个更加彻底的非因果理论是否能够合理地确定那种关键的控制力，然后我们再评价两难困境中的第二个方面所引发的，以及巴拉格的某些评论所建议的这种混合的理论。


  
非因果的观点


  为了解决消失的行动者反驳所展现的问题，需要加入当下所讨论的自由意志论观点的是，行动者在其决定产生过程中的参与，这种参与会增强她的控制力，由此她能够确定哪一个决定会出现，并因此以一种使道德责任成立的方式成为她的决定的根源。如我们在下一章会更加详细地看到的，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提议就是，重新引入作为原因的行动者，她不仅仅是在事件中有所参与，而是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一个实体。因此，为了回应运气反驳，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诉诸实体因果关系这一有争议的概念。但是在现在这个讨论节点上，正如吉内特一样，有人可能会主张，非因果的立场也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在他的观点中，行动者导致简单的精神活动不会比她仅仅是做这样的活动更具优势，其中，“做”可以被分析为是非因果的——就行动者作为行动的主体以及一种似行动的现象感受而言（Ginet 1990）。这样一个观点对于避免诉诸实体因果关系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来说，有一个表面的优势。[20]以下是吉内特对于自由行动的立场（Ginet 1997，2007）：


  （1）每一行动要么是一个简单的精神活动，要么始于一个简单的精神活动，“简单的”是指，这一精神事件不是由一个精神事件导致另一个而构成的。


  （2）当且仅当一个简单的精神事件有某种内在的现象性质时，也就是一种“似行动”的性质时，它才是一个行动。


  （3）一个简单的精神事件拥有这个内在的似行动的现象性质，对于其作为一个行动来说是充分的，但对于它是一个自由的行动来说，是不充分的。


  （4）此外，一个简单的精神的自由行动不能是由先前的事件在因果上使其成为必然的（1996），并且也不能由先前的事件在概率上所导致（2007）。


  这个论述保证在不引入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有争议的概念的前提下，解决由消失的行动者反驳所提出的问题。


  我现在要对通常那些非因果论观点提出的反驳是，它们的支持者使用表面上是因果性的语言来表达意图证明的非因果关系，如此一来，要么因果关系会被引出，要么如果没有引出，则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控制就是缺失的。例如，吉内特评论道：


  ［使得］只有在我使得这个事件出现，并且在T时不让它出现于我来说是开放的时候，在T时，是否事件会出现才是取决于我的。（Ginet 2007：245）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这种“使得”关系就是因果关系（那个“不让出现”的关系也是因果的）。毕竟，因果关系不就是在根本上使得某些事情发生或者产生某些事情吗？例如，克拉克对此具体说明道：


  一个事件非决定性地导致另一事件，就是带来了、产生了，或使得这另一个事件发生了，只不过如果前一个事件出现，但没有导致后一个事件，这种情况也是与自然法则相一致的。（Clarke 2003：33）


  吉内特在上述引用之前说：


  去假定可能存在非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就是去假定这个因果关系不以休谟主义的方式还原到普遍的规律性上，但又是具体事件间一种最基本的关系，一种关于产生的关系，一种也许不可能以非同义的术语来说明的关系。（Ginet 2007：244）


  因此，一个对吉内特的非因果论的挑战是，当他说“我使得这个事件出现”时，这看似等价于“我导致这个事件出现”，因为说A导致B其实就是说从A到B之间存在一个关于产生的关系。


  大卫·刘易斯对对因果关系有另一种描述，它会威胁到我们正在考量的非因果论的观点：


  当我们想到原因时，我们想的是某个构成影响的事，而它所构成的影响必须是与没有它的情况下所可能发生之事的区别。（Lewis 1986）


  但是吉内特的［使得］看似至少大致等同于：仅当我在时间T使得那个事件得以出现，并且当我在时间T就它是否出现而言构成了影响时，在时间T，那个事件是否会出现才是取决于我的。那么，在一个关于因果关系的“构成影响”的论述中，事件的出现以及这个事件是否会出现是取决于我的，同样包含了我导致它出现。


  为了对这个考虑进一步发展，考察吉内特拒绝一个（他所阐述的）论证的理由，是有益的。该论证的结论是，一个不被导致的行动不能是取决于行动者的。


  （1）对于任何一个实际上出现的事件e来说，仅当行动者S使得e出现时，e是否出现是取决于S的。


  （2）对于任何一个事件e，仅当S导致e出现时，S使得e出现。


  （3）如果S导致e出现，那么e就不是不被导致的。


  （4）因此，一个不被导致的行动，本不能是一个其出现要取决于行动者的行动。


  吉内特接下来评论道：


  错误的前提是（2）……因为在我看来明显的是，鉴于一个行动是不被导致的，行动者为了使得自己做这个行动，所需要完成的就是去做这个行动。例如，如果我决定投票赞成议案这一行为不是被导致的，那么说明，除我之外没有别的使得我决定去投票赞成议案；也说明，是我使得我如此决定：我仅仅通过如此决定而做到这点。（2007：247）


  但是在“行动者为了使得自己做那个行动，所需要完成的就是去做这个行动”中，“使得”（make it the case）非常像是因果意义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2）看上去就是正确的。


  这种类型的担忧也可以适用于麦坎的观点（1998：180），这个观点主张，一个行动者对积极控制力的实践有两个方面。任何一个基本行动都是：


  （a）行动者的一个自发的、创造性的实践，并且


  （b）在本质上是有意图的。一个基本行动的意图性，意即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经历它的个体意欲自己做出事件。


  说一个基本行动是自发的、创造性的实践，这意味着行动者使得这个基本行动出现，而这同样有引发因果关系的风险。对于本质上的意图性概念来说也是一样的。因为，说一个基本行动在本质上是有意图的，同时又否认是由行动者使得其出现的，或者否认行动者就它是否出现而言构成了影响，这看似并不合理。克拉克在反对麦坎的观点时主张：“当意图性从一个恰当的因果产生关系中脱离出去，看上去它本身就不再能哪怕是部分地构成对积极控制力的实践。”（2008，2003：20—201）这个反驳可以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得到支持，即如果说明行动者既没有使得一个基本的行动出现，也没有就它是否会出现构成任何影响，那么麦坎的条件（a）和（b）就不能满足。这是因为，如果行动者不能使得一个行动发生，或者就它是否会发生构成任何影响，那么这个行动如何能够是行动者的一个自发的和创造性的实践呢？但是如果我们同意，行动者起到了一个“使其发生”和“构成影响”的作用，那么这个论述说到底似乎还是因果的。


  关于非因果论为何仍旧是融贯的，一个假设是，普遍性律则的统领对于因果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管这些律则是决定论的法则还是概率的律则。柏格森持有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发展出非因果论立场的新康德主义者们也持有这种观点，我们也可以在唐纳德·戴维森（1970）关于精神事件的异态一元论中找到这一观点。与这一传统相对的是，迈克尔·图利（1990，1997）主张，存在不落入任何普遍性律则的因果关系的事例，不管这律则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康德（1781/1787/1987）实际上主张，这至少是一个初步认定的概念上的可能性。在我的观点里，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所引发的正是这种无律则统领的因果关系，我会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论证。


  假定非因果论者主张，如果一个“使其发生”的关系不是由律则统领的，那么它就不能算作是一个因果的关系。这个主张如何能够在当前讨论的语境中是一个实质性的，而非仅仅是语义上的主张呢？如果非因果论者所提出的是，在主体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使其发生”或“构成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因果的关系，而这仅仅是因为它不由因果律则所统领，人们可能会回应说，他所援引的是图利所辩护的那种单一的关系，尽管他不会称这种关系为因果关系。如果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处在两方之间的争论，具体来说，在非因果论者和行动者因果论者之间的争论，就很可能仅仅是语义上的争论。为了加入这一话题的讨论，让我们跟随大卫·查默斯（2011）对解决仅仅是语义上的争论的建议，即我们应当在讨论中放弃使用“因果”这一个术语，而使用“使其发生”和“构成影响”。然而，这样看起来，因果论者和非因果论者能够同意：在行动者和一个自由的基本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使其发生”或“构成影响”的关系，而这正是处在争论中心的关键话题。


  假定我们放弃包含“因果”这一术语的语言，并限定只去讨论“使其发生”和“构成影响”。我们接下来可以问的是，非决定论的非因果论者是否会同意，在一个自由行动的例子中，行动者使得行动发生了或就其决定是否发生而构成了任何影响。如果她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问，这是否可还原到包含行动者的事件使得行动发生，或就行动是否发生构成了影响。如果是的话，消失的行动者反驳所提出的问题就会再次出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所能持有的观点看似就又变成了，行动者作为实体使得行动发生，或者就行动是否会发生构成了影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行动者因果的立场与非因果的立场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了。


  另一个可能性是，当被如此质问时，非因果论者会主张，坚定的非因果论观点认为，当行动者做出自由的基本行动时，他们没有使得这些行动发生，也不就这些行动是否会发生而构成任何影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行动者看似就不在行动中具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控制力了。有一个对非因果自由意志论的通常回应，即不充分的控制力反驳：行动中的控制在根本上事关因果关系，因此这样的理论无法保证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在行动中的控制力（O'Connor 2000；Clarke 2003：129—131，2008）。如果非因果论者在声称放弃行动者和一个基本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表达的是一种对“使其发生”或“构成影响”关系的否定，那么这个反驳看似就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如果非因果论者所表达的仅仅是拒绝承认在行动者有某些理由与某种基本行动的出现之间，存在因果律统领的“使其发生”或“构成影响”的关系，而并没有拒绝行动者与行动之间无条件的“使得”或“影响”关系，那么，不充分的控制力反驳就没有其效力。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非因果论与因果论的立场之间的区别就仅仅是语义上的，而两种立场之间将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


  
混合理论和巴拉格观点的两难困境的第二个方面


  巴拉格的立场面临的两难困境的第二个方面包含了对一个混合理论的支持，这个理论包含了事件因果的元素和非因果的元素。它主张（1）在E1、E2与E5之间有一个概率上的、非决定性的因果关系，结合着（2）行动者作为其行动的主体，并且这个行动有一个似行动的现象感受，或在本质上是有意图的，而正是这些元素保证了道德责任所必要的控制。让我们预设这个混合理论的支持者提出，一个自由行动应当被说明为行动者作为其主体的行动，并且是有意识的、有似行动的感受的、在本质上是有意图且有目的性的，并且明确的是，在做决定时行动者没有导致决定的发生。将这些应用到拉尔夫的决定中去，我们会得到：


  （NC1）拉尔夫是搬去纽约这一个有意识的、有似行动的感受的、本质上是有意图并且有目的性的决定的主体，而拉尔夫的决定的前述这些特征，不包含拉尔夫导致这个决定出现。


  这里存在一个顾虑是，鉴于因果关系被视为一个“使其发生”或“构成影响”的关系，（NC1）不可能是正确的。再一次表明，这里的理由是，一个行动具有似行动的感受、本质上是有意图且有目的性的，包含了行动者使其发生或就其是否会发生构成了影响，而这与上述情况不包含拉尔夫导致决定出现这一说明相冲突。如我们仅仅说（再次预设上述的事件算作拉尔夫能动性的实践）：


  （NC2）拉尔夫是搬去纽约这一个有意识的、有似行动的感受的、本质上是有意图且有目的性的决定的主体，而拉尔夫的决定的前述这些特征，不包含拉尔夫使得这个决定发生或者就这个决定是否发生构成了影响。


  这里存在的顾虑是，上述表达是不融贯的。假设（NC1）和（NC2）是有问题的，而消失的行动者反驳削弱了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那么自由意志论可能会需要行动者因果关系来做补救。


  最后一个混合理论的选项是，由于两组理由E1、E2和E3、E4都是由拉尔夫作为主体，不管最后哪个决定出现，它们都是拉尔夫这个主体的欲望作为事件所导致的，而这能够满足两组情况中拉尔夫的（在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21]作为回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拉尔夫参与导致搬去纽约的决定的方式是，通过其作为与决定相关的先前事件的主体，这可以轻易地导致另一个决定出现，而这不能确定哪一个决定会出现。作为与决定相关的先前事件的主体不会因此给予他那种必要的控制力，使他能够确定哪个决定会出现。这个混合理论的选项会再一次导致，拉尔夫在他作为行动者方面没有任何因素确定了哪个决定出现的情况下，为他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而这是违反直觉的。


  因此，总结来说，在一个纯粹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选项中，所有关于行动者做决定的讨论，都要通过事件因果的术语进行。“拉尔夫决定搬去纽约”因此需要被分析为“包含拉尔夫的事件E1和E2在概率上导致了搬去纽约的决定”。然而，在设想的情况中，还存在包含拉尔夫的事件E3和E4可能导致他留在梅伯里的决定，与上一组事件相制衡，而这里的顾虑是，没有什么关于作为行动者的拉尔夫的事情能够确定究竟是E1、E2，还是E3、E4，是有因果效力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可能会在此讨论的节点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拉尔夫决定搬去纽约”说明了在拉尔夫和他的决定之间是一个非因果关系，也许这是一个“作为主体”的关系，结合着一个似行动的现象感受和本质上的意图性与目的性。但是如果她愿意说，拉尔夫使得这个决定发生或就这个决定是否会出现构成了影响，那么鉴于我们对因果关系究竟是什么的通常的理解，也就是，因果关系事关一种生产、带来、使发生，或构成影响的关系，那么她说到底还是做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论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者看似就要回到纯粹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立场。如果她不愿意说拉尔夫使得决定出现，或者就决定是否出现构成了影响，那么，值得怀疑的是，她能够同样保证他对这一决定负有（非衍生的）道德责任。


  
现象学上的辩护


  巴拉格说：“拉尔夫决定搬去纽约”的部分效果是唤起关于能动性的通常现象和信念。而至少这两者的结合（Horgan 2011）通常是自由意志论的观点（Deery，Bedke＆Nichols 2013）。实际上，他明确地引用了现象学来支持拉尔夫在决定中拥有必要的控制力这一观点（2009：89—91）。凯恩（1996）通过一种类似的现象学策略来为他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做辩护。他主张，如果一个不是被决定的行动，其发起被体验为一个非导致的、非自愿的事件，并且它不是源于某个人的意志的努力，那么我们就拥有强有力的理由相信，这个情况中不包含任何真正的选择，并且行动者不为这个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然而，如果一个不是被决定的行动，其发起被体验为一个自愿的、并且源于一个人自己的意志努力的行动，那么这个行动者的道德责任就没有被削弱。凯恩展示了一个商人在她去上班的路上——让我们就称她为“安”吧——碰到了一个被袭击的受害者，这个情况中包含了一个处在安的良心与事业心之间的内在挣扎，良心建议她停下来帮助这个受害者，事业心则建议她不要错过参加她的会议。当这个挣扎通过安决定停下来帮助受害者而得到解决时，凯恩认为，这个决定所源于的意志努力是非决定性的，并且这个决定也因此是非决定性的。他评论道：


  现在，非决定论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威胁到选择……我们设想简在她的思虑中达到了某个节点：她本偏向于去夏威夷度假，但是由于她大脑中的一次量子跳跃，她发现自己想去科罗拉多度假。这种状况很奇怪，因为她并没有自愿地做某件事的感受……她会不情愿地——我们也会不情愿地——说她在这个例子中做了选择……因此，非决定论会在有些时候危及选择。但是，我们没有合理的理由将简的这种例子普遍化，并说情况永远是这样的，相反，想想商人安的例子。与简不同，她的经历是有意识地、自愿地选择跟随她的良心，回去帮助那个受害者，以此解决了先前在她心中的不确定性。同样，与简不同的是，在商人的例子中，脑神经科学家们发现的那个在她做出选择之前的非决定性过程，于她的体验来说是她自己意志的努力，而不仅仅是一个随机地在她的大脑中出现并影响她的选择后果的体验。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至少可以说，将上述的两个例子放在一起，并从简的例子中得出关于商人的例子的结论，是草率的……为什么商人会仅仅因为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中，简没有真的做出选择，就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没有在前述情境中真的做出选择（而不是她的选择被削弱了）呢？（Kane 1996：182—183）


  在凯恩的观点中，做决定的过程的现象对于明确行动者是否为一个不是被决定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来说，就算不是具有决定性的，也至少要得到严肃的对待。


  任何不相容论者都有好理由对这个策略保持警惕。相容论者可以轻易地诉诸这种类型的现象学上的考量，来回应行动者不能对由因果决定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这种反驳（Pereboom 2001，2007）。相容论者可能会主张，如果行动者将她的由因果决定的决定体验为来源于一个外在的决定性的影响力，她有好的理由相信她没有做出一个她可以为之负有道德责任的选择。与此相对，如果一个由因果决定的决定被体验为一个自愿的决定，并来源于行动者意志的努力，那么她就有一个有力的理由相信她是为这个决定负有道德责任的。但是，不相容论者通常会拒绝这种相容论的辩护，因为关于行动的因果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事实——即，这个决定是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排除了行动者的道德责任，不管其现象学上的解释是什么。当对于道德责任的威胁是来源于非决定论的，去主张现象学能够承担更多的论证上的负担，这是不合理的。


  巴拉格在这一讨论节点的举动是指出，我们在预设拉尔夫的决定是TRW非决定论式的一个难以裁断的决定，然后他论证道：


  ……如果我的决定是这种非决定论式的，那么它就不是被任何外在于我的有意识的理由和思考之事所因果影响的。这似乎消除了我们对我的决定在现象上的精确性可能有的唯一担忧。如果我们明确地知道，一旦我进入一个难以裁断的状态，并且会做出一个难以裁断的决定，没有什么外在于我的有意识的理由和思考之事能够对我如何选择具有因果影响力……那么，还有什么能够使得我们说，这现象感受是错的呢？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都不能。


  然而，在巴拉格的观点中，存在一个要素使得这个现象感受是错误的，而那就是，我们对拉尔夫的决定有一个附加的预设，即它有一个纯粹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起因，而非行动者因果的，或是非因果的。在这个预设之下，消失的行动者论证为这样一个主张提出挑战，即，关于控制力的现象感受是真实的。


  更概括地说，我们都可以同意，我们做决定时，通常会有对行动中的控制力的现象感受，也许这种现象感受甚至体现了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控制力或自由意志。但是在自由意志的讨论中，提出了下述严肃的问题，即，一个因果决定论的能动性理论，或者一个支持纯粹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能动性理论，是否能够说明这种现象感受是真实的——关于控制力的现象感受，或者实际上是关于能动性的现象感受，以及关于我们在行动中所实践的控制力的某些信念（Horgan 2011）。如果对这样的顾虑我们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应，那么援引现象感受来支持控制力就不应当算作是有效的。


  
将操纵随机化


  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观点上，拉尔夫拥有所要求的控制性，能在他的两个选项中做出任意一个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意义上是他的决定的根源。正如我在对凯恩的事件因果观点进行批判时所指出的（Pereboom 2001，2007），对这一点的论证可以通过一个随机的操纵论证得到强化。设想拉尔夫*，其能力、性格、动机，以及努力都在质量上等同于巴拉格的例子中的拉尔夫。拉尔夫*也做了搬去纽约的决定。但是这个选择中所密切包含的，不是在反对相容论的论证中通常所包含的决定性操纵者，而是一个随机的操纵者，这个随机的操纵者通过旋转转盘，使其指向两个选择之中的一个。[22]设想转盘的旋转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非决定性的事件，并且它不仅仅是就旋转者的知识与能力而言属非决定性的。假设此外，转盘指向某个位置，正好就是去做那个行动选择在脑神经中实现时的关键非决定性因素，这不仅仅是一个非决定性的事件决定性地导致了某一而非另一选择。而且，转盘指向某个位置并不是对普通的脑神经过程的补充，而是替换了这些过程中的关键的非决定性要素。[23]转盘指向的位置因此就他会做出哪一个决定来说，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如果这个转盘指向了某个位置，拉尔夫*就会做出相应的选择，如果转盘指向了另一个位置，他就会做出另一个选择。此外，假定像拉尔夫一样，拉尔夫*有做出这个选择的理由，他出于这些理由进行选择，他想要出于这些理由进行选择超过其他的理由，而且他并没有被胁迫，或者被强迫而进行选择。然而仍旧不能合理地说，在拉尔夫*的决定中展现出来的这种非决定性，能够给予其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这是因为，在直觉上来说，他缺少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对其决定的控制力。更根本上的是，在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意义上，他不是他自己的决定的根源。事件因果或非因果的自由意志论需要在拉尔夫*和拉尔夫之间提供一个原则上的区别，从而解释为什么行动者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为一个符合他们理论的决定负有责任，却不为那个由操纵者产生的决定负有责任。我相信他们无法给出这样的区别。


  
最后几点想法


  凯恩主张，一方面，他的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中的非决定论削弱了控制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需要那种非决定性来增强控制力：“非决定性起到了妨碍或阻碍［那个商人］实现其某个目的的作用——一种内在于她的意志中的抵抗力，而她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克服它。”（2007：178）以他所说明的方式加入非决定性增强了控制力，这是因为，这允许多元自愿控制：“能够实现他们所意愿的无论什么选项，在他们意愿这样做时，出于他们意愿的理由，有意图地这样做，而不是由于失误或意外，不是被胁迫或强迫，也不被其他的行动者或机制所控制。”（2011：389）但是在我看来，对这个立场的威胁是，非决定性所引发的对控制的妨碍，排除了在直觉上看来，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多元自愿控制，而这就是消失的行动者论证或与它可做类比的随机操纵者论证所展示的一点。


  自由意志论者同意，一个决定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这一点，会排除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然而，如果因果决定论排除了这样的道德责任，为了对此做出补救，不能仅仅通过在因果网中提供松弛之处，像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者所提出的，通过使得行动的因果历史是非决定论的。这样的举动会给出一个对道德责任的不相容论的条件——决定和行动的自由空间，但是它不能提供另一个条件，充分增强的控制力。尤其是，它不会为行动者提供作为自己决定和行动的根源的能力，依据不相容论者的看法，这对于相容论者来说也是不可获得的。


第三章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前景


  在前一章中，我讨论了事件因果和非因果的观点不合理的理由。我的反驳针对的是这些观点内部的不融贯性。这些立场宣称能够确保当前讨论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但是它们中每个观点的核心特质都颠覆了这个目标。我对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立场的反驳与我对其他立场的反驳大有不同。我主张，这种立场还没有展现出其内在的不融贯性。它的问题是，我们最好的经验理论给出了强有力的理由，质疑我们事实上是该理论所说明的那种行动者原因。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是由十八世纪的伊曼努尔·康德（1781/1787/1987）和托马斯·里德（1788/1983）所倡导的，并在近来被罗德里克·齐硕姆（1964，1976）、理查德·泰勒（1966，1974）、蒂莫西·奥康纳（2000，2009）、兰道夫·克拉克（2003）和梅根·格里菲斯（2010）所发展。人们一旦发现事件因果理论的内在问题，很自然地就会转向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让我们再次考虑对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消失的行动者反驳。假定一个出现在某种情境中的决定，其中，行动者的道德动机支持这个决定，她的务实动机支持她不做这个决定，而这些动机具有同等的效力。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图景中，先于决定的相关因果条件，例如，某些包含行动者的事件的出现，不能确定决定是否将会出现，但是能够使得这个决定的出现有大致50%的可能性。由于没有任何先在的事件的发生能够确定这个决定将会出现，而只有先前发生的事件才具有因果上的相关性，因此，没有什么能够确定这个决定是否将会出现。所以，行动者或关于行动者的任何事都不能确定这个决定是否将会出现，而出于这个理由，她缺少为这个决定负有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控制力。我们需要向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观点中添加的元素是，在做决定中加入行动者的参与来增加她的控制力，使得她能够确定这个决定是否会出现，从而拥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做决定中的那种控制力。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提出通过重新引入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来满足这个要求，它提出，行动者不仅仅是被包含到事件中，而是在根本上作为实体。如果行动者仅仅通过包含到事件中而被重新引入，那么消失的行动者反驳会有效地再次出现。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所提出的是，一个有因果能力、在根本上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去导致一个决定——或者更加全面地说，如同奥康纳（2009）明确说明的：“对于实现某个行动的意图状态的形成”——而这并不是由因果决定才如此的，因此，这个行动者能够拥有必要的控制力去确定这种意图状态是否将会出现。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与运气反驳


  人们经常提出的反对意见是，行动者因果的立场与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一样易受到运气反驳的挑战。例如，艾尔弗雷德·米勒（1999，2006）和伊斯提亚克·哈吉（2004）主张，正如运气反驳可以有力地反驳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能得出道德责任（我们在这里预设的是基本应得意义上的）所要求的控制力一样，运气反驳同样可以有力地反驳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能提供这种控制力。一种支持这个观点的方式是提出，当行动者A在时间t作为行动主体导致一个决定D时，一个下述类型的事件会出现：


  G：A在t导致D。


  正如米勒和哈吉所强调的，若先于t的条件与A作为行动主体导致D之前的条件完全一样，并且鉴于自由意志论观点所支持的非决定论，G有可能不会出现。所以，现实世界W中G的因果先在条件存在于某个其他可能世界W*中，但D在W中发生，而没有在W*中也发生。因此，G确实出现了这一事实，似乎是事关运气的。他们主张，这种考虑给了我们理由得出，就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观点来说，D不是充分地处在行动者的控制之下的。除此以外，看上去行动者本身或关于行动者的任何事情，都没能确定在D或非D之间，哪个选项最终会得到实现。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必须同意，鉴于在G之前出现的因果条件，G和D既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但是首先，在这样一个观点中，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所做的最根本的是导致了D，因此这里的提议是，她的能够给出责任的控制力就处在她对D的导致之中。这个实体因果性镶嵌在事件G当中，因此G将不会是在最根本上被导致的事物。在米勒的反驳和哈吉的反驳中，我们设想只有在W中发生在G之前的事件会在W*中也同样发生。然而，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主张，关键的控制力并不是通过这些在先的事件实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所实现出来的。如果除了这些先于G出现的事件之外，我们还在W和W*中固定了行动者作为实体而对其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实践，那么，D在W中发生，却不在W*发生的唯一原因是，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在W中导致了D，而没有在W*中导致D。因此，D在W中的发生将不会是事关运气的。


  一个由于克里斯托弗·富兰克林而出现的补充回应是，“在米勒的运气论证中，他具有争议地预设了我们仅能够在不同世界于t［其中，t是行动出现的时刻］之前存在差别的前提下，为不同世界在t存在的差别提供比较性的解释”（Franklin 2011b：223）。但是，富兰克林论证道：“自由意志论者不需要也不应当承认这一点。”虽然他是代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者提出这个反驳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不需要，也不应当承认行动者必须在行动者因果的决定事例出现之前，就确保哪个决定将会出现。


  假设拉尔夫在时刻tn导致他搬去纽约的决定中，实践了他的行动者因果能力，并且其情境是恰当地非决定论的。拉尔夫对他的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实践仅仅只是事关运气吗？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者的论证如下：即使另一个世界中，有着同样的自然法则，并直至tn之前有着同样的过往，在那个世界里拉尔夫没有决定搬去纽约，他在现实世界中于tn导致这个决定也不是出于运气。这是因为，拉尔夫在tn导致了这个决定，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没有在那个时间导致这个决定。这两个行动者因果论的世界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像仅凭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可能会得出的一样，也就是说，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因果相关的事件以不同的方式决定下来，而行动者没有确定这个决定是否会出现。这个考量是运气反驳——尤其是消失的行动者那一版本——所强调的，但是它并没有同样地瓦解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观点。因果相关的事件之所以那样决定下来，是因为拉尔夫于tn导致他搬去纽约的决定时，实践了他的行动者因果能力。因此，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者对这个关于运气的考量有一个初步看来令人满意的回应。


  在回应彼得·凡·英瓦根对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挑战时，梅根·格里菲斯（2005）使用了与上述思路相关的一个认识论上的论点。凡·英瓦根（2000）主张，基于我是一个行动者原因的预设，如果在某些情况中，我知道我保持沉默的客观概率是0.57，我说话而不再保持沉默的客观概率是0.43，那么我就不能够向你保证我将保持沉默。我不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说明了在行动者因果观点中，我缺少为保持沉默而负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控制力。对此，格里菲斯主张，虽然鉴于事件因果论者的观念，这种论点是合理的，但是在行动者因果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即使因果相关的包含行动者的事件能够以这些概率得出，我作为一个实体身份的行动者，有能力确实地敲定我保持沉默的决定是否会出现，而我对于自己将如何实践这种行动者因果能力的了解，会将我置于一个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的立场中。在这些条件下，我能够知道哪个决定会被做出，即便，只是完全地掌握了因果相关的、包含行动者的事件不会使我知道这点。[24]


  然而，关于运气的考虑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施加给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者。要再一次指明的是，这个行动者因果理论家将会同意，当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导致一个决定时，下述类型的事件会出现：


  G：A在t导致D。


  这里随即有一个反驳。这样一个行动者不能导致G类的事件，因为，主张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导致了她自己去导致一个决定是荒谬的。但是由于这个行动者不能导致G类的事件，她就不能为这些事件负有责任。而由于这个行动者不能为这样的事件负有责任，那么她就不能对嵌在这些事件中的选择负有责任。如果一个行动者不能为她在不同时间导致不同的选择而负有道德责任，那么她也不能为她的选择而负有责任。


  吉内特（1997：91）针对奥康纳的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展示了这个反驳的一个版本。奥康纳的观点认为，在一个行动者因果论的例子中，行动者在t导致一个事件本身不是一个有着充分的因果条件的事件。因此，吉内特认为他易受到这样一个反驳，即，这个更加复杂的事件将会是一个不被决定的事件，而根据行动者因果理论家们自己对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反驳，行动者不能够拥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充分的控制。


  罗德里克·齐硕姆（1971）对这种类型的考量回应道，当一个行动者通过对她的主体因果能力的实践而导致了一个选择时，她确实是导致了一个G类的事件，对此她可以负有道德责任。有人可能会做出如下的推理。当一个行动者原因自由地行动时，她所做的最根本的，是导致了对一个行动的选择。她可以为这个决定负有道德责任，因为她以行动者因果能力导致了这个选择，而这样的导致可以赋予责任。在这个讨论的节点，我们可以注意到，G类事件的出现是行动者导致一个决定的逻辑后果。因此，拉尔夫在tn导致了搬去纽约的决定这一复杂事件的出现，在逻辑上跟随着拉尔夫在tn作为行动者导致搬去纽约的决定这一事实。为了支持齐硕姆，现在有人可能提出，按理说，就拉尔夫导致了他的决定来说，拉尔夫还引起了拉尔夫在tn导致搬去纽约的决定这一复杂事件，尽管那是他在tn作为实体导致了搬去纽约的决定的逻辑后果。而由于引起就是导致，在引起一个复杂事件拉尔夫在tn导致了搬去纽约的决定时，拉尔夫同样导致了这个复杂事件的出现。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齐硕姆的这一额外的因果主张，在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G不是一个A不为其负责的事件的，不是A导致G，而是G嵌入赋予责任的关系这一事实，这个关系即A在t作为行动者导致了D。这里面关键的要点不依赖于上述额外的因果主张。在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提议中，形而上学上看基本的是，行动者作为实体导致了决定，并且，即使嵌入行动者因果关系的更加复杂的G类事件不是被导致的，它仍旧（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包含一种赋予责任的因果关系的实例。


  
行动者因果的解决方案是空洞的吗？


  在这个讨论的节点，反对者可能会采取一个不同的路线，问这个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论的提议是否真的具有实质性，还是仅仅是空洞的。米勒针对克拉克的自由意志论行动者因果论的观点提出了这样的反驳。米勒的担忧涉及对这种观点赋予行动者的特殊能力的描述：


  要再一次说明的是，“C—控制”是我对克拉克所设想的那种控制力（或能力）的称呼，在他的作品中，探讨了一种特定的能控制或决定人们做哪个行动的控制力（或能力），它不能在决定论的世界中具有。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他想到的那种控制力是关于自由地、负有道德责任地行动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想知道的是，这种控制力能够如此做，究竟是出于它的什么。假设我们说C—控制包含了以这样一种方式去行动的控制力，以至于一个行动者在某一时刻，在有着同样的过去和自然法则的不同世界中对C—控制的实践之间的区别，不是仅仅事关运气，或者，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包含了去行动的控制力，以至于即使这些区别就是事关运气的，人们还是在恰当实践那个控制力时自由地、负有道德责任地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是由于C—控制的什么，使得这些主张是正确的。（Mele 2006）


  米勒的观点是，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者需要解释，这个理论赋予行动者的控制力如何能够确保赋予责任所需要的控制力，并且这个解释不能是空洞的，就像仅仅将它定义为“一种带着能够赋予责任的控制力去行动的因果能力”那样。


  为了给行动者提供能够避免运气反驳，尤其是消失的行动者那一版本的反驳所需要的那种增强的控制力，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者确实赋予了行动者一种特殊的因果能力。但是这个举动是否会经不起这样一个批判，即，它相当于仅仅在这种描述下，许给她带着能够赋予责任的控制力去行动的因果能力？我的想法是，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者的举动是具有实质意义的，而不是空洞的，并且能够抵挡米勒的挑战。对这种因果控制力的关键的定义是，这是一种属于一个行动者的控制力，这个行动者（i）在根本上是一个实体（ii）并且她是在没有被决定的情况下导致了一个决定。这里的想法是，以（i）和（ii）的方式来定义这个控制力，表达出了运气反驳所表明的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观点中所缺乏的东西。因此，似乎自由意志论行动者因果论的说明的确是具有重要的内容的。因果决定论的缺乏是一个重要的、实质性条件，因此，在当前的论证语境下，提出实体因果论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元素，因为针对消失的行动者反驳所给出的回应，正是行动者作为实体拥有能力来导致决定。如果只有事件是原因，并且所处的语境是非决定论的，那么行动者就会在决定的出现需要被确定下来的时候消失，但是这个回应表明，行动者作为实体导致决定的能力可以发挥这种确定作用。


  另一个与米勒的这个反驳相关的顾虑是，当自由意志论行动者因果论针对关于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运气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时，语言的使用缺少清晰性。这个解决方案关键地包含了将实体因果论作为一种区别于事件因果论的因果论提出来。然而，我们对什么是实体因果论有一个概念吗？从而使得我们能清晰地将它与事件因果论相区分？将实体看作原因不是不自然的，但是当这样的看法被更加谨慎地表述出来时，可以合理认为它们至少通常来说涉及的是作为原因的事件，或事态和性质上的实例，其中包含了那些实体。[25]而提议中的实体因果论，是一个无法通过这些方式更加精确地重述的因果论。这里的顾虑是，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实体因果论的概念，不能被重新阐述为事件因果论的概念。如果事实正是这样，那么似乎自由意志论行动者因果论者针对关于事件因果观点的运气问题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语义上的解决方案。


  对这个顾虑的解读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对行动者因果论的概念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消极的。在日常的对话和思考中，也用到由实体引起的因果概念，但是这样的因果论的实例通常可以被重述为包含实体的事件因果论。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采用的概念因此就在下述的意义上来说，是消极的：这是一种不能被重述为包含实体的事件因果论的实体因果论。对于这种意义上的消极概念来说，一个担忧是，我们对它们在认知上的理解往往非常微弱。一个关于这种消极概念的例子是非物质实体的概念。我们的概念似乎限于“一个不是物质的实体”这一事实，对于我们对它在认知上的理解程度提出了合理的担忧。


  如果我们对当前讨论中的实体因果论概念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是消极的，那么它还会面临第二个顾虑。我们日常的对话和思考对由实体引起的因果概念的使用，可能会误导我们去预设当前讨论中的实体因果概念是一个积极的概念。这继而容易误导我们认为，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坚固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理解是脆弱的。甚至还有可能是，我们对这个概念实际上没有丝毫的理解。这是因为，我们所真正理解的实体因果论概念，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对话与思考中所使用的那个，而我们自己感到理解了根本上的实体原因概念，实则仅仅是这种日常对话和思考的残留物。


  为了能够对作为实体原因的行动者形成一个积极的观念，而不仅仅是将它们理解为对包含行动者的事件的重新阐述，我们必须要构想的是什么呢？克拉克针对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提供了一个尤其有见地的说明：


  ……问题是，由于存在与某种（或某些）其他性质之间的这种关系，行动者因果的性质［或能力］如何能够将导致某效果的控制力赋予一个具有该性质的实体，而不是赋予实体具有该性质这一事件。如果因果法则与性质相关联，那么，正如其他因果法则的实例化情形那样，能够实例化那个因果法则的具体事例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能够不只是关联到那些性质的例证——也就是事件呢？如果一个实体由于具有一种性质而拥有某种因果力，而该性质处在与其他性质的某种关系之中，那么，对那种因果能力的实践，如何能不是实体对那个性质的持有（也就是一个事件）处在与一个效果的某种因果关系中，正如其他性质所具因果能力之展现形式那样？（Clarke 2003：192）


  作为回应：我们确实对自己作为行动者具有概念，可以说它能满足克拉克提出的要求。在斯多葛派对能动性的理论中，一个成熟的人类行动者通常有能力去自由地、自愿地，就任何由其动机上和信念上的状态提出的行动建议表示同意、不同意，或悬置判断。这些态度的根源是灵魂中理性的、统领的那个部分——hegemonikon，即主导部分（Inwood 1985；Bobzien 1998；Brennan 2005；Frede 2011）。这个概念中，行动者拥有执行能力去决定究竟她的哪些动机上和信念上的状态会产生行动，以及哪些不会产生行动。认为持有并实践这种执行能力的是行动者自己，而不仅仅是行动者的状态或者包含行动者的事件，这种想法至少在最初是符合直觉的。与此相对，在休谟主义的观点中，只有行动者的状态，或者包含行动者的事件能够具有因果效力地践行这种讨论中的控制力。据斯多葛派的理论，在决定与行动中，行动者独立于所有这些动机上和信念上的状态的因果效力，因此不能与这些状态的集合所等同，也不能与任何她可能有的状态，或它们的子集所等同。我们因此能够自然地将实践这种执行能力的行动者与作为实体的行动者相等同，因为这看上去是唯一合理的选项。


  可以说，斯多葛派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行动者的积极的概念，她作为一个实体，具有独立于其各种状态的执行力独立性，从而使得一个因果关系中的第一关系因（relatum）仅仅是实体自身，而不是实体在特定时刻具有什么性质的那种事件。关于斯多葛派理论的另一个特征是，为了一个决定能够发生，行动者必须实践这样的执行能力。这个想法是符合直觉的。仅仅有各种动机上的状态，我们尚不能做出一个决定。相反，一个决定仅仅在行动者打定主意并使其发生时才会出现（Bishop 1989：77n）。这个斯多葛派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是易懂的，即它提出之后，我们能够理解它的含义。因此，就这个概念来说，我们就有了一个关于行动者因果论的积极概念，这可以回应说这个理论空洞的指控。我推测，行动者因果论这个概念的流行根植于斯多葛式图景的流行。


  现在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去，我们自己作为行动者原因的这一个概念究竟多么具有实质性呢？考虑一下大卫·查默斯概述出的“可构想性”的几个维度。根据查默斯的定义，当S在第一印象时是可构想的时候，它是初步认定可构想的，而当它在理想的理性反思中是可构想的时候，它是理想地可构想的。当S没有被排除的时候，它大体上是消极地可构想的，当S先验地没有被排除时，S是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消极地可构想的。积极的可构想性概念要求人们能够对某个情境形成某种积极的概念，其中，S符合这个概念（Chalmers 2002：147）。我目前的论证的一个后果是，在我们的认知状况中，我们作为行动者原因似乎仅在消极的意义上是可构想的。我们似乎既不能在经验上，也不能在先验的意义上排除这个提议。因此它至少在初步认定的意义上是消极地可构想的。在回应当前关于空洞性的担忧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就我们是实体原因这一点形成积极的概念。这样一个积极的概念能为这个想法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而这可以回应反对的主张，即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者仅仅为运气反驳提供了一个空洞的语义上的解决方案。我的想法是，斯多葛派的观念为这样一个提议的初步认定的积极可构想性提供了基础，即我们正是自由意志论立场所明确表明的行动者原因。


  然而，我认为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是这样的行动者原因这一点，究竟在理想上是消极地可构想的，还是积极地可构想的。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结果可能是，根本上的实体因果论在形而上学上是不可能的，或者甚至在概念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这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那么理想的推理会先验地将它排除。由此，结果可能是，理想的推理可能也会瓦解刚刚概述过的积极概念。例如，如果理想的推理会排除根本的实体因果论，那么斯多葛派关于我们自身作为实体，拥有独立于我们的状态的执行力独立性，并且能够导致决定这种概念，就会被排除掉。这个积极的概念可能会提供的内容因此就是缥缈的，而我们对自己作为行动者原因的概念就可能还是空洞的。然而当前，关键的是，对这样一个判断，我们缺少决定性的证明。


  
行动者因果性和理性


  就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来说，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成功地将理由的影响力包含到对决定和行动的实体因果观点中。理由被合理地分析为包含行动者的事件（或者，状态或性质实例），因此，如果行动被理由影响，而这个影响是具有因果性的，那么行动就必将是由事件——而不是被实体——所导致的，至少在这个方面是这样。负有道德责任的行动在通常情况下是理性的行动，因此，这样一个负有责任的行动会在一个方面需要是由事件，而不是由实体所导致的。这个反驳对关于负有道德责任的行动的行动者因果观点提出了挑战。


  克拉克（2013）和奥康纳（2000）分别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在克拉克对行动者因果论的综合论述中，一个能例证赋予责任的控制力的行动是由两个不同的因素所导致的，一方面是一个包含了理由的信念—欲望组合体，另一方面是作为实体的行动者。这个观点使得克拉克接受了戴维森对什么使得行动是理性的所做的因果解释——也就是，行动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其由恰当的理由所导致（Davidson 1963）；与此同时，克拉克还支持行动者因果论。一个针对这个观点的关键问题是，行动者实体作为行动的原因，和这个行动由信念—欲望组合体所导致，是否能够充分地结合而使得这种实体因果成为理性的。要么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是受到了信念—欲望组合体所影响，要么她没有受到其影响。如果她没有受到其影响，那么这个观点似乎就会符合盖伦·斯特劳森（1986）提出的担忧，即，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在导致她的行动这件事上，是非理性的。如果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是受到了信念—欲望组合体的影响，则要么这个影响是因果的，要么它不是因果的。非因果的选项无法和克拉克关于理由在行动产生中的作用的戴维森式思路相融合。但是他似乎想要拒绝因果的选项。例如，他说：“一个实体不能是一个后果。”（Clarke 2003：158）但是，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重要的动机去主张，如果行动者是实体原因，他们是可以被理由因果影响的，仅因为，先行合理的是，不管是什么直接产生了理性的行动，它都是可以被理由因果影响的。有人可能会问：作为一个后果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相较于其作为一个原因会更加不合理吗？


  克拉克有时会写一些作为实体的行动者似乎可以受因果影响的内容。例如：


  为了出于理由而行动所必须实践的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力，仍旧是事关事件因果性的。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实体因果论不能同样更进一步达成对积极控制力的实践。然而，当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实体正是行动者，并且，行动者拥有复杂的理性的精神能力时，这个反驳的效力就被削弱了。当这样的个体对可供取舍的选项进行考虑，对每一个支持与反对的理由进行权衡，并继而导致了一个支持其中某一选项的决定时（一个出于某些她所考虑的理由而做出的决定），在我看来，一个值得相信的主张是，这一个体导致这个决定的产生，部分地构成了她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所实践的积极控制力。如果行动者因果论是如此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它对于行动者是否为了其决定负有道德责任这个问题就不是不相关的。（Clarke 2003：162）


  克拉克的建议是，正是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对可供取舍的选项进行考虑，并对于支持和反对每一个选项的理由进行权衡。但是在他的观点中，作为实体的行动者能够在不被这些理由因果影响的情况下对它们进行权衡吗？此外，在他的图景中，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是由于她所拥有的理由而获得了其导致行动的倾向性的：


  另外，在一个综合的论述中，行动者去导致某个行动的倾向性是由于（至少是部分由于）她拥有特定的理由，而她拥有这些理由仅当她导致那个行动的时候才导致那个行动。（Clarke 2003：176）


  一个关于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如何获得上述倾向性的自然论述会是，她所拥有的理由导致了她获得那个倾向性。


  但是克拉克的解决方案没有引出这样一种因果影响。与此相对，他提出，正是由于自然的法则，那些理由具有的导致行动的倾向性，与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具有的导致行动的倾向性，是同一回事。对于这个策略的第一个顾虑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法则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是生硬的，因为似乎没有任何关于作为实体的行动者的事情本身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具有的导致行动的倾向性与那些理由具有的是相匹配的。对这个策略的第二个顾虑是，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在导致行动时，似乎缺少了同理由之间的那种正确的关系。直觉上来说，这个行动者必须受理由所影响，从而导致一个行动。但是在克拉克的综合的观点中，似乎不存在这样的影响，仅有的是在理由的倾向性与作为实体的行动者的倾向性之间的某种对应性，出于一种在上述意义上堪称生硬的自然法则。


  因此，我们需要的似乎是一个对于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如何能够被理由因果影响的解释。奥康纳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论述，它利用了弗莱德·德勒兹克（Dretske 1993）对于结构性的原因和触发性的原因之间的区分。对这个区分的说明是，关于爆炸的结构性原因是炸弹被制造出来的那一个过程，而其触发性原因是引燃炸弹的导火索。在奥康纳的观点中，对于一个决定来说，就其构成了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倾向性，并且这种能力的实践产生了决定而言，理由是结构性的原因；而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在她对这种构成性能力的实践中，是决定的触发性原因。这个基于理由的因果构成的结果是，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倾向性会转换成一系列的后果：


  尽管没有什么产生了行动者因果论的实例，这个实践的可能的出现有着一种持续进化的、客观的可能性。换个方式来表达就是，行动者因果能力是一种朝向一系列后果的结构性的倾向，以至于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对于每一个在因果上可能的、特定的行动者因果的事件类型，其出现都存在一个介于（0，1）范围之内的明确的客观概率，而这个概率在行动者受内在或外在的因素影响时会持续变化……具有影响力的事件的效果，会由它们对后果之相对可能性的改变所穷尽，而这一点是通过它们对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倾向性本身的影响而达成的。（O'Connor 2009）


  奥康纳的观点的核心是，理由通过改变其后果倾向性——也就是导向意图的形成和决定的倾向性——之客观的和具有决定性的概率，从而构建行动者因果能力。


  我的看法是，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不能容纳这个主张，即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倾向性是由如此说明的概率所统领的。为了回应消失的行动者反驳，行动者实践的因果能力必须是与那些因果相关的事件之因果力有所不同的，而在一个自由的决定的例子中，对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实践必须与对这些事件的因果力的实践不相同。这是因为，消失的行动者反驳展示出，事件的因果力不能够提供道德责任所需要的那种将决定确定下来的控制力。事实上，奥康纳说：


  我们坚持这两件事之间的区分，即理由在赋予具体行动以客观倾向性的意义上建构某人的行动者因果能力，与理由通过造成某人导致一个具体的意图来激活那个能力。在我所描述的观点中，除了行动者自身，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够以这种方式激活其因果能力。说我有一个数值为0.8的客观的概率去导致我意图在当地酒吧加入我的学生们，无法保证我事实上将做什么。我既可以抵抗这个相当强的倾向性，也可以践行这个倾向性。（O'Connor 2009）


  但是，如果理由的倾向性与行动者的因果能力导向相关范围内后果的倾向性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要么理由的因果力与作为实体的行动者的因果能力说到底是一样的，要么这种倾向性上的同一性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巧合。


  此外，我的想法是，如果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倾向性由客观的概率建构，那么行动者在行动中将缺少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控制力。假设上帝将我们创造为行动者原因，其特殊的因果能力包含两种根本上的倾向性，一种是自利的，一种道德的，每一种都是如奥康纳所说的，由同等和不可改变的决定性的客观概率所构建，从而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应当预期，当自利与道德相冲突时，我们一半的决定是自利的，另一半的决定是道德的。即使行动者在任何一个这样具体的情况中都能够二选一，在不相容论的观点中，行动者将不会为了其一生中不道德的那一半人生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可被责备。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个判断是源于概率不可变更这一观点的。[26]但是，假设我们对这个例子做出改变，说上帝使行动者还受一个概率法则所支配，即行动者在一生中有50%的概率作为行动主体导致她的道德转变，这会使得从那一刻起她所有行动都有100%的概率是道德的。但即使是这样，从一个不相容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中的行动者不会为他们所做的那一系列不道德的行动可受责备。依照这样的思路，我们还可以构建出更加复杂的例子，但是不相容论对这些例子的判断将会保持不变。这进一步支持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即，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不能同概率法则相融合。


  因此，基于自由意志论的观点，理由对一个负有道德责任的主体原因的影响似乎既不能在决定论的意义上是因果的，也不在概率的意义上是因果的。所以要么这种影响是因果的，但非决定论意义上的因果，也非概率上的因果，要么这种影响就是非因果的。不明显的是，满足上述任何一个说明的影响能在强意义上被构想出来，而这一点让人进一步怀疑主体因果自由意志论的提议是否具有理想的积极可构想性。


  
对比的解释和一个增强的行动者因果能力


  另一种对行动者因果决定论的反驳是，它不能应不同的要求而提供对比的解释。这样的一个挑战首先由C. D. 布罗德（Broad 1952）提出，而后由吉内特（1990，1997）得以发展，它主张，这个理论排除了对行动的时机的对比解释。吉内特还补充说，对所做出的那种行动的对比解释同样是不可获得的：


  ……行动者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事件就在它所发生的时刻发生了，而不是在某些稍微不同的时刻发生。只有行动者处在某一刻与处在另一些时刻之间的某种差别，某个定位在时间中的性质，能够给出这样的解释。我们还可以补充的是，行动者自身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那种具体的事件，而不是其他种事件，在那时发生了。（Ginet 1997：93—94，1990：13—14）


  吉内特由这种对比解释的不可获得性而得出结论说，这种相应的因果关系也必定是缺失的：


  那么，说行动者是某种具体事件发生的起因，而不是另一种事件发生的起因，并且是其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而不是另一些时间里发生的起因，意味着什么呢？（Ginet 1997：93—94）


  作为回应，奥康纳主张，“一个对为什么行动者导致的事件会发生的完整解释，将会在其他要素之外，包含对行动者的行动理由的说明”，因此行动者因果理论有办法解释这样一个事件出现的特定时间（O'Connor 1995：184）。克拉克提出了他的综合的两种因果论观点，依照这个观点，自由行动的一个起因是某一事件，例如，行动者获得特定的理由，而这样的事件可能可以解释行动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而不是在另一个时间中出现（Clarke 1996：298—299，参较2003）。然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克拉克对行动者原因如何可能出于理由而行动的综合论述，面临一个严重的反驳：理由因果论和行动者因果论是通过生硬的法则整合起来的，针对这一点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具有实质性的解释。奥康纳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合理地说，是唯一可行的合理选项——是把依照理由去行动的相关能力构建到行动者因果能力中，作为后者的组成部分。人们可能会将其描述为行动者在根本上作为实体，基于对理由的考虑，并在特定的理由的基础之上导致一个决定，但不是由因果决定而如此做的能力。这样的话，这些作为实体的行动者和作为事件的理由，本来是通过某些法令相互对应，但相互区别的一对因果力，而现在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提出了一个单一的，尽管也是复杂的因果力，从而能给出我们所需要的解释。关于行动者因果能力的倾向性是如何由理由构建的，奥康纳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说法，正如我所说的，我认为他的立场的这个特征存在一些协调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接受他的观点是适当的，也就是，依照理由去行动的能力必须被构建在行动者因果力自身当中。


  对于诉诸理由可以有助于满足对比解释的要求这个想法，吉内特反驳道，存在一些例子，其中，行动者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导致一个行动，而不是在某些其他时间导致那个行动，但是理由无法解释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拿起电话的理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会在我实际那个精确的时间做这个事，而不是在几秒钟之前或之后做，我也不需要对于选择在那个精确的时间，而不是在稍微之前或之后做而有任何理由。可能的是，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件事就是它那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自然地推论，没有什么导致了那个情况，而不是任何别的情况。（Ginet 1997：94—95）


  与此相似的是，对于“某种事件”的问题，“我拿起电话的理由是我想要打一个电话。但是这个理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用我的左手，而不是我的右手拿起电话，而事实上我不需要对我用一只手，而不是另一只手做这件事有任何理由”（Ginet 1997：94）。但是需要再一次声明的是，在这里，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可以把有助于给出对比解释的能力建构到行动者因果能力之中：同样是在根本上作为实体的一种能力，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导致某个特定的选择，但不是由因果决定如此。行动者因果能力本身会使行动者能够导致选择使用左手，而不是使用右手，并且是在t1导致这个选择，而不是在其他什么时间，这些都不需要引入理由。


  在这个节点，有人可能会开始担心，针对回应对比解释的要求，在行动者因果能力之中建构新的元素，这样的策略太过简单了。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那一方做出的预设似乎是，这种能力可以应这种要求不用任何代价地加以增强，但是这里的顾虑是，所引出的元素，事实上是某种带有可疑的解释价值的天外救星。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可能会回应说，一旦我们有了行动者因果能力，就可以合理地为它提供理性行动所需要的东西，以及为它提供在特定时间以特定方式行动所要求的元素。毕竟，这些都只是普通的关于行动者的能力，并且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导致行动的不管是什么都会具有这些能力。


  这种担忧在更加根本的层面，在要求对比解释的语境中提出时，可能会更加有力。黛娜·奈尔金（2011b：92—93）对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提出了这种要求，在她的观点中，它对于这种立场能够确保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控制力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为了构建这种要求，她在自由意志论的行动者因果性和决定论概念上的行动者因果性之间做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对比，她对此进行了发展和提倡（2011b：80—97），并援引了奈德·马克西安（Markosian 1999）为这个观点的前例。奈尔金之后提出，尽管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拥有因果能力这一点是可以构想的，但是即使理想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应当存疑的是，行动者能否拥有能提供某种特殊控制力的因果能力，而又区别于一个由自身本性决定出于某些理由、而不是其他一些理由去行动的主体所实践出来的那种行动者因果能力”（Nelkin 2011b：93）。[27]这里的理由是，尽管决定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者可以在原则上对为什么行动者以那种而不是别种方式去行动提供对比解释（一个以那些行动的决定性原因为基础的解释），自由意志论的非决定论版本无法在这一个方面与决定论的观点相匹。尤其是，关于为什么一个主体作为行动者导致了一个决定，而不是没有这么做，这种对比解释在非决定性的例子中将是不可获得的，在这样的例子中，分别支持两个选项的理由或多或少在动机层面是相制衡的（Clarke 2003）。这个事实为批判者去主张以下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契机，即这样的一个行动者原因不能有比事件因果语境中增强的控制。这里的想法是，对于为什么主体作为行动者导致了她的决定而不是导致不去做这个决定，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无法给出一个解释，而这使得我们不清楚行动者因果论的机制可能是什么。因而，对此一个严肃的威胁是，这些机制在形而上学上没有什么可能性，来容许行动者实践比事件因果概念中更多的控制。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可能会回应并主张说，作为实体导致一个决定的能力，以及在同样的因果环境中作为实体去导致不做那个决定的能力，是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所拥有的一种简单并基本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以及行动者对它的实践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对于这个建议的顾虑是，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者在她自己的理论的核心提出了无法解释的力，而这使得这个立场令人费解。也许我们都需要同意，自然中就是存在不可解释的、简单的、基本的因果力——一个电子回避或吸引其他电子时所产生的负电荷能量也许可以为此提供一个例证。但是，当因果力是处在像人类能动性这样的高度且明显是复杂的程度时，如果它们被主张为基本的并且不可解释的，疑虑就会出现。不过，这些考虑仍旧不能排除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理想的积极可构想性，因为这样一个复杂但基本的因果能力似乎还是融贯的。


  
行动者因果论与物理法则相融贯吗？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融贯性也许还值得怀疑，但是它还没有被具有决定性地瓦解。然而，我现在将要论证的是，我们有经验上的理由去相信，我们不可能是这个理论所说明的行动者原因。这些理由所关切的是，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是否可以与我们鉴于最好的物理理论而预期的情况相融合。在这个观点中，当一个行动者原因做了一个自由的决定，她在没有被因果决定如此做的情况下导致了这个决定。但是在某一刻，她会影响与行动者原因相区分的物理世界。在我们最好的物理理论中，物理世界是由法则统领的。首先，假设物理法则是决定论的，就像例如康德的观点所示（1788/1996：Ak V：97—98）。在他的行动者因果图景中，当行动者做了一个自由的决定，她在没有被因果决定如此做的情况下导致了这个决定。而源自这个不是被决定的决定，在通向行动的途径中，变化会在物理世界中产生，例如在她的大脑中或者她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似乎会在这一个节点碰到与决定论的法则相偏离的情况。因为，一个不被决定的决定在物理世界中产生的变化，自身将会是不由因果决定的，因此就不能由决定论的法则统领。有人可能会反驳道，有可能的是，产生于自由决定的物理变化，恰恰就与那些在原则上基于决定论的法则所预测出来的情况相吻合，因此并没有出现什么事情在事实上与这些法则相偏离。但是至少在表面看来，这个提议会包含过于离奇以至于不可信的巧合。出于这个理由，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似乎无法和物理世界由决定论法则统领这一点相融合。[28]


  更近期的对行动者因果观点的阐释者，例如克拉克（1993，2003）和奥康纳（2000，2009）提出，量子不确定性可以有助于协调方面的提议。在一种对量子力学的解读中，物理世界事实上不是决定论的，而是由在根本上仅仅是概率的或统计的法则所统领的。虽然这有争议，但是让我们假设，重要的量子不确定性在决定或意图形成的层面渗透至神经元上的不确定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似乎可以与这样的主张相协调，即物理法则统领了人类行动中的物理构成部分。但是，离奇的巧合似乎仍旧会在这个提议中出现。让我们考虑一系列可能的人类行动，其中每一个行动都有一个物理的成分，其在先的出现的概率大致是0.32。如果大量的实例表明，这一类的物理成分没有在接近32%的比例上实现，这不会在与统计法则逻辑不相容的意义上违背了这些法则。相反，统计法则的效力是，对于大量的实例而言，我们可以正确地期待这一个类的物理成分以接近32%的比例实现。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图景中的自由行动，与我们依照统计法则对这些行动的期待相容吗？如果行动者导致的自由行动与统计法则表明具有极大可能性的情形相容，则对于足够大量的实例来说，我们类别中可能的行动必须在接近32%的比例上被自由地选择。那么，对于足够大量的实例来说，那些其物理成分的在前发生概率为0.32的可能行动，几乎确定地会在接近32%的情况下被自由地选择。但是如果这些物理成分的发生是由行动者原因的选择所确定下来的，那么它们实际上在接近32%的情况下被选择这一点相当于是一个巧合，而且与下述巧合的离奇程度相当，即，其物理成分有着0.99的在先概率的行动，在足够大量的实例中，以接近99%的比例被选择。行动者导致的自由选择并不与统计法则对其物理成分做出的预测相偏离这个提议，与我们预期的情况截然相反，这使得这个提议不可信（Pereboom 1995，2001）。


  克拉克提出，行动者原因在宏观层面行动这一存在（决定和行动是处在宏观层面的）与微观层面（微观物理范围内）在统计法则下是关闭的这一点相容：“如果可以存在实体因果论，那么似乎就可以存在这样的实体因果论，其实践的倾向性与完全非决定论的微观层面的因果法则相一致。”（Clarke 2003：181）我认为克拉克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行动者在符合概率论的微观层面因果法则的情况下导致行动，这是可能的。有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行动者因果能力实践的物理后果，恰好与非决定论的微观法则会赋予这些后果的概率相一致。但是我们应当期待这样的一致性吗？为了回应消失的行动者反驳，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所实践的因果力必须与那些和行动相关的物理事件的因果力相区别，并且在一个自由决定中，行动者因果力的实践必须与这些事件的因果力的实践有标志性区别。鉴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会期待行动者原因的决定在长远的角度来看，与这些选择仅仅基于这些事件本身极可能会有的发生频率相分离。如果我们还是在这之中找到了一致性，那么我们就有好的理由相信，行动者因果力不是与那些事件的因果力相区别的，而就具体的决定来说，它与对这些因果力的实践也没有标志性区别。否则，这种一致性就会是某种离奇的巧合，而对于这样的巧合我们不会有所期待，也不会有任何解释。


  针对离奇巧合的指控，克拉克论证说，在他的关于行动者因果论的综合观点中，我们实际上可以保证与法则的一致性：


  但是就一个综合论述来说，鉴于行动者因果论是在法则上与特定种类的事件因果论相关联的，行动者因果论的实例将必须与统领这些事件因果论的无论什么法则相一致。如果这些法则最终是从微观法则中衍生出来的，那么对行动者因果控制力的实践将必须与这些微观法则相一致。（Clarke 2003：181）


  然而，正如我所论证的，克拉克所提出的那种法则是生硬的，因为作为实体的行动者没有什么能给予其基础。这个法则说明了与其相对应的倾向性，但是没有解释，究竟是作为实体的行动者的什么引发了这种一致性。这一举动似乎将巧合转移给了这样的法则，而由于这样的法则是生硬的，它不能解释这个巧合。


  在奥康纳（O'Connor 2009）对行动者因果论的演生论阐述中，行动者因果力是一种高级层面的能力，它会由于构成部分的组织，而从一个完全微观物理的构成中强有力地演生。也就是说，这种高级层面的能力的实践，可以导致对微观物理法则的违背，这些法则理想地说来能够在不考虑任何高级层面性质的情况下被发现——以下称为普通法则。如奥康纳所说：“例如，如果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多种能力演生了，那个分子在显微层面的展开动态，会以可指明的方式偏离一个理想的分子物理学家……从对小规模分子系统动态的完全理解中推断而得出的预期。”（O'Connor 2009）依照这种有力的演生论，违背普通法则的能力是通过高级层面的组织得到解释的，这种组织不以下层低级阶段实体的内在性质为根基，也不以通过检验这些实体的小规模组织而发现的法则为根基。在这个提议中，行动者因果能力不是由普通法则所统领的，不论这些法则是概率的还是决定论的。


  我们可能会同意，有力的演生现象的存在还没有被排除，尽管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合理地主张，这种现象的存在太过可疑，以至于不能支持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这一个判断，尤其是不能证明伤害他人的基础是他们自由地由意志驱使做了一个不道德的行动。但是除此以外，一个协调的问题还是会针对奥康纳的理论出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主张，当主体S作为行动者导致了一个决定时，S行动所出自的理由不直接地导致这个决定。这些理由是行动者因果能力的一种建构性原因，并在S对决定的导致之中被激发出来。在他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行动者原因的行动与这些在前的事件所赋予的概率相一致：


  设想有些有意识的、理由导向的系统以某种方式“放大”了微观物理的非决定性，以至于几种显著不同的后果在物理上是可能的。之后让我们进一步预设，行动者因果能力在有意识的、理由导向的系统达到必要的复杂性下限时出现。这样的一个能力可能会由一些事态所塑造（诸如行动者行动的理由），而它们体现了被放大的量子非决定性，所以行动者因果的行动会被期待为从长远的角度反映了物理概率。（O'Connor 2003：309；参较Clarke 2003：181）


  但是这会使得协调的问题出现。我们要再一次注意，为了回应消失的行动者反驳，由行动者实施的因果力必须与因果相关的事件所实施的相区别，而在一个自由决定的情况中，行动者因果力的实施必须与这些事件因果力实施相区别，这是奥康纳（2009）也认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结果就是，我们会期待，行动者原因做出的决定从长远的角度看，会与这些选择仅仅基于这些事件本身而极可能会有的发生频率相分离。如果我们还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致性，我们就有好的理由相信行动者因果力不是与那些事件的因果力相区别的，而就具体的决定来说，这些因果力的实施也不与那些事件的因果力的实施相区别。否则，这种一致性就会是某种离奇的巧合，不应当期待，也无法解释。因此，奥康纳所想的塑造不应当极端到会瓦解行动者因果力与事件的因果力之间的区别性，但是如果他所想的塑造没有这么的极端，我们就会期待讨论中所说的区别性。


  在这个讨论的节点，自由意志论者可能会主张，确实存在我们基于物理法则而期待的概率上的偏离，而我们很可能在大脑中找到这种分离。齐硕姆（1964）主张这样的一种立场。然而，针对这个提议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这种分离的出现没有任何证据。的确，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事物中，没有什么能绝对地排除这个论点，即我们是不被决定的行动者原因，并且存在这样的分离，而这个方案可能是自由意志论者所能追求的最好的一个。也可以辩论说，我们不处在能够检验齐硕姆的假设的地位。但是，在这种观点所预测的从自然法则中分离还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接受这个观点。


  
结语


  因此，尽管我们还没有奠定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是内在不融贯的，出于从我们最好的物理理论衍生出来的经验理由，值得怀疑的是，我们真的是这一立场所说明的那种行动者。如果再将针对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内在问题添加进来，我的看法是，虽然我们可能希望是自由意志论所说明的那种自由的行动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将这个选项看作是可信的。这使得相容论成为剩余的一个证明下述信念的立场，即我们拥有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我们将马上对这种立场做批判性地考察。


第四章 反对相容论的一个操纵论证


  在这一章里，我提出了一个反对相容论的操纵论证，根据相容论的立场，行动者对一个行动负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与行动者由超出自身控制的影响因素所因果决定是相容的。反对相容论的操纵论证，与我在第二章与第三章提出的反对自由意志论的论证，一起构成了我的自由意志怀疑论。现在已经有许多不同的反对相容论的论证得到发展，但我相信操纵论证是最有效的论证。


  
相容论，以及如何抵抗它


  保存我们对人类行动的通常态度的合理性，与此同时视这些行动为由因果决定的，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以至于很多当代哲学家都将自己归为相容论者。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著名的相容论路径。第一种路径，同时也是更常见的论证路径，旨在将那些排除道德责任的行动的因果环境，与不排除道德责任的行动的因果环境区分开来。这个路径的核心观点是，道德责任需要行动者的心理状况与其行动之间有某种因果整合关系，同时，这种因果整合并不要求因果决定论的缺席。这种相容论路径通常通过审视我们在某些例子中对可责备性与可赞赏性的直觉得以发展，这些特定的例子包括——胁迫、成瘾、精神疾病、催眠，以及洗脑。对这些例子的反应通常被用来说明道德责任所要求的因果整合的条件。在近几十年中，这种类型的相容论在下述这些人中得以发展：哈里·法兰克福（1971）、丹尼尔·丹尼特（1984，2003）、加里·沃森（1975）、约翰·菲舍和马克·拉维扎（1998）、杰·华莱士（1994）、伊什提亚克·哈吉（1998）、艾尔弗雷德·米勒（1995，2006）、迈克尔·麦坎纳（2005：200n）、黛娜·奈尔金（2011b），以及至少在可称赞性这个方面，还有苏珊·沃夫（1990）。


  相容论的第二个路径是由P. F. 斯特劳森（1962）提出的，它明确指出，不管不相容论做何预设，决定论为真这一点与我们是否拥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是不相关的。在他看来，道德责任的基础在于义愤、道德愤慨、内疚，以及感恩的反应性态度之中。例如，行动者通常会对某些不道德的行动感到愤慨这个事实，构成了为何那样行动是当受责备的。这里面关键的想法是，对可责备性和可称赞性的要求的合理性证明，存在于人类反应性态度的系统之中。由于道德责任有这种基础，决定论是真是假对于我们是否有理由使行动者负道德责任，是不重要的。对建立在反应性态度上的道德责任进行判断，有时候会出错，这是因为有些时候，作为判断对象的行动者实际上应该被原谅或免于责备。但是，内在于使行动者负责的实践的原谅或免责规则，将不会接受来自普遍决定论的对这一实践的批判，因为，这种批判将会基于外在于上述实践的因素之上，并因此是不合理的批判。[29]


  紧随托马斯·霍布斯（1654）和约翰·洛克（1690/1975），大卫·休谟（1748/2000）提出了一种对于“是否能做别样行为的能力”的相容论的条件式论述。如果要在此处讨论的意义上拥有自由，那么行动者必须满足下述标准：“当我们谈论自由时，我们表示的只能是一种根据意志的决定去行动或不去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保持停息，我们可以如此；如果我们选择移动，我们也能如此”（Hume 1748/2000：ch8；参较Harris 2005）。G. E. 摩尔（1912）推进了这种观点，他主张，我当初能够做出别样的行动，相当于我本来会做出别样行动，如果我当初如此选择的话。即使我是受到因果决定才如此行动，仍旧可以是正确的是，如果我当初选择做出别样的行动，则我本来就会那样去做的。这个立场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非常流行，例如，艾耶尔（Ayer 1954）为这种自由空间的立场提供了一个经典论证。然而，如果存在一个成功的法兰克福的例子（参见第一章），那么替代可能性将不会在这些条件式论证中提出的关于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的述论中，起到显著的作用。（在这一章的讨论中，我说的“道德责任”指的是自由意志讨论中的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除非另有说明。）相应地，相容论的法兰克福捍卫者们发展出了这样的观点：行动者对一个行动负有道德责任不是通过替代可能性于她是否可获得而得到解释的，而是通过一个行动所拥有的因果历史得到解释，这种因果历史能够允许她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成为她自己行为的根源。


  约翰·菲舍是这种根源相容论立场的一个倡导者。但是菲舍还额外主张，一个不相容论的观点是无法成为一个合理的根源论观点的。尽管他早期提到了根源论的不相容论的可能性（Fischer 1982），他主张，“简单来说，我们没有好的理由预设因果决定论本身（除了对关于替代可能性的考虑）会损坏我们的道德责任”（Fischer 1994：159，2006：131，201—202）。我不同意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好的理由独立于自由空间不相容论来接受决定论与道德责任之间的不相容性。


  如果有无替代可能性对于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不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就能避开后果论证，这个论证旨在展示，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没有一个行动者能够做不同的行动（Ginet 1966，1990；van Inwagen 1975：1983：93—104；Lamb 1977；Warfield 2000；Finch 2013）。我认为，最好的反对相容论的策略包含一个操纵论证。操纵论证的核心想法是，即使行动者满足了相容论理论明确出的所有关于道德责任的因果性条件，一个行动由一个能够追溯到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的决定论过程产生，这对道德责任构成的威胁与来自其他行动者的决定论操纵的威胁是同等的。这个策略始于这样一个主张：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是由其他行动者因果决定的，例如，一群科学家操纵了她的大脑，那么，直觉上来说，她对那个行动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Taylor 1974；Ginet 1990；Pereboom 1995，2001；Kane1996；Mele 2006），即使她满足了相容论的针对道德责任提出的重要条件，直觉上她仍旧不负有道德责任。操纵论证的策略继而主张，在上述的例子与其他方面相似的通常意义上的决定论例子之间，不存在足够的差别来证明：尽管行动者在她被操纵时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她却在通常意义上的决定论例子中负有道德责任。


  由凡·英瓦根（1983：188ff.）首先提出的直接论证，在没有预设替代可能性有显著作用的前提下，也对相容论提出了挑战。这个论证的核心原理是将非道德责任贯穿蕴含（entailment）关系，旨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由过往事件及自然法则蕴含的行动，都不是行动者为其负有道德责任的行动。麦坎纳（2008b）对此给予了反驳，他认为，非道德责任无法毫无争议地贯穿某些情形，在这些情形中，行动者满足相容论对道德责任提出的条件，因此，直接论证并不特别有力。在他看来，根源论的不相容论依赖于操纵论证。我大体上同意麦坎纳的观点，但是赛斯·沙博（2010b）发展了一个有限的，但是有说服力的对直接论证之效力的辩护。


  
一个四例操纵论证


  我的多例操纵论证首先列举了包含操纵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相容论对道德责任提出的主要一些因果条件都得到满足（Pereboom 1995，2001，2007，2013b）。当我们分别看待这些例子时会发现，它们分别指出，即使相容论的条件得到满足，行动者仍旧是有可能不负有道德责任的。基于这个理由，这些条件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它们与其他一些无争议的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一道，不构成道德责任的充分条件。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尽管相容论者通常把他们的这些条件表述为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们却不打算让这些条件仅仅起到必要条件的作用。假设不相容论者主张，某些相容论的条件需要一个非决定论的必要条件作为补充；相容论者不会回应说，由于她的相容论表述仅旨在提出必要条件，因此她的观点没有受到挑战。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的确在相容论的论述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相容论者提出能够排除相容论的道德责任必要条件来进行论证，相容论者必须提出可替代的必要条件来进行回应。但是，相容论者还需要表述出道德责任的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对于他们的立场来说，能够在某些标准的例子中赋予行动者道德责任，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提出的那些相容论的必要条件应当被理解为旨在结合其他一些在相容论者与不相容论者的争论中，相对来说不那么具有争议的条件（例如，一个认识论上的条件），从而一起提供道德责任的充分条件（Pereboom 2001：100—101）。


  此外，这个操纵论证由于提出了三种操纵的例子，而具有了更多的效力。其中，第一个例子包含了最彻底的那种操纵，它与相容论提出的条件以及关于能动性的一些直觉性的条件相一致，而后每一个例子都逐步更加接近相容论立场可能会视为普通且真实情况的第四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行动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被因果决定的。对相容论立场的一个额外挑战是要指出，在每相邻的两个例子之间，存在一种相关的、有准则可依的差别，以示为什么行动者可能在后一个例子中负有道德责任，而在前一个例子中不负有道德责任。我主张，我们找不到这种差别，因此，行动者的“不负有道德责任”会从第一个操纵的例子推及普通的例子（Pereboom 1995，2001，2011；关于对操纵论证的这个特征的表述，参见McKenna 2008a，Haji 2009：120—124，以及Nelkin 2011b：52—57）。


  在这个论证里，四个例子的每一例中，普拉姆教授都出于一些个人利益决定谋杀怀特，并且成功得手。所以，当下考虑中的行动是教授要杀害怀特的决定——一个基本的精神行动。这个行动符合休谟提出的特定相容论的条件：这个行动并非不符合普拉姆的性格，因为通常来说，自私的理由更为普拉姆所看重——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他分给这些理由的比重过重了；同时，促动他行动的欲望却不是于他来说不可抵抗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被迫行动（Hume 1739/1978）。这个行动也满足哈里·法兰克福（1971）提出的相容论条件：普拉姆要谋杀怀特的有效欲望（即，他的意志），恰当地与他针对有效欲望的二阶欲望相符合。也就是说，他意愿杀她，并且他想要自己意愿如此行动。[30]此外，这个行动还满足约翰·菲舍和马克·拉维扎（1998）提出的理由回应性条件：普拉姆的欲望能够被他对其理由的理性考虑所修改，有些欲望能够从他对其理由的理性考虑中生成。如果他相信，杀死怀特为他自己带来的坏的后果比他实际预期的要严重，他就不会决定杀她。这个行动还满足了杰伊·华莱士（1994）提出的相关条件：普拉姆拥有理解、应用道德理由，以及通过道德理由调整他的行动的综合能力。例如，当与道德行事相违背的自我中心的理由较弱时，他通常会按照道德理由行动。这个综合能力使得他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道德品格与道德承诺进行反思性的修正与发展，并能让他的行动被那些道德承诺所支配，这一条件在艾尔弗雷德·米勒（1995，2006）和伊什提亚克·哈吉（1998，2009）那里得到强调。假定普拉姆的实际决定是由超出他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我们能够合理地说，他对他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吗？


  这四个例子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出，普拉姆杀害怀特的决定可能是由超出他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的。在针对相容论条件的第一个反例（例子1）中，脑神经科学家们以一种直接影响他的神经系统的方式对普拉姆进行操纵，但是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他的精神状态和行动包含了真实的能动性所特有的心理上的规律性和反事实的依赖关系（Pereboom 2001：121；参较McKenna 2008a）。我在这里展示的这个例子的版本，受到了约翰·菲舍、艾尔·米勒、琳恩·贝克和克莉丝汀·德米特鲁对早前版本的解读所提出的一种反驳的启发。这个反驳的一个对象是这样一个例子，其中，普拉姆的神经系统的状态是脑神经科学家时时的操纵导致的。这些批判者主张，在这样一个例子中，普拉姆无法满足我们对能动性的直觉条件，这是因为他的状况太过于脱离现实，或者说，他自身缺乏普通的行动者的控制力，又或者，他根本就是不是一个行动者（Fischer 2004：156；Mele 2005b：78；Baker 2006：320；Demetriou 2010）。这些考量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假设必须同时被满足：操纵必须保存我们对直觉关于能动性的条件的满足，以及它必须使得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是合理的。


  结果表明，这两个假设可以同时得到满足。在一些特定的非自愿的、短暂的外在影响下，能动性经常能够保留下来。发现主队失利能够让一个人以更加自我中心、不那么慷慨的方式思考与行事，但是这种情况下能动性的条件是被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我们通常预设在这种影响因素下行动与道德责任是相容的，但是我们也能够想象一个加强自我中心的片刻的影响因素，它能够在保留能动性的同时排除责任。假定操纵者以干扰神经系统的方式加强了普拉姆在某个必要的时间点以自私的方式思考的倾向性，他们因此知道这样做能够从因果上保证他将会决定杀害怀特。赛斯·沙博（2010a：376）有启发性地挑出并支持这样一个版本的局部操纵例子。就像发现主队失利后产生的影响一样，脑神经科学家们的干涉不会瓦解普拉姆的能动性，但是直觉上，这使得他对他的行动不负有道德责任。以下是第一个例子的新版本：


  例子1：一组脑神经科学家有能力通过类似无线电的技术在任何时刻对普拉姆的神经状态进行操控。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他们在他要开始对他所处的状况进行思考的前一刻按下按钮，他们知道这样做将会在他身上产生一种能够体现强烈的自我中心式思考过程的脑神经状态，他们还知道这将会决定性地导致他下决心杀害怀特。如果脑神经科学家们没有进行干涉，普拉姆是不会杀害怀特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的推理不足以自我中心到产生那种决定的程度。但是与此同时，普拉姆杀害怀特的有效的一阶欲望与他的二阶欲望相符合。此外，他的产生那个决定的思虑过程是具有理由回应性的，特别是，如果在另一些特定的情境中他有不同的理由，这种类型的思虑过程可能会导致普拉姆不去下决心杀害怀特。他的思考过程与他的性格是一致的，因为他的思考方式经常是自我中心的，有时候则格外如此。但是，他的思考方式仍旧不是在大体上仅仅是自我中心的，因为他有时能够成功地通过道德理由调整自己的行为，尤其当自我中心的理由相对微弱时。同时，普拉姆做他所做之事不是被迫的，因为他并不是出于不可抗拒的欲望行动——脑神经科学家们并没有为他制造出这一类的欲望。


  在例子1中，普拉姆的行动满足了每一个我们刚刚考察过的相容论的条件。但是直觉上，他不对他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因此，这些相容论的条件似乎对道德责任来说是不充分的——即使我们把它们全都算在一起。解释普拉姆对他的决定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直觉的一种方式是，这个决定是由脑神经科学家的干涉所因果决定的，而这是超出他的控制的，同时结合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这个干涉没有出现，他是不会决定杀害怀特的。


  接下来，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比例子1更加接近普通情境的情况。在莱布尼茨（1689/1989）的图景中，上帝以下面这样一种方式创造了我们以及我们的环境：祂有意地并决定性地设定了从我们生命之初开始的整个人生历史。我们可以想象普拉姆处在这样一个故事的脑神经科学版本里：


  例子2：一组脑神经科学家在普拉姆的生命之初对他的人生进行了设定，以至于他的思考方式通常是自我中心的，尽管并不总是如此（如例子1中一样），但在有些时候格外如此，这组脑神经科学家有意设定出这样一个结果，其中，在普拉姆当前所处的环境中，他被因果决定进行自我中心的、回应理由的思虑，并且拥有能够导致他决定杀害怀特的一套一阶欲望与二阶欲望。除此以外，普拉姆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人类一样。普拉姆有通过道德理由调整自己的行动的综合能力，但是在他当下所处的环境中，由于他的思虑方式具有很强的自我中心的性质，他由因果决定做出了杀害怀特的决定。即便如此，他并不是基于不可抗拒的欲望做出这个决定的。他的思考过程以及他的决定在神经系统中的体现与例子1中的是一样的（尽管两个例子中的因果历史不同）。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尽管普拉姆满足相容论的所有显著条件，直觉上来说，他不为他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所以，例子2同样指出，不管是单独来看还是结合在一起，这些相容论的条件对道德责任来说都是不充分的。此外，如果有人在这里主张，与例子1相比，由于脑神经科学家们对普拉姆人生的设定与他做出决定之间的间隔时间足够长，因此例子2中的普拉姆负有道德责任，这样的主张似乎缺少可依据的原则。不管这个设定是出现在他的行动的几秒钟之前，还是四十年之前，这对他是否负有道德责任这个问题来说是不相关的。脑神经科学家们的行动所导致的因果决定，是超出普拉姆的控制的，这合理地解释了普拉姆在第一个例子中不负有道德责任，而直觉上，出于同样的理由，普拉姆在第二个例子中也不负有道德责任。


  现在想象下一个情况，它比例子2更加接近普通的情况。在不同的社会里，很多历史上的社会和有些当今的社会，培训与教育导致了与我们在自己的成长文化环境中所看到的模式不同的动机、情感和行动。我们可以假定，相较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普拉姆成长起来的那个环境中，尽管道德也起到了一些作用，自私与暴力以更加有力的方式得到鼓励。这种环境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不寻常的；例如，十四世纪与十五世纪的欧洲贵族家庭对男性高贵气质的教育就通常是这样的。


  例子3：普拉姆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不过他所处的社会因果决定了他的思虑方式的性质，以至于他的思虑过程经常是理性的自我中心的，虽然并不仅仅如此（他的思虑方式的性质与例子1和例子2中的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培训在他发展出阻止或改变那些实践的能力之前就完成了。由于这个培训所培养出的他的性格的某些面向，在当下的环境里，他因此由因果决定而进行非常强的自我中心的、回应理由的思虑，并且拥有能够导致他决定杀害怀特的一套一阶欲望与二阶欲望。尽管普拉姆确实拥有通过道德理由调整自己行动的综合能力，由于他性格中的这个特征以及他所处的环境，他由因果决定而做出了一个不道德的决定，然而他并没有出于不可抵抗的欲望做出这个决定。他的思考过程以及他的决定在神经系统中的体现与例子1和例子2中的是一样的。


  如果相容论者想要成功地论证普拉姆在例子3中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他必须举出这些环境中的一个特征，来解释为什么他在例子3中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在例子2中不是。这样一个特征貌似是不存在的。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普拉姆都满足相容论对一个负有道德责任的行动提出的显著条件，因此，在这些例子间出现的关于对道德责任的判断的分歧，将不会从这些条件满足与否上的差别而得到支持。那些操纵者所做之事造成的因果决定，超出了普拉姆的控制，因此合理地解释了例子2中道德责任的缺乏，并且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他在例子3中也不负有道德责任。


  因此，普拉姆在例子1与例子2中免于道德责任的状况似乎可类推到与普通情况更接近的例子3中。这种状况能类推到普通的决定论例子中去吗？


  例子4：在我们的宇宙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它过去的状况结合自然法则所因果决定的。普拉姆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并且，他的思考方式经常是自我中心的，但不仅只如此，只是有时候格外如此（如例子1到例子3中的那样）。他杀害怀特的决定是从他的强烈自我中心的、但同时也是回应理由的思虑过程中产生的，他还拥有对应这个决定的一阶欲望与二阶欲望。他的思考过程以及他的决定在神经系统中的体现与例子1到例子3中的是一样的；他拥有理解、应用道德理由的综合能力，并且能够用道德理由调整自己的行动，而且，他并不是出于不可抗拒的欲望才决定杀害怀特的。


  鉴于我们不得不否定普拉姆在例子3中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他可能在普通的决定论情境中为了他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吗？看上去例子3和例子4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能够证明这个观点，即普拉姆在例子3中不负有道德责任，但是在例子4中负有道德责任。在这两个例子中，普拉姆皆满足相容论对道德责任提出的显著条件。在每个例子中，他的思考过程以及他的决定在脑神经系统中的体现都是一样的，尽管这些体现的因果历史各不相同。例子4的一个具有区别性的特征是，普拉姆所作决断的因果决定不是由其他行动者带来的（Lycan 1997）。但是主张说这个区别是一个相关的区别，是不合理的。设想一些与例子1和例子2一模一样的例子，其中讨论的事态是由一个自发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一个没有智能设计者的机器（Pereboom 2001：115），或者是一个力场（Mele 2005）。在这种例子里，普拉姆仍旧会缺少道德责任。


  从这里我们能够得出，由其他行动者带来的因果决定不是激发我们在前几个例子中对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的关键。与此不同，我主张的是，普拉姆在这四个例子中皆不负有道德责任，而这是因为，在每个例子中他都是受到超出他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这个论证的思路是：普拉姆在例子1中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这一点非常符合直觉，而例子1与例子2之间，例子2与例子3之间，以及例子3与例子4之间，不存在一种有原则可循的方式能够解释他为什么会在每两对例子的前一例中不负有道德责任，却在后一例中负有道德责任。我们因此只能得出他在例子4中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结论。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普拉姆在以上所有这些例子中都不负有道德责任的显著因素是，在每个例子中，他所做出的决定，是由超出他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因此，这就是他在所有的例子中都不负有道德责任的充分解释，并且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解释。[31]


  关于这个论证，以及更普遍地，关于各种操纵论证的讨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它由帕特里克·托德（Todd 2013）针对史蒂芬·科恩斯（Kearns 2012）的一个反驳的回应得以阐明。科恩斯的反驳是，如果在一个操纵的例子中，认为是操纵使得行动者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个判断符合直觉，那么，得出不负有责任的结论的理由不能推及普通的例子，因为后者不包含任何操纵的情况。但是如果操纵不具有使得行动者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个判断符合直觉的作用，那么，以一个不包含操纵的决定论的例子开启论证应当是可能的，而这会使得包含操纵的各种例子变得没有必要了。托德对此的回应指出：


  ……这个论证的支持者主张——并且很明显，他们必须主张——操纵与使得行动者不自由的担忧来说是不相关的。与此不同，她说，操纵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确实有事情会使得行动者不自由。换句话说，她首先为一位（比方说）不可知论者呈现出一种情况，然后问那位不可知论者是否认为情况中的行动者是自由的（或负有责任的）。假设那位不可知论者说“不”，她会指出，使得行动者不自由的事物也会在性质上一样的情况里使得行动者不自由，只不过在这个例子里，隐蔽的自然因果性替代了有意的行动者。（Todd 2013：202）


  我对此处讨论的理解与托德的评价一致，它是这样的：大多数人最早进入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中时，是带着这样一个预设的，即普通的行动者有意做错事时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受责备。对于天然相容论者来说，我们无论何时行动，都是由超出我们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这一想法，并不会改变上述的预设。而对于一个在相容论和不相容论之间持不可知论的人来说，这个预设将会受到挑战，但不会被驳倒。不相容论者相信，这些反应不能恰当地应对因果决定论带来的可能后果。操纵论证修正了这一推定的缺点，它的修正方式是首先设计一个决定论的操纵例子，以期它将会比单独的因果决定论更加成功地引起人们对于“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下一步是去论证，即使去除操纵这一元素，基于在包含操纵与不包含操纵的决定论例子之间不存在与责任相关的区别，我们还是能够保留“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显著的共同元素是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的因果决定论，这个特征因此对于“不负有道德责任”来说是充分的。所以，一个决定论的操纵例子会帮助展现，普通的被因果决定的行动者缺少讨论中的自由意志。操纵论证以这种方式试图说服天然相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让他们最好放弃对不相容论的抗拒。


  现在，一个相容论者可能会否认普拉姆在例子1中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不久后我们将会碰到代表这样一种立场的一个具体的例子；也参见Frankfurt 2002：27—28）。如果有人即使在反思后仍持有这种无冲突的直觉，那么，操纵论证将不会对他具有说服力。但是正如哈吉说的：“再清楚不过的是，文献反映出，所针对的相容论者们通常没有将四例论证视为无用的……”（Haji 2009：127）他还指出，对于一个受操纵的行动者在何时负有责任的界定条件，相容论者们并没有拥有一致认识，并且，这种一致性的缺乏导致操纵论证具有某种吸引力。代表相容论者一致意见的回应尚未出现，这可能也说明了相容论者们拥有关于操纵例子的直觉，但想要将它们系统地容纳进一个相容论的理论中去是困难的。


  除此以外，托德（2011）还给了一个好例子，说操纵论证的支持者们给自己预设了一个过重的负担：他们不需要证明受操纵的行动者们不负有道德责任是合理的，而只需要证明受操纵的行动者的道德责任削减了。这是因为，对于相容论者来说，说明一个操纵例子中的行动者负有的道德责任削减了和说明他们不负有道德责任，是同等困难的。那么，如果相容论者想要同意普拉姆在例子1或例子2中的可责备性是消减的，基于相容论的观点，什么因素能够对此进行说明呢？如果这因素就是具有决定性的操纵，那么由于在决定性的操纵例子与自然的决定论例子之间不存在相关的区别，相容论的立场将会被削弱。


  四例操纵论证还对P. F. 斯特劳森的主张（1962）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回应，这个主张是：不相容论认为决定论威胁到我们要让别人负有道德责任的实践，这种观点相当于是对这一实践的一个不合理的外在批判（我在第七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外在批判”的指控）。斯特劳森主张，这一实践以我们的反应性态度为基础，例如，道德愤慨和义愤。并且，即使基于这些态度而针对道德责任的判断有时候会出现错误，因为目标行动者实际上能够被原谅或免于道德责任，但内在于这个实践的合理原谅和免责的规则不会允许一个基于普遍决定论的大规模外在抨击。但是首先，我的论证策略所利用的，以操纵激发出的免除道德责任，是在我们广为接受的道德直觉中找到的，并且，它们明显是让人们负有道德责任这一实践的一个内在特征。其次，倘若我们不能在两个情境中的两位行动者之间找到道德相关的区别，那么，如果一位行动者合理地免于道德责任，另一位也将是如此，这一点也是这一实践的一个内在特征。在激发出受操纵的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直觉后，四例操纵论证展现了在操纵例子与普通决定论例子中的行动者之间没有关乎道德的区别。因此，事实证明，这个论证的基本元素是让人们负有道德责任这一实践的内在特征，也因此，它应当被视作是对相容论的一个内在挑战。


  
艾尔弗雷德·米勒的几点反驳


  米勒（2005，2006：141—144，2007）反驳道，在例子1和例子2中，一个更好的解释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的方式，是他以一种特殊侵犯性的方式被操纵，而不是他被因果决定。为了支持这一反驳，他指出，在一些特定的非决定论的，但是其他方面相似的操纵例子中，我们直觉认为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而相容论者直觉认为一些决定论情况中的普拉姆负有道德责任。之后他又指出，在决定论的例子与非决定论的例子之间，可靠地产生出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直觉的共通之处在于，普拉姆是被操纵的。因此，在四例中靠前的那些例子中，我们对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的更好的解释不是他被因果决定，而是他以某种侵犯性的方式被操纵。


  让我首先指出，关于普拉姆在例子1与例子2中不负有道德责任，完整的解释不能仅仅是他被其他行动者操纵这一点，因为，有些类型的被其他行动者操纵与道德责任是相容的——这同时也是米勒的立场。例如，如果普拉姆是自由意志论意义上的自由的行动者，并且操纵者们促使他更多地在权衡中偏重自我中心的理由，但并没有达到能够因果决定他下决心杀死怀特的程度，直觉上来说，他可能还是会为他的决定而可责备。我主张，操纵在例子1与例子2中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一事实，对于解释我们的“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来说至关重要。而这就是我与米勒相分歧的地方。如果在这些例子中，操纵者们被力场或在太空中随机形成的机器所替代，而它们对普拉姆有那些操纵者所拥有的决定性效果，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将持续存在。这表明，即使来自其他行动者的操纵部分地激发了我们对例子1与例子2中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当我们把这个因素抽离，“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还是可以保存下来。有人可能会主张，来自其他行动者或是机器的决定论操纵对于解释这些情境中的“不负有道德责任”是必须的，那么主张者还需要说明，决定论的机器操纵和普通的因果操纵之间存在着某种区别，这个区别能以一种有原则可循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解释为什么，一个行动者在普通的例子里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在机器操控的例子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我认为我们找不到这种区别。


  此外，我们能够用一个非决定论的例子来替换决定论的例子，并仍旧保存我们认为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来自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的因果决定无法解释决定论的例子1和例子2中“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实际上，我支持那些使用这类例子的非决定论的操纵论证（在第二章中，以及Pereboom 2001：41—54）。以下是一个类比。[32]设想处在一个水库一端的水坝，如果坝内蓄满了超过十亿加仑的水，那么它就会崩塌，因为水坝不能承担这个容积的水会产生的压力。假设这个水库实际上蓄满了超过十亿加仑的水，然后水坝崩塌了。在这里，我们很自然会说：“水的压力解释了这个水坝的崩塌。”然而，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如果水库蓄满了超过十亿加仑的油，它也可能会崩塌。因此，水的压力不能解释水坝的崩塌。”对于这一点，正确的回应会是：一些真实的因果解释给出了一个事件出现的实际的充分条件，因此以水的压力作为解释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一个与水的压力和油的压力共通的解释：超过一定数量的液体的压力导致水坝崩塌。可是，水压的解释不与液体压力的解释相竞争——作为解释，它们具有不同的普遍性程度（Pereboom 2005，2007b）。[33]


  这个例子显示出，即使解释中结果X的充分因果条件的某些特征被改变了，X仍然出现，原来那个描绘出X的充分因果条件的解释依旧可以是正确的；并且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对X的更加普遍的解释，这个解释对于实际的或反事实的情况来说都是通用的。因此，即使我们将例子2变为某种非决定论的例子，普拉姆对于他杀人的决定来说仍旧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因果决定论仍旧能够解释他在例子2中不负有道德责任，而一个更加概括性的事实，例如因果环境的出现排除了与责任相关的控制，可以解释他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在我的更宽泛的例子中，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果决定论以一个更加概括性的理由排除了道德责任，这里的理由是，它是一种排除了与责任相关的控制的因果环境，与此同时还存在同样能够排除责任相关控制的不同类型的因果环境。当因果决定论排除了道德责任，那是因为这个行动是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产生的，而当非决定论排除了道德责任时，则是因为它不考虑由行动者去确定一个决定是否产生。[34]像在米勒引出的这些例子中，即使非决定论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还是能在里面找出上述这个区别。假定在例子1中，脑神经科学家们增强了普拉姆思考过程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但他的自我中心并没有被增强到能够因果决定他去决定杀害怀特的程度。那么，仍旧符合直觉的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责备的，例如，读者将普拉姆想象为一个没有被决定的主体原因。为了对符合米勒描述的那种非决定论的例子有一个更明确的“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35]我的理解是，一个人需要想象出一种非决定论的事件因果情境，其中，理由所给出的普拉姆决定杀害怀特的概率非常高，而不这么决定的概率非常低，然而他并没有确定他的决定是否会产生。因此，通过指出存在一些“不负有道德责任”的例子，其中因果决定论不存在，但操纵存在，并且导致了某种排除责任相关的控制作用的因果环境，是不能削弱我的更具概括性的论述的。而在每一种例子中，上述的控制作用都会被排除，只是它被排除的方式有所不同。


  米勒于近期提出了以下一个合理的、在相竞争的解释之间进行裁决的标准：如果现象A有两种可能的解释B和C，看B是否能在没有C的情况下导致A，并看C是否能在没有B的情况下导致A。如果B在没有C的情况下总能导致A，并且C在没有B的情况下不总能导致A，那么我们可以非常合理地说C不是A的解释，而B是一个好的解释备选（Mele 2007：204）。将这个标准应用到操纵论证中去，问题会是：是因果决定还是操纵更好地解释了普拉姆的“不负有道德责任”？某种类型的操纵（B）在没有因果决定论（C）的情况下导致了不负有道德责任（A），米勒和至少是有些相容论者认为，符合直觉的是，因果决定论（C）在没有那些类型的操纵（B）的情况下并不总能导致非决定论（A），因此，似乎可以合理地说，因果决定论不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解释，而某些类型的操纵是好的解释备选。


  米勒让我们考虑三种例子的不相容论的直觉：“佩里布姆的包含操纵与决定论的故事，我的包含非常相似的操纵但不包含决定论的类似故事，以及与佩里布姆的故事相似，但不包含操纵（并且没有其他任何花招）的决定论例子。”之后，他重申了他的观点，由于即使在他的非决定论版本的操纵故事中，不相容论者也将拥有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因此我们无权得出，对于他们觉得普拉姆在这些例子中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的最佳解释是，他的行动来自一个可以追踪到超出他控制的因素的因果过程。但是除此之外还有——


  ……这些想象的数据的确能够对那些“直觉”认为普拉姆在一个或多个佩里布姆的故事中对杀人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相容论者起到一些作用。其他的情况保持不变，鉴于他们的这一直觉是源于由一个决定论的操纵例子和一个非决定论的类比例子，而不是一个可比对的、不包含操纵的决定论例子，相关的例子中包含的操纵对于他们的“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直觉，是比决定论更好的解释。关于在一个决定论的操纵例子中，决定论为这些相容论的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提供了最佳解释的这一判断，对类比的非决定论的例子是沉默的，而它得出这样一个预测，即，这些相容论者将“直觉”认为，普拉姆在任何一个我所讲述的不包含操纵，也不包含任何其他花招的，简单的决定论的故事中都不对杀人负有道德责任。显然，想象的数据不能证明这样一个预测。（Mele 2007：204—205）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于操纵在没有因果决定的情况下能够导致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个主张，与因果决定论在操纵是因果决定性的例子中解释了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假设是相容的。除此以外，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因果决定的操纵并不总是导致不负有道德责任。如果操纵解释了不负有道德责任的话，那么，操纵必须是那种能够排除赋予责任的控制力的类型。这样看来，现在问题的一部分是，普拉姆的情况中排除控制力的究竟是什么，而不会仅仅是操纵本身。


  米勒推测说，我的操纵例子避开了行动者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自己的精神生活所持有的反思性控制的能力（例如，2006：166—167），而无法满足这一个历史性的条件，正是对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直觉的解释。哈吉（2009：166—168）对这个回应进行了详细的发展，艾迪·纳米亚斯和迪兰·默里（Nahmias and Murray 2010, Nahmias 2011）论证说，这个对行动者能力的避开对于受测试者对操纵例子的反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关于对纳米亚斯和默里的回应，参见Rose and Nichols 2013，也见Björnson and Pereboom 2014）。设想普拉姆在例子4中以一种普通的、理性反思的但决定论的方式，习得了某种评价性的体系，这在哈吉的论述里意味着普拉姆所接受的行动规范，他认为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合理的思虑原则，以及按照这些规范去行动、通过运用思虑性原则来实现这些目标的动机（2009：149—150）。我们还可以设想在例子1中，普拉姆的评价性体系以一种与例子4中一样的普通决定论方式发展出来，而在例子2中，普拉姆在这一方面的心理状态和脑神经作用与例子4中的普拉姆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发展的起因。哈吉可以开心地说，在这些操纵例子中，普拉姆对自己的决定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但是，如果导致杀人这一决定的信念与欲望是由操纵植入到普拉姆身上的，并且“普拉姆对杀害怀特的推理在没有运用他的真实评价体系中种种元素的情况下，来自这些信念和欲望；推理过程避开了这些元素”（2009：167）。那么，普拉姆就不对自己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有人可能会对此回应，并首先提问，对运用一个人的评价体系来说，尤其是针对可责备的行动来说，什么样的合理的条件是有效的。不太可行的是说，仅在行动者以不道德的方式行事，并且他们的反思性发展的评价体系实际上支持这种不道德的方式时，他们才是可责备的。大多数直觉上是可责备的错误行动，来自行动者没能按照其所接受的道德价值去行动，这是由与这些价值处于竞争状态的自利的动机，或者由易怒、愤怒、失望，或疲劳导致的相反动机所引起的。[36]通常来讲，这样的可责备的行动伴随行动者对它的临时认可，尽管他大体上接受一套道德的评价性体系。这一类的行动不需要避开评价性体系，因为行动者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保存他依照这个评价体系行动的综合能力。因此，例子1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出来，以至于普拉姆在反思后支持杀害怀特的决定，虽然是由脑神经科学家们促使的自我中心的思考过程所因果决定的，并且与他在大体上接受的道德评价性体系相冲突，而此时，他其实保留着按照这个体系行动的综合能力。这一个版本的例子1尤其能够恰当地引起“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


  然而，为了容纳哈吉的观点，我们可以按某种方式建构这些例子，以至于普拉姆经过反思支持一个一般原则，依照这个原则，他能够偶尔以自我中心并且不道德的方式思考与行动，并且这么做明显是自私的。正如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有时他的思考与行动比另一些时候更加强烈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不道德的。在例子1中，我们可以假定，如果脑神经科学家们没有在他身上灌输一个以强烈的自我中心方式思考的临时倾向，普拉姆不会决定杀害怀特。然而，这个倾向性并没有避开他大体上接受的评价性体系，因此哈吉的条件能够被明确地满足。但是，我仍旧认为直觉上普拉姆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在例子2中，我们设想操纵者们从一开始就对他进行了设置，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展出了在道德上不怎么好的一套评价性体系，因此他会在相关的时刻以那种自我中心的方式思考。[37]这样看来，他的评价性体系能够正常地逐步发展，并且没有在他决定杀害怀特的时候被避开。然而，我还是认为普拉姆不对他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米勒的提议：我们对操纵例子的后果的评估应当诉诸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相容论者认为在直觉上，在普通的例子里被因果决定的，但是没有被操纵的行动者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补充道，很多不对某种特定立场做承诺的讨论中的参与者，以及许多不相容论者，也拥有这个直觉（Nichols and Knobe 2007）。然而，不相容论者针对拥有这些直觉的一个顾虑是，在普通的例子中，我们意识不到自己行动的实际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对此有所意识，我们将会或应当重新考虑这样一个判断，即行动者在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意义上是自由的。斯宾诺莎评论道：“人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意志与欲望，而不去想他们倾向于去欲求或意愿的原因，即使在梦中也不会去想，因为他们对［那些原因］无所知。”（1667/1985：440）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是，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实际上源于能够追溯到超出他们控制的因素的决定性的因果过程，而我们对道德责任的通常的直觉与判断不会预设这样的关于选择和行动的决定论，它们甚至可能预设这样的决定论是错的。关键的是，即使所评估的情况被明确出是决定论的，在这样中立或非决定论的预设下形成的直觉可能会持续存在（Nichols and Knobe 2007）。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们反思性地对操纵论证进行评估，我们关于行动者在普通的情境中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不应当与我们最初对这个直觉给予的不管是多少的分量相一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渠道，以使得因果决定论的预设显著可见，从而有效地影响我们的这些直觉、判断，以及相关的情感。这是四例论证中操纵例子的要点之一。这里的想法是设计出一些情境，其中行动的决定性原因在这方面是显著的，并且展现出在这些原因与普通决定论原因之间不存在相关的区别。


  因此，我对米勒的回应是，操纵本身不能解释例子1与例子2中的普拉姆的“不负有道德责任”，操纵避开了他的能动性这一点也不能对此进行解释。因果决定论仍旧是他在这些例子中不负有道德责任的一个最佳解释候选，而这与不包含操纵的因果决定论在非决定论的例子中能够导出不负有道德责任的判断，是不相冲突的。除此以外，如果我们要考虑不相容论者的顾虑，在对操纵例子的反思性评估中，我们不应当理所当然地承认行动者在普通的决定论情境中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这一最初的直觉，不管我们不加反思地给予了这个直觉以多少分量。虽然我们对四例论证的力度进行评估时，考虑了米勒提出的反驳，但是我的想法是，这些反驳并不能削弱四例论证的效力。


  
约翰·菲舍的挑战


  在菲舍对操纵论证的回应中，他提议说，普拉姆在例子1与例子2中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并且我们对他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源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想法，即他不是可责备的：


  在我看来，为了获得可责备性，我们需要在单纯的引导性控制力（guidance control）之外添加另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可能涉及一个人的价值观、信念、欲望，以及倾向性是在何种环境下产生出来并得到维持的，一个人生理上与经济上的状态，等等。在我看来，教授普拉姆不是可责备的，即使他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他不是可责备的这一点，是由于创造出他的价值观、性格、欲望等等的周围环境所致。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预设，像这样的不寻常的环境仅仅是由于因果决定论的事实而存在。因此，我认为可以毫无阻碍地说，普拉姆在例子4中可能因为杀害怀特而是可责备的。需要注意的是，从例子1到例子4，其间不存在就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最低的控制力条件方面的区别——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控制力的下限皆被满足。但是在可责备性的条件上存在着……悬殊的差异。（Fischer 2004：158）


  我同意存在一些例子，其中行动者负有道德责任，但不是可责备的——当她做了一个道德上楷模性的行动而是可称赞的时，或者当她做了一个道德上中立的行动时。但是，做了错误的行动的普拉姆，并且我们可以预设，他理解他所做的行动，此人能够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又不可责备吗？在我看来，一个行动者对一个行动来说是可责备的，实际上是由这双重前提所蕴含的：他在当前讨论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同时他又理解自己的行动实际上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个行动者若要对一个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就意味着，如果她理解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她就应当受到明示的指责，反之，如果她理解这个行动是道德上的楷模，她就应当受到明示的称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个行动是她的行动。在此讨论的“应得”是基本意义上的应得，行动者因为她基于对一个行动的道德状态的理解做了那个行动，而应当受到明示的责备或赞扬，而不仅仅是因为（例如）后果论的或契约论意义上的种种考虑而受到责备或赞扬。假定这种描述是对的，并且普拉姆理解杀害怀特的行动是道德上错误的，他无法既对犯下这桩谋杀负有道德责任，同时又是不可责备的。


  就其他一些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来说，例如，从前瞻性意义来说，它们可以允许普拉姆在负有道德责任的同时不是可责备的。但是，这些并不在当前的讨论范围中。如果普拉姆在例子1和例子2中是在当前讨论的基本应得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那么，鉴于他理解他的行动是道德上错误的，这蕴含了他是可责备的。关于普拉姆负有道德责任而又是不可责备的这个直觉，或许可由他在某些别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而不可责备这样一个可能性来解释。但是，这些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不是不相容者所认为的、与因果决定论相冲突的道德责任。


  关于道德责任的判断区别于可责备性和可称赞性的判断这一主张——“我们对行为做评价的两个独立但明显相关联的时刻”，菲舍（2007：185—188）对其加以润色道，如果一个行动者合理地被判断为是负有道德责任的，那么他就有资格被判断为是可责备的，但是在关于可责备性的判断被合理做出之前，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更进一步的条件。我同意这一点；一旦行动者的道德责任被确定下来，我们接下来要确定的是行动者做的事是不是错误的，以及他是否理解那个行动是错误的，如果他不理解，他是否本可能或本应当理解它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明确的是，行动者在当下讨论的意义上对他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并且他理解这个行动是错误的，那么我主张，这蕴含了他针对这个行动是可责备的。如果有人想要追随菲舍的策略，那么这个人需要明确规定一种道德责任，它既要让人信服是当下讨论中那个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又能够允许普拉姆在负有道德责任，且理解他所做的行动不道德的同时，还是不可责备的。


  四例论证帮助我们注意到一些决定性的原因，如果我们的行动大体上是因果决定的，它们一定会存在，然而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它们。需要再一次提出的是，如斯宾诺莎所主张的，我们相信自己是自由的，是因为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行动，但对它们的原因有所不知[38]（Spinoza 1677/1985，440）。在菲舍的回应中（2007：187—188），他主张，我们可以对两种隐藏的原因进行区分，其中，第一种原因会削弱责任，而第二种不会。第一种原因干扰了机制的正常运作，而第二种“仅仅是明显属性的一组构成部分——是使那些明显属性实例化的更为明确或具体的方式”。这样，可以合理地说，我们的信念、欲望、意志力，以及决定，在大脑的神经结构中实例化。菲舍会主张，如果大脑正确地运转，脑神经对正确的理由回应性的思虑及行动的实例化将不会威胁我们对道德责任的直觉性判断，即使我们的脑神经结构是由决定论的法则所支配的。


  菲舍的重点主张是，第二种隐藏的原因对道德责任不构成任何威胁，即使这些原因由决定论的法则所支配。我不同意这一点，并且我的这一判断建立在我的操纵论证上；更概括性地说，我对相容论的反对依赖于我的操纵论证的效力。如果一个像菲舍所提出的那一类反驳指出，这个论证是靠不住的，那么我会同意，第二种隐藏的原因不会危及道德责任。


  
麦坎纳的强硬回应


  按照迈克尔·麦坎纳的定义，一个强硬的回应主张，普拉姆在所有的操纵例子里都是负有道德责任的，或者，普拉姆在这些例子里皆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至少是不明确的；而一个温和的回应主张，他在某些例子中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但在另一些例子里不负有道德责任（MeKenna 2008a；我的回应出现在Pereboom 2008a；也参见Haji and Cuyapers，2006和Haji 2009对强硬与温和回应所引起的辩证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以及Nelkin 2011b：55—56对强硬观点的一个评价）。麦坎纳本人对多例操纵论证的强硬回应的中心想法是，不管我们对普拉姆在普通的决定论例子里的责任状态应该理性地持有的态度最初是什么，这个态度应当可转移到操纵的例子中去，因为，毕竟这些例子是被设定为彼此之间不存在关乎责任的区别的。在他的观点中，由于在最开始，对普通的决定论例子（我的例子4，他的例子6）中的普拉姆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这一点，持有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是理性的，鉴于例子间不存在相关的区别，这种理性的不可知论能够不受阻碍地转移到操纵例子中去，因此使得它们无法有利于不相容论。我对此的回应是，如果我们确切地讨论对普拉姆在这些例子中的责任问题的理性态度，就会看到，这个强硬路线的相容论回应的说服力将会受到损害。


  对普拉姆在普通的决定论例子里的责任问题，我们所持有的最初的、麦坎纳认为会转移到例子1中去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进行了具体说明：


  我的主张仅仅是，尽管普拉姆是在一个因果决定论为真的世界中行动，他在例子6中不自由且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件事是不明确的。我之后将这一点在这一系列的例子中类推，直至例子1。我试图引导出的一个想法是，从例子6到例子1，普拉姆不自由且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件事是不明确的。


  所以，最初的态度是：


  （M）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是不明确的。


  因此，麦坎纳的观点是，由于在这些例子中不存在相关的区别，在遥远的、局部的（remote and local）操纵例子中相信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这是理性的态度。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注意到托德（2011）的主张的一个认识论版本，该主张是：操纵论证的支持者们只需要主张受操纵的行动者的责任被削弱了，因为对于相容论者来说，去解释一个操纵例子中被削弱的责任与去解释无责任是一样困难的。相似地，如果相容论者满足于仅仅主张普拉姆不负有道德责任是不明确的，人们可能会要求一个对这种犹疑的解释，这可能和要求他给出非道德责任的解释是一样困难的。（然而，麦坎纳仅仅把不可知论的立场当作一个论辩的态度，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相容论者。）


  麦坎纳的回应预设了在相容论者与不相容论者的讨论当中，（M）表达的是最初对普通决定论例子中的普拉姆所持有的理性态度。正如我早前对斯宾诺莎所述人们为何相信他们是自由的这一点的讨论，我对此处的论辩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在每日生活中，我们预设人们可以并且经常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为其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然而，我们通常不会将可能威胁到此预设合理性的关于宇宙因果本性的一般理论应用于它。例如，我们不会因为这样一个理论，即，每个包括选择与行动的事件都是源于能够追溯到行动者存在之前的决定性因果过程，来严肃地质疑这个预设的合理性。


  设想一下我们实际上在进行这种严肃的质疑。也就是说，假定我们在更进一步的对不相容论的论证，例如，在直接论证（van Inwagen 1983：188ff）或操纵论证被引入之前，本着行动的因果决定论可能会威胁我们关于道德责任的判断这一点，而对那个预设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可以设想这个质疑在效果上的分歧。一个不相容论者可能会与斯宾诺莎有所共鸣，主张在认识论上理性的回应便是停止相信我们是自由的。一个相容论者可能会在此处主张，在认识论上理性的回应是保存我们通常的预设，即人们可能是并往往是在当下讨论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还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应当保持不可知论的态度。


  一个格外不妥协的相容论的回应，是去否认在这些条件下，因果决定论对我们的通常预设甚至连初步认定的威胁也没有，并认为理性的态度是拒绝认真去更进一步地考虑存在这样一种威胁（Honderich 1988）。这种想法的支持者会说，对于一个不道德行动的通常的例子来说，若表明这个行动源于能够追溯到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果决定过程，这样的因果决定论不会为我们放弃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的预设提供哪怕是初步认定的理由，并且，理性的态度是将这种考察视为关闭的。让我们称这为坚决的相容论的反应。


  一个与此不同的提议声明，因果决定论为放弃我们对责任的预设提供了理由，但同时主张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这个提议的支持者会说，对于一个不道德的行动的通常例子来说，若这个行动源于能够追溯到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果决定过程，行动者是否在当下讨论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尚待讨论。让我们称这为中立考察的反应。依照这个反应，最初在认识论上理性的反应是，我们不去相信普通决定论例子中的行动者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也不去相信行动者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而是对阐明会使上述某个信念合理的种种考虑保持开放的态度。


  关键的是，中立考察的反应与坚定的不可知论的反应有所不同，后者主张，普通的因果决定下的行动者在当下讨论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是不明确的，而他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也是不明确的，但是像坚决的相容论者一样，他们主张理性的态度是将这一问题上的考察视为关闭的，因此，也不对进一步的阐明式的考虑保持开放。


  这些反应是处在一个连续体中的点，但是它们对当前的讨论来说是显著的。假定对普通的决定论的例子来说，坚定的不可知论的反应在认识论上是理性的。那么，鉴于在那些例子间不存在相关的区别，我们将会有好的论据说明，对遥远的和局部的操纵例子来说，坚定的不可知论的反应是理性的。因此，如果其回应就普通的例子来说是理性的，我们便可以得出麦坎纳的结论。


  但是，中立考察的反应的过程有所不同。最先可以提出的是，如果对于普通的决定论的例子来说，中立考察的反应最初在认识论上是理性的，这些例子间的相似处可能会产生可靠的论据，确立在认识论上理性的态度是，不相信被局部地或遥远地操纵的行动者在当下讨论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同时也不相信他们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并且对使得这种或那种信念符合理性的的阐明式考虑保持开放。然而，这个提议没有考虑到，引入让人的直觉更加清晰的类比本身就可以算作某种相关的阐明式考虑。如果对普通因果决定的行动者的中立考察反应最初是认识论上理性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是，一个类比的操纵例子能够起到阐明式考虑的作用，它使得普通因果操纵的行动者不负有道德责任这一信念是合乎理性的。坚定的不可知论者排除了这个可能性，而中立的考察者没有。


  因此，如果最初的坚定的不可知论的反应可推及遥远的、局部的操纵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将会得出关于责任的不可知论，那么麦坎纳所指的论证上的僵局将会出现。但是，中立考察的反应对操纵例子可能带来的理性影响抱有开放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能预设原反应会毫无变化地扩展到操纵的例子中去。所以，一个始于对普通决定论例子的中立考察反应的论证，将不会得出对于操纵例子的不可知论的反应。


  在我看来，构思操纵论证的最有吸引力的方式是，假设对普通决定论例子抱有中立考察的态度在最初是认识论上理性的。人们可以将这个预设设想为务实的：如果我们想要有成效地进行讨论，这是处在对立立场的讨论者能够做出的最好的预设。坚决的相容论与坚定的不可知论对待普通决定论例子的最初立场，可能会使得讨论更加困难。有成效的讨论要求参与者至少是将某些关键的分歧放置一旁来找到共识。同样言之成理的是，这是一个我们能做的实质上合理的预设。我对这个讨论的感觉是，坚决的相容论与坚定的不可知论对待普通决定论例子中行动者的最初态度是不合理的。我认为，坚决的不相容论的立场同样是不合理的。这些态度之所以是不合理的，是因为它们都不对进一步的阐明式考虑保持开放的态度。因此，这些例子间的相似处将不会论证出，对于处在遥远的和局部的操纵例子中的行动者，这些立场所明确出的态度具有认识论上的合理性。


  麦坎纳对这个论证的回应是，最初的立场应当是对阐明式的考虑保持开放的，但是人们在普通例子中的直觉还应当对表述出最终的理性反应起到一定作用，而这具有有利于他的立场的潜力。此外，操纵例子是人造的例子，而我们应当对我们关于普通的、非人造的例子的判断更有自信。但是，我想再次声明，我们通常不会将可能威胁到我们对责任的判断之合理性的、关于宇宙的因果本性的理论，应用到这类判断上。而斯宾诺莎式的顾虑是，在普通的例子中，这些判断会被非决定论的自由意志的预设所塑造。局部的和遥远的操纵例子可能是人造的，但是我们需要这种人造性以使决定论的因果关系显著，而对普通的例子的顾虑是，这关系不显著，因此很容易被抑制住。正如奈尔金（2012）所建议的：“有人可能会主张，它们的不实际性帮助保证我们关注那些规定的特征，并且我们不是内在地而又无意识地依赖于我们应用到普通生活中的那些背景预设。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能论证，这些直觉比真实生活中的直觉更加可靠。”因此，相容论者所建议的，我们对普通例子的直觉能够严重地削弱我们对操纵论证的直觉，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操纵的例子之所以被表述出来，就是为了将隐藏在我们对普通例子的直觉中的决定性原因考虑进来，从而在这种意义上，纠正原来那种不恰当性。


  一个强硬的回应者可能会主张，他就是没有直觉认为被局部地操纵的行动者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或者没有直觉认为其责任是被削弱的，而且，那些拥有这些直觉的人是被情绪影响而如此，因此是不理性的。考虑下述纳撒尼尔·埃蒙斯（1745—1840）关于永罚的强硬讲道中的评论，他是一位著名的新英格兰公理会神学家，牧师及神职人员的教育者。讲道中的经文出自上帝在以色列人出逃埃及之前，于不同的场合试图硬化法老的心（《出埃及记》8—14）：


  我们通常会认为并这么讲，对于上帝来说，为了使法老毁灭，只需对他放任自流就行了。但是上帝知道，任何外在的途径或动机本身都不足以塑造他的道德品格。因此，祂决心作用于他的心意，并导致他从特定的外在动机的角度出发做出特定的恶的行动。当摩西呼吁他让人们走的时候，上帝就在旁推动他拒绝。当摩西为他说情并促成他的缓刑，上帝就在旁推动他为自己的固执欢腾。当人们从他的王国离开，上帝就在旁推动他带着不断增加的恶意与复仇之心追逐他们。上帝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所做的事，是祂一直在做的。祂不断地硬化他的心，并掌控着他心灵中的所有活动，从他出生的第一天到他死的那一天。这对于为他最后的状态做准备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所有其他的不是这样来自他的手段，都无法使他毁灭……法老是一个堕落的人。上帝永恒地决定使他最终是悲惨的。他最终将这种决定论实现出来。祂将他带入存在之中，塑造他为一个理性的，负有责任的人，用慈悲与报应考验他，在这两种情况下硬化他的心，导致他填满他的罪孽，并最终通过正义的行动对他予以斩断。（Emmons，v. 2，1860，327，330/1987，391—392，395）


  有人可能会想到要依照例子1来对这个故事加以补充：法老满足了所有道德责任的相容论的条件，上帝的操纵是脑神经层面的操纵，而法老从来没有做出不符合他性格的行动。但埃蒙斯仍旧主张法老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上帝公正地罚他为了他的行动入地狱。人们可能会疑惑，鉴于法老的行动的因果历史，他如何会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呢？埃蒙斯说，“但是从他的整个生活历史看来，看上去他像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样自由且自愿地行动”（Emmons，v. 2，1860，332/1987，397）。埃蒙斯拥有坚定的直觉认为被局部操纵的法老是自由的，因此也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大概是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除此以外，可以毫不勉强地说，很多人（例如，许多其他加尔文主义者）也分享这种直觉。[39]


  一个直觉认为法老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强硬回应者可能也会担忧他的强硬的直觉不被普遍地分享。一个有野心的提议会追求将与之相对的直觉解释成是不合理地产生的。在他的讲道的结尾，埃蒙斯主张，加剧相反的直觉的是一种不合适的同情心（“支持”），它抑制了那种正确道德责任感与报复正义感：


  如果上帝对法老以及其余未被选中的人的处置要得到证成，那么，为了获救而赞同永罚的教义是绝对必要的……当永罚的法令被永恒地执行在受到天怒的受体身上，他们所受折磨的浓烟将会在慈悲的受体眼中永恒地上升，他们不会支持那些悲惨的受体，而会说：“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因此，这关切到所有期待天堂的人，他们应当对这种考验有所预料，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与上帝在一边，并不仅为了拣选之爱，也为了永罚而赞美祂。这是考验他们的基督教品格的最恰当的课题。他们或早或晚都要被带到这一试金石上，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决定的那天即将来临。永恒的场景即将展现在眼前。而那些不能尽情并愉悦地唱摩西与羔羊之歌的人，必被驱逐出至福乐土，无言地坠入绝望的无底深渊。（Emmons v. 2，1860，338/1987，402）


  通过类比，在例子1与例子2中合适的直觉将会是，普拉姆对他的行动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并且在这些例子里他是可受责备的，而那些没有这种直觉的人被不合适的同情心影响了。


  这个提议可以更广泛地应用到不相容论的直觉上。肖恩·尼科尔斯和约书亚·诺比（Nichols＆Knobe 2007）援引了这样的数据：当错误行动的例子被设计为能产生微弱的情绪影响时，受试者更经常地提供不相容论的反应，但是当错误行动的例子被设计为能产生强烈的情绪影响时，受试者更经常地提供相容论的反应。他们对此考虑的一个解释是，在强烈情绪影响的例子中，理性的反应被情绪抑制或受到了阻碍，这里的情绪可能是愤慨或报复心。但是与此相对，也可能有人会主张，在微弱情绪影响的例子中，不合适的同情心抑制了理性的反应，而在强烈情绪影响的例子里，不合适的同情心更可能被愤慨平衡掉，从而使得合适的反应出现。


  即使将所有这些都考虑进来，我仍旧没有直觉认为法老按埃蒙斯的描述或者例子1和例子2中的普拉姆是负有道德责任的。我并没有在相容论和不相容论的不同直觉中感到冲突——我根本就没有相容论的直觉。为了替自己的直觉辩护，我还能说什么呢？首先，通常同情心会提升我们对道德责任问题的敏感度，而不是使我们感到困惑。在无争议的免责的例子中，同情心通常激发我们做出合适的反应。另一方面，我们的确有时在应当对行动者严苛时对其感到同情，所以，关于不合适的同情心的说法也许有可能是对的。


  保罗·罗素（Russell 2010）试图解释掉那些与强硬回应相冲突的直觉，他提出，一个受操纵的行动者不能合理地由操纵者认为其负有道德责任，即使我们假定这个行动者满足了相容论的条件，实际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因此，正如埃蒙斯的论述所说，如果上帝是操纵者，上帝与法老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损害了上帝认为法老负有道德责任的合法性。现在，尽管上帝认为法老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看上去尤其地不合适（参较Todd 2012），我的看法是，这件事一点也不能解释掉法老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首先，在罗素的观点里，法老实际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且，即使对于上帝来说，对法老表现出愤慨或出于报应的理由惩罚他是不合适的，上帝去鼓励或因果决定了一个调解人去如此做，这在大体上还是合适的。这个调解人没有导致法老做错事，所以她处在一个能够认为其负有道德责任的位置，上帝导致调解人去认为法老负有道德责任，相当于上帝导致她去做一个可允许（或者甚至是必要）的行动。除此以外，同样合理的是，上帝一方的那种推定出的不合适，是初步认定的，且有限的。在基本应得的概念上认为一个人负有道德责任不仅仅是一个特权，而更是一种道德上的善，它既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如果，除非上帝能认为法老对他做的例如二十件严重的坏事负有道德责任，否则，使得法老负有道德责任的善就必须被放弃掉，那么似乎在某个节点上，上帝采取这一行动的善会超越上帝发挥这个作用的不合适。出于这些理由，罗素的策略似乎将不会帮助解释掉被操纵的行动者不负有道德责任这种直觉。


  我的立场的一个代价是否定麦坎纳指出的这样一种情况：由因果决定的并且可能是受操纵的美德行动者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他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女人由极端艰难的环境因果决定，也许还在某种意义上被操纵，而认为她应当充实地过自己的生活，不对其进行挥霍。他的直觉是，她对于自己践行这些价值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我的想法是，这个反应可能是普遍的。对于这一点，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能够回应道，即使她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她还是取得了极其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收获应当被恰当地享受和庆祝（见第八章）。更普遍地说，如果有人追求美德，那么如果这个人成功地具有美德地行动，直觉上来说，这个结果可以是一个人的收获，即使这个人并不为此负有道德责任。如果有人追求做一个好的家长，并且她成功了，她可能准确地感觉获得了她追求达成的东西，即使由于决定论为真，她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为她的努力可受称赞。而且，这样的收获可以享受和庆祝，即使行动者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不应得称赞。我们可以就为了她的能动性的特性感到高兴，以及为了存在这样的行动者感到高兴，并表达我们的喜悦。


  在这里让我重申，当下讨论的道德责任是包含基本应得意义的道德责任。我无法看到为何埃蒙斯的法老，或者例子1或例子2中的普拉姆，能够在这个意义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但是还存在其他意义上的“道德责任”，而强硬回应者的直觉或可被理解为指示了其中一种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例如，行动者可以在一种前瞻的回应性（answerability）的意义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他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你为什么会决定做那件事？你认为那是正确的事吗？”并对于他的决定和行动反映了他的什么道德品格进行批判性地评价，着眼于他未来的改进（我在第六章发展了这类责任的概念）。关于被操纵的普拉姆是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可能用他在这种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合理性来解释。不过，尽管这可能是一个关于道德责任的真正的概念，它不是当前自由意志讨论意义上的那个概念。不相容论者甚至不会认为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责任表面上与决定论不相容。不相容论者相信与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对行动的因果决定不相容的，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定义的道德责任概念。


  
丹尼尔·哈斯和理性胁迫


  丹尼尔·哈斯（2013）在为我对麦坎纳的回应所招致的强硬反应进行辩护时提出，一个对相容论的道德责任的直觉来说友好的、可替代且合理的最初态度是：“主张决定论看上去并不与责任不相容，但同时承认这一点可能是错误的。”他论证道，通过忽视考虑这一个立场作为合适的最初态度的候选，我不公平地使论局偏向于对相容论不利。为了修复这种忽视，哈斯提出，我们应当考虑这种相容论的替代态度，以及可类比的不相容论的态度，作为对普通决定论例子来说最初的理性的态度：


  不相容论的中立考察者：倾向于认为决定论的确看上去为我们放弃对于行动者负有责任的通常直觉提供了理由，但是对能够展示这种直觉可能是错误的阐释性条件保持开放的态度。


  相容论的中立考察者：倾向于认为决定论看上去不能为我们放弃对于行动者负有责任的日常直觉提供理由，但是对能够展示这种直觉可能是错误的阐释性条件保持开放的态度。


  在哈斯的描述中，相容论的和不相容论的中立考察者能够同意，行动者是否为可追溯到超出她控制的因素的因果决定过程导致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两个中立的考察者都对通过阐释性考虑而修改关于单个操纵例子的看法保持开放的态度，并且他们都承认，恰当被操纵的行动者是否负有道德责任是一个实时问题。关键的是，哈斯主张，从普通的例子向操纵的例子进行延伸时，没有什么阐释性考虑会理性地限制相容论的中立考察者放弃她的最初态度，并且对于不相容论的中立考察者来说也是这样，并主张说，这与我的立场相冲突。


  我同意哈斯主张不相容论者不能证明这样一个说法，即相容论的中立考察者将遇到能够理性地限制她去改变她最初态度的阐释性考虑。以下是我对当下论辩的看法。麦坎纳预设他能够将一个不可知论的立场从普通的例子过渡到例子1，意即，最初的理性的不可知论的立场能保证从普通的例子保存到例子1。对于这一点，我的回应是，这样的一种保证会被以下这一种情况所排除，即在遇到操纵例子后，阐释性考虑会改变其不可知论的立场。中立考察的不可知论立场因此不能保证在从这些例子倒推时，其不可知论将会一直保留到例子1，因为操纵的例子有潜质将不可知论的立场转变为不相容论的立场。但是我没有排除这样一个情况，即一个理性的中立考察者可能理性地抗拒例子1中的非相容论的效力，从而保持其不可知论的立场。


  此外，我不认为我能够证明这样一个对相容论立场的指控，即，一个相容论的中立的考察者，其最初的直觉能够在操纵论证的考虑下保存下来，这考察者就是不理性的。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不能够证明埃蒙斯对法老的判断是不理性的，这并不是说，这些相容论的立场在事实上不是不理性的，我想说的是，我没有方法证实那样的一个评价。在一个先前的推理没能打破僵局的论辩环境中，操纵例子被设计出来以期动摇直觉。不相容论者可以希望对于这些例子的直觉将会大体上顺从他的直觉。他可以通过做这样的论证来强化他的立场，如，给予对普通例子的直觉以某种特权不是不合适的。但是他不能证明，当相容论者的直觉最终没有与他的直觉相一致时，对方是不理性的。因此，不相容论者不能视操纵例子为理性地强制的。但是以上这些并不能削弱我想要给出的观点，即，一个合理的不可知论的或中立的反应不能保证从普通例子一直保存到例子1。


  
不对称性、可称赞性和操纵


  苏珊·沃尔夫（1980，1990）和黛娜·奈尔金（2008，2011b）为不对称性的主张辩护道，即使因果决定论与可责备性是不相容的，我们不能因此得出它同样会瓦解可称赞性。一个能够支持这个论点的观点，是沃尔夫称为“理由观点”的立场，奈尔金称之为“理性能力观点”，依照这个观点，道德责任要求那种基于对的理由做对的事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实际上出于对的理由做了对的事，一个行动的因果决定论不会明显地威胁到这一说法：此人在做此行动时拥有讨论中的能力。然而，因果决定论确实是至少对如下主张构成了表面的威胁：行动者出于错的理由做了错的行动时是拥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如果一个行动是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那么我们可以论证她本不能不如此行动，因此在她做出那个行动的时刻里，她不具有出于对的理由做对的事的能力。


  沃尔夫提供了一个能够在直觉上支持应得的称赞与因果决定论相容的观点的例子：


  拥有同等游泳能力的两个人，站在同样不拥挤的海滩上。两人都看见一个陌生的小孩在远处的水里挣扎，他们都想到“这个小孩需要我的帮助”并直接下水游去救他。在这两个例子里，我们预设行动者进行了正确的思考——这个小孩确实需要她的帮助——以及，通过游去救他，行动者做了对的事情。我们进一步预设，在其中一个例子中，行动者有能力做出别样行为，而在另一个例子中，行动者没有这种能力。（Wolf 1990：81—82）


  沃尔夫说，尽管依照不相容论的支持者（自主性）的观点，只有第一种行动者是负有责任的，“第一类行动者所拥有，而第二类行动者所缺乏的，似乎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第二类行动者是因为“她对那个情境有十分好的理解，并且她的道德责任感很强”，而没有做出别样行为的能力。沃尔夫得出结论说，单凭第二类行动者在心理上坚决地要去救孩子的事实本身，无法使她比第一类行动者不值得称赞，因为可能的是，正如这个例子中为真的，她在心理上坚决地出于对的理由做了对的事。


  沃尔夫的论证易受到这样一个反驳的影响，这个反驳由菲舍和拉维扎提出的一个与法兰克福例子（1998：176）相关的观点所启发。鉴于沃尔夫展现她的救生员例子的方式，读者可能会假定，那个不能做出别样行为的游泳者是由因果决定地进行思虑及行动的。如果明确说她的行动源自一个可追溯到她本不能产生、改变或防止的因素的决定性因果过程——也许我们可以补充说她是被脑神经科学家所控制——那么认为她应得称赞的直觉可能会消失。因此，沃尔夫的例子可能说明了，即使一个行动者本不能做出与她所为不同的事，她可能仍旧是可称赞的，但是这并不能清晰地说明，一个行动者即使在她的行动源自一个能够追溯到超出她控制的因素的决定性因果过程时，仍旧是可称赞的。


  对于我的立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四例操纵论证是否对可称赞性与可责备性起到了同样的效果。特别是，认为一个被决定性地操纵的行动者出于对的理由做对的事是可称赞的，这一直觉将对我的观点构成挑战。正如奈尔金指出的：


  ……改变这个例子以使得普拉姆表现得好是有教益的。假定，例如我们将例子2替换为这样一个例子：脑神经科学家们创造出普拉姆，以至于他完全理解并能识别出行动的好理由。他能够被处在困境中的人所触动并欲求去帮助他们，以缓解他们的痛苦。假定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情境中，他能够帮助一个孩子，但这会给他自己带来很大的风险。他对相关的考虑进行了权衡并在考虑到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决定，帮助那个孩子是对的事情，并决心如此行动。这个例子的直觉上的效力在我看来会导向另一个方向。至少，说普拉姆是不负有道德责任的，远没那么具有吸引力。如果我们对这些例子的反应确实存在不对称的情况，这提示了另一种解释，不同于认为当人们的选择由超出他们控制的原因所决定时他们是不负有责任的。在这里关键的是，人们在行动的时候所拥有的能力是什么。这一种回应既质疑了是否例子1到例子3能够作为理性能力观点的独立反例，它还指出了一个对于我们的直觉的替代性解释，能让我们抵制那种反对相容论的一般结论。（Nelkin 2011b）


  我同意，相较于原本的例子2，我们在这个例子里称赞普拉姆是在直觉上更合适的。但是对我来说并不明确的是，他在这里所应得的称赞或道德上的荣誉是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即，仅仅因为他出于对的理由做了对的事。


  在我看来，对于奈尔金例子中的普拉姆，以及沃尔夫的被理解为由超出她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的第二个游泳者来说，能够对不相容论立场所做的最佳辩护是这样的。首先，在反思之前，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因为人们绝妙的智慧、好的相貌，或天生的运动能力而去称赞他们是合适的，即使他们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为这些品质而应得称赞。因此，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称赞奈尔金例子中的普拉姆，以及沃尔夫的第二个游泳者是合适的，这并不奇怪。我们可能会认为，因为他们以在道德上令人敬佩的方式行动而称赞他们是合适的。但是就像一个智商极高的人在标准化测验中表现很好的例子，我们不需要得出他们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得称赞。其次，我们认为称赞被因果决定的第二个游泳者和奈尔金例子中普拉姆是合适的这种直觉，可以进一步由我们的这样一个想法得到解释，即通常来说，对某个人进行称赞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即使我们还没有考虑清楚她是否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值得称赞。称赞有时可以被当作一种对行动的善或别人的成就感到赞同或愉快的表达，因此，即使称赞不是在根本上应得的，去称赞仍旧是正确的。与此相对，责备某个在根本上不应受责备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是错误的。一个对这种相异性的解释可能是，因为责备通常会导致痛苦或伤害，它必须一般而言是错误的，除非它在根本上是应得的，而由于称赞远远不是痛苦的或有害的，它在不是根本应得的例子中也通常是道德上合适的（Pereboom 2001：139—141）。


  出于这些理由，我的看法是，我们觉得称赞奈尔金例子中的普拉姆和被因果决定的游泳者是合适的，这种直觉不能驳倒不相容论的主张，即基本应得意义上的责备与称赞，都与超出我们控制的因素对我们行动的因果决定论不相容。


  
结语


  因此，在我的观点里，多例操纵论证说明，所提出来的对道德责任的相容论的因果条件都不是充分的，无论它们是彼此独立地被看待，还是结合在一起来看；并且，这一论证针对斯特劳森的相容论路径得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内在挑战。我因此总结，我们可以强力支持，当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了她的基本行动的出现时，她不能在当前自由意志讨论的意义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第五章 自由意志怀疑论和理性思虑


  与自由意志论和相容论的立场不同，自由意志怀疑论不会面临挑战其立场中融贯性的反驳。与之相反，自由意志怀疑论面临的顾虑是实践上的：我们能在相信这个立场正确的前提下生活吗？哲学家们已表达过不少关于硬核决定论的实践上的顾虑，这些顾虑也大体适用于自由意志怀疑论。关于自由意志的种种怀疑论观点威胁削弱我们对于自己是思虑的、理性的行动者的自我认识，使得道德不融贯，让我们没有理由做道德的人，使得我们对犯错者的处置政策无法得到证明，并瓦解对于我们的人际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种种情感与态度。这本书余下的部分将致力于回应这些顾虑。


  我先讨论怀疑论观点可能对我们视自己为思虑的、理性的行动者这一点造成的困难。我们缺少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这一观点本身不与上述的自我认识相冲突——这样一个关于基本应得的信念与我们对理性思虑的大体预设是不相关的。但是，与这些预设可能相冲突的是这样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据怀疑论者看来是真实的，并且会排除以上意义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能够接受，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由超出我们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的，但她主张，这会排除讨论中的自由意志。并且，关于我们的行为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因果决定的信念，确实有可能与我们对理性思虑的预设处于冲突之中。我们理性地进行思虑时会拥有一种自由感，而相信我们一般都由超出自己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而行动，是否会与这种自由感不一致，这一点在最初是有待商榷的。相容论者们对这个挑战的回应，是去表述与决定论信念相一致的理性思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章中，我发展了这样一个立场并为其辩护。


  下述似乎合理的论点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理性思虑中我们预设，作为行动者的我们能够确定哪个决定会最终出现。我已经论证过，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对于自由行动的观念与这个预设相冲突（第二章）。我认为，自由意志怀疑论与以下这样一个观点是相一致的，即，我们作为行动者有能力确定哪个决定会最终出现。这是由奈德·马克西安（1999）和黛娜·奈尔金（2011b：80—97）发展并倡导的决定论的行动者因果观念。在一个决定论的事件因果的能动性理论中，我们作为行动者是否拥有这样一种确定能力，相较之下并不那么明晰，而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对此理论也是保持开放态度的。有可能的是，如果一个决定的出现是由包含行动者的事件所因果决定的，这个决定可以算是由行动者确定的，不过，詹妮弗·霍恩斯比（2004a，b）和玛蒂娜·尼达—吕美林（2007）反对了这样一个提议。也许，当包含行动者的事件因果决定了一个行动的出现，并且这些事件的成因并无其他时，这个决定可能就是这样发生了，而不依赖于行动者是否对此有所参与。如果这么说是对的，那么关于行动的事件因果理论不能说明行动者有能力去确定一个决定的发生。但是，约翰·毕晓普（1989）、大卫·威尔曼（1992）和尼尔·朱迪施（2010）发展了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我将不会在这个争论中表达立场，鉴于我的论证目标，我不需要这样做。对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来说，关于行动的决定论行动者因果理论是可行的，因此有一个对怀疑论来说友好的立场。它有可能事实上是正确的，根据这个立场，行动者确定哪个决定产生的能力是足够可靠的。然而，这个观点中的决定论的方面可能仍旧是令人担忧的，因此怀疑论者有必要去展示，对于行动的普遍因果决定论的信念如何与理性思虑相一致，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思虑与开放性


  当我们思虑要做什么时，我们通常至少会相信，关于要做的那个行动，我们拥有一个以上的不同选项，每一个选项都是在我们能够或可能能够践行该行动的意义上对我们来说是可获得的。这就是说，当我们思虑时，我们对于一个以上的不同行动选项抱有某种“开放性”的信念。通常来说，对上述这种开放性的信念是思虑所要求的，或者至少是理性思虑所要求的。例如，彼得·凡·英瓦根写道：“如果有人对于要做A还是做B进行思虑，这说明他的行为展现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对他来说做A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他能够做A，做A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而且，对他来说做B也是可能的”（van-Invagen 1983：155；参较Kant 1795/1981，Ak IV 448；Taylor 1966，ch. 12；Ginet 1966；Stapleton 2010）。[40]


  但是有些人主张，关于这种开放性的信念可能会在以下的意义上与决定论的事实相冲突，即，在任何一个思虑的情境中，决定论的事实可能会只给我们留下关于做什么的一个选项，而排除所有其他的选项，因此取消了关于做什么的开放性。因此，理性思虑所要求的这样一个信念将与决定论对行动造成的明显后果相冲突。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这样一个信念将是错误的。因此，赫克托—内里·卡斯塔涅达评论说，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无论何时我们进行思虑，我们都是在做一个错误的假设：“因此，为了做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所考虑要做的事，我们注定要预设一个错误的前提”。（Castañeda 1975：135）更糟糕的是，一个相信决定论及其对她的行为产生的明显后果的理性思虑者，将会拥有不相一致的信念。[41]相应地，这种思路会支持这样一种立场，即对于决定论及其明显后果的信念，与理性思虑所要求的信念之间，是不相容的（Taylor 1966；Ginet 1966）：


  思虑不相容论：S的思虑及其理性，与S相信她的行动是（由超出她控制的因果前情）因果决定的，这二者不相容。


  与这相对的立场是：


  思虑相容论：S的思虑及其理性，与S相信她的行动是因果决定的，这二者相容。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发展一种思虑相容论并为其辩护。


  黛娜·奈尔金对于思虑不相容论做出了这样一种表述：


  （I）那些对于行动A进行思虑的理性思虑者，必定出于他们作为理性思虑者的本性相信，不存在任何会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做A或不做A的条件。（Nelkin 2004b：217，2011b：121）


  一个对行动A进行理性思虑的行动者因此会相信，不存在任何会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做或不做A的条件。但是如果她同时还相信决定论及其明显的后果，那么她将会相信，确实存在能够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做或不做A的条件。这样的话，她将会持有不相一致的信念。［我们将看到，奈尔金接下去对（I）做出挑战。］


  我们通常会预设，对于该做哪个行动，我们拥有至少一个不同的选项，每一个选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可获得的，意即我们能够或可能能够做其中任何一个行动，这种预设在我们对该做什么进行思虑时，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在这样的信念中出现的“能够”或“可能能够”或许不总是具备，或基本上从不具备形而上学上的意义。可能，在某一些情况中，它们具有的是认识论上的意义。而在更多的情况中，它们的意义在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之间摇摆不定。在某些认识论的解读中，这样的信念将不会与决定论的信念相冲突。当我在思虑是否要做A时，假定我正确地相信决定论为真，我将仍旧不知道我实际上是否将做A，因为我缺少做一个预测所需要的对先在条件和自然法则的知识，更不用提时间因素及其他必要的资源。因此，即使我相信我将不会做A是早已被因果决定好的，我还是可以抱有一致性地相信，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我做A是有可能的，而我在这种认识论的意义上能够做A。


  许多哲学家发展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对于对思虑来说很重要的行动可能性的信念，在一些关键的方面是认识论层面的（例如，Dennett 1984；Kapitan 1986；Pettit 1989）。但是，现有的这种提议面临着严重的反驳。我将论证，一个更恰当的立场包含了两种相容论的信念——或者更明确地说，两种相容论的认识论状态，并将论证这一双重提议分别应对了不相容论对这类提议的两种不同的反驳。其中一重提议说明了关于做什么的开放性的认识论概念，另一重则说明了思虑有效性的认识论条件。汤姆斯·卡皮坦为一种思虑相容论的必要条件做过论证，而他的论证实际上包含了上述两种条件（1986）。在这里，我通过回应关于他的思虑相容论的一些顾虑来对他的论述加以改进。


  另一种思虑相容论吸收了对相容论友好的形而上学解读，来阐释以下观点：“做A和做B都在S的能力范围内”，或者说“做A或做B对S来说都是可能的”，又或者，“S拥有做A和做B的能力”。相较于形而上学的解读，偏好认识论的解读的一个动机是，形而上学的解读会面临后果论证的威胁（关于后果论证，见Ginet 1966；van Invagen 1975，1983）。另一个动机是因为，对于这些概念的典型相容论形而上学分析，是条件式的，见以下这一分析样式：


  S仅在以下情形下能够做别样行为，即，如果S选择做别样行为，她将会做到这点。


  罗德里克·齐硕姆和凡·英瓦根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过为什么这样的分析是不可行的（Chisholm 1964；van Inwagen 1983：114—126）。一个我将要论证的与之相关的观点是，开放性概念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条件性概念。即，能够理性思虑意味着我所思虑的行动必须是我能够付诸实践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而不仅仅是在假定某些条件能够满足的意义上，它们对我来说是开放的。认识论的解读能够体现以上的考量。因此，一个能够避免形而上学的解读，而支持认识论条件的思虑相容论，在某些方面是更有优势的。


  一些传统的思虑相容论者提出，以上这样的认识论条件是理性思虑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相容论者并不意图仅仅把它们视作必要条件。例如，假定一个思虑不相容论者将（I）作为理性思虑必要条件的补充。思虑相容论者将不会回应说，因为他提出的认识论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他的立场能够免于挑战。相反，思虑相容论者主张，连同其他一些无争议的必要条件，他们所提出的必要条件将基本上能够被视作理性思虑的充分条件。对于他们的立场至关重要的是，在通常情况下，理性思虑是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理性思虑的充分条件。所以，如果一个例子能够展示出，思虑相容论者提出的条件，结合一些无争议的必要条件，对思虑来说是不充分的，那么思虑相容论这个立场将会面临严重的挑战。


  然而，想要击败思虑不相容论，我们需要的是对于理性思虑的一个思虑相容论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42]这样一个条件应当展示出，行动者能够在相信决定论及其明显后果的同时进行思虑，并且保持理性，而这就足以击败思虑不相容论。这样一种充分条件能够从这一个反例中提取出来：一个思虑者是理性的，并且相信决定论的显要后果。但是假如满足这样一个充分条件需要高度复杂的认知技能，而这种技能只有极少数的一些行动者具有；那么，想要排除这样一个主张，即，我们大部分人在思虑并同时相信决定论的显要后果时，都多多少少是不理性的，我们就需要一个能够使更多数的行动者满足的充分条件。但是，这种思路并不足以支持以下的观点，即，思虑相容论对理性思虑提出的充分条件同时也应当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相对的两拨观点的争论中，思虑不相容论者首先提出，理性思虑需要一个“对开放性持有信念”的必要条件。思虑相容论者表示同意，但是继而又争论道，这个必要条件可以从相容论的角度进行解读。不过，开放性条件是理性思虑的必要条件这个想法仍旧未受挑战，尽管它可能会面临挑战。也许，传统的思虑相容论者想的是，所有可能的理性思虑者实际上都满足了相容论关于理性思虑的某些充分条件，因此，再去满足任何明确为不相容论的条件则是多余的了。我将在以下的假定下继续进行讨论，即，我们暂时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关于理性思虑的相容论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结合其他一些无争议的必要条件，将是理性思虑的充分条件；同时明确在心的是，达成这个目标并不是击败思虑不相容论所必需的。


  为了达成当下的讨论目标，我们应当如何定义思虑呢？E. J. 考夫曼和泰德·沃菲尔德（2005：28）引用瑟尔（2001：14）和凡·英瓦根（2004：217）而论证说，为了与像凡·英瓦根和瑟尔这样重要的参与者加入讨论，我们应当采用以下这种对思虑的定义：“思虑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尝试在各种不相容的行动中做出选择。”[43]但是除此以外，考夫曼和沃菲尔德还主张，瑟尔和凡·英瓦根将思虑视为是在“对各种不同行动的理由进行权衡与评价之后”出现的，为了当下的讨论目标，他们也认为思虑应当被如此理解（2005：28）。一个关于这种提议的担忧是，这样理解的思虑似乎范围太窄了。也许，这种理解下的思虑就意味着，我们要在不同的选项中形成某种全面考虑的、关于最佳行动的判断，以及形成从以上选择中做出行动的意图。但是这种理解下的对思虑的表述，似乎已经不那么明显地是在定义思虑了，而就算它们能算作是思虑的特征，我们通常认为思虑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这些。我们实际上认为对思虑来说最为关键的是，通过考量和评价各种理由，在各种不同的选项中得出该做什么事的结论。[44]所以，假如为了当下的讨论目标，我们将思虑照以下的方式进行定义呢？


  （D）仅当S在进行某种活跃的精神活动时，S在思虑。这种精神活动的目标就是在不同的选项，或者说，彼此不兼容的选项中得出该做什么的结论，这样的精神活动可以（但不是必须）理解成包含着对行为选项背后的各种理由的权衡与评价。


  考夫曼和沃菲尔德担心的是，当我们对思虑的定义超出了凡·英瓦根和瑟尔的定义时，凡·英瓦根和瑟尔提出的问题将得不到讨论。然而，考夫曼和沃菲尔德（2005：27）对凡·英瓦根的相关引用是：“严肃的思虑出现于一个人在不同的选项间进行选择时，并且（当所有纯粹的事实问题都被处理后）在思虑者看来，没有一个支持某个选项的理由明显比支持另一个选项的理由更强。”（2004：217）这个关于严肃思虑的定义似乎与以下的观点相一致：当所有纯粹的事实问题被处理后，全部理由对行动者来说并不明确地支持任何选项。在这里，尚没有处理的是，行动者如何在不同的理由之间做出深思熟虑的抉择，决定该做什么。例如，一个行动者可能完全明白停下来帮助一个受到袭击的人背后的道德理由，并且也明白支持她去准时工作的审慎理由。但是，作为得出该做什么的关键一步，她现在需要确定自己该如何在这些理由之间做权衡——所有这些都是严肃思虑。他们对瑟尔的引用是：“当你试着决定自己将要做什么时，理性决定中有一处空缺，它存在于做决定背后的理由，与你实际做出的决定之间。”（2001：14）与这段引文相一致的是这个想法：空缺存在于注意到或理解种种理由与实际的决定之间，而在空缺处发生的就是对各种理由的权衡。


  至此，就我所提出的对思虑的定义（D），凡·英瓦根和瑟尔提出的问题看上去仍旧是存在的。除此以外，（D）还有一个优点是，它比考夫曼和沃菲尔德对思虑提出的定义更加自然。


  
一个认识论上的开放性要求


  相容论者对思虑不相容论立场的一种回应方式是主张，理性思虑仅要求相信某种认识论上的开放性——例如，认为相对于人们相信、预设或知晓的，人有不止一种选项。例如，卡皮坦就主张，理性思虑的最低要求是预设有各种开放的可能选择，以及


  （PC）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仅在他预设如果S是他的任一信念集合，那么他做某事相对于集合S来说是偶然的时，做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开放的可能选择。（Kapitan 1986：240）


  奈尔金同样也考虑了一个认识论的论题，与上述论题不同的是，她认为关于做什么的选项要与行动者知晓的事情相一致：


  （K）［关于要做哪个行动］理性思虑者必定出于他们作为理性思虑者的本性相信，存在不同的可能选择可供他们进行选择，其中，每一个可能的选择都和他们知晓的事情相一致。（Nelkin 2004b：221，2011b：126）


  然而，奈尔金主张，貌似确实存在一些理性思虑的状况可以构成论题（K）的反例，她引用了以下这个兰道夫·克拉克的例子［这个例子同样也是论题（PC）的反例］：


  假设埃德娜正试着决定今年在哪里度假。她向她的朋友艾德提及了这件事，而艾德正好拥有埃德娜尚不拥有的信息。艾德知道埃德娜不久将能够以低于她预期的花销探望她在爱丁堡的朋友艾迪。鉴于艾德了解埃德娜及她拥有的其他选项，他知道在她知道这个机会后，她最终将做决定如此行动。然而，艾德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他没有告诉埃德娜他知道的这些事。他只告诉她，他知道她最终会知晓一些情况，而那些情况会说服她在爱丁堡与艾迪度过假期。假定［埃德娜］知道，每当艾德说这种话时，他都是正确的。那么，她会相信她将在爱丁堡度假，并且这个信念是能够得到证明的。（Clarke 1992；Nelkin 2004b：221—222，2011b：127）


  这个例子看上去确实是论题（K）被视为理性思虑的一个条件的反例［以及，如果做出必要的修改，也将是卡皮坦的论题（PC）的一个反例］；对卡尔·吉内特的观点，即，“对一个人来说，在他做决定之前就知道他自己将要做什么，这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1962：50—51）来说，这个例子似乎也是一个反例。


  然而，一个人是可以知道一个命题，但对它不确定的——其中，对一个命题确定指的是，对这个命题的自信或相信程度为1.0。并且，一个人是可以相信一个命题，但对它不确定的。我提出，如果一个行动者对她将要做A这件事不确定，那么（在稍后会讨论的一个限定条件下）她可以对是否做A进行思虑。但是，如果一个行动者确定她将做A，那么尽管她仍旧可能寻找做A的最佳理由，她是不能够对做A进行思虑的。这是因为，思虑的目的就是去从不同的可能选择中搞清楚要做什么，如果一个行动者已经确定她将要做什么，那么，思虑的目标就已然达成了。[45]而且，如果一个行动者已经确定她将不会做A，她也不能就做不做它进行思虑，因为A会是她想清楚要做之事的可能性已经被绝对地排除了。


  克拉克提议，就埃德娜在思虑而言，“她并不需要对她将要做什么进行重新发问”或者“悬置她将去爱丁堡探访艾迪的信念”（1992，108—109）。对此他给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在思虑时她试图做的是考虑并确定支持及反对那个选项的理由。但是，如果这就是思虑这一精神活动的唯一内容的话，照我所采用的对思虑的定义，这种精神活动并不能算作是思虑，因为她没有通过考虑这些理由去搞清楚她将要做什么。克拉克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她还没有形成去爱丁堡的意图，而思虑能够产生这个意图。假定她知道她将去爱丁堡，如果她还不能确定她会去爱丁堡，那么思虑能够产生这个意图。然而，鉴于思虑就是从不同的可能选择中搞清楚她将做什么，如果她已经确定她将要做什么，那么似乎任何能算作是思虑的活动都没法起到这个作用了。如果一个行动者已经确定她将要做什么，她不可能同时还去搞清楚她要做什么。当一个行动者已经确定她将要做A的情况下，搞清楚自己将要做什么这个活动将不会起到产生去做A的意图这一作用。例如，在这种情景下，对支持或反对做A的理由进行权衡，将不会具有产生做A的意图的作用。相反，至少在通常情况下，这个行动者在不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虑的情况下，直接形成一个意图。


  奈尔金在考虑了克拉克的反例后，给出了一个替代论题（K）的下述论题：


  （C）理性思虑者必定相信，他们拥有能从中做选择的多种可能选项，其中，每一个可能选项都与他们确信的事情相一致。（Nelkin 2004b：222，2011b：127）


  对此，她主张论题（C）虽能免于克拉克提出的那类反例的挑战，却丧失了其应有的解释效力，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无法对某些选项进行思虑，尽管我们不确定它们正是可能被付诸实现的选项：


  ……就（C）能够允许的而言，能够被算作是思虑的可能选项的事情有非常多。但是，我们似乎在一些情形中，正是因为缺少思虑的可能选项而不能够进行思虑。（C）无法解释这些情况，因为它所排除的思虑的可能选项少之又少。例如：我们似乎不能对是否要从窗户跳出去在空中飘浮这件事进行思虑，尽管我们也许不确定这是否可能（也许我们不排除“奇迹”或甚至是某种完美的风的可能性）。（Nelkin 2004b：222，2011b：128）


  奈尔金的观点是，在某些情形下，我们不确定是否做某一行动的选项是可获得的，但是，我们不能对是否要做此行动进行思虑。有一个对这一观点的解释是，对行动可能选项的不确定性，结合对理性思虑来说无争议的那些必要条件，不是理性思虑的充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对确定性的缺乏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中不能进行思虑。那么，什么能够解释这一点呢？


  在讨论的这一节点，我提议一个可替代的认识论开放性的条件（奈尔金在2004b：222—224对此进行过讨论）。以下是一个修改版本：


  （S）为了在不同的行动A1……An间进行理性思虑，对每一个行动Ai，S对她将做Ai这一命题不能保持确定，她也不能确定她不会做Ai；要么（a）她将做Ai这一命题，在当下的情形中，与每一个她确认的命题都相一致，要么（b）如果她将做Ai这一命题与某些她确认的命题不相一致，她不能相信这一点。[46]


  首先，什么叫一个命题对一个行动者来说是确认的呢？我的提议如下：


  （确认的）当一个行动者相信一个命题，并且为了思虑的目的，无视任何她对于它的正确性抱有的不确定感，那么，这个命题对这个行动者来说是确认下来的。


  其次，分句（b）是由莎拉·麦格拉思提出的以下考虑所要求的：[47]


  假定Ai和当下情形中其他一些我视为确认的命题不相一致，但是这种不一致极其不明显，而且需要非常多的考虑和反思才能识别出来。我对是否要做Ai进行思虑，并在这个思虑过程中识别出上述的不一致性。我因此继而去考虑Ai的替代选项。这难道不算是成功的理性思虑的一个例子吗？很可能的是，理性思虑不需要人在逻辑上无所不知。而这个能导致人识别出不一致性的过程可能就是理性的思虑。


  麦格拉思的论证在我看来是对的。我能够对是否做A进行理性的思虑，尽管实际上做A会与我在那个情形中视为确认的其他命题不一致。但关键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不能相信它们是不一致的。如果我相信它们是不一致的，直觉上看来我就不能对是否做A进行理性思虑。我在这里预设的有关“相信”的正确概念，是一种倾向性的概念，而不要求行动者有一个当下的信念（参较Koffman＆Warfield 2005：26）。


  条件（S）结合（确认的）可信性，能够为克拉克的那类例子和奈尔金的那类例子提供满意的结果。埃德娜既不确定她将要去爱丁堡的命题，也不确定她将不会去爱丁堡的命题。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她相信的和她会无视自己对其的不确定感的命题，是与上述的两个命题不一致的。因此，她做以上两种行动中的任一行动与她在当下情形中视为确认的每一个命题相一致。但是我不能对我是否将要在窗外飘浮进行思虑，尽管我不能确定我将不会那么做。因为，为了思虑的目的，我无视自己对我将不会在窗外飘浮所抱有的任何不确定感（因为我无视自己对我不能够在窗外飘浮抱有的不确定感），所以，我将会这么做的命题与当下情形中我视为确认的一个命题不一致，我至少在倾向性的意义上相信这点。[48]


  在捍卫我的整个立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是，在另外一种例子中，我也不能进行思虑。我不能够对我将要放弃当下的一切去非洲做雇佣兵这件事进行思虑，尽管我不确定我将不会这么做。但是，我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与一个我相信并在当下的情形中无视自己对其的不确定感的命题，即，我将不会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是不一致的。我同样是至少在倾向性的意义上相信这点。因此，（S）和（确认的）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在这种情形中不能进行思虑。


  卡皮坦合理地主张，一个关于开放性的认识论条件不应当要求行动者的所有信念间具有一致性——例如，它不应当要求当下情形中那些仅仅是倾向性的信念之间具有一致性（1986：239）。基于这个理由，在他的论点中


  （PC）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仅在他预设如果S是他的任一信念集合，那么他做某事相对于集合S来说是偶然的时，做这件事是一个对他开放的替代选择。


  他把限定条件“相对于集合S来说是偶然的”置于态度动词“预设”的范围内。如考夫曼和沃菲尔德所建议的（2005：37），一个反对这个观点的理由是，我们应当避免给出对于认知复杂度有着过高要求的条件。但是，也许用“每一个在当下情形中她视为确认的命题”置于态度动词的范围内，所包含的认知上的复杂度将不会过高，因为即使是思虑的动物们也能注意到不一致性，况且，当下讨论中的条件是针对理性思虑的。


  为了支持他对态度动词的处理，卡皮坦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早上十点，霍金斯先生在决定下午三点带他的儿子去打保龄球后，获得了一个关于彼时带儿子去打保龄球的信念。他要求秘书在下午两点半提醒他这个安排。下午两点二十九分时，他忘记了先前做好的决定，开始对在三点打高尔夫球这件事进行思虑。但是在两点二十九分时，他仍旧相信他将在三点带儿子去打保龄球。这是因为，人可能会在持有一个信念的同时忘记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当秘书在两点半提醒霍金斯他先前带儿子打保龄球的安排时，他并没有获得一个新的信念。相反，他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一个他已经拥有的信念上（Kapitan 1986）。


  如卡皮坦所描述的，霍金斯在两点二十九分时相信他将不会在三点打高尔夫球，因为他相信那时他会带儿子去打保龄球，他并没有不相一致的信念。但是，我并不确定这是一个可能的情况。即使我们承认他在两点二十九分时相信他将不会在三点打高尔夫球，（S）结合（确认的）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对在三点打高尔夫球进行思虑。这是因为，在两点二十九分时他不确定他将不会在三点打高尔夫球，对他来说，他不会去打高尔夫球这件事是尚未确认的。尤其是，他没有无视他对自己将不会在3点打高尔夫球的不确定感。在这个情况中，可能的是，由于他已经忘了三点带儿子去打保龄球的计划，即使他在早前对此是确定的，他由于忘记了这件事而能够对三点打高尔夫进行思虑，从而使得他对打保龄球的信念不那么确定了。因此，在三点打高尔夫球与在两点二十九分时他视为确认的情况是一致的，并且这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够进行思虑。因此，这个例子并没有强加会要求额外的认知复杂度的条件。


  
此外还要求对思虑有效性的信念


  如果（S）结合（确认的）能够为理性思虑的相容论提供一套完美的说法——一个相容论的必要条件，它与无争议的那些必要条件一起，构成了理性思虑的充分条件——那么，满足（S）并且相信决定论及其显著后果的思虑者应当是能够进行理性思虑的。尤其是，他们应当能够在没有不一致的信念的前提下进行思虑。与这一点相悖，存在一种情况，它最初由凡·英瓦根提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中，一个满足（S）的行动者将不能够进行理性思虑。他通过以下这个例子阐释这一点：


  ……想象（行动者）在一个有两扇门的房间里，他相信有一扇门是没有上锁的，而另一扇门是锁上无法通行的，不过他不知道它们分别是哪扇门。他尝试去想象自己对从哪扇门离开进行思虑。（1983：154）


  关于这个例子，奈尔金在我看来十分正确地评论道：“虽然看上去我能够对于我要尝试去打开哪扇门进行思虑，甚至对决定去转动哪扇门的把手进行思虑，但是如果我知道其中一扇门是锁上并无法通行的，那么我似乎不能够对打开哪扇门进行思虑——或者对决定打开哪扇门进行思虑。”（Nelkin 2004b，2011b：130；参较Kapitan 1986：247）但是，我既不确定我将打开一号门，也不确定我将不去打开一号门，而这同样适用于二号门。并且，我去打开一号门与前述意义上我视为确认的行动选项是相一致的，我去打开二号门也是如此。因此这个例子对（S）结合（确认的）作为相容论表述中思虑所要求之信念的充分条件来说，构成了一个威胁。


  此外，如果一个行动者相信决定论及其后果，那么在任何一个思虑的情境中她会相信，在所有的行动选项中，除了一个之外，全都是关闭的，就好比，“锁上无法通行”（尽管通常来讲她不会拥有关于究竟哪个没有关闭的信念）。如果在这个例子中，行动者无法对去打开哪扇门进行思虑，并且她相信决定论及其后果，那么似乎她根本无法对该做什么进行思虑。相容论的观点将需要解释为什么理性思虑在两扇门的例子中是不可能的，却在决定论的例子中是可能的。


  卡皮坦（1986：247）主张，这个例子说明，理性思虑需要一个对思虑有效性的信念：理性思虑者必须相信，对于考虑中的每一个行动选项来说，对这每个行动选项进行思虑，在正常的条件下，会有效地产生对那个行动的选择以及那个行动本身。奈尔金对此也表示同意。关键的是，使得对打开哪一扇门进行思虑不可能的，不是缺少对认识论上开放性的信念。使得思虑不可能的是，鉴于行动者的信念相信两扇门中有一扇门是上锁的，如果她是理性的，那么她将相信她的思虑最终不会对打开任意一扇门来说是有效的。


  奈尔金（2004b）继而正确地指出，条件（S）没有捕捉到对思虑有效性的信念的要求。然而，合理的是，思虑有效性与开放性是两码事——后者指的是，拥有超过一个选项。因此，将（S）视为相容论针对开放性设定的条件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针对思虑有效性来说独特的、可行的相容论条件呢？如果存在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认为（S）得承担相容论者回应两扇门的问题这一任务，而仅将它视为针对开放性的条件，因为，两扇门的例子提出的问题应当由另一个不同的条件来处理。


  那么，我们该如何表述相容论关于思虑有效性的条件呢？卡皮坦对此的第一个尝试是：


  （PE）当且仅当一个行动者会选择去做一件事时，他将去做那件事；仅在他对自己如此预设时，做那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开放的可能选择。（Kapitan 1986：234）


  一个对于他这个提议的顾虑是，思虑有效性是一个因果概念（如卡皮坦自己注意到的，1986：234）。因果关系是单向的，它从思虑到选择再到行动，而不能从行动到选择。但是在（PE）中，选择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这个关系是以双条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此外，有效性的因果本性应当是明确的，而双条件的定义却不能满足这一考量。


  更近些时候，卡皮坦（1996：437）提供了一个针对思虑有效性条件的替代表述，它指出，行动者的信念具有以下的形式：如果她在t时间承诺从事行动A，那么她将在t践行A；如果她在t不承诺从事A，那么她就不会在t践行A。与上述问题一样，我认为思虑有效性的因果本性应当在这个条件中明确表达出来，然而它在这个表述中并不明显。另一个顾虑是，如奈尔金有说服力地论证的，信念中关键的有效性，并不是在一个关于做某一行动的承诺（例如一个选择）与某一行动本身之间，而是在行动者的思虑与她的实际行动之间（2004b）。有人可能会想象这样一个例子：我的思虑可能不会产生一个选择，因为做出那个选择于我的心理状况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果我能做出那个选择，那么我将做出相应的行动。这样说来，直觉上看，思虑在这个例子中将不是有效的。（与此同时，在卡皮坦的新的表述中，有一些方面我想要保留，这在下述讨论中会变得明晰。）


  克拉克提出了下述对思虑有效性信念的要求（但并没有支持它——他并不承认思虑需要任何关于人的能力的信念）（1992：103）：


  （CF'）为了思虑，一个行动者必须相信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行动，A和B，其中，（i）如果她选择做A或B，她能够基于这一思虑做A或B。


  我们可以指明，“基于”应当被理解为因果性的——这样，（i）将被解读为“如果她选择A，她的思虑会（同样）导致她做A”。除此以外，克拉克还规定了行动者最多必须相信：


  （ii）如果她找到了做A或B的更好的理由，她能够对A或B做决定，以及（iii）如果存在一个做A或B的更好的理由，她能够找到这个理由。


  我认为这接近一个正确的要求了。但是我不能被下述观点说服，即，为了对做A或做B进行思虑，行动者必定相信如果存在一个更好的理由去做A，她能够找到这个理由。因为，看上去，如果行动者只是相信她也许能找到一个更好的理由去做A（假定存在这样一个理由的话），那么她就能对是否做A进行思虑——假如这样的情况比她相信她实际上会找到那个更好的理由（若是有的话）要常见，我是不会对此感到惊奇的。除此以外，假定有人要求我在两扇门之间做选择，能打开的那扇门背后有奖品，如果我选择了那扇门，我将得到那个奖品：在这个情况中，我知道有一个理由支持我选择两扇门中的一扇——在那扇门背后有奖品，而另一扇门背后没有——但是我也相信，这个理由对我来说是不可获得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进行某种精神活动，其目的是搞清楚要选择两扇门中的哪扇门，即使最后我是通过抛硬币来选择的。因此，根据我们现在考量的定义，我能够对选择哪扇门进行思虑，尽管我相信，如果存在一个更好的理由去选择其中一扇门，我也不能找到这个理由。


  假定对去做A1还是A2进行思虑时，决定前的结果是判断哪个行动是最佳行动，那么，我对于思虑有效性的信念提出的条件是：


  （DE）为了对做A1还是A2进行理性思虑（其中，A1和A2是不同的行动），行动者必定相信，如果她对做A1或A2进行思虑的结果是判断出A1是最佳行动，那么在正常条件下，她将在思虑的基础上做A1；A2亦然。


  几点说明：首先，“在……的基础上”应当被理解为因果性的概念。其次，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思虑的直接结果不是判断出最佳行动。也许有些时候我们确定某些行为是更合适的，但不将它视为是最好的。或者，当一个行动者判断出做A1和做A2一样好，并且没有其他的选项了，那么，思虑的直接后果就会是一个平局的后果，就像抛硬币一样。我们可以对（DE）进行更精细的处理，从而容纳下以上那几种直接的后果。


  第三，我将再一次预设，对于这个条件来说，对信念的正确理解是将其视为倾向性的概念。另一种对它的可能理解是奈尔金提议的，即某种弱意义上的理性承诺：“如果一个行动者对此进行反思，她会相信可能的选项对她来说是开放的，以及她的思虑是有效的。”[49]与倾向性的信念不同的是，在理性承诺的情况中，可能的是，没有实际的信念被溯回；相反，信念可能最先是在行动者的反思中产生的。也许，仅有对思虑有效性的理性承诺对于理性思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两扇门例子中的行动者没有满足条件（DE），但是，在一个通常的思虑情境中，这个条件是得到满足的，其中思虑者相信决定论为真，并且因此仅拥有一个决定和行动的可能性——只是她不知道是哪一个。如果她相信下述的两个行动中


  （i）在思虑的基础上做A1


  和


  （ii）在思虑的基础上做A2


  有一个鉴于决定论成立而是她不能够做的，但她不知道是哪个，那么她仍旧能够满足条件（DE）。因为，她可能仍旧相信如果她判断出A1是最佳行动，她会在思虑的基础上做A1；对A2也是这样，并且她理性地相信这一切。


  （DE）还可以在以下这个方面更加精确。奈尔金主张，一个人能在仅相信她的思虑可能是有效的情况下对是否做A进行思虑。[50]卡皮坦指出，我可能意识到我偶尔意志薄弱、不自制的情况，而这不会阻止我进行思虑。[51]在我的定义里，存在一些灵活的空间来应对上述的考量：它言明，“在正常的条件下，她会在思虑的基础上决定做A1，并且做A1……”某些非最佳的活动需要这样的灵活空间，而不自制可能是当前情形中最显著的例子。但是，也许更好的做法是修改（DE）以明确提及不自制的状况。


  另一种对这个条件的可能的修改是，用“可能会”（might）替代条件中出现的“将会”（would）；这样一来，这个条件将会包含：“在思虑的基础上，她可能会做A1……”但是这个条件可能没法处理下述对两扇门的例子稍作修改的情况，在改后例子中，我知晓那扇上锁的门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会自发地打开（路易·德罗塞特在一次交谈中向我建议了这个两扇门例子的概率版本）。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似乎仍旧是不能够对去打开哪扇门进行思虑的，尽管在思虑后我相信我可能会打开任一扇门。


  卡皮坦（在我们的通信中）提出了一个包含某些灵活空间的有效性条件（他并没有支持这个条件，而仅作为建议提了出来）：


  在时间t1，S预设仅在他于t1做如下假设的情况下，在t2做A对于他来说是开放的：（i）如果他在t2承诺做A，那么他将会在t2做A的可能性更大，以及（ii）如果他在t2不承诺做A，那么他不在t2做A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在我看来，德罗塞特提出的一类例子挑战了这个条件——这类例子中只有一扇门。想象一下你相信这扇门的锁被打开的概率是0.51。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不能对是否打开它进行思虑，尽管你预设如果你承诺打开门，你将会打开它的可能性大过你不这么做的可能性，以及，如果你承诺不去打开门，那么你不去打开它的可能性大于相反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很明确的是，如果你相信这扇门的锁被打开的概率是0.99，那么你就能够对是否打开这扇门进行思虑。很多就是否去做某件事进行思虑的通常的例子（多多少少）都符合这个模式。所以，在0.51和0.99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下限区间。理解这个下限的结构能够帮我们得到一个更加精细的（DE）。我们既需要认识论开放性条件（S），也需要对思虑有效性的信念这一条件（DE）。


  有人可能会试探说，由于（DE）帮助得出了凡·英瓦根的两扇门例子的正确结果，并且由于这个例子不包含认识论上的开放性，因此，在（DE）之外我们就不需要一个认识论开放性的条件了。但是这么想是不对的——这两个条件都是必需的。一个行动者可能在满足（DE）的情况下不能够进行思虑，因为认识论开放性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我不能对我是否要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进行思虑。但是我对此进行思虑是满足（DE）的，因为我相信，如果我对我是否要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进行思虑的结果是，我判断出最佳行动就是如此行事，那么基于我的思虑，我当如此行动；对于不去当兵这个行动来说也是这样。因此，（DE）单凭自身是不完整的。但是在这个例子中，（S）结合（确认的）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我现在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与我相信的，并在当下情形中无视自己对其的任何不确定感的命题，即，我现在不会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是不一致的，并且我相信这点。关键是，（DE）需要由认识论的开放性条件予以补充；并且我建议的是，这个开放性条件需要（S）和（确认的）相结合。


  许多思虑相容论者在此处提出，“没有对能力的信念”这一论点能够在这个节点提供思虑所要求的内容：


  （NB）为了在可替代的行动A1……An之间进行理性思虑（其中A1……An皆是彼此不相同的行动），S必定不能相信她不能够做A1到An之间的任一行动。[52]


  有人可能会主张，（NB）恰当地说明了理性思虑所要求的开放性条件，并且，相较于（S）结合（确认的）赋予行动者的认识论上的负担，它在这方面给行动者提出的负担相对小，因此它应当是更合适的条件。但是，首先，我们仍旧需要思虑有效性这一条件来应对两扇门的例子，因为，在那个例子中，她既不相信她不能打开一号门，也不相信她不能打开二号门。因此，（NB）无法解释为什么她在这个情境中不能进行思虑，而（DE）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因此，有人可能会提议，（NB）和（DE）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说法。然而，我不相信我现在不能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因此（NB）不能解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对此进行思虑。并且，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DE）也不能解释我这种不能。但是，（S）结合（确认的）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十分关键的是，尽管我不相信我现在不能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我将不会如此行事是我视为确认的。因此，就我们目前所讨论过的观点，只有（S）结合（确认的）以及（DE）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在当兵以及两扇门的例子中不能进行思虑。


  除此以外，还可能有人会论证（DE）是不完善的，因为一个行动者可能由于相信做A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他相信他不能判断做A是最佳情况，从而不能进行思虑，但同时他满足（DE）这个条件。[53]我实际上相信在当下的情形中，在思虑的基础上判断出最佳行动是放弃一切去非洲当兵，这对于我来说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能对是否要如此行事进行思虑，也不能在这个思虑的基础上如此行事。即使如此，我这样思虑能够满足（DE）。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节点，我们又可以把（S）结合（确认的）放入到讨论中。在这个例子中，尽管（DE）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不能进行思虑，（S）结合（确认的）没有得到满足这一点却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有人可能会认为认识论开放性和思虑有效性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彼此不同的，因为，前一个条件可以将后一个条件的内容吸收进来，反之亦然。我们有一个理由来理解为什么这么想是不对的。思虑的有效性是关于思虑在产生出选择和行动上的因果有效性。基于这个理由，“对思虑有效性的信念”中信念的内容恰当地以假设的或条件式的形式予以表达：为了理性地思虑，我必定相信，如果我的思虑有如此这般的直接后果，那么我能够基于我的思虑产生与这个结果相对应的选择和行动。与此相反，如卡皮坦实际上论证的，合理地看来，开放性不是条件性的：情况不应该是，每一个行动选项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在某个条件被满足的条件下对我来说才是开放的（Kapitan，1986，241）。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以下这个关于条件性的认识论开放性的要求：


  （CO）为了对做A还是做B进行理性思虑，行动者必须相信，如果她选择做A，她将做A，如果她选择做B，她将做B。


  假设里奇相信，从他的心理事实出发，他不能选择跳进大海（例如，去救一个溺水儿童），但是他同时也相信，如果他实际上选择了跳进大海，他将会跳的。在这个例子中，直觉上来说，跳进大海对他来说在认识论上是不开放的。但是他跳进大海可以满足（CO）。任何条件性的认识论开放性要求都可能会受到类似论证的挑战（Chisholm 1964；Lehrer 1968；van Inwagen 1983，114—126；van Inwagen认为有一些与“选择”类似的说法，如“受到意志驱使”、“尝试”、“让他自己”或者“想要”，但这些并未改进条件性分析，115）。关键的是，认识论开放性条件的内容恰当地被表达为绝对的。由于思虑有效性的认识论条件与认识论开放性条件在逻辑结构上是不同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都无法被对方的内容吸收。


  
几点反驳


  如上文提到的，考夫曼和沃菲尔德（2005，40—41）对思虑所要求的特定认识论条件表示顾虑，认为它们可能在概念或认知的复杂度上有着过多的要求。例如，他们举出“对选择的反事实情况的信念”这一论题[54]，并指出它要求思虑者对反事实的情况有所掌握。这个论题可以做如下表述：


  （BCC）只有当S相信，对于任一行动，如果她选择做那个行动，她就将做那个行动时，她是在不同的行动间进行思虑的。


  他们反驳道：


  BCC蕴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仅当一个人有掌握反事实情况的认知能力时，她才是在进行思虑。这貌似有些过分了：似乎存在一些动物，它们进行思虑，但是它们同时缺少掌握反事实情况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可能包含如下这样的能力，即“在心理上假装”达到了某些条件，并继而在那些“心理假装”条件下对一个特殊命题的真值做出判断。）某些高级的非人动物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是缺少掌控反事实情况能力的思虑者。小孩子可能也是这样的思虑者。（2005：40—41）


  首先，我们是针对理性思虑的条件进行检验，而思虑的理性能力本身很可能对某些认知上的复杂度有所要求。的确，（DE）所明确的信念类型会包括在认知层面处理虚拟性条件式的能力。此处讨论的条件式准确地说不是反事实条件，因为它们不包含与事实情况相悖的假设，与此不同，它们包含的是对各种没有实现的行动选项的假设（其中某一个选项可能会变成事实上的选项）。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更有可能的是，儿童和动物能够对没有实现的行动选项进行模仿，但不那么可能模仿出与事实情况相悖的假设。然而，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如果在这里讨论的思虑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而不仅仅是例如一些应激反应机制），有人可能会期待他们同样具有处理虚拟性条件式的能力。理由是：所有思虑的情况可能都体现了基本程度的因果推理，它包含了处理虚拟性条件式的能力。一只猫可能处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中，我们可以将其表达为：“如果我往左边跳，那只老鼠可能会逃走，如果我往右边跳，那只老鼠可能会被困在墙边。”需要明确的是，这只猫不具有用语言将这些条件式报告出来的方法，但是内心模拟，以及非语言的或非概念性的表征可能就够了。所以，可能的是，即使是基本程度的因果推理也包含处理虚拟性条件式的能力，而小孩和思虑的动物拥有这种因果推理的能力。[55]


  考夫曼和沃菲尔德有一个反向论证：“即使每一个实际的思虑者都拥有BCC所说的思虑所要求的认知复杂度，缺少这种复杂度的思虑者似乎也是可能存在的”（2005：41）。但是，一个人似乎不可能在不认为自己能够有效实现各种行动选项的前提下进行思虑——就像猫的那个例子中提到的——同样，一个人似乎也不可能将自己视为能够实现各种行动选项的，却不能够处理这个例子中那种虚拟性条件式。


  与许多其他的认识论开放性条件不同的是，（S）结合（确认的）不要求行动者具有关于一致性的概念。[56]这个条件说明，对于每一个她要对其进行思虑的行动Ai，要么她要做Ai这个命题实际上与当下情形中的每一个她视为确认的命题相一致——这并不要求她相信这种一致性——要么如果这个命题与某些其他命题不相一致，她不相信这一点。[57]


  考夫曼和沃菲尔德认为“没有对能力的信念”这一命题能够排除他们所说的“两念思虑”，也就是，在对一个行为选项进行思虑时，思虑者既相信自己拥有这个选项，又相信自己没有这个选项（2005：37）。他们对这个论点的表述如下：


  （NBI）在不同的行动选项中，仅当S不相信其中某些行动是她不能做的时候，她能对那些行动进行思虑。


  他们主张，两念思虑的可能性排除了思虑者必须不相信他没有替代选项这样的提议。但是我们首先要注意，（S）结合（确认的）并不排除以下这一种两念思虑，其中，行动者相信两个选项中的一个对她来说是不可行的，但它是不可行的这一点不是她视为确认的。尽管如此，它们确实排除了对于A的两念思虑，如果行动者确认她缺少两个行动选项之一的话。但是这样一种两念思虑不能算作是理性的，而我所提议的条件是针对理性思虑的。[58]


  考夫曼和沃菲尔德对于认知复杂度要求过高这一点的顾虑，其效力能够被以下这一事实削弱，即，我们只需要一个思虑相容论的充分条件就能击败思虑不相容论者。我们于是可以对（S）和（DE）的内容做重新表述，以构成理性思虑所要求的充分条件的要素。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些条件所指出的复杂性针对范围非常广泛的行动者。它们因此可能由这类行动者所满足，并且如果它们是正确的，这类范围广泛的行动者能够在一个他们承认是决定论的世界里进行理性思虑，而不具有错误的或不一致的信念。除此以外，还要注意的是，对于不一致性的顾虑仅仅适用于那些相信决定论及其显著后果的行动者。非常有可能的是，那些不具有处理虚拟性条件式能力的行动者，或者不具有关于一致性的概念的行动者，或许不能够相信决定论是正确的。该充分条件为这些不那么复杂的行动者在思虑时一定抱有错误的信念留有空间，不过，这一点似乎不是特别令人担忧。我还怀疑他们是否真的一定拥有错误的信念，因为，很可能，在他们能够做什么的信念中的“能够”，不确定是形而上学的。


  
总结


  理性思虑很可能既要求认识论上的开放性条件，也要求对思虑有效性的信念条件。我提出的认识论上开放性的条件是：


  （S）为了在不同的行动A1……An之间进行理性思虑，对于每一个行动Ai来说，S对她将要做Ai这一命题不能确定，对她将不做Ai这一命题也不能确定；并且，要么（a）她将要做Ai的这个命题与当下情形中每一个她视为确认的命题相一致，要么（b）如果它与其中某些这样的命题不一致，她不能相信这一点。


  与之相结合的是：


  （确认的）仅在行动者相信一个命题并为了思虑的目的而无视任何她对其真实性的不确定感时，这个命题是她视为确认的。


  尽管（S）结合（确认的）无法给出一套关于相容论的思虑有效性的说法，但是思虑有效性与开放性的差异足以要求我们提供另一个不同的条件。我于是提出：


  （DE）为了对去做A1还是A2进行思虑（其中A1与A2是不同的行动），行动者必须相信，如果她对于是去做A1还是A2进行思虑的结果是判断出最佳行动是A1，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她应当基于思虑做A1；A2亦然。


  （S）结合（确认的），再加上（DE），看上去能经得起对其他相容论关于思虑所要求的信念条件提法的反驳，这又给了我们理由认为，思虑不相容论，例如包含条件（I）的那种是可以被成功抵抗的。


第六章 不包含基本应得意义的道德责任


  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不承认我们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基本应得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正如我一直在强调的，道德责任还有其他的概念，它们的关键特征能够得到怀疑论者的支持，例如，那些由乔治·舍尔（2006）和T. M. 斯坎伦（2009）提出的道德责任概念。在这一章里，我将为这样一种责任概念提出一个积极的论述，这个论述与舍尔的和斯坎伦的论述相比，在本质上是彻底地前瞻性的。我将主要关注责备，但是我也会对这个论述如何能延伸到称赞进行说明。在发展这一概念时，我主张，道德的价值判断能够作为这种前瞻意义上的责任的根基，并且，这样的判断不会被那些瓦解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的考虑所威胁。义务论的判断也许是无法处理那些考虑的，但是我主张，价值上的道德判断和前瞻意义上的责任是充分的——鉴于我们关注的道德利益来说。


  
自由意志怀疑论和责备


  自由意志怀疑论质疑所有预设行动者在基本应得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责备行为。需要再一次重申的是，行动者对一个行动在此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意味着，这个行动在这样一种性质上是她的行动，即，如果她理解这个行动是道德上错误的行动，那么她就应受责备，如果她理解这个行动是道德上的楷模行动，那么她就应得称赞。当前讨论中的应得概念是基本的，意即，一个行动者仅仅因为她做了那个行动，并理解其道德价值，而不是仅仅出于例如后果论的或契约论的考虑而应受责备或称赞（Feinberg 1970；Pereboom 2001）。这个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况留有余地，即一个行动者即使不应得责备或称赞，仍为其行动负有道德责任，例如，假定这个行动是道德上中立的。由于大多数实际中的责备都包含了这种对基本应得的预设，任何一个对责备的怀疑论观点都会是变革性的。


  一个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还会质疑这样一种实践，它在使得行动者成为道德愤慨或义愤的对象的意义上让行动者负有道德责任，这种道德愤慨指的是，因行动者对自己做的错事而带来的愤怒；而义愤，在最重要的例子中，是因行动者对第三方做的错事而引发的愤怒。在过去，我支持一个认知主义的立场，认为持有这样一种反应性的态度本质上包含了一个信念，即这态度的对象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为一个行动可受责备（Pereboom 2001，2007a；参较Wallace 1994）。基于这个观念，对于一个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来说，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会是在信念上不理性的，因为她同样相信的是，没有行动者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为任何行动应受责备，因此她会拥有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此相对，泰德·洪德里奇反对如下的立场，即持有反应性态度在本质上包含持有这样的信念，大体上说，他支持关于这些态度的一种非认知主义的立场，认为它们在本质上不包含持有任何信念。不过，他承认，拥有一个反应性态度在法理学的意义上与关于责任的信念相关联；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对行动者（在基本应得意义上）的责任的信念，那么坚持相关的反应性态度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Honderich 1996：856—859）。因此，在洪德里奇的立场上，一个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持有反应性态度，将会造成信念上的不理性，因为它与和这个态度相关联的信念在法理上相冲突。奥斯汀·达根和贾斯汀·科茨（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与洪德里奇相似的非认知主义的观点，但是认为反应性态度与信念的关联要更加微弱，并且，在心理上可能的是，一个人彻底不持有行动者是负有责任的信念，但同时持有反应性态度。比如，如果有人在大体上反对从基本应得意义出发的证明理由，她可能在道德上感到愤怒，却没有任何包含了基本应得概念的信念。


  我偏向继续支持认知主义的观点。在我看来最合理的观点是，道德怨愤与义愤包含了以下两个要素：由于一个行动者所做或没能做到的事而对他产生愤怒，以及相信这个行动者仅仅因为他所做或没能做到的事，而值得成为这种愤怒的对象。如果一个态度不具有这些特征，那么它就不能算作愤慨或义愤。动物和小孩有类似于愤慨与义愤，但不包含这些认知成分的态度，它们不能算作愤慨或义愤。我的看法是，无论何时我感到道德上的愤慨或义愤，我保留包含基本应得概念的信念，尽管我确信没有行动者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受责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理性的，因为我持有相冲突的信念。


  我认为，接下来这个提议是可靠的，且应当被所有人接受。当一个成熟的、正常的人将某个行动者作为她真诚的愤慨或义愤的公开表达的对象时，她同时不相信这个行动者在基本应得意义上应受责备，并且在事实上应当受到公开地责备，这至少在心理上是接近于不可能的（参见McKenna 2012：64—74）。[59]有些例如出于理论上的理由而不承认基本应得概念的人，她可能默默地对另一个人感到义愤，但并不相信他在基本应得意义上应受责备，并且不公开地表达她的义愤，我们可以对这种状况保持开放的态度。的确，公开的但是假装的义愤通常不会伴随着这样的信念，但那就不是对真正的义愤的表达。小孩和动物可能会公开地表达与义愤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现象上相似的态度，却不持有包含基本应得概念的信念，不过他们不是正常的成年人类。鉴于这个提议的合理性，自由意志怀疑论将会挑战任何一种使得别人负有道德责任的、将公开的反应性态度的表达作为其核心特征的实践。相应地，它容易支持人际关系中不包含与那些基本应得概念相关联的态度的交流模式。


  在一种我不会追随的修正性观点中，我们那种认为别人在基本应得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实践应当被保留下来，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事实上在这种意义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好的后果，而不这样做会是有害的。丹尼尔·丹尼特（1984）持有这种观点的一个版本，对曼努埃尔·瓦加斯（2007）观点的一种解读也可以作此理解。[60]例如，有人可能会支持实践后果论，基于这样一个理论，我们要对各种候选的道德实践的后果进行比较，然后论证当前的实践是最好的，这个论证包含了对基本应得性的证明。还存在一些与这个提议相类似的契约论的观点（Lenman 2006；Vilhauer即将发表）。这种立场可能是可辩护的，但是它涉及我们在思考和行动时要好像行动者在并不存在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那样，因此它涉及好像错误的信念是正确的那样去行动，而这似乎是不公平的（Waller 1990：130—135）。似乎在初步看来更为合适的是，我们还是不抱着这样的幻觉生活，而我提出的观点能够满足这个目标。哲学上的方法不适用于决定抱着这样的观念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否可行。因此，我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提议。但是我们确实拥有一些相关的来自社会和个体的经验上的证据，它们采用了这个提议的很重要的方面，我在下文会对此有所提及。


  近来有一些关于责备和可责备性的分析，不会被不相容论者视作是与决定论相冲突的，并且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也可以对此予以采纳（Pereboom 2009a）。在舍尔的观点里，责备在本质上是一种信念—欲望的组合：相信行动者错误地行动或者有不好的品格，以及相信他没有错误地行动或没有不好的品格（Sher 2006：112）。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以融贯地支持关于恶的信念与欲望。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如果我们放弃人们在基本应得意义上可受责备的信念，我们将不再能合理地评价任何行动为好的或坏的。但是，不承认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可责备性不会威胁到关于道德上的坏与恶的价值判断，并且，与这点一样，不承认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可称赞性或可嘉许性也不会危及关于好与美德的评价（Spinoza 1677/1985；D'Angelo 1968：58；Slote 1990；Watson 1996；Vilhauer 2004，2008）。即使我们相信一个犯下种族灭绝罪的犯罪者由于某种变异的脑疾而不在这个意义上是可责备的，我们仍旧能够合理地主张，他如此做是极端坏的，并且他的品格恶劣。因此，就目前为止，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以接受这种对责备的分析。舍尔主张责备包含一套情感上的与行为上的倾向性，有人可能会在此处认为他的观点与自由意志怀疑论是相冲突的。但是，他没有主张这些倾向性对责备来说是本质性的，他所主张的仅仅是，这些倾向性与责备在一种微弱的意义上有关联。鉴于这种关联的宽松性质，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以接受舍尔所说明的那种责备。不过她或许不会支持可能与责备相关联的所有情感上的倾向性——尤其不会支持那些由基本应得概念而得到理证的表达道德愤慨与义愤的倾向性。但是，有两种舍尔提出的引起我们注意力的倾向性，是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观点相容的——“为了我们自己的过失和恶道歉，以及训诫别人的过失和恶”（2006：108）。[61]


  在斯坎伦的分析中，去为一个行动而责备行动者，就是去判断这个行动展现了行动者对自己及/或其他人的态度，这个态度破坏了他可以与那些人拥有的关系，并且，责备者认为自己与行动者的关系出现了变更，而这种变更是因前述关系破坏的判断而证明为恰当的（Scanlon 2009：128—131）。以这种方式被定义的责备是否能与自由意志怀疑论相容，取决于这个定义中所指的恰当性作何理解。如果这种恰当性被理解为要引入基本应得的概念，那么这种责备想法将会受到质疑。斯坎伦（2013）的确论证过，他的恰当性概念有一个方面能够支持对于有限伤害的基本应得证明。对犯错者的错误的公开承认，在不包含过度羞辱时，“由于那些错误本身而是恰当的（它仅在那些错误的基础上是应得的），因此犯错者无法在道德上要求反对这一点”。但是，关于恰当性，还有认识论的或证据的方面与自由意志怀疑论是相容的。斯坎伦的一个例子展现了这一点。你信任比尔，但是你注意到，他反复地以不令人信任的方式行动，由于这一点，你可以恰当地认为你与他的关系被破坏到了能够反应这一信任消减的程度。在这里，关于恰当性的证明是证据上的。你对比尔的信任程度很高，但是你之后又获得了关于削弱这个信任的很好的证据，因此你有了一个好的理由去判断，他的态度对于你们的关系是具有破坏性的。现在你做出了这个判断，并且视你与他的关系已经被破坏到能够证明你做出的这个判断是恰当的程度。对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来说，这一点是不可反驳的。但是让我说明以下一点，人际关系中的责备貌似只是偶尔与对关系损害的判断相关联。很大一部分责备是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由父母和老师指向孩子的，而仅仅在很少的情况下，这样的责备包含着关于一段关系已经被损害的判断。[62]


  尽管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能够接受舍尔的和斯坎伦的责备概念，我将提出一个具有更加明确的前瞻性面向的责备概念。像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88/1965）那样的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们，以及与他们具有亲缘性的修正性的相容论者们，如莫里茨·施里克（1939）和J. J. C. 斯玛特（1961）所主张的，鉴于决定论，能够被保留下来的责备概念一定是前瞻性的：这种对决定论友好的责备的理由以及其目标是去缓解或消除错误行动的倾向性。这些倾向性已经存在，并且在那些最重要的例子中由过去的行动所展现出来，并且可以被合理地预设为会继续存在，除非我们对它们采取一些矫正性的处置措施。因此，这样的责备指向过去的不端行动，作为针对这样一种持续的倾向性的措施（Hieronymi 2001）。[63]当一个行动者已经错误地行动了，有人可能会问他：“你为什么决定那样做？或者，你认为那是正确的事吗？”在这里，问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让他识别出并承认不道德的行为倾向。如果在他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中所提供的理由表明他确实有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倾向，那么要求他付出努力消除这一倾向将是恰当的。参与这样的互动将会因有助于这个行动者的道德发展而是合理的。这种模式是一种得到斯坎伦（1998）和希拉里·博克（1998）辩护的应答性（answerability）意义上的道德责任。


  迈克尔·麦坎纳（2012）近期发展出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经过某些修改，能够适用于这些目标；他称之为对话性的道德责任理论。在他的观点中，一个负有道德责任的行动者的行动可能是某一类含义的载体，因为它们表明行动者在行动时所怀有的意志品质（2012：92—94；也见Arpaly 2006）。我对某人的责备是某种如道德愤慨或义愤的情绪或态度的表达，它的作用是与她交流我鉴于上述意志品质的道德反应。当一个负有道德责任的行动者行动时，她理解，道德社会中的成员可能会赋予她的行动以某些含义。当她的行动在道德上受指控时，她意识到她可能为这样一种与他人的对话性互动提供了有意义的贡献。这一最初阶段麦坎纳称作道德贡献。第二个阶段他称作道德对话，其中，行动者被回应者责备。在第三个阶段，道德说明中，被责备的行动者通过提供一个借口，一个辩解，或一个道歉来延伸对话。在这时，回应者可能通过原谅或惩罚来继续这个对话。在另一个新的阶段，被责备的行动者可能会恢复其在道德社会中的完整身份。这个道德责任的对话以自然语言的使用者间的普通对话交流为其类比模型。不是所有的责备行为都符合这一模型；例如，责备死去的人就不适合这个模型。在这里，麦坎纳（在我看来合理地）援引了一个关于概念的意义和外延的“范式—相似性”模型（Rosch 1972，1973）。责备的对话是责备的最重要的例子，而其他类型的例子之所以被算作责备，是因为它们与最重要的例子足够相似。


  我们需要对这幅图景做出某些调整。[64]我偏向于在典型的例子中，不去将第一个阶段定义为要求认知上如此复杂的概念，如“为这样一种与他人的对话性互动提供了有意义的贡献”。即使是成年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会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的行动。在第一阶段中，重要的是行动者至少含蓄间接地将自己的行动看作是在道德上可被指控的，并且就某个特殊的意志品质而与他人进行交流。此外，当我们要讨论的是公开的责备时，在第一阶段里，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可以被合理地解读为不道德的行动被做出了。但是这并不符合所有的责备的实例，因为，行动者经常由于被错误地认为做了错事，或者由于粗心的或蓄意的错误解读，或者直接的谎言，而被公开地责备。现在，在麦坎纳的设想中，责备出现在第二阶段，而其他一些理论家——例如，菲恩伯格（1970）——提出，责备是惩罚的一种形式，这在麦坎纳的模型里出现在第三阶段之后的某个阶段。公开的责备可能实际上出现在任一时刻，也就是说，要么先于对借口、辩解，或其他类型的免责解释的要求而出现，要么在这个要求之后出现。但是如果责备在这样的要求之前出现，那么它通常（但不总是）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如果在第二个阶段里，借口或辩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论可能的（有时候不是这样，例如，当行动者明确地被发现做了坏事时），一个告知那个行动者他做了错事且没有借口与辩解的对话——也就是，指控——将通常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个指控是在第二阶段做出，并且一个有效的辩解或借口能够提供出来，那么我们应当明确地建议回应者那一方做出道歉。但是，即使在认识论上看行动者有一个有效的借口或辩解是很可能的，而实际上这个行动者没有这样的借口或辩解，一个在先的指控也是道德上不好的。在规范性的例子里，如果在第二个阶段明确了解到行动者确实做了所讨论的行动，那么回应者将询问他是否有借口或辩解，但是如果行动者有没有做那个行动还是不明确的，那么回应者将试图确定他是否做了那个行动。


  如果在第三个阶段，行动者承认自己做了这个行动，而没有任何借口或辩解，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回应者可以用表达道德愤慨或义愤的方式，通过说下面这一番话与行动者进行对话：“你做的事是错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可算作惩罚的责备，因为它包含了意图通过回应一件视为已做出的错事来施加心理上的痛苦（参较Wallace 1994：51—83；Nelkin 2011b：31—50）。如果行动者不承认自己做了那个行动，但是很明显他确实做了，并且他没有借口或辩解，那么回应者可以指控他做了错事。这个指控可以是一种形式的责备，如果它以表达了愤慨或义愤的反应性态度的方式交流出来，那么也可以说它算作惩罚的一种形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回应者还可以在不同时表达愤慨或义愤的情况下，通过表达失望和悲伤的情感与行动者进行对话，还可以建议道歉和改造。


  正如我说过的，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能够支持一种应答性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概念，并且她可以在不具有不一致性的前提下，接受麦坎纳更具体观点的一个修改过的版本，只要它避免对基本应得概念的要求，以及对那些与基本应得信念相关联的反应性态度的表达。麦坎纳有力地主张，他的大体上的模型既与支持基本应得概念的观点相容，也与拒绝基本应得概念的观点相容。为了与自由意志怀疑论相协调，我提出不将这个关于责备的模型建立在基本应得概念之上，而是将其建立在三个不引发应得概念的要求上：对潜在受害的保护，与私人关系及更广泛的道德社会的关系的和解，以及道德改造。不道德的行动通常是有害的，我们有权利保护自己和他人不被那些倾向于做出有害行动的人所伤害。不道德的行动还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我们对通过和解来取消这样的破坏有着道德上的兴趣。并且，由于我们重视道德上的好品格以及相应的行动，当道德品格的塑造被做错事的倾向性所殃及时，这对我们来说利害相关。


  基于这样一个对话性模型的责备能够对实现上述的这些目标起到作用。假设有人做了错事，例如，传播关于他的政治对手的诽谤性谎言。人们可以通过质问他能不能为所做指控拿出好的证据，来与他对证，假设他拿不出来，人们可以向他指出他的行动是不道德的，并且他应当停止继续倾向于如此行动。如麦坎纳在援引菲恩伯格时指出的，这个过程可能对犯错者在不同的方式上是有害的——例如，它可能为其带来心理上的痛苦（McKenna 2012：125；Feinberg 1970：60—74；参较Zimmerman 1988：155）。但是，施加这样的痛苦是可以得到合理证明的，这首先是因为，被诽谤的人有权利保护自己和受到保护，免于被这种侵犯及其后果所伤害。此外，与犯错者和解可能对人们来说是利害相关的，要求他为其行动负责能够起到推进这一目标的作用。最后，我们还对他的道德改造抱有兴趣，而上述的道德对话自然地作为这改造过程的一个阶段而起作用。建立在这种方式上的责备在本质上是前瞻性的，因为它的目标是带来未来的保护，未来的和解，以及未来的道德改造。责备的直接目标通常是针对一个过往的行动，但是只要责备的目的是出于保护和道德改造，那么这个过往的行动将会被表述成为纠正一个持续的错误行动倾向的方法。只要责备的目标是和解，过往的行动也将会由于其自身而得到处理。[65]


  可能存在一些例子，其中，一个不道德的行动被做出，但是不包含一个持续的如此行动的倾向性，或者不包含一个构成真正威胁的持续倾向性。责备仍旧能够在这样的例子中起到和解的作用。还存在一些例子，其中，存在错误行动的持续倾向性，但是这个倾向性还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66]这样的行动者能够被合理地责备吗？显然，行动者不能够因做了这类不道德的行动而被责备。但是一个行动者能够由于有这种持续的倾向性而被责备，而且，更普遍地说，在我所提倡的前瞻性的概念上，持续的倾向性是责备所关注的焦点。


  与这种责备的观念相对应，还存在关于称赞的观点。在关于责备的三个目标——道德改造、保护以及和解中，最明确地能够被修正以适用于称赞的是道德改造。我们为一个行动者所做的道德上楷模的行动而称赞他，是为了鼓励他强化产生这一行动的倾向性。这能够起到一个保护性的作用，因为强化这样的倾向性能够有助于减少危险行为。与和解相对应的概念是庆祝人际关系中的成就。称赞一个行动也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


  与这种对话性模型相符合，对于设想的责备和称赞过程来说，参与其中的是行动者的理性。在责备的例子中，在道德对话的阶段，我们抱着想让行动者承认错误行动倾向性的意图要求得到一个解释，如果他事实上在没有借口或辩解的情况下错误地行动了，我们就会力图让他知道这个行动所出自的倾向性最好被消除掉。在那类标准例子中，这种改变产生于行动者对道德理由的识别。相应地，正是行动者对理由的回应性（参见Fischer＆Ravizza 1998），加上我们对保护、对犯错者的道德改造，以及对我们与他的和解抱有道德上的兴趣这一事实，一同解释了为什么他是前瞻意义上的责备的恰当承受者。关于称赞也可以给出相似的说法。


  事实上，在我的观点里，这种前瞻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关键的必要条件是对理由的回应性与敏感度。这种条件通常作为基本应得意义上的责任的必要条件被提出来，提出这点的哲学家们主张，这种类型的责任与对行动者的因果决定论相容，并且正如法兰克福类型的论证所成功地指出的，它不能通过有无替代可能性得到解释。我所提倡的这种前瞻性的道德责任也与行动者的行动由超出他们控制的因素因果决定相容，因此在一个恰当地建构出来的决定论的操纵论证中，受操纵的行动者将以这种方式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例如，普拉姆在例子1中（见第四章）将在这种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部分是因为他是在道德理由影响下的道德改造的对象。在我的观点中，行动者在法兰克福的例子中（见第一章）将也是在前瞻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因此，正如菲舍和拉维扎发展出的立场，行动者的这种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将是事关这个行动的实际因果历史的。萨托里奥（即将发表）最近提出一个理由敏感度的观点，依照这个观点，行动者关于一个行动的自由随附于这个行动的实际因果次序中的元素，尤其是随附于行动者的自由所基于的那些元素上。我支持这个观点，并视其为前瞻性的道德责任概念的一个条件。在这个讨论的节点，我还没有确定下来一个对理由回应性或敏感度条件的精确表述，但是我认为，给出正确条件的过程始于菲舍（1982，1987，1994）、菲舍和拉维扎（2008）、沃尔夫（1982，1990），直至麦坎纳（2000）、奈尔金（2011）和萨托里奥（即将发表）。


  这些哲学家们都认为，某种与理由的相适应性是基本应得意义上的或包含反应性态度的道德责任的关键条件；与之不同，我将这一点视为是对以保护、和解，以及道德改造为重心的责任概念来说最重要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在理由敏感度与前瞻性的责任概念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关联，而在它与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和包含反应性态度的道德责任概念之间，却缺乏这种类似的关联性。例如，一个行动者基于理由的陈列而作为道德改造的对象，这明显地要求行动者对理由具有敏感度，而理由敏感度与关于基本应得性或反应性态度的预设之间的关联就不那么明显。我们人类可能恰好被建构为，当能够回应理由的行动者错误地行动时，我们会去预设基本应得性，或去抱有反应性态度；但是，我们能够从前瞻性的责任概念中看到的更加清晰的关联，在这里是缺失的。


  麦坎纳可能会对此表示不同意，因为他主张，建立在对话性模型之上的责备与基本应得性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他的观点里，这种联系可以通过以下的原则得到阐明：


  作为对一个行动者的可责备行动中所表达出来的含义之回应，在他与他人的模式发生改变的人际关系中，他人传达出在道德上对他的要求、期望，以及不认同，行动者会在这时体验到伤害，而这是一种非工具性的善。由于这是一种非工具性的善，责备一个可责备的人是可允许的。（2012：150）


  由责备带来的伤害包含进行道德对话所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以及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糟糕这样的后果。麦坎纳提出了在三个方面，伤害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工具性的善，并且因此是在基本意义上应得的。对于这每一个方面，我的想法是，那种好结果仅仅是辅助于实现某些其他的善，因此不是在基本意义上应得的。第一个善“在于可责备的行动者对于道德社会的成员资格的承诺”。在基本应得的观点里，可责备的行动者以上述方式被伤害是一种善，这仅仅是因为他明知故犯，在当前讨论的语境中，这正说明了这种伤害为何是一种非工具的善。与此相反，以一个道德社会中的成员资格这种善为目标的伤害是工具性的，因为伤害本身没有被视为一种善，而是被视为服务于这种成员资格的善。第二个方面有赖于舍尔的观点，“当一个人责备另一个人时，她欲求那个人本可以不有负于道德的忠告而行动，而这可以由她对道德的这些方面的普遍关心得以解释”。麦坎纳主张：“我们可以说，通过责备一个犯错者来与之对话，是由对道德的承诺所驱动的。这应当被重视；这是一种善。”（2012：168）但是在这里，我要再一次说，伤害是工具性的，因为它本身并不被视为一种善，而是被视为有助于对道德的承诺。即使道德的善是一种非工具性的善，伤害也将是一种工具性的善，因为它的目的是促动犯错者不有负于道德的忠告。麦坎纳引用的第三个方面是“责备这一活动的善……事关这样一个过程的非工具性的价值：它始于某个被犯下的错误行动，之后经由某种责备活动以对话性的方式回应了那个错误，并要求以一种重视可持续的道德社会纽带的方式延伸这展开的对话”（2012：169）。存在两种将伤害解读为一种工具性的善的方式。一个解读方式是，被称为非工具性的善的不是伤害，而是对话性的过程；因此伤害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有助于整体过程那一更大好处的工具性的善。另一个解读方式是，伤害服务于道德社会的可持续纽带这一非工具性的善，但是这就又会使得伤害变成一种不是就自身而言的善，而是服务于这些纽带的工具性的善。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以支持上述任何一个解读方式，其中，由公开的责备引起的伤害是一种有助于更进一步的好处的工具性的善。任何一种解读方式都可以被理解为，责备服务于道德改造的善。


  麦坎纳的回应是，他主张责备带来的伤害部分地构成了他所援引的那些不同的非工具性的善，因此不仅仅有工具性的价值（于通信中；参较McKenna 2012：123—124，n. 18）。但是，尽管合理的是，某些不具争议的善的例子，例如精神上的与身体上的健康，部分地构成了例如人类幸福这样的非工具性的善，至少一般来说不那么可信的是，伤害——作为伤害自身——也部分地构成了非工具性的善，并且出于这个理由而本身算作是非工具性的善。疫苗接种可能是身体健康的先决条件，而健康构成幸福，但是说疫苗接种的痛苦也是幸福的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达成幸福所必要的某种工具，就是不合理的。我的看法是，提议中基于对话性模型的道德责任与伤害作为一种非工具性的善之间的关联，并没有被证实，因此基于这种模型上的责任与伤害作为基本应得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就没有得到确立。


  
责备和义务


  针对这种怀疑论的观点，有人可能会反对道，一个行动者因做出了行动A而成为责备的对象，即使是在前瞻的概念上，这也要求她应当不去做A，而这继而会要求，依照“应当”意味着“能够”的原则（OIC），她本能够不去做A，而这与决定论不相容。虽然我的自由意志怀疑论不支持决定论，但是它承认决定论是一个严肃的可能性。依照后果论证，决定论与做出别样行动的能力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是不相容的，在这样的一种理解之上，我认为这个论证是有吸引力的（van Inwagen 1983；Ginet 1990：95—117）。因此，这个反驳对我的提议构成了威胁。


  以下是黛娜·奈尔金对这一反驳进行支持的论证版本：


  N1. 如果S对于A是可责备的，那么S本应当不去做A。


  N2. 如果S本应当不去做A，那么S本能够不去做A。（来自OIC）


  C. 因此，如果S对于A是可责备的，那么S本能够不去做A。（Nelkin 2011b：100—101；参较Coppe 2008）


  我们必须谨慎地评价这个论证，因为“应当”有着一系列正确的用法，正如C. D. 布罗德（1952）所提出的，有可能的是，不是所有的用法都与一个OIC要求相关联，而有些甚至与这样的要求一点关联都没有。首先，露丝·巴坎·马库斯（1966）、劳埃德·亨博斯通（1971）、吉尔伯特·哈曼（1977）区分了应用于行动的“应当”和应用于事态的应当。[67]哈曼提出，“应当去做”“意味着行动者有理由去做一个行动，而‘应当是’所评价的是一个事态，它本身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者有理由致力于导致那个事态出现”（Harman 1977：87；参较Humberstone 1971；Manne 2011）。但是正如詹姆斯·霍布斯（2012）指出的，某些“应当是”的主张将会对行动者的行动理由有所启示。他给出了以下的判断：如果X应当是，那么相关的考虑所适用于的行动者就有理由以尊重X的价值的方式行动。但他仍旧主张，这种对行动理由的预设不意味着存在一个行动者可获得的途径去意识到什么是应当的情况，在我看来这个主张是合理的。然而，如果与此相对，一个行动者应当做某件事，那么该行动者就有理由去做它，并且存在这样一个她应当如此去做的途径。与此相类似，奈尔金（2011b：111）主张，明确出一个行动者应当去做什么的“应当”命题在本质上是行动导向的，因此，如果“S应当不去做A”是正确的，那么就“应当”命题的含义而言，或者，就义务的本质而言，S被导向不去做A，并且这蕴含着S能够不去做A（也见Copp 2008；Stapleton 2010）。一种对这个区分进行思考的方式是，“应当是”是一种对“应当”的价值上的评价，或者有时也是一种价值上的理想，这并不（至少不是直接地）蕴含一个关于“能够”的主张，而“应当做”表达了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对行动者的要求，它蕴含着这个行动者能够做出那个要求所指的行动（参较Humberstone 1971；Manne 2011）。有人可能会称这第二种类型的“应当”为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的。


  对于由行动导向的“应当”所蕴含的能力，霍布斯的一个更加精细的相容论提议是，如果一个人在考虑到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应当去做某件事，那么她就拥有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能力、技能，以及所需的专门知识，并且她处在对于做那件事来说恰当的环境中。然而，她可能没有做这件事所要求有的动机。[68]相应地，如果一个行动者在考虑到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应当去做A，那么她在如下意义上能够做A，即做A与她的能力和机会相容，而不必与她事实上如何被促动相容。重要的是，在他的观点中，决定论意味着做别样行为与一个情境中所有的因果相关的特征不相容。但是，在所有因素都被考虑到的情况下，行动者应当去做一个行动，仅仅意味着她做这个行动与她的能力和机会相容，而不是与余下的特征关键且因果相关的特征，也即她的动机相容。因此，“S不应当做A”可以在决定论的情境中是正确的，其中S做了一个不道德的行动A，因为他没有被恰当地驱动。


  霍布斯通过一个反驳来检验他的观点，这个反驳说明，相关的“应当”的要求实际上在行动者身上施加了一个更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如果不是更加敏感于行动者如何可能被驱动，就施加在行动者身上，那会是不公平的。他通过主张说这种更强意义上的“应当”究竟指什么并不是很明确，来对这个反驳进行回应：“我脑中有的实际的，指导行动的‘应当去做’的主张通常表达的是义务，只有在一种意义上‘应当’表达了某种更强的规范性的要求，并且会因为它不能考虑动机上的障碍而是不公平的，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应当’与可责备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A应当去做某件事’大致蕴含着，如果A没有去做那件事，那么他就是可责备的。这不是我所熟悉的对于‘应当’的用法，也不是我认为尤其有用的用法。”（Hobbs 2012）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因果决定论排除了动机的替代可能性，并且因此排除了行动的替代可能性，那么关于“应当去做”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将会被危及。如果我知道，在某个时刻，行动者本不能避免缺少做某些道德上的楷模行动所要求的动机，那么，让我去要求她本应当在那个时刻做那个行动就是不公平的，并且我认为，这样要求同时也是错误的。


  不过，让我去建议那个行动者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里做那一类的行动，则不会是不公平的，鉴于她将会在那时培养出必要的动机，这在认识论上是开放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前认识到，这建议能够在因果上致力于产生那个动机。为了向她建议如此行动，我可能会告诉她，她应当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做那个行动，并且我可以恰当地，不犯任何错误地这样做。因此，在这里引出的“应当”的含义，可以合理地与那种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应当”具有不同的含义。我提议，鉴于决定论以及决定论排除替代可能性这一点，当人们告诉行动者，他在未来应当不要去做某一种类型的行动时，在这里被合理地引出的“应当”是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应当，而不是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的“应当”。这种用法上的“应当”向行动者提出，他不去做那个行动的一种事态是在道德上有价值的，并建议他不要去做那个行动。我们可能称这里的“应当”为价值建议意义上的。与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的“应当”有所不同，这不是义务上的“应当”。鉴于决定论以及它排除相关的替代可能性这一点，仅当行动者实际上被因果决定而做了这个行动，并且人们能够合理地对此感到确定时，在特定行动要求的意义上使用“应当”才可能是正确及公平的，但情况一般不是这样，与此相对，价值建议意义上的“应当”则不会被如此瓦解。虽然像前者一样，价值建议意义上的“应当”也必然地考虑行动者及其可能会做出的行动；但是就如所有关于“什么应当是”的主张，这种用法上的“应当”不应被理解为预设了行动者合理可获得的以相关方式行动的途径。人们可能会对这样的途径是否可获得保持不确定的态度，但是“应当”这种用法仍旧是合理的。


  “应当”的这种用法与建立在保护、和解及道德改造的善之上的前瞻性概念的责备相契合。如果在


  N2. 如果S本应当不去做出A，那么S本能够不去做A


  中的“应当”被解读为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的“应当”，那么如奈尔金一样，我接受N2。但是这并不排除这样一些情况，即在基于决定论的情况下，行动者在没能做出某件事的时刻里，本不能做出那件事，但是对“应当”的价值建议的前瞻性用法仍旧是合理的，尤其当行动者可能会培养出做那件事所必要的动机时。[69]


  这些反思如何与可责备性和“本能够做出别样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所关联呢？在这里，我将再一次呈现奈尔金的论证：


  N1. 如果S对于A是可责备的，那么S本应当不做出A。


  N2. 如果S本应当不做出A，那么S本能够不去做A。（来自OIC）


  C. 因此，如果S对于A是可责备的，那么S本能够不去做A。


  首先，由于我反对道德责任的替代可能性要求，而为法兰克福的例子辩护，因此我在一个重要的解读上不接受那个论证中的结论（第一章；Pereboom 2001，2012a）。尤其是，我不承认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可责备性，如果S对于A是可受责备的，那么S的可责备性将会由她本能够不去做A这一事实得以解释。[70]但是我在“应当”一词的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接受第二个前提，N2。因此，鉴于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可责备性和对“应当”的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的解读，我不得不否定第一个前提，即N1。


  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当一个行动者想要去做一个不道德的行动A，有人可能会用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的“应当”对她说：“你应当避免去做A！”假定她还是做了A。如果根源论的不相容论者（一个法兰克福例子的辩护者）是正确的——我主张他是正确的，那么倘若一个行动者是她自己的行动的非决定性的根源，即使她本不能不去做那个行动，她还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可受责备。但是那个“应当”的判断指导她不去做A，而如果她本不能不去做A，这样的一个判断就包含了一个错误，并且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对于根源论的不相容论者来说，


  N1. 如果S对于A是可责备的，那么S本应当不做出A


  将是错误的，假定可责备性是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并且“应当”是特定行动要求意义上的。


  但是在伊什提亚克·哈吉（1998）之后，并且在汉瑟（2005）的修改下，根源论的不相容论的决定论者能够支持


  N1*. 如果S对于A是可责备的，那么S出于他那种理由而做A是坏的


  作为基本应得的可责备性与不道德行动之间的关联的另一种说法。[71]N1*说明了可责备性在价值上的先决条件，与在N1中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义务论上的限定。S出自一些理由做A是坏的，这一点并不要求S本能够做出别样行为。


  此外，如果将其解读为价值建议意义上的“应当”，与此相联系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能够”，以及我们说的前瞻性意义上的可责备性，那么根源不相容论的决定论者和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能够支持N1，以及下述论证的合理性：


  N1'. 如果S对于A是在前瞻性的意义上可责备的，那么一个处在相关立场的回应者T告诉S，在价值建议的意义上他应当不去做A那类行动，就是在道德上适当的。


  N2'. 如果对于T来说，告诉S他在价值建议的意义上应当不去做A那类行动是在道德上合适的，那么对于T来说，S将来能够不去做A那类行动就是开放的。


  C'. 因此，如果S对于A是在前瞻性的意义上可责备的，那么对于T来说，S将来会不去做A那类行动就是开放的。[72]


  我接受以这种方式提出的这个论证。前瞻性意义上的可责备性允许正确的那类回应者告诉有错误行动者他不应当以那种方式行动，其中“应当”具有的含义是价值上的建议，这继而要求对于回应者来说，行动者将会依照这个建议行动是在认识论上开放的。尽管我们可以合理地说，行动者在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可责备性本质上不会由他本来能避免做那件事而得以解释，对于行动者来说，如果他为了一个行动而在前瞻性的意义上可责备，他在将来不再去做那一类行动则必须是开放的。


  法兰克福的辩护者可以接受这个结论。直觉上来说，一个典型的法兰克福例子中的行动者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可责备的，但也在前瞻性的意义上是可责备的。但是这样一个行动将保留不去做那个行动的综合能力（Smith 2003；Vihvelin 2004；Fara 2008；Nelkin 2011b：66—76），即使由于被设定好的干涉，他不能在那个时刻中行使那个能力（Clarke 2009）。这样，他在将来会使用那个能力是开放的。当一个法兰克福的例子被建构为永久地排除了对这一能力的实践时（Pereboom 2001：27—28），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行动者将在前瞻性的意义上也不为做出那个行动而可责备了。


  价值建议意义上的应当与行动的客观理由概念自然地相联系：如果行动者应当以某种方式行动，那么他就有一个客观的暂定的（pro tanto，不是将所有情况都考虑到的）理由如此行动。哈吉（2012）则要对这个观点提出挑战，他主张，客观的暂定理由与义务意义上的“应当”紧密相连，并且由于OIC，决定论不仅会瓦解义务概念，也会瓦解客观的暂定的理由。对于哈吉的论证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客观的暂定理由与义务之间的联系。他说：“如果行动者有道德义务去做某件事，那么她就有理由去做这件事”（2012：235；参较7）。然而，这仅仅明确了一个单向的联系。的确，正如哈吉所说，非常合理的是，“如果一个人从客观理由的角度应当做某件事，那么这个人就能够做这件事”（2012：19ff.），并且这种理由类的“应当”因此就意味着“能够”。但是，难道说无论何时一个行动者有客观的暂定理由去做一个行动，义务与那个理由之间就一定存在某种关联吗？哈吉指出，如果S有一个客观的暂定理由去做A，并且那个理由没有被不做A的客观的暂定理由所压倒，那么S就应当去做A。然而，S也可以有一个被压倒的去做A的客观暂定理由。这就支持了主张说，可能存在这样一种不与义务联系的理由。也许由于A实现了某种善，某人会有一个客观的暂定理由去做A，并且这种善独立于任何义务论的概念（Slote 1990；Vilhauer 2008；参较Norcross 2006）。


  假定如果我助捐乐施会，它就会为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和救助。对于我来说，我将会助捐乐施会在认识论上是开放的，尽管，因为我相信决定论是正确的，对于我来说，我将会被因果决定不去助捐在认识论上也是开放的，并因此不能够（在相关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助捐。在这个情境中，对于我来说，我将会助捐乐施会在认识论上是开放的这一点，足够充分使我理性地考虑：我捐助乐施会带来的好结果对我来说是一个去助捐的理由。这因此会是一个我可以在思虑中考量的理由。它也可以是一个客观的暂定理由：不管我的欲望与偏好是什么，助捐乐施会真的会帮助到别人。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这个客观的暂定理由概念是与价值建议意义上的“应当”的判断相联系的。看来合理的是，在所明确描述出来的情境中，应当的情况是，我助捐乐施会，并且一个身份适当的对话者来把这点告诉我也是适当的。


  一个足够坏的行动何时能够在前瞻性的意义上受到责备呢？关于这一点，自然的想法是，当行动者做这样一个行动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行动能够合理地引起这种责备。然而，哈吉（1998，1999，2002）主张，由于在道德义务与道德不正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于道德义务的判断的威胁同样也会危及道德不正当性的判断。对于他的论证来说，关键的是以下这个原则：


  当且仅当对于S来说不做［或做］A是道德上不正当的时，S有一个道德义务去做［或者不做］A。


  如果这个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如果关于道德义务的判断被因果决定论所排除，那么关于道德不正当性的判断也将会被排除。


  尽管这个双条件的原则可能在抽象考虑下是有吸引力的，我的看法是，它仅仅捕捉到了道德不正当性的复杂概念的一个面向。这一点可以通过反思这样一个事实而得到合理阐释：虽然这个双条件原则的一半，即


  如果S有道德义务去做［或不做］A，那么S不去做［或做］A就是道德上不正当的；


  明显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双条件原则的另一半，即，


  如果S不去做［或做］A是道德上不正当的，那么S就有道德义务去做［或不做］A。


  看上去则没有那么明确。我现在想不到这样一个例子，其中，直觉上来说，行动者有道德义务不去做一个行动，但是对于他来说，去做那个行动不是道德上不正当的。不过存在这样的情况，其中，合理的是，去做一个行动对行动者来说会是道德上不正当的，但是，他有义务不去做它是不那么合理的。设想一个连环杀手出于他的心理障碍而本不能不做他所做的事。即使我们会基于OIC而否认他有道德义务不去杀人，但是他所做之事是道德上不正当的这一点仍旧是符合直觉的（关于相反的观点，见Haji 2002和Stapleton 2010）。


  另一种非义务论的道德不正当的概念，不是在双条件的意义上与道德义务相联系，它则能够适用于这个直觉。阿拉斯泰尔·诺克罗斯（2006）对于一种纯粹价值论的伦理学的提议之核心，包含了在每一种与行动相关的环境中明确可能的行动选项，并且按照它们所能实现的价值排序。当一个行动选项的价值在排序中处于足够低的位置，从而（基于任何一个对于自由意志怀疑论友好的规范伦理理论）无法在道德上得到证明的时候，这个行动选项就会被算作是在道德上不正当的，此时一个身份适当的对话者可以在前瞻性的意义上去责备行动者。这个提议对于不正当性的定义，没有独立于何时在这个意义上去责备是道德上恰当的，因此它不能为对不正当性进行责备的合宜性做奠基。出于这个理由，这个提议不能体现我们对于不正当性与责备的合宜性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直觉。但是这个提议确实能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即，仅当行动者是出自道德上不正当的理由去行动时，责备是恰当的，在这一方面，它满足了另一个我们关于上述关系的重要直觉。


  
不包含反应性态度的责备


  不包含公开表达道德愤慨与义愤的责备将会是什么形式的呢？它将会是有效的吗？我们通常认为，责备行为仅仅会在它包含对这些反应性态度的表达时，才是在道德上最佳的。我主张，首先，存在另一些不与关于基本应得性的信念相关联的态度表达，这种交流可以在道德上与对愤慨和义愤的表达一样有效。其次，在某一些重要的方面，不表达这些反应性态度的责备应当被我们所偏好（Pereboom 2001，2009a；参较Hunderich 1988）。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对愤慨与义愤的表达在我们的个人和社会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交流性的作用，这个人因此会反对，如果我们要努力改变或去除这些表达，那么这些关系也会随之变得更糟糕。但是，当有人在一个关系中被不正当地对待时，通常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情绪，对于这些情绪的表达并不会受到怀疑论观点的威胁，并且同样能够就相关的信息进行交流。这些情绪包括对冒犯者所做的事感到失望、受伤，或者震惊，还有对他产生道德上的关切，以及如果他的行动所造成的伤害很严重时，这种道德关切还会产生出道德上的悲伤与悲哀（Pereboom 2001，2009a）。父母可能会对儿子醉酒驾车并伤及路人这件事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悲伤，并且对他的道德承诺感到担忧，但是他们不会对他感到义愤。普通的人类体验表明，对这样的失望、悲伤，或者担忧进行交流，可以有效地促动对未来错误行动的规避。通常来说，我们不需要额外表达愤慨与义愤来达成这种效果。假装的失望和道德上的悲伤有时可能会被用来操纵其他人，但是我脑中想的是那种真正的失望与悲伤。与表达愤慨和义愤不同的交流方式通常不会像表达愤怒那样激烈，并且通常不会带来表达愤怒时会带来的令人胆怯的后果。


  我同意，有时环境会要求一种更加激烈和令人胆怯的情绪性态度。我们有权利在自卫和为他人防卫的过程中伤害袭击者，并且，在伤害袭击者是危险的时，我们需要能有那种情感来驱动我们践行伤害袭击者的权利。狂怒便是其中一种情绪。如我所理解，狂怒是一种我们与熊和狼共有的情感，它不具有包含应得概念的认知成分或预设，或相关联的信念。如果它具有关联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很可能是：存在一个需要被暴力摧毁的威胁。这个内容不会受到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论证的挑战。有人可能会主张，在威胁性的环境中，义愤在道德上比狂怒更为合适，因为它仅仅驱动暴力地对抗那些不道德地行动并且应得惩罚的威胁者。但是，在自卫和为他人防卫的权限内所针对的很多种威胁，在任何一个合理观点中，都不被视为是应得惩罚的。精神失常的屠杀案犯就是一个例子。并且，有些这样的威胁并不是出于不道德的行动，如患病的动物带来的威胁。相较于将狂怒替换为义愤，更好的办法是，训练人们只在能以自卫和为他人防卫的权利证明正当的情况下践行狂怒，这是我们实际上在做的。


  如果对愤慨与义愤的表达被替换为对悲伤和失望之类情感的交流，那么这些情感本身就合理地需要得到鼓励与发展，而这样做会以牺牲愤慨与义愤为代价。肖恩·尼科尔斯（2007）论证道，我们有良好理由相信这种提议是行不通的。他主张，悲伤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大体上来说，是对愤慨与义愤的一种不恰当的替换。他的证明始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经验研究表明，愤慨与义愤中包含的愤怒在某些关键方面对人际关系是有益的。他接着又论证道，同样是基于经验研究，在获得那些益处上，悲伤起到的作用远远不如愤怒有效。对于这一点，我的回应的关键是，首先，相较于那些被提出的替代情绪，尼科尔斯的论证忽略了对愤慨与义愤的代价进行计算；其次，他所引用的研究并没有表明，受过教育且有决心的成年人类，整体上不能通过那些替代性情绪在他们的人际与社会关系中获益（Pereboom 2009a）。


  首先，尼科尔斯论证，存在充分的证据说明愤慨与义愤中包含的愤怒会阻碍欺诈、叛逃和虐待的出现，而悲伤趋向于不产生任何行为。在这里他引用了理查德·拉扎鲁斯的主张：“悲伤中似乎不存在任何明确的行动倾向性——除了不作为或自我封闭”。（Lazarus 1991：251）拉扎鲁斯引用的证据来自对于婴儿的研究，依据这个研究，“当被阻止获得一个欲求的目标时，婴儿在感到悲伤或愤怒的倾向性上展现出了个体差异——有些婴儿更容易感到悲伤，而另一些则更容易感到愤怒”。尼科尔斯还主张，“研究者已发现，当婴儿将悲伤展现为主导情绪时，这往往与放弃是相关联的（Lewis and Ramsey 2005：518），并且，这似乎与习得性无助相类似（Abramramson et al. 1978）”，并且“与此相对，那些以愤怒作为回应的婴儿则更容易克服障碍”（Lewis and Ramsey 2005：518）。


  对此进行回应，我想要说的是，悲伤与悲哀作为愤慨与义愤的替代态度的恰当性，关乎成年人，而不是婴孩，并且我们是通过与错误行动者就我们的悲伤进行交流，从而达到欲求的效果。现在让我们考虑在没有愤怒的情况下成年人对于本不能防止的事态，例如对飓风摧毁了村庄，或者对一个孩子的恶疾，所感到的悲伤。明确的是，成年人可以并且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中由于那些驱动的因素而采取行动。与此相似，当一个母亲对于她的儿子醉酒驾车并伤及路人过于悲伤以至于无法对此感到愤怒时，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态度可以驱动她就自己的悲伤与她的儿子进行沟通，并且通过这种沟通达到促使他改变行为的目的。我的主张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道德上的悲伤与悲哀——同时伴随着对公平与正义的决心，或者伴随着改善人际关系的目标——将会有助于社会的和个人的关系，正如愤慨与义愤所做的。当我们在危险的情况中践行自我防卫和为他人防卫的权利时，狂怒是合适的，并且不与自由意志怀疑论相冲突。


  由卡拉·巴尼奥里所建议的另一个要点是，我们可以在两种悲伤间做出区分，一种是作为道德对话形式的悲伤，另一种是不能起到道德对话作用的悲伤。[73]当婴儿对某些事态感到悲伤时，我们不能确定其悲伤能够起到就另一个行动者的错误行动及其不道德的倾向性而与之进行对话的作用。婴儿的认知发展还没有达到一个能够进行此种道德对话的程度。相反，婴儿的悲伤就像当我们不得不由于下雨而取消野餐时可能会感受到的悲伤一样，或者像我们由于生病而错失很重要的比赛时一样。当一个人的悲伤——更确切地说，是对悲伤的表达——是道德对话的一种形式时，它由于一个行动者的错误行动而指向那个行动者，我会说，明确的是，这种类型的悲伤能够有效地引出道德改造与和解。


  尼科尔斯（2007）考虑了我将悲伤与决心作为补充态度的提议，但是在这里他主张，决心不太有可能为大多数人提供充分的动机。“毕竟，”他说，“很多青少年认为性行为会让他们冒进地狱的险，但是这通常不能够为不进行性行为提供充分的动机。”他还引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即“努力工作会为整个国家带来利益，而这反过来有益于每一个人”，他认为这是“对人类动机的可塑性过于天真和乐观”。他认为用悲伤和决心来替换反应性态度的提议也是这样的。对这一点进行回应，我认为，尼科尔斯的下述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即，对性爱的欲望和对工作的出自个人利益的激励没能够由决心及替代性动机或对抽象原则的认同均衡匹敌（需要注意的是，在他的青少年性爱的例子中，即使是对最严重的惩罚所带来的威胁进行想象，都不是尤其有效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有效地通过使得世界更加公平和正义，或者促进一个人对人际关系的决心，并结合那些不是愤慨和义愤的态度，以及由这种愤怒所驱动的惩罚以外的其他措施，来抵制会妨碍好的个人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通常被援引为不通过表达愤慨与义愤来抵制不正义的尤为成功的典范（Nelkin 2011b）。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相较于一个世纪以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对当今孩子们的培育和教导包含了更少对愤慨与义愤的表达。例如，像查尔斯·狄更斯所描述的，十九世纪的小学生生活包含了比当今远远更多的对愤慨与义愤的表达，而现在的结果至少没有更糟糕。我们还应当注意，很多世纪以来，人们发展出了一些社会形式，其中，训练与教学的方法被应用去减少愤慨与义愤，以及通过其他方式来发展道德与宗教上的优异；佛教和基督教的修道士社会，以及如阿米什人的激进改革群体，正是这样的。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审查，来看这些替代的方式是否能够成功。


  我的第二个主张是，在某些方面，不表达愤慨与义愤的责备是更合适的。我已经论证过，对关系具有破坏性的愤怒被这样一个信念所滋养，即愤怒所针对者对于所干的错事是应该受责备的。加剧种族冲突的愤怒通常就是部分地由于相信对立的群体为某些暴行而应该受责备。自由意志怀疑论主张，由于这些信念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撤回这样的信念，由此，相关的愤怒可能会消减，而对它的表达也会减少（Pereboom 2001）。而且，对愤慨与义愤的表达比道德关切以及这种关切容易产生出的道德悲伤与悲哀的表达，更有可能引发具有破坏性的抵抗力。萨沙·萨利文（于对话中）指出，强大动物的训练师尤其小心避免表达愤怒，因为表达愤怒可能引发的反应是非常危险的，并且它不如其他的可行的表达有效。人们可能会合理地相信，对于人类之间的关系类似主张也是正确的（Pereboom 2009a）。（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训练师避免表达愤怒的能力可以反驳这样一个担忧，即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缺乏避免这样的愤怒的综合能力。）


  此外，可以得到论证的是，由愤慨与义愤所加剧的公开责备可能会使得这种责备容易出错，并且这些错误会威胁瓦解道德对话的完整性与有效性。我们看到，那些当自己的孩子行为产生坏的结果时就对孩子生气的家长们，倾向于相信这些后果是有意造成的，即使它们可能仅仅是意外产生的。对我们认为其观点卑鄙的政治家生气时，我们也更容易相信那些指出他们不道德行事的报道。对于某些我们认为做出过不道德行为的群体的成员，如果存在一些针对他们的指控，我们也会轻易地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可观的实验证据指明责备行为普遍存在这种问题，并且证据数量一直在攀升（Nadlehoffer 2006）。由马克·阿里克和他的同事所进行的调查指出，那些自发地对行动者的行为做出不利评价的实验对象容易夸大行动者的因果效力，以及任何可能有利于这一点的证据，而淡化相反的证据（Alike，Davis，and Pezzo 1994；Alicke 2000；Alicke，Ross，and Bloom 2011）。阿里克将这种倾向性称作“责备验证”。由约书亚·诺比（2003）设计的研究和由托马斯·纳德尔霍弗（2004a，2004b）设计的研究指出，实验对象更有可能将一个坏的副作用判断为有意造成的，而在一个结构上相似的例子中，他们不会将一个好的副作用判断为有意造成的。一个纳德尔霍弗进行的调查提供了证据说明，关于行动者的可责备性与可称赞性的最初判断，对于意图归因有着相似的影响（Nadelhoffer 2004b）。


  有人可能会质疑，愤慨和义愤是否真的对产生这些调查所指出的臆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设计一些研究来确定情况是否如此。我的假设是，情况的确常常是这样的，有些其他的情绪上的冲动，如削弱别人力量或支配别人的欲望，或者当一个人受到责备或惩罚时所感到的纯粹的欢乐，它们都可能会产生那些效果。但是，我的想法是，通常来说，是愤慨与义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的证据包括，当某人以表达愤慨与义愤的方式责备另一个人时，我们通常警惕他会赋予责备的对象某种意图和因果效力，并且这种赋予会以一种歪曲事实的方式助力于证明那个责备。合乎情理的是，如果这些反应性态度被替换为对行动者的真挚的道德关切，以及当罪行尤其严重时，这种关切所产生的道德悲哀，那么上述后果可能会消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显示这种后果的不同调查中，很大一部分受调查者没有展现出那种臆断。如果能确定实验中的成员是否更不容易感到愤慨与义愤，或者是否能够通过理性的或情感上的策略克服它们，会是有意义的。


  
结束语


  对于这个观点，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除非一个对坏行为的回应表达了愤慨或义愤的态度，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责备（参较Wallace 2011）。作为回应，我认为，当一个家长对孩子指出这个孩子所做之事是不道德的，并建议他不要在将来再做类似的行动时，这个家长没有表达义愤，而只是表达了失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说这个孩子被责备了，这样说似乎明显并没有犯任何语言学上的错误。让我再次说明，很可能这个世界中出现的大部分责备都是来自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责备，而且，在很多当今的语境下，这样的责备不包含愤慨和义愤。大多数的家长仅仅在不当行为尤其严重的时候才会感到愤慨或义愤。


  此外，与责备验证的现象及其与反应性态度的联系相一致，我们似乎经常会在责备包含了愤慨与义愤的时候，对意图与因果关系做出错误的判断。某类儿童故事有时会包含这样一种父母，他们的愤慨与义愤的表达从来不或并不经常出这种错，但是我的看法是，这只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我猜想，儿童对这一问题有着敏锐的意识，因此很可能不将这种表达了这些反应性态度的公开责备视为合理的。儿童可能会为这种责备感到被恐吓，就像他们会为身体上遭受暴力的威胁感到被恐吓一样，但是这与一种理性的道德对话的模式相背离。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那些在相信自己的孩子做了错事，即使是以相对轻微的方式做了错事时会表达愤慨或义愤的父母，他们在重要的方面是不能满足理性对话的理想模式的。


  与此同时，去影响某些类型或某种程度上的愤慨与义愤，可能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因此，即使假定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承诺做对的事和理性的事，她可能仍旧不能消除这些态度。尼科尔斯引用了一个狭隘的情感反应与宽泛的情感反应之间的区分，前者是对情境的局部或即刻的情感反应，后者不是即刻的反应，并且能够包含理性反思（Nichols 2007）。自由意志怀疑论能够接受，某种程度的局部的和即刻的愤慨与义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远来看，我们可能还是要能够采取措施缓解或消除愤慨和义愤，尤其是对它们的公开表达，并且鉴于自由意志怀疑论的信念，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道德和理性。


第七章 自由意志怀疑论与犯罪行为


  也许对自由意志怀疑论最常见的、最有力的批判是，自由意志论正当允许的对犯罪行为的种种回应，对于能够令人接受的社会政策来说是不充分的。的确，对罪犯进行惩罚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即报应，是与自由意志怀疑论不相容的。而其他的没有被自由意志怀疑论观点本身排除的理由也面临种种重要的、独立的道德反驳。但是，自由意志怀疑论能够完好地保留其他对犯罪行为的回应方式，尤其是，预防性拘留、改过自新，以及对相关社会条件的改变，我主张，这些方式既是在道德上正当的，对于好的社会政策来说也是充分的。


  
犯罪学与自由意志的讨论无涉吗？


  在刑事处罚的讨论中，一个通常的预设是，自由意志的讨论对于处罚是否正当，以及如何证明正当，是不相关的。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P. F. 斯特劳森（1962）主张，使得人们负有道德责任的整个实践是不受普遍的形而上学的反驳以及科学的反驳影响的，因为这些挑战是来自外在的挑战，所以是不合理的。与之相似的是，史蒂芬·莫尔斯将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对这种实践的批判，尤其是对其犯罪学上的元素的批判，界定为外在的批判，并出于这个理由将这种批判置于一边；怀疑论者的观点“仅仅提出了一个对责任的外在批判，它与法庭的实践是不相关的，并且会将责任的可能性一并清除”（Morse 2007：104）。虽然他承认，怀疑论的立场“可以产生一个内在融贯的、前瞻的后果主义系统，它以特殊的方式处理人类行动，并且有可能鼓励好的行为、阻止坏的行为”，但是他仍旧主张，它“不能够解释或证明我们当下对责备和处罚的实践，这些实践在本质上是在回顾的意义上具有评价性的”，更准确地说，它“不能够解释或证明行动和应得之间的关系”（Morse 2004：433；参较Alexander，Ferzan和Morse 2009：13—15）。我之前就主张过，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对于使得别人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这一实践的挑战，事实上是内在的挑战（第四章；参较Pereboom 2001：123）。我现在要将这种思路扩展到怀疑论者对我们处罚罪犯的实践的考量上。


  一个属于外在挑战的合理的例子是大卫·休谟的论证，它主张我们的归纳实践是不正当的。他指出，经验归纳依赖于这样一个预设，即，未来与过去是相似的，或者，更加宽泛地说，未观察过的事物与已经观察到的事物是相似的，但是对于这种预设，我们没有任何先天的或非循环论证的经验证明（1739/1978，1748/2000）。这个怀疑论的挑战是外在的，因为它基于一个对证明之恰当性的高度概括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并不是具体针对归纳实践的。回应休谟的种种尝试尚未得到广泛的接受，因此他的这个反驳仍旧是有力存在的。在我看来，反对外在挑战的人还没有表达清楚，这些挑战的哪些部分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就归纳问题的这个例子来说，从没有人退出过归纳实践，尽管存在一个未被回答的挑战，休谟合理地主张，退出这种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归纳的怀疑论挑战不仅是外在的，它还可以说仅仅是学术上的，因为它对于我们如何行动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影响。相似地，有人可能还会认为，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主张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只是学术上的。斯特劳森（1962）就做出了这个主张，或者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主张。我主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自由意志怀疑论提出的挑战将会对我们使人们负有道德责任的实践产生影响，并且，这个影响可能还会对普遍的道德理由来说是有益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引入本·维豪尔（2012）在两种怀疑论之间做出的对比。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自由意志怀疑论的理由是，它以一种方式捕捉到了一个基本的道德理由，从而使得它与对归纳法的怀疑论是相区别的，并且也与对外部世界的怀疑论是相区别的。这个基本的道德理由是，我们必须反对有意伤害别人。如果我们以一种与外部世界怀疑论或归纳法怀疑论相一致的方式生活，很多符合直觉的对这个理由的应用将会被削弱。但是自由意志怀疑论否认的，仅仅是关于伤害的基本应得证明可能会对这个基本道德理由所带来的推翻。因此，自由意志怀疑论对于道德的观点并不如此具有威胁性，也许它根本就不会将其置于危险之中。


  要反驳这一主张，即我们使别人负有道德责任的实践不受怀疑论挑战影响，最好的一种论证包含了华莱士所称的概括性策略——从一个普遍接受的借口或豁免理由，最终得出结论说因果决定论排除道德责任（Wallace 1994；参较第四章）。构成了这种论证之基础的借口和豁免理由需要是普遍接受的（但也许不是不受质疑的），因此它们是使人们负有道德责任的实践的合理内在特征。操纵论证正是这样一种概括性策略。我在四例论证中所应用的那种豁免理由是由于决定性的操纵而存在的，而我们的实践的一个特征就是，如果行动者是以这种方式被操纵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行动者免于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同样是我们的实践的特征之一的是，如果在两个情境中的行动者之间找不到道德上相关的区别，那么若是一个行动者能够合理地免于上述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则另一个行动者也当如此豁免。在决定论的操纵例子中的行动者与普通决定论情境中的行动者之间，我们找不到在道德上相关的区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这种实践自身——尤其是，统领这个实践的关键规则——使得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受制于行动者由超出他们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这一点。这当中的每一个规则都是我们的公平概念的元素之一，出于这个理由，操纵论证质疑了莫尔斯主张的“我们当前所遵守的公平原则与决定论的正确或错误不相关”（2004：442）。


  此外，正与我在先前一章中所论证的，自由意志怀疑论所针对的目标不是使人们负有责任的整体实践——不是责备和称赞这一整体实践，而是引发基本应得预设的那一部分（Pereboom 2001；S. Morris 2009）。与此相似，怀疑论者所挑战的不是使罪犯负有责任的整体实践，而仅仅是诉诸基本应得性的对刑事处罚的证明。关于处罚的报应论证明，是最密切地引出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以及所要求的自由意志的，根据这个证明，对罪犯的处罚基于这样一个理由而是正当的，即他有意地犯下一个严重罪行，因而应得处罚。这在伊曼努尔·康德对处罚的报应论论述中，以及在莫尔斯和迈克尔·摩尔的论述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Kant 1797/1963；Moore 1987，1998；Morse 2004）。这里的联系是：行动者就一个严重的罪行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可责备，这一判断包含了这样一个预设，即，行动者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受处罚。[74]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对犯罪处罚的报应论证明的主要替代证明要么在关键的地方依赖于报应论，并因此仍旧受制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挑战，要么就会受制于其他种类的严重的道德反驳的挑战。这些其他的反驳受到使人们负有道德责任的实践的一些特征所驱动，因此，这一实践本身的一些元素已经威胁要清除这些证明刑事处罚的尝试。


  存在一个预防尤其危险的罪行的，在直觉上合理的理论，它既没有被自由意志怀疑论所削弱，也没有被其他的道德反驳所削弱。这个理论在对危险罪犯的处理和对危险疾病携带者的处理之间进行了类比（Shoeman 1979）。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主张，罪犯不为他们的行动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显然，很多危险疾病的携带者也不在这样的意义上或任何意义上为自己得病负有责任。我们通常同意，有时还是要对他们进行隔离，而这是可允许的。但是，即使一个危险的罪犯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为他的罪行负有道德责任（也许因为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意义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那么对他进行预防性拘留，就如同我们对不负有责任的危险传播疾病携带者进行隔离一样是合理的。除此以外，正如不那么危险的疾病仅仅能够适用不如隔离那么严格的预防性处理措施，不那么危险的犯罪倾向就仅仅能够适用更适中的限制。另外，来自这个类比的关于剥夺能力的论述，要求我们对于改过自新以及犯罪者的幸福有某种程度的关切，而这会对当前的处罚实践构成很大的改变。正如公平建议我们治愈隔离的患病者，公平也会建议我们试图帮助拘留的罪犯改过自新（参较D'Angello 1968：56—59）。如果一个罪犯不能改过自新，那么我们的安全要求他被无限期地禁闭，这一说法不能证明我们应当使他的生活糟糕到超过了规避他带来的危险所要求的程度。最后，存在一些更加普遍的预防犯罪的措施，诸如，提供合适的教育以及心理健康保健，而这些是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乐意支持的。


  这就是我所辩护的观点。虽然对于普遍的及历史性的处罚实践来说，它是修正性的，但是相似的观点经常基于独立的理由被倡导（例如，Menninger 1968；Montague 1995；Boonin 2008；Boonin 2009），并且，它与传统上的政策以及当前的政策是足够连贯的，可以算作是使人们负有道德责任的普遍道德实践的一部分。让我再补充一点，莫尔斯主张自由意志怀疑论不应当在某些具体的犯罪例子中被作为相关的话题提出来，因此不应当改变实践中的这一部分，这一点是正确的（Morse 2007）。相反，与这个立场相关的是，对罪犯的哪些普遍处理可以是正当的，并因而确定哪些关于刑事处罚的、拘留和改过自新的法律是合理的。


  
报应理论


  根据报应论的立场，对犯错者的处罚理由是，坏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是他所应得的——例如，痛苦、贫困或死亡，而这就是因为他做了错事（Kant 1797/1963；Moore 1987，1998）。因此，一个犯错者应得伤害，不能被还原为一个仅仅基于其后果的方案的组成部分。这个主张通常有各种限制条件，例如，行动者做错事必须是有意的。但是对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挑战来说，关键的是，根据报应论的观点，正是附属于罪犯的行动上的“基本应得”单独地为处罚提供了证明。报应论不诉诸社会安全这样的善，或者罪犯的道德进步这样的善来对处罚进行证明。相反，报应论在证明处罚时所依据的善，是行动者就因为明知故犯而是被处罚伤害的对象这一点。


  鉴于自由意志怀疑论，报应论的这一立场应当被瓦解，因为，如果行动者不因为明知故犯而是应受责备的，那么他也不应当仅仅因为明知故犯而应受处罚。报应论仅仅基于基本应得性来证明处罚，而怀疑论的立场与报应论不相容，这正是因为，怀疑论主张基本应得这一概念是不适用于我们的。自由意志怀疑论因此建议我们放弃对处罚的报应论证明。[75]


  莫尔斯主张，自由意志论是不合理的，而在剩下的选项里，我们应当拒绝自由意志怀疑论，接受相容论，因为在这些选项中，只有相容论与我们的实践相一致。但是重要的是，他在没有回应对他立场的反驳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个主张。莫尔斯主张，鉴于对自由意志论的拒绝，只有相容论主张保留了报应论。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是对刑事处罚的报应论证，能在没有对相容论面临的反驳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前，被恰当地建立在相容论之上吗？例如，考虑一下康德（在他的《正义的形而上学原理》）所想象的，在即将自我消亡的岛屿社会中监狱里的最后一个谋杀犯。康德竭力主张，仅仅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这个谋杀犯应当被执行死刑，也就是说，单单出于报应的应得这一理由，他应当受到如此对待（1797/ 1963，Ak VI 331—333）。但是设想这个罪犯抗议说他是被自然原因决定而去做他所做出的行动的，而这可以合理地削弱他在基本应得所要求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这一个主张。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这一个回应能算作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吗？即，“我们出于报应的理由来处罚罪犯的实践，预设了他们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而为了理性地主张这样的预设，我们需要相信他们拥有与决定论相容的那种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这在道德上不能算作是可接受的。如果存在于我们实践中的对处罚的报应论理由，要求相容论正确这一信念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对这个立场还遗留有一些严肃的和未被回应的反驳，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仅仅说它是相容论所支持的，来合理地回应对实践的这一部分的挑战。处罚施加了伤害，并且普遍上来说，对伤害的证明必须满足一个认识论上的高标准（Pereboom 2001：161；Vilhauer 2009b）。如果有显著的可能性去判断伤害另一个人的理由是错误的，那么在初步认定的意义上，那个伤害行为就是严重错误的，而人们必须不参与那样的伤害行为。一个针对相容论面临的反驳的有力且可信的回应，需要满足这个标准。


  有人可能会认为，将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挑战放置一边，报应论可以为处罚提供一个有效且有力的证明。我相信这是不可行的。我将不会在这里试着为我的这个主张提出一个全面的论述，因为这对于我的计划来说不是必需的。但是让我提及下面这一点，即，存在一些实质性的论据可以主张，即使不考虑怀疑论者的那些想法，报应论也是不可接受的（例如，Ten 1987，38—65；Braithwaite and Pettit 1990，156—201；Montague 1995，11—23，80—90）。也许对这个理论最深刻的道德反驳是，驱动报应论立场的那些直觉在根本上是被报复的欲望所煽动的，因此，从一个对待罪犯在道德上合理的政策来说，报应论并不比复仇更具合理性（Moore 1987）。在报复的欲望之上采取行动大体上来说是不道德的，而这是因为下述理由：虽然基于报复的欲望而行动可以带来快乐和满足，但是，将它视为道德的情况，就如同将基于施虐的欲望而行动视为道德的例子一样。基于施虐的欲望而行动也能够带来快乐，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基于欲望行动的目标是伤害那个行动所指向的人，并且在这两个例子中，除了对这些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之外，基于欲望行动在本质上不包含其他的善。但是这样的话，根据这个反驳，由于报应论的直觉以报复的欲望为其根源，出于报应而行动同样也是道德上错误的。


  一个反驳的策略包含着指出，在报复与报应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例如，与报复不同的是，报应在原则上就其严重性来说是有限的，报复通常会产生更进一步的报复，但是报应带来的是某种终结。有人可能会回应道，因为报应的直觉是被报复的欲望所煽动的，从报应的角度证明的处罚根本上相当于一种得到控制的报复形式。另一个报应论的回应是，在重要的例子中，报复的情绪是报应论的正义感的一种情感表达。[76]在这样的例子中，报应论的正义感在解释力上先于报复的情绪，因此，如果我们对报应有一个独立的证明，它将不会受到针对报复的反驳的威胁。我的想法是，这些代表报应论者的回应不足以具有说服力地满足对于一个处罚理论来说恰当的认识论上的高标准。


  此外，并不存在明确有力的积极的理由来主张，对处罚的报应论证明反映了一种真正的道德上的善；同样不明确的是，在一个认为正当先于善的观点看来，报应论的证明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关于正当的原则。当康德在《正义的形而上学原理》（1979/1963）中引入他对处罚的报应论证明时，它与各种形式的绝对律令中表达出来的全面的道德理论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关联。将人们身上的人性本身视为一个目的，会要求我们将他们考虑为由报应论所证明的处罚的对象吗？答案不明显是肯定的。引入纯粹的后果论或契约论的观点，将不会优化这种证明，最好的情况仅仅是能够为其保证一个脆弱的副本。


  最后，假定存在控制所要求的能力，并且基本应得能够正当地被保证为一种善，或者能够从一种正当的原则中引出，那么我们可以问，国家是否有权利在证明处罚理由的时候诉诸它。国家的合法功能通常被视为包括从严重的伤害中对其公民进行保护，并为人类互动在不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持续进行而提供一个框架。这些功能可被论证支持一种首先诉诸对犯罪的预防的刑事处罚。但是国家的这些功能与基本应得性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通过考虑这样一个提议，即国家建立一套基金充足的机构来全面且公平地基于基本应得性来分配报酬，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这一点（参较Husak 2000：973—974）。要求国家提供这样一个机构的政治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除此以外，正如道格拉斯·胡萨克（2000：974—975）在针对摩尔（1998）的论证中所说，一个国家机构被设计为给罪犯他们所应得对待，这会是十分昂贵的，其效益并不明显地超过其成本，而这些资源也许可以应用到更加有价值的项目上。正如人类历史所展示的，这样的机构会遭到严重的和频繁的失误或滥用，并产生了大量不值得的痛苦。


  如果怀疑论者的挑战是一个好的挑战，那么对处罚的报应论证明将会被削弱。此外，反对报应论处罚理论的独立理由也被提出，尽管我还没有彻底地对它们进行辩护，它们指出，针对这个立场做出一个有力的普遍的道德反驳，是有重要可能性的。再者，反对报应论的理由援引了种种道德上与政治上的考量，它们是无争议地内在于使人们负有道德责任的实践中的。我们已经看到，反对相容论的自由意志怀疑论的例子所基于的那些考量，事实上是内在于那个实践的。现在同样明确的是，由于那些无争议地内在于那一实践的理由，怀疑论者所直接针对的对于处罚正当性的证明，已经处在威胁之中了。因此，将报应论视为其论证目标，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所反对的，不是一个在其他方面与普通道德实践的元素毫不冲突的观点。[77]


  
道德教育理论


  存在一些不诉诸基本应得概念的对刑事处罚的证明方式，它们因此不受到自由意志怀疑论的威胁。道德教育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证明。这类观点通常会在这个证明与处罚儿童的理由证明之间做出类比。对儿童的处罚通常不以报应为目的，处罚他们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由于道德教育是一个普遍接受的目标，建立在这样一个类比上的对刑事处罚的证明，是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能会接受的。


  在对这个立场的发展中，道德教育理论的支持者们提出过种种明确的方式，依照这些方式，处罚或是处罚带来的威胁能够帮助对儿童进行教育。赫伯特·莫里斯主张，处罚能够通过告知犯错的孩子其错误行为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后果，从而对其进行道德上的教育。用他的例子来对此进行说明：如果一个孩子作弊了，家长可能会禁止她在一段时间内玩游戏，从而明确让她知道作弊对自己和他人可能带来的破坏游戏的后果（Morris 1981：160）。与此相似的是，简·汉普顿提出，可以让一个犯错者“忍受一段设计好的不愉快经历，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来‘体现’她的行为之下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Hampton 1984：227）。她还主张，处罚可以通过向孩子传达其错误行为的严重程度，而在道德上教育一个孩子（1984：225—226）。不同程度的严厉可以传达错误行为的不同程度的严重性，并且部分由于这一点，处罚可以传达重要的道德界限。莫里斯还指出了另一种考虑方式，那就是，处罚还可以说明家长对被违背的道德规则的依附度。最后，强迫一个孩子依照道德行事可以帮助他了解道德的益处，而这可能会使得他逐渐重视道德自身的价值。


  对这种理论的一个严肃的担忧是，远远不明确的是处罚一个成年罪犯，可以通过相似的方式为他们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儿童犯错者和成年罪犯在重要的方面有所区别。与儿童不同的是，成年罪犯通常理解他们身处的社会所接受的道德准则。尤其与汉普顿的观点相对立的是，我们不能基于处罚可以向这些罪犯传达出他们的行动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且可以与他们沟通“针对这种类型的行动，存在一种非常明确的界限”这种认识，来对处罚进行证明。确实有些成年罪犯不理解他们的行动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出于能力丧失这一理由，我们倾向于不对他们进行处罚。事实上，在很多当代的司法裁决中，正是当一个罪犯不知道他的行动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时，他会被判决为不受处罚。


  有人可能会主张，即使一个罪犯已经理解他的行动是不道德的，处罚仍旧可能会促动他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改善。但是，儿童与成年罪犯之间存在着相关的区别，对这一建议构成了威胁。儿童通常在心理上比成年罪犯更可塑造。就一个更加偶然的区别来说，为了达到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最佳前景，对儿童进行的处罚，通常会发生在一个友善的环境中。没能发生在这样的友善环境内的处罚，则更容易激发带有愤恨的态度及行为，而难以激发道德改善的动力。在这里，在儿童和成年罪犯之间的类比再一次在重要的方面是微弱的。因此，认为处罚可以在罪犯身上产生道德改善的动力的想法，似乎还不够合理。


  处罚在某些行动者身上能成功引起的道德教育或改善可以被合理视为是已经确定的，由于罪犯在相关的方面与那些行动者有区别，我们需要一些有力的经验证据来证明罪犯也可以通过相似的方式被教育或改善。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我们就不能基于处罚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来证明刑事处罚。再一次，如果有人提出通过伤害某个人来达到有益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必须给出伤害她可以带来这个效果的有力证据。


  汉普顿提出了处罚可能实现对罪犯的道德教育的明确方式：


  道德教育家们可以为犯罪设立处罚的一种方式是，去考虑“适宜”（fit）这一概念。不管一个罪行是多么严重，有时仍会存在似乎与之自然相适宜的处罚；例如，让一个从邻居家里偷钱的青少年受到一段时间的处罚，强制要求青少年在监督下去邻居家里提供服务，或者处罚让一个欺骗政府医疗保险系统的医生受到强制去州立医疗机构提供无偿服务。（Hampton 1984：227—228）


  但是汉普顿提出的这种服务要求并不是典型的处罚。有人可能会合理地质疑它们是否应当被列为处罚，因为相反，它们应当被视为道德改过自新的项目。汉普顿可能会回应说，这种类型的服务包含了惩罚性的方面——对犯错者的自由的限制（1984：224）。确实，这样的一种项目可能经常会包含心理上的不适，甚至是痛苦。但是，强制的改过自新项目也包含了对自由的限制，并通常包含心理上的痛苦。


  除此以外，服务要求中有什么可能合理地产生道德上的改进呢？有可能是它的惩罚性的方面吗——对自由的限制或者履行服务时的痛苦？更可能的是，也许能够产生有益的道德改变的，是让罪犯与他们所伤害的人，或者至少是所伤害的那一类人进行接触。这样的项目所包含的对自由的限制和服务的痛苦，最多能被看作是这种对待方式的副作用，而不是这种方式的目标或手段。这是另一个理由，让我们将这种途径视为道德改造的项目，而不仅仅将其视为处罚能够提供道德教育的例子。


  假设我们拥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处罚将会在道德上教育罪犯。即使是这样，如果存在非惩罚性的手段可以达到相似的道德教育，那么，假定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的话，这些手段应当为我们所偏好。例如，如果一个罪犯可以通过人道的改过自新项目而受到有效的道德教育，那么，相较于能够达到同样结果的惩罚性手段来说，这种人道的项目应当得到我们的偏好。比方说，如果一个不充分的血清素产生的神经问题可以解释行动者为何缺少道德动机，那么，相较于能够达到同样目标的惩罚策略来说，有效的药物治疗应当得到我们的偏好。假定其他一切条件都保持不变，如果两个手段都能够在行动者身上达到同样的目标，但是其中一个手段伤害了行动者，而另一个手段没有，那么，没有对行动者造成伤害的那个手段应当受偏重。


  
威慑理论


  社会在对罪犯进行处罚时，其中一个目的是预防他们及其他有可能犯罪的人犯案。依据威慑理论，对犯罪行为的预防是一种善，而基于这种善，处罚的合理性得到证明。最开始，似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观点中不存在任何特征使得威慑理论对于她来说，要比对于自由意志论者或相容论者来说更加不可接受。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至少有些威慑理论不能明显地免于怀疑论的挑战，因为这些理论预设了一个诉诸基本应得性的原则。此外，正如报应论一样，对典型处罚的威慑论证明，还面临着独立于自由意志怀疑论的种种挑战性反驳。


  经典的威慑理论是杰里米·边沁的威慑理论。在他的观念中，国家对犯罪行为的政策应当以最大化功利效果为目标，当且仅当这样的情况会出现时，处罚才能够被合法地执行。由处罚引起的痛苦或不幸福，来自处罚威胁带来的对自由的限制，被判决的人对处罚的预料，实际的处罚所带来的痛苦，以及其他人例如犯罪者的朋友或家人出于同情而体会到的痛苦（Bentham 1823）。来自处罚的最重要的快乐或幸福，则衍生于那些从处罚的威慑力中获益的人们的安全。自由意志怀疑论的立场中不存在任何特征与这个立场相矛盾。


  然而，功利主义的威慑理论引起了一系列普遍的道德反驳（Ten 1987：7—37；Montague 1995：6—11）。其中，有三个反驳尤其具有威胁力。第一个反驳是，威慑理论会支持那些在直觉上看太过严厉的处罚。因为似乎在某些例子中，严酷的处罚会比更温和的处罚更加有效地具有威慑力，而这些严酷的处罚在直觉上看来太过严厉，以至于是不公平的。例如，如果社会被一波犯罪所威胁，执行严酷的惩罚措施可能会最大化功利效果。功利主义者可能会回应说，如果我们谨慎地在计算中包含处罚的痛苦，那么，以此得出的处罚的严厉性将通常或总是在直觉上不可接受。他可能还会主张，在某些不寻常的危险情境中，非常严厉的处罚可能确实是正当的。但是有人可能还是会合理地害怕功利主义的建议通常不能与我们对公平的直觉相一致。


  第二个反驳是，威慑理论似乎支持处罚无辜者（McCloskey 1965）。如果在一系列的恐怖的罪案出现后，实际的犯罪者没有被抓到，那么潜在的犯罪者可能会相信，他们也可以犯下严重的罪行而逍遥法外。在这样的环境中，去诬陷并处罚一个无辜的人可能会最大化功利效果。功利主义者可能会回应说，这样一个计谋被揭穿的概率总是相当高的，因此，处罚一个无辜的人不太可能会在任何情况下最大化功利效果。为此，约翰·罗尔斯代表功利主义提供了另一个回应。存在好的功利主义理由要求一个处罚政策是普遍的、稳固的、公开的，简而言之，是制度化的。因此，存在有力的功利主义理由来反对欺骗性地处罚一个无辜者（Rawls 1955）。[78]从实践上的事实来说，一个允许欺骗性处罚无辜者的普遍、稳固并且公开的策略能够达到所设想的对功利的最大化，这是可疑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会轻易地在社会中产生负效用。一个对罗尔斯的回应的担忧是，相较于他所呈现的反对这种制度的功利主义理由，这种实践似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错误的。


  另一个针对功利主义威慑理论的严肃疑虑，是“利用”反驳。功利主义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它有时候在不经人们同意的情况下要求他们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受到严重的伤害，而这通常在直觉上来说是错误的。为了社会安全而处罚罪犯似乎正是这样的一种实践。即使这个问题没有能够决定性地瓦解功利主义威慑理论，它仍旧应当会挑战人们对这个立场的信心。在评估对处罚的证明时，关键的是，一个理论要在实践中具有合理的应用性，我们必须合理地相信，它能够承受针对它提出的反驳。刑事处罚包含了严厉地对待人们——通常它会给受处罚的人带来短效伤害，或长远的伤害。如果我们仅仅对这种处罚证明抱有轻微的信心，那么施加这种处罚在道德上就是错误的。我们因此有好的理由不去将这种经典的功利主义威慑理论应用到支持实际的处罚政策当中去——不管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由自卫中的伤害权所证明的处罚


  据我看来，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对于证明一项对待罪犯的政策的最佳选项，援引的是自卫以及为他人进行防卫的权利。我不认为怀疑论者应当以证明处罚有理为目标，尤其是，通过诉诸这种权利来对此进行证明，但是，对于危险的情况来说，我们需要一项以隔离防疫为模版的剥夺能力的政策。但是，有不少理论家已经论证过，刑事处罚可以基于这样的理由而得到证明。丹尼尔·法雷尔发展了一套这样的优秀理论（Farrell 1985；参较Quinn 1985；Kelly 2009）。由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也可以支持在自卫以及为他人进行防卫中施加伤害的权利，他同样可以期望接受法雷尔所发展的那种对处罚理由的证明。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还是存在一些独立于怀疑论者立场的普遍的道德理由对这类观点进行质疑。法雷尔的论述强调了在特殊的威慑——以预防罪犯自身再参与犯罪为目标的处罚，与普遍的威慑——以预防犯罪者之外的其他行动者犯罪为目标的处罚，这两种处罚之间的区分。在他的观点中，特殊的威慑要比普遍的威慑更加显著地容易基于自卫以及为他人防卫中的伤害权。法雷尔还区分了直接的自卫的权利，也就是，你去伤害一个不正当的侵犯者以预防他伤害你或其他人，和间接的自卫的权利，也就是，你以施加合理程度的伤害来威胁一个不正当的侵犯者，从而预防他伤害你或其他人。


  概括来说，法雷尔对作为特殊威慑的处罚的证明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自卫的权利，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直接的自卫的权利。由于我们有直接自卫的权利，我们就有权利在一个潜在的不正当的侵犯者身上施加合理程度的伤害，从而预防他伤害我们。由于我们间接的自卫的权利，我们同样有权利威胁施加这种程度的伤害。一旦威胁的条件被触犯，我们的直接自卫的权利允许我们将这种针对他的威胁付诸实践。但是同样地，由于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利，作为我们的代理人行动的国家，可能会以恰当且普遍的方式威胁会伤害不正当的侵犯者，并且一旦这样的条件被触犯了，它同样可以将这样的威胁付诸实践。通过这样的方式，自我防卫的权利可以为一个把处罚作为特殊威慑的合法国家制度打基础。[79]


  这种特殊威慑理论避免了某些对功利主义威慑理论的关键反驳。就对于支持在直觉上看过于严厉的处罚的担忧而言，基于间接的自卫，人们可能因而不会威胁施加比有效威慑犯罪所需的最低程度更多的伤害。因此，如果拘留一年的威胁对于一个汽车盗窃犯来说是足够的了，国家可能不会发出对其拘留十年的威胁。就对于惩罚无辜者的担忧来说，自卫的权利支持的是仅仅伤害不正当侵犯者。例如，这个权利不会支持伤害一个不正当侵犯者的无辜的孩子，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对他起到威慑的效果。


  与此同时，在自卫或为他人防卫中伤害一个不正当侵犯者，确实包含了在不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为了除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而伤害这个人，而这可以说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将他作为手段利用的一个实例。也许这是一种合理的利用，因为它是由被利用对象自己的不正当侵犯所带来的。但是，这个提议似乎援引了基本应得的概念。重要的是，法雷尔主张，正确的自卫预设了一种类型的报应论，尽管它是弱意义上的那种报应论。在他的观点中，在直接的和间接的自卫权利背后，以及在他的论述中的特殊威慑权利背后，是一个关于分配正义的“弱意义上的报应”原则：


  如果一个侵犯者强迫某人去在伤害该侵犯者和允许自己或其他人被伤害之间做出一个选择，那个人可能会选择伤害这个侵犯者，伤害到能够预防自己或他人受伤害所要求的那种程度。（Farrell 1985）


  （法雷尔合理地主张，这个原则仅仅在一定界限之内才能得到应用——如果侵犯者威胁做出的伤害是轻微的，但是预防伤害所要求的是杀死侵犯者，那么杀死侵犯者就是错误的。）如果这个原则在事实上是报应性的，并因此预设了基本应得，并且它确实构成了自卫的权利的根基，那么出自怀疑论立场的论证会危及这种权利，以及基于这种权利的处罚理论。然而，我认为，如果在称这种原则为“报应”时就援引了基本应得概念，那么称它为报应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原则，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在自卫中的伤害权，可以非常合理地适用于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侵犯者身上，例如那些被洗脑的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损伤的人，以及动物。


  但是现在，“利用”反驳再一次出现了。考虑一个威胁要重重地伤害我，并随后被我在自卫中伤害的侵犯者。我难道没有将他视为仅仅是确保我自己安全的手段进行利用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在这样的例子中，如果我所施加的伤害是在预防严重伤害所合理要求的最低限度以内的，那么“利用”反驳的效力就被自卫中的伤害权压倒。“利用”反驳在针对更普遍意义上的处罚威慑理论时更有效力。法雷尔主张，他所提出的那种理论将不会扩展至完全的威慑理论，因为这意味着伤害某人不仅仅是为了预防他所做出的侵犯，还为了预防潜在的他人的侵犯行为，而这会引起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利用”反驳。但是，他主张，有些普遍的威慑可以在他的分配正义原则基础上得到合理证明。当行动者以一种方式对你做了错事，以至于你比遇到其他人的侵犯后可能会变成的样子更加脆弱，那么你就可以正当地通过伤害他来回应这一额外导致的脆弱性。我的看法是，在这样的例子中，相较于完全的普遍威慑的实践，“利用”担忧的效力同样可以被自卫中的伤害权合理压倒。


  至此，法雷尔似乎提出了一个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以支持的刑事处罚合理性证明。我确实接受这个证明中的某些核心特征，但是我认为法雷尔的思路可以支持在危险罪犯事例中的预防性拘留，却不能支持处罚。看上去处罚可以用这种方式得到证明的是这样一个模型，其中不正当侵犯者处在一个国家的执法和刑事司法机关不起到任何作用的情况中——就让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自然状态”。一个侵犯者于其中构成了直接危险的自然状态，与我们社会中，国家对犯罪者的处罚得到执行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罪犯因此是处在法律的监管之下的。关键的是，自卫和为他人防卫的权利在自然状态的情况中所支持的种种伤害，与这种权利在侵犯者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中所支持的那些伤害，也是不同的。


  一个类比将会有助于表明为什么在罪犯构成直接伤害的环境中可以合理执行的威胁，不应当在罪犯处于法律监管之下的环境中执行。对一个构成直接危险的潜在侵犯者做出的能够合理执行的威胁，说明了人们可以合理地相信的、能够预防其侵犯的最低限度的伤害是什么。假设有人明确地要杀掉你，而要预防他这么做，你要用一根棒球棍把他打晕。通过这种程度的伤害你可能对他构成威胁。假设他确实试图要杀掉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地板上的玩具绊倒了，而这使得你可以将他困在地上并把他绑起来。在这一刻，用棒球棍将他打晕还是合理的做法吗？这样做是不会得到自卫中的伤害权支持的。因为这个权利支持的仅仅是人们可以合理相信的、预防侵犯者威胁要施加的伤害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伤害。或者设想一个侵犯者明确地要杀掉你的同伴，为了保护她，你可以用棒球棍将他打晕，并且威胁他说你会这么做。设想尽管你就此付出了努力，他还是杀掉了她，但是随后他被绊倒了，你将他绑了起来。这时候，你用棒球棍将他打晕是合理的做法吗？至少基于在自卫和为他人防卫中的伤害权来说，这不会是合理的，因为这时他已不再构成直接的威胁了。你仍旧拥有保护你自己和其他人的权利，但不是通过将一个为预防已经发生的伤害而设计出的威胁付诸实践。


  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执行为了防卫而设计的针对侵犯者之威胁的合法性，不能合理地传递到侵犯者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去。对此的理由是明确的。针对一个在自然状态中构成直接伤害的人进行防卫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伤害，通常比在罪犯受到法律监管的情况下所需要的严重得多。如果证明理由就是在自卫中的伤害权，那么我们针对一个处在监管下的罪犯为保护自己所能够合理地做的事，是由我们针对实际情况中的他进行自卫所要求的最低限度措施决定的。如果有人主张对他进行程度更加严厉的伤害，例如，为一套威胁体系提供可信度的那种，那么在自我防卫中的伤害权将不会为此提供必要的证明理由，而这个人将支持一个会受到“利用”反驳的立场。


  针对一个受到法律监管的罪犯来保护我们自己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伤害是什么呢？很明显的似乎是，不会是比将他与受其威胁的那些人隔离开来更加严厉的要求。因此，法雷尔的思路似乎不能证明对罪犯的处罚，尤其是，如果处罚包含了有意施加严重的伤害，例如死刑或严重的身体上或心理上的痛苦。与此相对，在暴力和危险罪犯的例子中，这种思路最多仅仅能够支持通过预防性拘留而导致剥夺能力。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以接受这种类型的立场（D'Angelo 1968：56—59），我们马上会对此进行探讨。


  
剥夺能力的理由


  相较于对刑事处罚的道德教育理论或者威慑理论，关于处置罪犯的理由有一个更加灵活并且与自由意志怀疑论相容的提议，会援引我们保护自己以及确保自身安全的权利，但这个提议所应用的是一个与防疫隔离的类比。费迪南德·舒曼（Schoeman 1979）论证道，如果自我保护的权利证明了对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携带者的隔离合理，那么它也能证明对危险罪犯的隔离合理。假定有人通过威胁自杀构成了危险，那么，即使他在通常的意义上不是一个负有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的行动者，国家似乎仍然有足够的权利像隔离（并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责任的）严重传染疾病的携带者一样，对他进行隔离。对于将人们仅仅作为手段去利用的担忧，在这个语境中是有效力的，而这再结合上普遍的自由权利的重要性，应当能够将预防性拘留限制在尤其危险的例子中。关键的是，相较于反驳建立在防疫隔离类比之上的剥夺能力，这些相互抗衡的因素能够更加有力地反驳在后果论基础上得到证明的处罚政策。这是因为，就隔离类比来说，在抵消疾病携带者构成的危险所必需的措施之外，对他们进行额外的伤害是不合理的，同样，在保护社会的必要措施之外更加严厉地对待有暴力犯罪倾向的人，也是不合理的。此外，疾病越不危险，正当的预防措施就应当越不具有侵扰性，与此相似的是，罪犯越不危险，正当的剥夺其能力的处置就应当越不具有侵扰性。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来说，也许只有某种程度的监视能够得到辩护。


  舒曼探讨了对那些还没犯罪的人进行预防性拘留的可接受性问题，对此的反思导致了对隔离观点的下述担忧。如果通过这个类比而对拘留做出的合理证明是成立的，那么，如果通过某种方式，我们确定了那些还没犯下暴力罪行的人很可能会犯下罪行，对他们进行隔离是否就一定不是合理的？舒曼主张，自由权利必须在这个情况中发挥作用，对于仅仅把人们当作手段利用的担忧也适用于此。我同意这个观点。此外，允许对非犯罪者进行预防性拘留的国家政策所构成的风险，也需要被严肃地考虑。在一系列不同的社会中，允许国家拥有这样的选择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伤害，而不是更多的善，因为对政策的滥用是非常可能发生的。舒曼还主张，尽管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传染性疾病携带者所要求的种种测试可能通常不会具有不可接受的侵扰性，判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暴力犯罪倾向所必要的那种筛查，可能会是具有侵扰性的，以至于严重的道德难题会就此出现。而且，对于识别一个行动者是否可能会成为暴力罪犯来说，可行的精神病学的策略也不是特别可靠，正如莫尔斯指出的，在经常会导致伪阳性的筛查方案基础上拘留某个人，应当被严肃反对（Morse 1999；Nadelhoffer et al. 2012）。


  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暴力倾向的高效神经测试正在得到发展（Nadelhoffer et al. 2012）。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够依据神经因素，以合理的精确性，确定一个人是否可能会犯下暴力的罪行。即使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暴行，假设这个暴行会非常严重，并且非常可能出现在他通常的环境中，而诸如有效的监视或药物治疗这样的不那么具有侵扰性的手段并不可行，那么，基于隔离类比的剥夺能力论述可以支持对他进行预防性拘留吗？也许是可以的。但是，这不应当算作是对于所提出观点的有力反驳，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对非犯罪者的预防性拘留在某些可能的条件下是合理的。设想有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下了药，使得他几乎一定会在药物影响下的那一周时间里残忍地谋杀至少一个人。不存在任何我们知道的解药，并且由于他尤其强壮，仅仅对他进行监视是不够有效的。我敢说几乎所有人都会肯定，对这样一个人进行预防性拘留一周至少在初步认定的意义上是可以允许的。如果你也同意这一点，那么原则上你就是接受，在某些可能的条件下对非犯罪者进行预防性拘留是合理的。现在，假定可靠的脑神经筛查揭示，一个行动者如果离开了他通常的环境，几乎一定会在未来的五年内谋杀至少一个人，并且不存在任何我们知道的可行的药物治疗，那么，仅仅是对他进行监视也不会是有效的。对这个行动者进行拘留是否同样是可以初步认定为合理的，可能需要我们去判断他的情况与那个被下药的人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也许这两个例子是足够相似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下面这点：剥夺能力的论证将会说明这种拘留的情况不会很严重，它允许行动者感到合理的舒适度，并且说明，他可以优先考虑追求令他满足的项目。但是与此同时，在很多社会中，允许国家对高度危险的非犯罪者进行预防性拘留，这可能带来的滥用危险是一个严肃的担忧，这个危险很可能会超过这种策略所提供的安全上的价值。[80]


  当一个患有霍乱的人被隔离了，她通常会被迫体验她所不应得的剥夺，社会可能通过这种剥夺而获益。事关公平的是，社会在一定的合理限度之内，尽其所能尽快让霍乱的受害者在安全的情况下解除隔离。如果我们隔离霍乱的受害者，却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医疗保护，因为这会要求适度的税收增加，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是不公平的。与之相似，当一个危险的行动者，不管他是否已经犯下罪行，被预防性拘留了，假定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是对的，那么他同样也被迫体验他在根本上不应得的剥夺，社会可能从这种剥削中获益。通过与霍乱的例子相类比，在危险罪犯的例子中，同样事关公平的是，我们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尽我们所能，从而让他改过自新，并使得他在安全的情况下被释放。对于一个社会或国家来说，因为不愿意筹集资金而反对改过自新的项目，这包含了严重的不公平。


  为了使得一个行动者能够被安全释放，政策要针对那些构成犯罪基础和原因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心理上的疾病，但是也包括不会被合理地归类为疾病的问题，例如对其他人的同情心不足，或者无论出了什么差错都会责备其他人的强烈倾向。将这些政策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它们都将行动者视为像有精神疾病并因此需要精神科治疗的人那样。而是，它们都试图通过非惩罚性地去针对那些构成实际或潜在犯罪行为基础的条件，以带来道德改变。


  通常得到论证的是，康复自新的观点是应当被反驳的，因为它们将罪犯视为得了某种疾病，因此不是作为一个负有道德责任的行动者来对待。赫伯特·莫里斯（1968）主张，用于改变犯罪倾向性的典型治疗方法的问题是，它们规避了，而不是针对了体现在人类身上的种种赋予其尊严的特性，尤其是我们理性调整自己行动的能力。然而，一个犯罪者可能需要治疗，并被正确地视为是在前瞻性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如我所述（第六章）。这种意义的道德责任恰恰是以在行动中对理由的回应性能力为根基。而且，在很多罪犯的例子当中，这种能力都是受到了损害的，但是出于对他们的人性的考量，我们应当推荐对他们进行治疗，从而帮助他们恢复这种能力。以上这些都是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能够明确支持的。[81]


  索尔·斯米兰斯基（Smilansky 2011）反对道，存在好的理由认为一个这类的剥夺能力论述是不可行的。理由在于，这个论述允许有罪犯危险性者可以被预防性拘留，而同时并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为其犯下的任何罪行，或为自己有罪犯危险性负有道德责任。他主张，他们因此可以得到补偿，而这会要求对他们的禁闭是高度舒适的：


  然而，硬核决定论者不能允许现行的处罚机制中存在的那种监禁。与处罚不同，他们必须选择乐罚（funishment）。它在罪犯被监禁于法制社会之外这一点上与处罚相类似；乐罚机制同样需要和现行的监狱一样安全，从而预防罪犯越狱。但是二者之间的相似点到此为止。因为乐罚机制还需要尽可能是令人愉快的……由于硬核决定论主张没有人应受从普通社会中被隔离出来的痛苦，这种痛苦需要得到补偿。（Smilansky 2011：355）


  斯米兰斯基继而指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将会是极度昂贵的：“乐罚的成本将会不可比拟地高于处罚的成本”，实际上它会高到是不可忍受的。


  但是因为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否定基本应得，没有任何出于基本应得性的要求能够有效地对被预防性拘留的人进行补偿（参较Levy 2012）。怀疑论者对斯米兰斯基的反驳的种种细节依赖于她认为可以被辩护的普遍的道德理论是什么。我自己的偏好是价值论的道德理论，它将更好的后果视为有价值的，其中，道德上基本的权利得到满足并且不受侵犯算作是好的后果之一。尼尔·列维（2012）正确地指出，这种后果论的观点可以对斯米兰斯基的观点有一个好的回应：“一个同时是后果论者的道德责任怀疑论者将会自然地主张，没有人应当受到比带来最好的后果所需要的处置更难堪的处置，在这里，我们要将所有行动者的福利考虑进来——包括罪犯的福利。”因此首先，被预防性拘留的人受到的待遇，不会比为防范他们所构成的危险所需要的更差。此外，过令人满足的生活的权利被考虑进来，并且受到重视，并且，我们因此会有严肃的道德兴趣要为那些被预防性拘留的人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就成本这一话题来说，提供这种机会可能会增加我们处理犯罪行为的体系的花费，但是这里要求的花费不是为被拘留者提供“五星级酒店”待遇那样的花费（Smilansky 2011）。况且，正如列维所主张的：“否认某些行动者应受处罚这样的概念使我们能够接受以更低的成本应对犯罪的政策，这些成本包含经济上的成本、社会上的成本，和道德上的成本。”[82]马克·克莱曼（Kleiman 2009）提出并讨论了很多这样不那么昂贵的非报应性政策，他提出论证说，支持它们，而不是支持我们（他的焦点是美国）现有的政策，会导致种种非常有益的后果。


  
总结和结语


  如果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是正确的，那么出于报应理由的刑事处罚就要被排除。我们因此需要放弃最著名的对刑事处罚的证明之一，其实，这个立场已经被独立于自由意志怀疑论的种种道德反驳所威胁。对处罚的道德教育理论与怀疑论者的观点是相容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疑惑在于，处罚是否能够有效地对罪犯进行道德教育，非惩罚性的措施是否至少是同样有效的。关于处罚的威慑理论通常来说不会与自由意志怀疑论相冲突，但它同样可基于独立的道德理由而被反驳。但是，可以设想一个预防犯罪的理论，不管怀疑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理论都是可接受的，它可以通过与隔离危险疾病携带者的解释相类比而发展出来。这里核心的想法是，自卫和为他人防卫中的伤害权证明，有理由通过对危险罪犯施加恰当防卫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伤害，而剥夺犯罪者的能力。这种论述将不会支持合法性最为可疑的那种刑事处罚，例如死刑，或者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为常见的那种狱中监禁。不仅如此，它还要求对罪犯的幸福抱有某种程度的关怀和关注，而这会大大改变当前的政策。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同样可以支持以改变社会条件为目标的减少犯罪的措施，例如，改善教育，增加满足雇佣的机会，以及增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关怀（Kleiman 2009：117—163；Slobogin 2006；Levy 2012）。这些提议将不会消灭我们使得人们负有道德责任的实践，它们甚至不会消灭这个实践中犯罪学的元素。相反，它们相当于是通过这种实践本身所推荐的规则来对其做出修正。因此，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所提出的不是外在于我们使人们负有道德责任这种实践的挑战，而是彻底地内在于这种实践的挑战。


第八章 人际关系和生命的意义


  首次面对自由意志怀疑论时，我们通常的反应是对其表示担忧。对于怀疑论的最初回应经常是，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生命就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目的的。对我们的未来加以影响的控制力就不会是属于我们的，至少不会在那种很强的意义上属于我们，使我们的种种个人工程可以算作是自己的成就；并且我们会缺少那种对自己的生活的控制，从而无法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中获得某种成就感。生命的意义将会面临风险，导致一种对命运的沮丧的顺从。另一种反应是，采取怀疑论的观点会威胁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人际关系所带来种种生活上的满足。P. F. 斯特劳森（1962）发展了一种关于这种反应的哲学上的论述。对于他来说，假设一个怀疑论的信念在心理上于我们来说是可能的，它会瓦解对关涉他人的反应性态度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对于好的人际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还会危及关涉自我的反应性态度，例如内疚和忏悔，而这对人际关系以及个人的道德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哲学家们还主张过，对决定论的信念将不会危及生命的意义，它甚至可以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积极的贡献。斯多葛派主张，对决定论的肯定，加上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可以产生一种有益的镇静。如果决定论为真，并且我们相信它为真，那么我们会将所有发生的事归因于上帝或者宇宙，对这种存在的认同于是会使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轨迹能够接受。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也许会对这种可能性抱有向往。斯宾诺莎提出，通过一种类似的认同，这种怀疑论的信念可以有助于缓和例如愤怒或不满足的态度，因而使得一个人的情感生活少些波动，多些平静。


  我相信上述最初的担忧回应是不恰当的。我将会论证，怀疑论的视角不会危及人际关系，并且它能够将我们从诸如道德愤慨和义愤这样的态度中解脱出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形成更好的人际关系的希望。虽然，如果怀疑论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拥有真正的成就所取决于的那种意义会被削弱，但是我们的生活计划所提供的对生活的满足将不会处于风险之中。[83]我认为斯宾诺莎主张自由意志怀疑论可以鼓励某种对我们大有益处的心灵的平静，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与怀疑论的视角相一致地去生活是否在整体上对我们而言是更好的，这是一个哲学方法所缺少资源去解决的经验上的话题。即使是这样，我对于这种生活在所有因素都考虑进来的情况下于我们是更好的，抱有乐观的态度。


  
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这一信念能够从实践上得到证明吗？


  依据索尔·斯米兰斯基（2000）的幻象论，即使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信念在认识论上的证明是失败的，我们对这一信念的坚持可以从实践上得到证明。在他看来，除非相信我们拥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否则我们的生活似乎会在重要的方面缺少道德价值、意义，以及目标。这种实践论的一般思路最先是由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中发展出来的。康德对于自由意志的观点中的几个方面与我自己的观点是相似的（Pereboom 2006）。与他一样，我主张不相容论是正确的，并且，非决定论的行动者因果论很可能是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的一个必要条件。此外，我还支持他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尽管非决定论的行动者因果论还没有显示出其逻辑上的不融贯性，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明相信它是正确的。然而，康德的确主张——斯米兰斯基在这个方面是紧随其后的——我们还是可以合理地相信我们拥有自由意志，并且相信我们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他分别以实践的理由和伦理的理由对这个论点进行了证明。首先，道德上的“应当”原则的正确性与可应用性要求我们拥有与决定论所不相容的那种自由意志，如果缺少这种自由意志，那么在形式上应用于我们身上的道德法则将会被瓦解。其次，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对于道德来说太过重要，以至于我们人类的道德生活不能没有它（Kant 1781/1787/1987：A533/B560—A558—B586）。


  在康德主义的观念中，相信一个我们没有或几乎没有证据相信的观点，有时候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这样的信念是过一种道德生活所要求的，以及，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观点不包含内在的矛盾，并且它与我们所拥有的其他在认识论上来说理性的信念相一致，那么对这种观点的信念就是合理的。我同意康德的看法，即，去相信一个我们没有或几乎没有证据相信的主张，可以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是理性的。事实上，我怀疑这种信念的实践理性不受康德一致性要求所限制。但是我确实认为，在这样的例子中，主体仍旧违背了认识论上的理性标准，尤其是违背了我们的信念应当与证据成比例的要求。


  与此相类似，丹尼尔·斯比克（Speak 2004）主张，那些基于证据上的理由而反对自由意志论的人可能忽视了理由的实践上与价值上的元素。当一个观点没有恰当地得到证据支持时——也就是，当证据论者会建议我们不要相信这个观点时，我们出于道德的理由相信这个观点有时是可以得到理由证明的。斯比克主张，如果人类行动者有自由意志论的自由意志，他们会拥有某种尊严，而如果他们不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由的，那么他们就会缺少这种尊严。放弃相信自由意志论因此有一个严重的道德代价，而在决定是否可以正当地相信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应当将这种道德成本考虑进来。在对曼努埃尔·瓦尔加斯的观点的一种解读之上，他提出了一个相似的立场。他说：“责任体系致力于使像我们这样的生物更好地关注种种道德考虑，并出于这些考虑所产生的道德理由来恰当地掌控我们的行为。”他支持的观点是，我们应当相信责任体系的这些先决条件。如果撇开他的修正主义，他所有意保留的是基本应得意义上的责任，那么可以说，他为相信我们拥有这种意义上的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宣传了一种实践上的证明理由（Vargas 2007：155）。[84]


  但是首先，正如我现在将要继续论证的，自由意志怀疑论可以完整地保留对于我们人类生活来说尤其重要的大部分事物——思虑理性、一种前瞻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对犯罪的预防——以及更多其他的事物。如果怀疑论的信念确实没有危及生命中这些重要的事物，那么，这些实践上的理由将会被驳倒。而且，如果它们以这种方式被驳倒，则就决定在所有因素都考虑进来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相信什么来说，认识论上的要求将会占优势。


  此外，即使反对自由意志论和相容论的论证比我所认为的要更弱一些，从实践上去证明自由意志的信念仍旧会基于下述的挑战而是失败的：鉴于这种认识论的情况，使一个人对于他所做的坏事而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是可责备的，这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吗？或者，通过主张他是可责备的，从而去证明有理由对他表达包含基本应得概念的义愤，这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吗？或者，如果他是一个罪犯，仅仅由于他明知故犯，就基于应得而剥夺他的自由或生命，这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吗？视一个罪犯是在基本应得意义上可责备的，并以此对他进行处置，对他表达义愤，并且剥夺他的生命或自由，这些都是对他的伤害。正如我在刑事处罚的那部分内容中所论证过的，如果一个人想要伤害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对此的证明理由必须满足一个非常高的认识论标准（Pereboom 2001；Vilhauer 2009b）。如果非常可能的是，一个人对伤害行为的证明理由是不可靠的，那么这个人最好不要做伤害的行为。例如，如果一个人对伤害行为的证明理由依赖于一种我们没有证据可以抱有的期望，即，特定模式的物理事件会出现，而鉴于我们最好的物理理论，我们不会对它们的出现有所期望，那么这个人最好放弃这个伤害行为。或者，如果一个人的理由依赖于相容论对道德责任的充分条件，而这些条件很可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伤害行为最好应当被避免。即使一个人不倾向于接受自由意志怀疑论的观点，反对自由意志论和怀疑论的论证的力度还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道德理由，让我们像怀疑论的立场仿佛是正确的那样去对待犯错者。即使这些论证不够有力，无法对自由意志怀疑论做决定性的确认，它们可能还是可以足够有力地展示出，对于伤害行为的道德的和认识论上的合理证明标准还没有得到满足。这些考虑严重地挑战了任何为相信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而提出的实践上的理由。


  
人际关系和反应性态度


  要想拥有有意义的和令人满足的人际关系，真的需要预设我们拥有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中那种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吗？P. F. 斯特劳森（1962）的立场对此给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在这种观点中，道德责任的基础是反应性态度，这些态度又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所要求的。我们对可责备性与可称赞性的判断的证明，最终是基于容纳了反应性态度的实践之上的，这些态度诸如愤慨、义愤，以及内疚；由于道德责任有这种根基，关于我们的行动的因果决定论就对于我们是否可以合理地使得行动者负有道德责任来说不相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特劳森主张，鉴于这种证明，来自决定论的对可责备性与可称赞性的判断的挑战，就会是一个外在的挑战，并因此是一个不合理的挑战。我在第四章与第七章中对这个观点做出了回应。在这里，我想要考虑斯特劳森的立场中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的行动是被因果决定的，并且这一事实的确威胁到了反应性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威胁到了表达这些态度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将会面临一个“客观的态度”的前景；在他看来，这种客观的态度使良好的人际关系不再可能。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承诺使得我们不去严肃对待这种威胁作。


  我认为斯特劳森相信客观的态度会危及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错误地认为，如果超出我们的控制的因素构成了对我们的行动的因果决定，并且这种因果决定确实危及了对反应性态度的表达，那么这样一种态度就会顺理成章，或者就是合适的（Pereboom 1995，2001）。[85]首先，我们的有些反应性态度并不是良好人际关系所要求的，尽管在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看来，对它们的表达是在信念上不理性的。在怀疑论的观点中，当对愤慨或义愤的表达伴随着这一个信念——在我看来，它总会伴随这一个信念——即这种表达的对象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受这样对待时，这种表达将会包含信念上的不理性。但是我主张，作为交流模式来说，相较于表达其他一些对我们来说可选的态度，对这些反应性态度的表达，是人际关系中次好的交流模式。其次，那些我们想要留有表达权的态度，它们没有被怀疑论的看法所威胁，因为它们没有与和这种观点相冲突的信念相关联，要么是存在一些与这些信念不相关的类似态度。这些会留存下来的可表达的态度或类似的态度，不是斯特劳森所说的客观的态度，并且它们足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Pereboom 1995，2001，2007a，2009a）。


  在所有与道德责任相关联的态度中，道德愤慨，也就是，由于一个行动者对自己做了不当的事而对其抱有的愤怒，以及义愤，即由于一个行动者对第三方做了不当之事而对其抱有的愤怒，它们与道德责任的关联最紧密。颇具揭示性的是，道德责任的讨论通常关注的不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那些道德上的楷模，而是关注应当如何看待做了坏事的行动者。最经常被用来激发对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的强烈判断的那种例子，尤其会包含一个人对他人做出的恶意伤害。也许我们对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的依赖，部分是由道德愤慨和义愤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的作用衍生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由意志怀疑论会是尤其具有威胁性的，因为它挑战了我们拥有这些态度的合理性。


  对愤慨和义愤的表达在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交流性作用，因此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如果我们要竭力改变或消除这些态度，这些关系可能也会受到损害。然而，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论证的，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被侵害时，有一些其他的情绪存在或者是我们能有的，这些情绪不会受到怀疑论的观点的挑战，而它们的表达同样也可以传递相关的信息。这些情绪包含对犯错者所做的事感到受伤、震惊、失望，道德上的悲伤与悲哀，以及对犯错者的关切。因此，不明确的是，对愤慨与义愤的表达是人际关系中的交流所需要的。


  如果对失望、受伤、悲伤的表达要替代对愤慨和义愤的表达，那么前一类的态度将需要以后者为代价而得到培养和提倡。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肖恩·尼科尔斯（2007）反对这个提议并主张，例如像悲伤这样的态度，结合道德上的决心，并不能构成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愤慨和义愤的恰当替代。[86]他的论证始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经验研究展示出，这些充满愤怒的回应在某些关键的方面是有益于人类的。他继而主张，经验研究还指出，结合道德决心的悲伤并不能那么有效地带来这些益处。我对此的回应的关键内容是，首先，尼科尔斯的论证忽略了将愤慨和义愤以及那些替代态度的代价之比考虑进来；其次，他援引的那些研究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受过教育的、有决心的成年人类将不会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那些替代态度而受益。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那些替代的态度确实是更好的。对愤慨和义愤的表达的确构成了普遍认为的人类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它促动了对压迫和虐待的抵抗，因此它使得人际关系更好。但是对愤慨和义愤的表达也容易构成伤害。它通常不能有助于那些接收这种表达的人的幸福。通常的情况是，这种表达有意造成接收者身体上和情感上的痛苦，并且相较于带来和解，它反而会带来具有破坏性的抵触。因此，它有着损害或摧毁人际关系的可能性。


  愤慨和义愤通常得到这样一个信念的维护，即，这些态度的对象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该受到这种对待。所以，关于我们缺少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这个观点，斯宾诺莎会说：“就这个学说教会我们不去恨任何人，不去冷淡对待任何人，不去嘲笑任何人，不去对任何人生气……而言，它是有助于社交生活的。”（Spinoza 1677/1985：490）有些类型或某种程度的愤慨和义愤很可能不是我们能够影响的，因此，即使我们假定怀疑论者致力于做正确的和理性的事，她可能还是不能够根除这些态度。因此，即使最好的那种人际关系不要求愤慨和义愤的倾向性，可能大体上而言，没有什么机制能够有助于清除这种倾向性。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尼科尔斯（2007）援引了狭隘的情感反应与宽泛的情感反应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对情境的局部的或即刻的情感反应，后者不是即刻的反应，并且能够包含理性反思。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以接受的是，当我们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被严重伤害时，我们不会不让自己有某种程度的狭隘的、直接的愤慨。但是在某些宽泛的例子中，我们有能力削弱或甚至消除愤慨和义愤，或者至少在以下的意义上否认它，即，拒绝承认它可能被认为具有的、证明应该对犯下的错事给予伤害性回应的效力；鉴于怀疑论的判断，我们可能出于道德和理性的原因而采取这样的措施。这种对愤慨和义愤及其典型作用的修正，受助于这种怀疑论的判断，很可能有益于我们的各种关系。


  赛斯·沙博在批判这种立场时为它提供了一个简要精确的说明。他称之为遏制政策：


  如果决定论为真（也许即使它不为真），我们应当尽可能竭力取消对反应性态度的传播。首先，这样将包含试图在通常会激发这些态度的情境中预先防止这些态度。当一个错事或侵犯出现时，我们应当提醒自己，行动者不是真正为做出这个行动而可责备，因此对他或她持有愤慨或义愤的态度是不公平的，更不用说以一种责备的方式表达这些态度了。当这个提醒还不足够时，我们应当继续关注我们的反应在道德上的不恰当性，从而尽快将它放置一边。当这些反应仍旧存在，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否定它们，认识到它们是在道德上和理性上不合适的。最后，会有一些时刻，我们无法期待人们真诚地否定这些感受。在这些例子中，我们不会为这些失误而责备他们，我们甚至有可能（依情况而定）视他们的反应为“不过是凡人的而已”。即便如此，我们不会对他们的这些反应赋予任何社交上的合理性，而是像看待其他一些不恰当的、但是可以理解的情绪反应一样——通过无视它们，促使行动者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反思，给其以空间克服它们，鼓励其以合适的方式谈论它们，等等。（Shabo 2012a：106—107）


  因此，我并不承认那种认为我们通常可以成功地克服道德愤慨或义愤的观点，我承认的是，我们可以抵抗这样的态度，并且有时可以成功地限制对它们的表达，对于那些由伴随着这些态度的基本应得信念证明的行动和政策，我们可以予以反对。


  现在，让我对两个针对这种观点的重要反驳进行回应。第一个反驳来自玛蒂娜·尼达—吕美林，她论证道，愤慨和义愤以及对它们的表达表明了对他人能动性的某种尊重，而这使得这种表达是有价值的。[87]能够支持这一点的是，把一个罪犯的罪行当成是某种疾病的症状那样去对待，就是将他同化为一架坏掉的机器：他的罪行就像一辆汽车无法启动。对那些倾向于错误行动的人的能动性报以尊重反而要求我们会对他们抱有愤慨或义愤的态度。也许这样的一个想法同样支持了康德对从报应的角度证明处罚的主张。


  对此进行回应：愤慨和义愤的表达可能预设了其对象持有能够使得她值得尊重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从这一点得出，这些反应性态度实际上展现或表达了尊重。复杂的操纵可能会预设其受害者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是理性的，并且拥有高度发展的对人际关系进行承诺的能力。但是，尽管这些能力可能会使得行动者值得尊重，那个预设了这些能力存在的操纵并没有展现或表达这一点。在愤慨和义愤的例子中，我的看法是，这种预设培养了一种错觉，即，对这些态度的表达本身展示或表达了尊重。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康德主义的议题是，我们通过将他人视为在实践上能够回应理由的，从而对他们的能动性予以尊重。我在第六章中支持的关于责备的对话性模式中，参与到责备的过程中的正是行动者的实践理性（McKenna 2012）。因此，当另一个人错误地行动时，有人可能会要求得到一个解释，意图让这个人承认他有这样的行事倾向性。如果他实际上在没有借口或理由的情况下如此行动了，那么我们就向他展示逐步清除这种倾向性的种种理由。在这里，我们并没有通过将这个人不道德的行动类比为一辆发生故障的车来对待他，也没有将他的行动视为疾病的种种症状，而是视其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的行动，而他对这些行动所具有的倾向性可以通过对道德理由的展示和接受而得到改变。这是向另一个人的能动性表示尊重的一种典型方式。我的想法是，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了，那么就不用额外要求通过对愤慨或义愤的表达来表示尊重。


  第二个反驳是由赛斯·沙博（2012a）所提出的，托马斯·雅可比也提出了这个反驳，他提出，这样的负面的反应性态度是某种脆弱性的产物，而这样的脆弱性是最亲近的或最亲密的那种人际关系所要求的。[88]能够给这一观点以支持的是，有人可能会先指出，当那些与我们有这种关系的人对我们做了错事，并且尤其当他们因此对我们展示出不尊重和漠视时，我们会自然地在道德上处于愤慨的状态。要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中免于愤慨，所需要的会是什么呢？这似乎要求我们鼓足勇气，从而不那么受制于他人的情绪和行动的攻击，而这会导致某种对自然的情绪反应的抵抗，并使得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再那么有意义和有价值了。据沙博的论述，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正是人际关系中本质上私人的方面，要求我们具有某种会产生道德愤慨的脆弱性，而将我们置于对这种反应性态度的抵抗状态中，会使得我们的关系不再是那么私人的，甚至会使得它们变得完全是与个人无关的。


  “私人的”这一术语所含有的特定的含义对于沙博那一版本的反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的观念中，“私人的”首先限定在某种关心之上：


  当我们以本质上是私人的方式关心某个人对我们的态度时，这些态度除了预示着我们的（或其他人的）利益之外，就其自身来说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因此，还没有接到参加一个社交活动的邀请的人可能对自己明显地被冷落这件事感到疑惑，即使他或她几乎没有欲望去参加这个活动，并且也意识到这个情况不会影响到他或她在社交上或专业上的前景。通常来说，在这样的例子中，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冒犯行为会出现，而这正是关于其所展现出的态度的问题。这种关于他人的行为的“含义”的担忧，是此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私人的关心的特点。（Shabo 2012a：112）


  从私人的角度关心某个人的态度就是去关心这些态度本身，或者视这些态度为那个人更深一层的态度的反映。也就是，关心此人对自己的在道德上重要的态度——依据斯特劳森的术语，也就是那些表达了此人的意志品质的态度。当一个与我们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人对我们表达出不尊重或者苛刻的态度时，我们自然会感到愤慨。沙博说：“正是在愤慨的情绪中，我们容易将漠视或者不友好做私人化的理解，这种易感性是这种情况中的典型表现。”在一种亲密的互有爱意的私人关系中，当另一个人表达了这样的不尊重或苛刻的态度时，在放弃或否定自然产生的愤慨的同时，不一定总能保持关系中所包含的那种关心的私人性质：


  我想要促动的建议是，至少在互有爱意的情况中，我们对于别人对我们的感受和行为有一种本质上是私人的关心，保证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我们对于适当尊重的要求受到严重侵犯时，不一定总能放弃或否认愤慨的情绪……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原因是，以这种本质上是私人的方式关心爱人对自己的感受和行为的人，当其以特定的方式被对待时，会倾向于体验到受伤的情绪。这样的情况出现时，他或她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能预先防止或者快速阻止这些情绪。而就愤慨以及对别人的行为“意味着”什么的关心而言，通常正是在这些情绪中，我们表现出了容易将别人如何对待自己做私人化理解。确实，合理的想法是，对于受伤情绪的一种通常易感性，至少是成熟的爱所要求的那种情感投入所特有的。而得出这一点的一个原因是，这种成熟的爱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情感上的脆弱性。鉴于这种情感上的脆弱性，对于这种将另一方的伤害行为做私人化解读的易感性会不会通过受伤的情绪展现出来，个体通常仅有着有限的控制力。当这些伤害行为在损害一个人的自尊时，这一点尤其明显。继续这一想法，受伤的情绪通常会引起愤慨；这是因为，它如同愤慨一样，也是由于感到被以无礼的、轻率的、不受尊重的、冷酷的等方式对待而产生的反应。最后，正如我们不一定总能让自己在人际关系中放弃或否认受伤的情绪，我们也不一定总能放弃或否认这些情绪所产生的愤慨。因为在实践当中，我们通常无法在不能够放弃或否认那些产生愤慨的情绪的情况下，放弃或否认愤慨。这样，我们对于受伤的情绪的易感性会加强我们对愤慨的易感性，再加上我们在克服这种易感性时可能会面临的任何挑战。（Shabo 2012a：113—114）


  确实，在沙博所设想的情境中，人类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不能放弃或否认愤慨。但是首先，这本身并不说明人们不能够采取措施让失望和悲伤来替代愤慨，并在这些情境中对这些态度进行表达。如果要说我们现在不能够通过否认愤慨而影响我们视为是正当的表达，或者甚至是影响我们实际所持有的反应，这样说似乎是错误的。但是沙博所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保留我们对别人态度的关心中这种私人性的同时，对这种态度进行替换和否认。


  来检验以下这样一种人际关系是有帮助的，虽然它不是沙博和斯特劳森所关注的那种关系，但是在这种关系中，我们通常对漠视或不尊重的态度抱有私人的回应，但不是反应性的。非常普遍的是，青少年会经历一个阶段，其中他们对父母抱有漠视或不尊重的态度，对这些态度的表达可能会导致非常深刻的受伤情绪，但是通常，这样的漠视和不尊重的表达不会引起父母的愤慨，而是引起他们的失望和悲伤。尽管这些情感不是反应性的态度，它们却是父母那一方的脆弱性的展现。关键的是，它们同样也是私人的，因为，除了这些态度对他们的利益的后果之外，青少年对他的父母的态度就其本身对父母来说是重要的。常常，父母在这种情况中也是愤慨的，但是也常有的是，他们并不感到愤慨。因此，存在一些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关系，其中，我们对他人的态度的关心是私人的，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对那些态度感到愤慨。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愤慨的缺失是亲子关系的一种本性特殊的人为产物，它不会大范围地传递到平等的成年人之间的亲近关系中去。对此我的想法是，某些这样的成年人间的相互关系中是没有愤慨的，而只包含着失望和悲伤的情绪。调整到这种情感模式中去，也许对于我们当中很多有愤慨的反应的人来说是一个选择。在过去的数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对待罪犯、有精神疾病的人、儿童的非常重要的态度上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合理地论证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大的情感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并不是说，任何这种普遍性的变化都明显是可能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对反应性态度进行否认仍旧是一个选项，而这可以通过不危及我们对别人意志品质的关心中这种私人性来达到。通常来说，当被与自己处在亲近关系中的另一方的某些态度表达所伤害时，一个人不会仅仅感到愤慨，还会感到失望和悲伤。假定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作为一种心理上的事实，这三种态度是不可分离的。其中每一种情感都在沙博所指明的那种意义上是私人的，但是只有愤慨与其对象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可责备的这一信念相联系。因此，一个人由于否定这种意义上的可责备性而否认愤慨，不需要同样包含对这一套态度之私人性的否认，因为以这样的方式将愤慨放置一边的同时，人们不需要也放弃失望和悲伤。沙博主张，我们通常不能够在不放弃产生愤慨的受伤情绪的情况下，去放弃或否认愤慨。但是所有这些态度都是由受伤的情绪产生的，因此否认愤慨，但不否认失望和悲伤，就不需要包含放弃受伤的情绪。人们可以承认受伤的情绪的合理性，以及它所产生的失望和悲伤的合理性，但同时使自己远离愤慨。这样的否认和疏离本身就是重要的，但是同样也因为它蕴含了拒绝以愤慨为基础的政策，例如从报应的角度证明的报复，所以是重要的。


  
内疚和悔悟


  现在，有人可能会指出，内疚和悔悟这样的自我指向的态度也会受到自由意志怀疑论威胁，而接纳这种结果是更加困难的。反驳者可能主张，有很多东西与此利害攸关，因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可以不道德地行动的行动者来说，这些态度对于良好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内疚和悔悟这些态度，我们将不会在错误行动之后被促动而进行道德改进，并且，我们也将不能够修复由此被破坏的关系，我们还会无法随后进行对道德正直性的重塑。因为，除了内疚和悔悟的态度之外，没有其他的人类心理机制能够产生这些效果。怀疑论者的立场会瓦解内疚，因为这种态度在本质上包含了人们为了自己所做的事在本质上应受责备。如果行动者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对于一个罪行感到应受责备，那么他同样也不会为其感到内疚。此外，因为感到内疚是与持有怀疑论的观点不相容的，悔悟也同样不再是信念上理性的选项，因为感到内疚是驱动悔悟的态度所要求的。


  然而，假定你做了错事，但是由于你相信自由意志怀疑论是正确的，你否定你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是可责备的这一主张。相反，你接受你做了错事，你为自己是一个做了坏事的行动者感受到深深地失望，正如沃勒所提倡的，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深深的悲哀和后悔：


  对于一个否定道德责任的人来说，为一个行动感到深深的悲哀和后悔是合理的。如果我出于愤怒打了一个朋友，我会为我的行为感到惊慌，并为我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事感到深深的苦恼。如果一个行动是在最低限度的刺激之下发生的，并且在袭击之前我有机会进行短暂的反思，那么我可能会对我的行为感到更加的困扰和失望：我在我自身中发现了做出狠毒的和卑鄙的行动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更多是从我的品格中产生的，而更少是从直接的外界刺激中产生的（因此它更加可能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发生），并且我去控制这样的狠毒行为的能力明显是不够的。当然，我会有好的理由对我的品格感到遗憾——我的品格包含着产生狠毒行动的能力，而又缺少控制愤怒的能力。（Waller 1990：165—166）


  此外，因为你对做正确的事情、对个人的道德改进，是有所承诺的，你决定尽你所能去消除你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的倾向性，并也许会通过寻求帮助来获得这种改变。所有这些都没有被怀疑论的信念所削弱。


  尼科尔斯（2007）反对说，后悔的概念没有得到恰当的定义，在这里，他援引了理查德·拉扎鲁斯（1991），他主张，“后悔”（regret）这一术语太过模棱两可了，以至于对于情感的比较研究是没有用的。[89]但是，本·维豪尔（2004）对讨论中的这个态度提供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描述，我们可能会将其视为不包含对基本应得的预设的悔恨。他主张了一个对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友好的观点，这个观点将悔恨基于对遭到不公对待之人的同情之中。他论证说，因为基于同情的悔恨是指向他人的，而非指向自我的，因此，较之基于基本应得概念的悔恨来说，它是更可取的，他将基于基本应得概念的悔恨视为是自我指向且报应性的。在他的观点中，报应论的悔恨的核心是一种不包含根本上的前瞻性道德目标的自我处罚，基于同情的悔恨则在本质上包含了采纳一个被伤害的行动者的视角，而这有着有益的启示。非常可信的是，这样的基于同情的悔恨尤其适用于驱动悔悟和道德上的自我改善，与那些被伤害的人的和解，以及相继的对一个人的道德正直性的重塑。在一种预设了基本应得的意义上使自己可受责备也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不大可信的是，维豪尔所描述的那种态度的效果会更小。[90]


  
原谅


  在关于原谅的种种概念中，其中一个概念表明，这种态度预设了被原谅的人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受责备，并因此是愤慨（也许还有义愤）的表达的合适对象。例如，华莱士（1994：72）主张，“在原谅别人时，我们表达出，我们承认他们做了一些值得愤慨和责备的事，但是我们放弃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回应”（参较Murphy 2004）。鉴于这种概念，怀疑论者的观点也会将原谅置于风险之中。在华莱士的观念中，原谅包含了放弃对愤慨的表达，这种表达最初是合适的，但是因为怀疑论者大体上放弃了对愤慨的表达，原谅也就没有意义了。有人可能会主张，由于他们的哲学判断而一般否认愤慨表达的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会原谅每一个相关的过错，然而这似乎是不合理的。原谅预设了原谅者一方的某些相关的最初态度表达最先是合理的，而这个核心的特征会被瓦解。


  但是也许存在一些原谅的其他形式，它们没有做出这种预设。要注意的是，怀疑论者大体上对愤慨表达的放弃，不会威胁到承认某个人在特定境况中致力于克服一种错误的行动倾向性，而原谅通常包含这种认可。因此，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原谅，其核心正是这样的承认，但是不包含对愤慨的放弃。在这里，黛娜·奈尔金可以算是一个同盟，因为她主张原谅不需要预设这样的放弃（Nelkin 2008，2011b：44—50）。例如，她同意伊夫·加拉德和大卫·麦克诺顿（2003）的观点，即，有些人可能不会一开始就感到愤慨，但仍旧会原谅。布兰登·沃姆克（即将发表）有说服力地为相关的一个观点论证，主张原谅不需要包含对处罚的放弃（参较Zaibert 2009）。怀疑论者可以具有一致性地支持奈尔金和沃姆克的观点。


  设想一个朋友数次通过轻率的行动以某种方式对你构成了伤害，然后你决定终结与他的关系。你加入了与他的一场道德对话当中，向他指出他这样行事的倾向性是不道德的，并且你激励他去消除这种倾向性——用帕梅拉·希罗尼米的话来说，以此来对他的倾向性所构成的威胁表示抗议。他努力地如此做，并完全地消除了这种倾向性。你现在可能会撤回你对这种倾向性所构成的威胁的抗议，并同意继续与他维持友好的关系。在希罗尼米的观念中，原谅正是通过承认犯错者的改变而撤回对威胁的抗议：


  如果我要求得到原谅，我不是在要求你从我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我做了我所做的事。（我自己对此可能已经不完全理解了。无论如何，如果我进行了恰当地悔悟的话，我一定不会推荐那种行事的角度。）要求你从我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对获得一个借口报以希望，而不是要求原谅。当我要求得到原谅时，我也不是要求你对我在悔恨中所经历的痛苦感到怜悯或同情。我也不是在要求你仅仅去承认我悔悟以及改造自我的事实。我所要求的是，当我说我不再视我对你所做的事为可接受的时候，你对此表示相信，并且承认及接受我的改变。（Hieronymi 2001：554）


  即使原谅在本质上还额外包含了对愤慨的否认，在上述描述中所明确表达的态度，可以起到原谅在很多情境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怀疑论的立场不会对此有所挑战。


  另一个与怀疑论者的观点相一致的原谅的特征是，不再愿意将过去的错误行为视为削弱或消解一段关系的理由。这个特征可以被视为斯坎伦所描述的撤回责备（Scanlon 2009：128）。我原谅一个对我做了错事的人，会包含我最初判断他所做的事展示了他对我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出于对他的悔悟进行的回应，我不再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需要以先前的判断证明为恰当的方式修正。对关系被破坏的判断之所以会被撤回，是因为我认为他已经不再持有破坏我们之间关系的那种态度。


  在另一种例子中，与犯错者的悔悟无关，我们可能仅仅决定不再视那个冒犯行动为改变我们关系的理由。这种态度同样也不会受到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挑战。有人或许还会补充说，尽管怀疑论者在大体上放弃愤慨，她可能仍旧在某个具体的例子中感到愤慨，而原谅能包含对那种愤慨的放弃。总体来说，我的想法是，原谅的许多方面不会受到怀疑论者的观点的挑战，这种态度因此可以得到保存，或者，怀疑论者的观点至少可以使得一种没有受挑战的、与此相关的态度得到保存，而这种态度可以起到原谅在人际关系中通常能够起到的作用。


  
感激和爱


  感激可能看上去预设了人们感激的行动者对于一个有益的行动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的，于是怀疑论的信念会危及感激（Hunderich 1988：518—519）。但即使是这样，正如原谅的例子一样，这个态度的某些核心方面会保持不受影响，并且那些方面可以提供好的关系所需要的东西。首先，感激包括对做出好的行动的人感到感谢。对一个人感到感谢通常包含了她因为那个行动是可称赞的这样一个信念，这不是不合理的。但是，人们可以在不相信一个孩子对某个善意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情况下对这个孩子怀有感激。即使不去预设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可称赞性，感激的这个方面也是可以保留下来的。通常来说，感激还包含了对一个人所做的事而抱有的喜悦。当人们就别人待自己周到或大方而感到喜悦，并表达出这种喜悦时，怀疑论的观点并不具有任何特征会威胁到这种反应的合理性。表达喜悦可以带来通常由表达感激所产生的和谐感与好意，这些都不会因为自由意志怀疑论的信念而改变。


  斯特劳森和凯恩主张，怀疑论的观点还会推翻爱，至少是成熟人类之间的爱（Strawson 1962；Kane 1996：86—90；参较Pereboom 2009a）。但是让我们首先考虑，是否爱另一个人需要我们预设她拥有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我们可能会首先注意到，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或者从来不是因为孩子践行了这种自由，也不是因为孩子由此而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值得被爱。此外，当成年人彼此爱对方时，他们也几乎或从来不是由于这种理由而爱对方。对爱进行解释是一项复杂的事业。除了道德品格和行动之外，诸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她的外貌、举止、才智，以及她在其个人历史中与其他人或事件的关系，这些都是产生爱，以及维持爱的重要因素。但是假设道德品质和行为对于形成和保持爱十分重要，即使关于爱的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本质上是针对道德品格和行动的应得的回应，不太可能的是，如果人们相信这些道德品质不是通过怀疑论者所否定的那种自由的方式得到的，那么爱就会处在危险之中。不管道德品格和行动是否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是值得称赞的，它们都是值得被爱的。最根本上来说，对另一个人的爱包含对另一个人的祝福，将他们的目标和计划视为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以及想要与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欲望。自由意志怀疑论不会威胁到上述任何这些方面。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爱是自由地受到意志驱动而产生这一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它不是自由地受到意志的驱动而产生，它就不会如此有价值。然而，与这一点相反，我们要注意的是，父母对他们的孩子的爱——一种典型的爱——通常是独立于父母的意愿而产生的。凯恩支持最后的这一个论点，以及一个关于浪漫的爱的相似的观点，但他还是主张，如果我们是由超出我们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那么我们想要的一种特殊种类的爱会被严重地削弱：


  有一种我们期望从他人——父母、孩子（当他们足够大的时候）、配偶、爱人和朋友——那里获得的爱，其重要性被严重地削弱了……被他们是由完全超出他们控制的本能或环境所因果决定来爱我们的这样一个想法所削弱，或者被他们爱我们不完全取决于他们这样一个想法所削弱……以这样一个可欲求的方式被他人爱，这要求他们的爱的最终根源是存在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当中的。（Kane 1996：88）


  但是让我们暂且将自由的意志放置一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直觉上来说，意志对于产生对他人的爱起到了作用呢？当一段亲密关系的强度在衰退，人们通常会做出决定，尝试使其成功延续下去，并试图重新获得他们曾经拥有的那种关系。当一个学生与不是她自己选择的人成为室友时，她可能会选择使得这段关系融洽。在一段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中，伴侣们可能会设法让自己爱对方。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可能会欲求某个人做出决定去爱，但是远远不明确的是，我们有理由去期望这个决定是在基本应得性道德责任所指意义上，自由地受到意志的驱动而产生。决定去爱另一个人可能会大大改善一个人的私人生活，但是不明显的是，这个决定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自由的决定这点，为此增添了什么价值。此外，尽管在这些情形中，我们可能会期望某个人做出决定去爱，我们通常更倾向于情况是，爱不是通过一个决定产生的，不仅对于浪漫的牵挂来说是这样，对于友情以及亲子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也许意志可以在长时间维持爱当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索伦·克尔凯郭尔（1843/1971）主张，一段婚姻关系理想上包含了一个持续被更新的承诺。这样的承诺包含了将自己贡献给另一个人的决定，因此在他的观点中，一段婚姻关系理想上是包含了对一个决定的持续重复。包含这种自愿决定的一段关系可能实际上是高度被欲求的。然而，相较于这些决定仅仅是一种对于行动者深深在乎的事物的自愿表达，很难看出强调这些持续被重复的决定是在基本应得性道德责任所指意义上受到自由意志驱动而产生，会为此添加什么价值。因此，虽然有人可能最先有一个直觉认为，在这种意义上由自由意志所驱动产生的爱才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自由意志可能会在产生、维持和增加爱中如何起到可欲求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去评价这样一个提议，即爱是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例如另一个行动者，所因果决定的，那么一种担忧就会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所说的，如果上帝因果决定了我们对祂的爱，那么我们对上帝的爱还是有价值的吗？弥尔顿的上帝提供了一个消极的答案：


  证明真正的忠诚、坚信和挚爱？/只照不得已行事，/显不出本心的主动，/意志也好，理性也好/（理性也包括选择），若被夺去自由，/二者都变为空虚、无用的了，/二者成了被动、只服从不得已，/而不服从我，这样的服从/有什么可赞赏，我怎么能高兴呢？[91]


  即使是这样，也许仅是因果决定论中的特殊的性质是令人反感的。假设安通过在你的咖啡中滴了几滴爱的药水九号来操纵你的大脑，从而使得你无视她的性格缺陷，并以此因果决定了你去爱她。这是令人反感的。但是设想，与此相对，你有一个专门去爱伤害你之人的自我毁灭性的癖好，而不去爱那些可能会有益于你的人，部分是因为你具有忽略别人有价值的特质的倾向，例如善良和对他人幸福的关切这样的特质。假设安在你的咖啡中下了药，并移除了这样的倾向性，因为这一点，你现在有能力完全欣赏她的有价值的特质，并因此由因果决定而爱上了她。这又会有多糟糕？这似乎说明，令人不可接受的不是被因果决定去爱别人这件事本身，而是一个人是如何被因果决定如此做的，存在许多不引人反对的因果决定的方式。


  我的结论是，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自由意志怀疑论相一致的思考或行动会在总体上阻碍私人的或社会的关系。更广泛地说，我们缺少恰当的理由去相信，自由意志怀疑论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92]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会反对或否认愤慨和义愤，但她不会将自己从失望、悲伤，以及对犯错者的关切中免除出去。基于对那些受影响的人的同情，她会对自己的不道德的行动感到悔恨，并且在道德上抱有决心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如此行事的倾向性，与那些被伤害的人和解，并且重塑她的各种关系。当被另一个人伤害时，她可能会在我所提出的（在第六章中）前瞻的意义上进行责备，但是鉴于他人对消除如此行事的倾向性的承诺，她会承认这种承诺，并且不再视受到的伤害为维系二人关系的障碍。她会感激那些为她做出好事的人，并向他们表达出感激。她的信念不会对爱构成障碍。如果她有独立倾向性要控制或让自己远离某个人，她可能会视那个人为“一项社会政策的对象；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视此人为治疗的对象、某个一定会被（也许是预防地）考虑的人、要被管理或处理或治愈或需要接受训练的人；或者仅仅是要避免的人……”（Strawson 1962）。然而，她的怀疑论的信念不会驱动或证明这样一种客观的态度。


  
生活的计划


  如果我们不能将自己想成是因为获得那些使得我们的生活充实、快乐、令人满足或值得的事物——对于实现那些亨德里奇所说的生活的希望——而值得或可受称赞的，这对我们来说会是难以应付的吗（Hunderich 1988：382ff.）？亨德里奇论证说，决定论瓦解了这些生活的希望的一个方面，但仍旧使得它们大多完整地保留下来。我同意这一点。首先，去反对我们的生活希望包含对基本应得意义上的可称赞性的追求，这不是不合理的，虽然在怀疑论的观点中，行动之普遍的因果决定论会瓦解这种意义上的可称赞性。生活的希望是对成就的追求，我们会很自然地去设想，人们无法不在基本应得意义上可称赞的情况下拥有某种成就，因此放弃这种可称赞性会剥夺我们的这些希望。然而，成就和生活的希望并不像是这个反驳所预设的那样，与基本应得的可称赞性那样紧密相连。如果有人希望在某个计划中获得成功，并且如果她达成自己期望的事情，即使她并不是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为此可受称赞，直觉上来说，这个结果可以算作她的成就，尽管与此同时，这个成就是属于她的这一意义被削弱了。例如，如果有人期望她作为老师努力的结果是培养出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们，而他们确实是如此，那么在一个明确的意义上来说，她获得了自己所期望的，即使，由于她并不普遍而言负有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她并不因为她的努力在这种意义上是可称赞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自由意志怀疑论会因为这种关于能动性的概念，而灌输给我们一种对于自己的行为倾向与外界环境的顺从态度（Hunderich 1988：382ff.）。但这是不正确的。即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倾向性与环境给我们理由去相信未来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呈现，通常我们还是可以合理地希望它们最后是另一个样子。要想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重要的是，我们缺少对自己的倾向性与环境的完全的知识。假定有人合理地相信他有一个倾向性，它可能会阻碍他实现一个生活的希望。但是由于他不知道这个倾向性是否真的会起到这样的效果，那么对于他来说保持开放的是——也就是说，从认识论角度有可能的是——他的另一个倾向性会使得他跨越这个障碍。例如，设想有人追求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是他担心他对于公开演讲的恐惧会影响他实现这一追求。他不知道这个恐惧是否真的会挫败他的志向，因为对于他来说保持开放的是他将会克服这个问题，也许他会由于一个坚决的自律倾向而跨越这种障碍。结果是，他可能会合理地希望他能克服自己的恐惧并成功地实现自己的志向。鉴于自由意志怀疑论，如果他确实克服了这个困难并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这将不会像我们自然地会认为的那样，在一个强健的意义上是他的成就，但是这仍会在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上是他的一个成就。


  鉴于怀疑论的观点，生活的希望中我们所放弃的那一方面究竟有多么重要？斯米兰斯基主张，尽管决定论承认从成就或美德中衍生出来的自我价值感有一个有限的基础，硬核决定论者的（以及，更广泛地说，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视角仍然可以“对于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成就感、价值感、自尊具有极度的破坏性”，尤其是对品格塑造中的成就来说。他（1997：94，2000）认为，对此进行回应，我们最好培养一种我们拥有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的幻象。我同意确实有一种自尊是预设了不相容论的基础的，而如果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是正确的，这种自尊概念会被瓦解。然而，就放弃这种自尊概念对我们来说有多么严苛而言，以及就我们是否需要对这种幻象的维持和培养而言，我质疑斯米兰斯基的看法的准确性。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也就是觉得自己有价值并且自己的生活值得过的想法——在不狭隘的程度上，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意志产生的，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了。人们对自然的美、先天的运动能力、才智赋予了很大的价值，但是这些事物的根源都不在我们的意志之中。我们同样重视自愿的努力——在高效的工作与利他的行为，以及道德品格的形成中。但是这些自愿的努力是不是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自由地受到意志驱动而产生的，真的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吗？也许斯米兰斯基高估了我们对此的关注程度以及应当有多关注。


  现在考虑一下好的道德品格是如何形成的。合理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抚养中形成的，并且有一个关于事实如此的普遍信念。如果自己的孩子最后有了不道德的倾向，父母会认为自己在培育孩子的过程中失败了，并且他们通常会付出很大的努力抚育自己的孩子，以防止这一结果。相应地，人们通常相信，如果他们有好的道德品格，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是由爱和技巧培养出来的。但是那些如此相信的人很少因为这一点而感到失望。在将好的道德品格理解为不是源于我们自己所为，因而我们为此并不应得很多的称赞或功劳时，我们并不倾向于为此感到沮丧。与此相反，我们通常会感到幸运和感激。然而，假定有些人会为此感到失望，让他们培养一种对于为自己的道德品格，自己在基本应得意义上可称赞和有功劳的错觉，这难道是正当的或可欲求的吗？我猜想大部分人最终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感到有多大损失。我认为，所有这些也适用于那些相信他们为自己的道德品格的产生不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受称赞和尊重的人，因为大体上他们不在这样的意义上负有道德责任。


  特雷弗·皮肖塔（2009）提出了一个恰当的你也是（tu quoque）逻辑谬误挑战，这个挑战使得操纵论证反对我的主张，即生命的中的意义和成就可以在假设决定论为真的情况下保存下来。[93]论证对象是一个叫汤姆的行动者，他是一个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扶贫上的令人钦佩的人，并且在自己的努力中获得了成功。假定他是被一位脑神经科学家操纵而担负并坚持于这样的一个计划，并且这一点被揭示给他了。他还会继续将自己的努力视为意义和成就的源泉吗？


  我认为，汤姆会在听到关于他的生活和他坚持扶贫的真相后，感到被击垮。曾经是汤姆自豪与满足的源泉的事物，将不再是自豪与满足的源泉。也许汤姆会从他是由良善的脑神经科学家创造并操纵的这一事实中获得些许慰藉。毕竟，他们本可能将他操纵为一个理性的自利者，那样的话，他很可能会是一个比他现在的样子糟糕得多的人。也许在事实面前，他会为他满足于自己的利他主义倾向而感到高兴。对操纵的发现当然不会夺走他已有的主观上的满足体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主观体验之外还有更多的意义。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在发现他被操纵的事实后，汤姆不会再视他的生活为有意义的生活。关键的是，我认为汤姆不会再视他自己拥有的生活在重要的意义上仍旧是他的生活；而将自己的生活视为他的似乎是视其为有意义的生活的先在条件……汤姆被操纵这一事实意味着，汤姆的生活似乎在本质上是空洞的，远远不是有意义的典型。尽管我们可能仍然认为汤姆对扶贫的坚持是道德上好的，并且他在他的计划中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是在道德上幸运的，但是对汤姆被操纵这一事实的发现，似乎在根本上瓦解了我们对有意义的判断。我们预设汤姆在对他的行动的解释中和对他的生活计划的坚持中起了重要作用，而显然他实际上并没有。（Pisciota 2009：84—85）


  尽管我能够看到皮肖塔的评断的吸引力，我不认同他对这个例子的反应。他的反应与斯米兰斯基表达的某些观点是相连贯的，并且可以受到相似的批判。即使不涉及对因果决定论的合理性的普遍考虑，我们也可能会对我们的道德承诺在多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抚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而感到疑惑。当我们视这些承诺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人的贡献，我们的回应倾向于是抱有感激的，而不是沮丧的。与我先前所论证的相一致的是，如果汤姆致力于在他的计划中取得成功，并且如果他确实获得了成功，直觉上看这个结果会是他的一项成就，即使他并不为此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有功劳或者可称赞。


  除此以外，存在一些在历史上重要的观点，以斯多葛派、基督教的一些元素和伊斯兰教为例证，其中因果决定论的正确性并不会瓦解生命的意义（Inwood 1985；Brennan 2005；Pereboom 1994）。依据斯多葛派的观点，上帝因果决定了所有发生的事，并且它们与整个宇宙的善相一致。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圣的计划，我们对于这个计划的本质或实现它的方式如果不是完全不理解的，至少不是非常理解的，但是我们仍旧可以确定的是，所有出现的事都是上帝带着实现这一计划的目的决定的。勒内·笛卡尔有说服力地表达了这种斯多葛派的观念（如果我们视他所指涉的自由意志是相容论的）。在下面这段选文中，他提出了“人们为了达到对上帝的爱所要追随的路径”：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祂的能力之无限，通过这种能力，祂创作了许多的事物，在其中，我们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祂的远见之广，能于一念之中看清曾经的、当下的、将有的以及可能有的一切；祂的种种旨意之绝对可靠，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尽管它们不会干扰我们的自由意志；以及最后一点，如果在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我们留意被创造的万物依赖于上帝的方式，思考它们与上帝的全能的关联，从而注意到它们的高贵……对所有这些进行沉思会大大地充实一个人，他带着如此极度的喜悦聆听它，意识到他如果期求占据上帝的位置，那将会是对上帝粗鲁且忘恩负义的，他会将自己视为依然过着充裕的生活，而这是因为上帝赋予了他获得这样的知识的天恩，并且他会自愿地、完全地让自己加入上帝，他如此完全地爱着上帝，以至于除了欲求上帝的意志能够得以完成之外，他不对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有所欲求。这是为什么他不再恐惧死亡、痛苦、耻辱，因为他知道，除了上帝有所旨意的事情之外，没有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并且，他如此地爱着这样的神圣的旨意，认为它是如此的正义和必要，知道自己应当完全地依赖于它，以至于即使他在等待死亡或其他的恶时，就算他能通过某些不可能的方式改变那个旨意，他也不会希望如此做。但是，如果他不拒绝恶或者痛苦，因为它们是通过神圣的天意而降临到他身上的，他会更加不会拒绝一个人可能会在生活中享受到的所有好的事物或者合理的快乐，因为它们同样也是来自那个神圣的天意的；愉快地接受它们，不惧邪恶，他的爱会使得他是完全地快乐的。（笛卡尔给夏努特的信，1647年2月2日，AT IV 608—609；Blom英译1978：206—207）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爱是正确的那种，那么，我们对上帝决定所有发生的事的意旨的认同会是非常彻底的，以至于我们会接受所有这些并视其为来自神圣旨意。其结果远远没有瓦解生命的意义，我们会是“完全地快乐的”。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在这样一种观点中，我们会参与到决定论的方案中，但不是自由地意愿参与——其中，自由地意愿参与不仅仅包含了在没有被决定如此的情况下如此选择，还包含了在选择前对将要参与的事情有恰当的理解——而这会危及意义和成就。但是考虑下面这个例子。众所周知的是，在美国内战的早年间，亚伯拉罕·林肯的主导目的是保存联邦，而不是结束奴隶制。[94]之后他开始在这个话题上动摇，并且开始认为上帝对这个战争有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是他林肯自己最初没有的。战争进行几年之后他写道：


  我几乎已经准备好说这很可能是正确的——上帝意愿了这场战争，并且意愿了它尚不能结束。


  通过将祂的无声的威力放入当下斗争双方的心灵中，祂本可以不通过人类战争来拯救或摧毁联邦。然而战争还是开启了。鉴于它已经开启，他本可以在任何一天中给任何一方最终的胜利。然而战争还在继续。（Oates 1977：343）


  之后在1864年，我们看到林肯说：


  我不声称我对种种事件有所掌控，而只是单纯地承认，这些事件控制了我。现在，在三年斗争的结尾，联邦的处境不是任何一方或任何一个人所设计或预期的。只有上帝能够对此进行声明。事件将去向何处似乎是明了的。如果上帝现在意愿消除一个重大错误，并且意愿我们北方和你们南方要为我们在这个错误中作为共谋而公平地付出代价，公正的历史会于其中找到新的理由认证并崇敬上帝的正义与善。（Oates 1977：416）


  一个看法是，林肯将内战视为在美国终止奴隶制这样一个神圣的计划的关键部分，使得他与这场战争的种种恶做了和解，并赋予了这场战争以重要性，尽管他最开始并没有出于这个理由开战，他逐步相信上帝注定使其发生，所以，最初他没有自由地参与到这个神圣的计划中来，他后来才意识到这一计划。


  因此，重要的哲学和神学的观点对因果决定论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相容论的评断。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如果没有一个来自天赋神意的因果决定论的概念，意义和因果决定论仍旧是不相容的。一个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可能会坚持下面这样一种意义感，如斯宾诺莎所提倡的，它从个人在一个更加非关个人的决定论宇宙中的地位之中衍生出来，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提议是难以接受的（Spinoza 1677/1985：Book V；参较Pereboom 1994）。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反驳与皮肖塔或斯米兰斯基否定意义相容论的理由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对此否定的根源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计划中所扮演的非决定论的自由角色概念。我的想法是，即使我们最初感到这样一个角色对于我们赋予生活的种种计划的成功实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通过认识到他人对自己的成就所做出的贡献而产生对他人的感谢，或者甚至与斯宾诺莎的概念相一致，通过理解这些成功是由一个决定论的宇宙所造成的，于其中我们仅持有一种有限的意义上的控制，并因而对此抱有感激，我们可以保留由不包含基本应得概念的成就感所带来的充分的意义。


  站在相容论的一方，约翰·菲舍主张我们的生活可以拥有一种价值，由于大卫·威尔曼所说的价值的叙述性维度，它能够超越片刻幸福的累计价值，将这种片刻的幸福结合到一个更大的故事中去（Fischer 2009；Velleman 1991，2003）。这更大的故事中的哪些方面赋予了这种超越性的意义呢？菲舍提出，“就我们自由地行动而言，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叙事维度的价值”，而这样的依赖于自由行动的叙事价值正是超越片刻累计价值的东西。他继而说明，自由行动的价值就在于使得行动是负有道德责任的（Fischer 2009：165—167；参较Pereboom 2012c）。


  对菲舍、皮肖塔，还有斯米兰斯基做出回应：我们的生活计划通常会在我们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时形成一个主题，但是，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从我们的计划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并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从这些故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并不需要我们在基本应得性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个意义上自由地行动。正如克尔凯郭尔提出的，我们的人际关系同样在这种统一性的故事中产生重要的主题，但是我也主张过，能够说明这些关系的大部分价值的情感依附并不产生于我们自由地意愿了什么（Kierkegaard 1843/1971；参较Guignon and Pereboom 1995/2001）。意志在维系这些关系中起到了作用，但是为了让这些自愿的活动赋予生命以意义和价值，它们不需要在基本应得性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个意义上由自由的意志所驱动产生。这里有一个并非不常见的故事：我们陷入爱河，并没有计划要孩子，但是有了她是特别美妙的，而这段浪漫的关系以及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事情。这种故事中的关键元素是独立于我们自由意愿的事情的，但它们通常仍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元素。


  
结语


  在缺少这个信念的情况下生活，即我们的行动是在基本应得性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意义上被自由的意志所驱动的，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对于好的或坏的行动的自然反应预设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自由的。但是正如我所论证的，存在一个反对这一预设的有力的例子，虽然我们最初对自由意志怀疑论的反应是担忧的，但采取这样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明确的不可接受的后果。它可能不会严重地危及生命的意义，因为它与真实意义上我们在自己的计划中获得成功的成就感是相容的。它似乎也不会使得好的人际关系变为不可能；而且，通过减少通常会破坏好的人际关系的对愤慨和义愤的表达，它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泰然处之的态度作为前景。如果我们确实放弃了当前讨论中那个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也许会因此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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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引言


  [1]我的观点是，就哲学史上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中的第一个问题来说，更为合适的表述是将这个问题表达为一个冲突，它出现在一个行动受自由意志所驱动，和一个行动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因素因果地决定之间（Sartorio手稿；参较Pereboom 2001）。对这个问题更为常见的表述，即一个行动受自由意志所驱动，和因果决定论为真这两件事之间的冲突。约瑟夫·坎贝尔（2007，2008，2010）对这个更为常见的表述提出了挑战。坎贝尔针对“结果论证”（Ginet 1966，1990；van Inwagen 1975，1983）进行反驳。他主张，因果论证建立在一个随机的预设之上，即行动者有一个先于她而存在的遥远的过往，所以，结果论证不能表明一个自由的行动与决定论本身是不相容的。阿丽莎·芬奇（Finch 2013）反对坎贝尔的观点，并通过“跨时间性论题”为结果论证辩护。这个论题表明，行动者在某一时间做一个自由的行动所要求的是，行动者在后来的某一时间里做出那个行动是早在先前的某一时间里就取决于这个行动者的。芬奇的论证策略是指出，关于这个世界的法则和状态在先前的某一时间里是不取决于行动者的。如果因果决定论是对的，这种“不取决于”的性质会转移到在之后某一时间发生的行动。卡罗丽娜·萨托里奥（Sartorio 2014）回应坎贝尔道，不相容论的主要担忧不是自由意志与因果决定论的不相容，而是自由意志与行动由超出行动者控制的影响因素所因果决定之间，我认为她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2]“硬核决定论”这一术语来源于威廉·詹姆斯（James 1884）。


  [3]主张自由意志怀疑论的哲学家包括巴鲁·斯宾诺莎（Spinoza 1677/1985）、保罗·德·霍尔巴赫（Holbach 1770）、约瑟夫·普里斯特利（Priestley 1788/1965）、约翰·霍斯珀斯（Hospers 1950，1958）、保罗·爱德华兹（Edwards 1958）、盖伦·斯特劳森（Strawson 1986）、布鲁斯·沃勒（Waller 1990，2011）、德克·佩里布姆（Pereboom 1995，2001，2007）、丹尼尔·韦格纳（Wegner 2002）、肖恩·尼科尔斯（Nichols 2007）、斯蒂芬·莫里斯（Morris 2009）、尼尔·列维（Levy 2011）、托马斯·纳德尔霍弗尔（Nadelhoffer 2011）、塔姆勒·萨默斯（Sommers 2012）、格雷格·卡鲁索（Caruso 2012）和本杰明·维豪尔（Vilhauer 2012）。


  第一章 为根源论观点辩护


  [4]就我所支持的前瞻性意义上的道德责任而言，我认为可责备性要求具有做出别样行动的一般能力，我会在第六章为这个观点论证。凯文·廷佩（Timpe 2012）就不同版本的根源不相容论提供了精细的最新综述；参较佩里布姆（2001：1—52）。


  [5]我把做决定也算作行动。（见序言）


  [6]尤塞恩·博尔特拥有在十秒之内跑一百米的一般能力，虽然在跑道潮湿的时候，能否成功地行使这一能力不取决于他。


  [7]源自谈话。于2007年10月份在旧金山大学，主题为“责任、能动性和人格”的会议上，凯文·廷佩（Timpe）在“溯源有多么棘手”（“How Troublesome is Tracing”，即将发表）这篇文章中，为这样一个条件辩护；参较吉内特（2000）。


  [8]乔纳森·万斯在2007年9月份的谈话中表明了这一想法，廷佩（即将发表）为这个想法辩护。


  [9]源自通信；也见佩里布姆（2009b）。


  [10]关于积极地做别样行为，与仅仅不做一个人实际的行为，强调这二者之间的区分的近期讨论，包括斯图尔德（Steward 2009）、阿尔瓦雷斯（Alvarez 2009）和沙博（Shabo 2012a），参较佩里布姆（2001：27）。


  [11]如哈克·芬在奈尔金的例子中可能会是的那样，满足（ii）似乎与行动者还拥有某种程度的信念相容，也就是说，他相信如果他所做的是在事实上正确的行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可责备的。在这个分析中，哈克可能有不一致的信念，而这不是不合理的。如果最终无法相信哈克对于他可能会免于责备这一事实有认知感受力，那么（ii）可能要用一个更弱的说明替换，例如：就至少一个这样的豁免性行动或不行动而言，她对于她将不会促发她因那一行动而实际促发的可责备性，具有认知上的感受力。感谢黛娜·奈尔金和赛斯·沙博就这一话题的讨论。


  [12]也就是说，除非行动者自由地导致了这个在先迹象的出现，或者能够自由地防止它的出现。那样，行动者对于行动的责任会合理地从这个在先的自由行动或不行动中衍生出来。菲舍例子中的脸红并未设定以这种方式受行动者控制。


  [13]试图规避凯恩/维德克/吉内特式的反驳而构建的法兰克福例子包括埃莉诺·斯顿普（Stump 1990，1996）；艾尔弗雷德·米勒和大卫·罗伯（Mele and Robb 1998）；大卫·亨特（Hunt 2000，2005）；迈克尔·麦坎纳（McKenna 2003）；大卫·维德克（Widerker 2006）；约翰—马丁·菲舍（Fischer 2010）。我在佩里布姆（2001：10—18）中批判性地讨论了许多这类尝试。


  [14]约瑟夫·坎贝尔（Campbell 2006）实际上指出，那些主张非道德责任能够在（a）的意义上由决定性推出的根源论不相容者，不能同时诉诸法兰克福例子来排除自由空间的立场，因为在那些例子中，设定的种种特征在（a）的意义上决定了那个行动。依照我的根源论不相容论，非道德责任是在（b）的意义上从决定性中所推出的，而不是在（a）的意义上。


  [15]在佩里布姆（2012a）中，我提出了这个例子，我还在其中提出了即将出现的、我对吉内特的回应的一个早期版本。


  [16]感谢卡尔·吉内特和奥斯汀·达根（Austin Duggan）提出了这一类担忧。


  第二章 事件因果与非因果自由意志论的问题


  [17]我对于詹妮弗·霍恩斯比（Hornsby 2004a，2004b）和玛蒂娜·尼达—吕美林（Nida-Rümelin 2007）所发展出的更加普遍的论证抱有谨慎的同情，但是我不需要通过支持它来确证消失的行动者论证，我的论证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能够保证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自由意志。对关于能动性的更加普遍的论证的种种回应，见约翰·毕晓普（Bishop 1989）、大卫·威尔曼（Velleman 1992）和尼尔·朱迪施（Judisch 2010）。


  [18]兰道夫·克拉克（Clarke 2003）指出，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中，除了在先前的事件或事态中要包含行动者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说行动者是对一个决定有所贡献的，这就在于先前的包含行动者的事态和事件导致了决定（2003：74）。消失的行动者反驳还针对一个预设，即，这种包含行动者的事件导致一个决定，就确保了行动者的道德责任。在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观点中，先于拉尔夫的决定的因果条件将会对是否导致拉尔夫搬去纽约的决定，和是否导致他留在梅伯里的决定，保持开放（并使二者是等概率的）。鉴于先前条件的作用已然给定，没有什么能够确定会导致哪个决定出现，因此，拉尔夫或关于拉尔夫的任何事都不能确定会导致哪一个决定出现。


  [19]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在这个情况中，不管是哪个决定出现，它都会得到行动者的某一个未被驳倒的认可偏好的支持，而这足以说明她为那个决定负有道德责任。这个提议有一个问题是，行动者将会在不能确定那个决定是否会出现的情况下为它负有道德责任，而这是反直觉的。除此以外，鉴于不相容论的直觉，只有在行动者也为支持她所做决定的偏好之形成或授权负有道德责任的时候，她才为这个决定负有道德责任。在这个讨论节点，我们可以针对偏好的形成或授权提出“消失的行动者”反驳。假定这个行动者既有理由支持形成当前讨论中的偏好，也有理由反对形成该偏好，是什么确定了这个偏好形成或不被形成呢？在埃克斯特罗姆的事件因果框架中，除非还存在另一个偏好，否则没有什么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但是一个无限的偏好层级序列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定在某一个节点面临一系列根本的偏好。在埃克斯特罗姆的事件因果图景中，这样的根本的偏好本身不能在道德责任所要求的意义上自由形成，因为它们不能被偏好所支持。因此，行动者将不会为这些根本的偏好而负有道德责任，因此也不会为它们支持的任何偏好的形成或任何决定，而负有道德责任，而这一点会使得这个立场瓦解。


  [20]在这里我们需要做出一点澄清：当行动者因果论者断定自由的行动是由行动者导致的时候，她可以接受：行动者导致一个行动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被导致去行动的——例如，被理由导致（不过奥康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否认这一点）。所以，行动者因果论者可以肯定一部分非因果论者所宣称的事情。


  [21]感谢克里斯·富兰克林对这一选项的讨论。


  [22]不同类型的随机者在凡·英瓦根（van Inwagen 1983：132—134）和艾尔弗雷德·米勒（Mele 1999：277）反对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的论证中得以使用。


  [23]感谢罗伯特·毕晓普鼓励我表达出某些具体的要点。


  第三章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的前景


  [24]格里菲斯（Griffith 2005）承认了凡·英瓦根的主张，即，对这一情况中的解释性因素的全面知识不会使我能做出这个承诺。我拒绝做出这样的让步，对行动的因果解释会引出行动的原因，而如果在某些特定的例子中，作为实体的行动者确实导致了行动，那么该行动者就可以被正确地援引为对这个行动的解释，至少部分上是这样的。因此，尽管一个仅仅引出了包含行动者的事件的解释不会告诉我哪个行动将会被做出，全面的因果解释会告诉我这一点。


  [25]但是关于这个话题存在一个分歧——E. J. 劳（Lowe 2008）是一个近来的普遍实体因果论的支持者。


  [26]艾尔·米勒在对话中提出了这个反驳。


  [27]我同意奈尔金的观点，决定论的行动者因果论如同非决定论版本的行动者因果论一样，可以同等强度地被构想，我还相信，为了解决针对事件因果观点中的能动性的“消失的行动者”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这个决定论的行动者因果论（Hornsby 2004a，2004b；Rümelin 2007；Brent 手稿）。


  [28]康德认为我们需要补充更多的东西。在《实践理性批判》（1788/1996：Ak V 97—98）中，他似乎主张，当行动者做了一个超验的自由决定时，他作为一个不具有时间性、本体的主体，同样也自由地产生了所有在过去因果决定了他的自由行动的事情。但是这种非时间性的思路最多是在不重要的意义上比一个明显的矛盾更可信些（参见Wood 1984；参较Pereboom 2006）。


  第四章 反对相容论的一个操纵论证


  [29]关于由P. F. 斯特劳森启发出的道德责任观点，见华莱士（Wallace 1994）、沃森（Watson 1987）、D. 齐默尔曼（Zimmerman 2001）、达尔沃（Darwall 2006）、舒梅克（Shoemaker 2007）、麦坎纳（McKenna 2012）、蒂凡尼（Tiffany 2013）和科格利（Cogley 2013）。关于对斯特劳森观点的重要论述，见罗素（Russell 1992）和科茨（Coates手稿）。


  [30]钱德拉·斯里帕达（Sripada 2012）支持一个相关的观点，他主张这个观点能够抵抗操纵论证。帕特里克·迈耶（Mayer 2011）也发展了一个精密的类似观点。


  [31]艾尔·米勒（2006）论证说，一个反对相容论的操纵论证不需要作为能够给出最佳解释的论证被提出。对这一点我表示怀疑。的确，操纵论证可以被展示为没有一个最佳解释的前提，但是这样一个描述将不会展现出这个论证真正的结构。类比来讲，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证能够被表现为一个演绎论证，但是这个论证真正的结构是一个为宇宙中的生物秩序提供最佳解释的论证。一个反对相容论的操纵论证的真正结构是一个提供最佳解释的论证，这一事实在我们考量相容论对它提出的反驳时会变得明晰——例如，不负有道德责任的直觉能够通过特定种类的操纵得以阐释，而不是通过因果决定得以阐释。


  [32]我在佩里布姆（2007：169—170）中提出了这个例子，在这里，我通过回应米勒（2007：204）中的回应，来对这个例子加以修饰。


  [33]我同意米勒的观点（2007：205），即，关于不同程度的解释之间不存在竞争这一事实，与我们的分歧是不相关的。有人可能会加码论证说，我们不能用液体压力这一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水坝崩塌了，因为如果有人改变这个例子说飞机把水坝炸了，水坝也会崩塌。这里明显出现了误解。我们会愿意说的是，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不同的，但是同等正确的充分的因果解释。


  [34]至少鉴于决定论的行动者因果关系（Markosian 1999；Nelkin 2011b），行动者有能力确定一个决定是否产生。鉴于决定论的因果关系，一个决定的实际产生将会是由包含了行动者的事件因果决定的，而有人可能会将这视作是某种确定关系。但是，关于反对这个主张的种种理由，我们还可以参考詹妮弗·霍恩斯比（Hormsby 2004a，2004b）和玛蒂娜·尼达—吕美林（Rümelin 2007）；也许，包含行动者的事件因果决定了一个决定的出现，不能算是行动者确定了该决定是否出现。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没有一个事件因果的行动理论将行动者做此确定的能力考虑进去。关于与此相对的观点，见毕晓普（Bishop 1989）、大卫·威尔曼（Velleman 1992）和尼尔·朱迪施（Judisch 2010）。


  [35]存在这样一些例子，其中非决定论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正确的，并且甚至对行动者的局部环境也是正确的，而行动者的决定仍由超出他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例如，假设普拉姆决定杀害怀特的理由导致他有50%的可能性会做出杀害怀特的决定。但这个过程是，他的理由导致了脑神经元的轮盘赌轮的旋转，而最终轮盘会转到两个立场中的哪一个立场，因果决定了他决定杀害怀特（参见第二章）。这里面可能的情况是，虽然环境是非决定论的，普拉姆的决定仍旧是超出他控制的因素所因果决定的。因此，当米勒引用他的非决定论的对比例子时，知道产生行动的过程究竟是什么将是很重要的。


  [36]在Pereboom 2001：106中，我给出了一个包含意志薄弱状况的、对法兰克福关于道德责任的说法的反例，其中，行动者可以在拥有一个相反的二阶意志的情况下，在直觉上是可责备的：


  假设普拉姆教授的意志想要羞辱他的学生斯佳丽女士，因为她提问时犯了一个哲学上的错误。但是教授还有一个不要去实现他羞辱斯佳丽的欲念的二阶意志。不过，因为他本来可以更加坚决，他本可以使他的二阶意志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避免羞辱斯佳丽。


  普拉姆的确可以因为他的羞辱行动而是可责备的。仅仅因为一个一阶欲望与二阶意志相悖，并不意味着行动者不为自己践行其一阶欲望而负有道德责任。


  有人可能会修改这个例子，明确说普拉姆没有羞辱斯佳丽女士的二阶意志，并且他不接受支持这个行动的评价性的体系。但是直觉上，他仍旧可能是可责备的。


  [37]菲舍和拉维扎（Fischer and Raviza 1998）希望通过明确以下这一点来排除操纵的情况，即，道德责任要求行动者通过一个对证据有理性敏感度的反思性的历史过程，逐步理解并接受她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但是由于这个历史性的反思而后支持是一个因果过程，脑神经科学家们能够操纵普拉姆去实现这一点，这也适用于米勒所说明的那种反思而后支持和修正的历史过程（Pereboom 2001：122，2005：240）。


  [38]以下是另一段来自斯宾诺莎的相关引文：“经验本身教会人们相信他们自己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有所意识，但是他们对决定这些行动的原因有所不知，而经验起到的这种作用并不比理性所起的作用要少……”（Spinoza 1677/1985：496）


  [39]一个针对相容论的挑战，基于上帝不能公正地惩罚那些由他因果决定而做错事的人，见帕特里克·托德（Todd 2012b）。


  第五章 自由意志怀疑论和理性思虑


  [40]关于这种观点的讨论，见卡皮坦（Kapitan 1986）；瑟尔（Searle 2001）；奈尔金（Nelkin 2004a，2004b，2011b：117—169）；考夫曼和沃菲尔德（Koffman＆Warfield 2005）。


  [41]凡·英瓦根给出了一个相关的观点，即，“任何拒绝相信自由意志存在的人必将不可避免地由于单一的规律性而落入自相矛盾的境地”（van Inwagen 1983：160）。


  [42]感谢大卫·克里斯坦森和莎拉·麦格拉思指出这一点。


  [43]关于行动的不同选项在何时是不相容的，或彼此相排斥的，见凡·英瓦根（van Inwagen 1983：240；考夫曼和沃菲尔德（Koffman＆Warfield 2005：26）。我旨在用“不同的行动”来代表“彼此不相兼容的行动”。


  [44]得出该做什么事包含了一个认识论的维度，相较于仅仅包含尝试着去找出将做什么来说，这个认识论的维度具有更强健的实践含义。


  [45]卡皮坦就“知道”版本的认识论开放性要求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顾虑，据他看来这会支持“相信”版本：“例如，我可能相信我明天不会飞去哥本哈根，因此我不会对如此行动进行思虑，但是，我可能不知道我相信的事情（也许不可预见的紧急事件会需要我飞去哥本哈根）。飞去哥本哈根这个行动就我所相信的而言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我来说不是开放的，但是，这个行动就我知道的事情而言是偶然的。”（1986：239）但我所说的确定性指的是数值为1.0的可信度，我所设想的确定性这一认识论概念并不嵌含知识。因此，我的观点不会被卡皮坦提出的顾虑所瓦解。


  [46]或者，相较于（a）与（b），一种更加简洁但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说法是：如果她将做Ai这一命题与某些她在当下情形中视为确认的命题不相一致，她不能相信这一点。


  [47]莎拉·麦格拉思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一个专题研讨会上，在对这篇文章草稿的评论中提出了这个观点。我在那个场合展示的论题（S）中没有（b）。


  [48]我们将会看到，认识论的思虑有效性条件也能处理这个例子，但是存在一些其他的例子，例如即将在下一个段落中出现的例子，它们同时还要求满足认识论开放性条件。在奈尔金的例子中，因为我们想象行动者有身体质量，这要求她摇动双腿飘浮，所以漂浮算是一个行动。


  [49]在第二届网上哲学会议上，奈尔金在对这一章的草稿（Pereboom 2008b）的评论中提出了这一条件。


  [50]在第二届网上哲学会议上，奈尔金在对这一章的草稿（Pereboom 2008b）的评论中给出了这个建议。


  [51]在第二届网上哲学会议上，卡皮坦在对这一章的草稿（Pereboom 2008b）的评论中给出了这个观点。


  [52]考夫曼和沃菲尔德（Coffmann and Warfield 2005：38）提到，博克（Bok 1998：110）、克拉克（Clarke 1992：110）、卡皮坦（Kapitan 1986：235—241）、佩迪特（Pettit 1989：43）、瑟尔（Searle 2001）、泰勒（Taylor 1966：ch. 12）以及沃勒（Waller 1985：4）支持“没有对能力的信念”这一论点。


  [53]克拉克在与我的通信中提出了这个论证思路。


  [54]如考夫曼和沃菲尔德指出的，卡皮坦（Kapitan 1986：241）和博克（Bok 1998：112—113）支持这个论题。


  [55]关于为动物认知的大体辩护，见科恩布利思（Kornblith 2002），尤其是第二章：28—69。


  [56]考夫曼和沃菲尔德（Coffman and Warfield 2005，38）就“认识论上可能性的信念”的论题给出了如下的表述：


  仅当S相信做每一个行动都与某些她相信的特定命题一致时，她才在不同的行动选项间进行思虑。


  援引丹尼特（Dennett 1984）、琼斯（Jones 1968：260）、卡皮坦（Kapitan 1986：241）和米勒（Mele 2002：906—907）。


  [57]即使是这样说，我估计有很好的理由能够说明，所有的理性思虑者都能察觉到一致性与不一致性，即使他们不具有“一致性”的概念。科恩布利思（Kornblith 2006）指出小孩和动物具有对逻辑概念的敏感度，但是很可能对它们缺少相应的概念。


  [58]感谢路易·德罗塞特指出这一点。有人可能还会补充道，如果思虑不相容论者担心那些相信决定论为真的思虑者将拥有不一致的信念，而思虑相容论者提出的信念条件能够避免思虑者拥有这样不一致的信念，那么，思虑不相容论者反驳说相容论者的提议未能允许包含不一致信念的思虑，这种反驳在论辩上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亦可参考尼尔·列维（Levy 2006）。


  第六章 不包含基本应得意义的道德责任


  [59]这个提议产生于与奥斯汀·达根的一次讨论之中。麦坎纳给予反应性态度的公开表达以某种特权，因为他认为，使得别人负有道德责任在根本上是某种交流性的实践。我拥护的关于道德责任的实践不支持对反应性态度的公开表达，出于这个理由，我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60]关于对瓦加斯就这一话题的立场的一个批判性讨论，见佩里布姆（2009c）和史蒂芬·莫里斯（Morris 2012）。关于另一种鉴于自由意志怀疑论而证明应得责备的方法，见沙博（Shabo 2012c）。


  [61]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舍尔的理论是完全的对责备的怀疑论观点。关于进一步从其他角度对舍尔的观点的批判性评论，见麦坎纳和瓦达金（McKenna and Vadakin 2008）、雷斯—丹尼斯（Reis-Dennis 2010）和詹姆斯·霍布斯（Hobbs 2012）。


  [62]关于斯坎伦的提议的这一类评论由沃尔夫（Wolf 2011）和霍布斯（Hobbs 2012）发展出来；关于更进一步的评论，见奈尔金（Nelkin 2011a）、舒梅克（Shoemaker 2011）和华莱士（Wallace 2011）。


  [63]帕梅拉·希罗尼米（Hieronymi 2001：546）主张，愤怒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抗议；“愤怒是对作为一种威胁持续到当下的一个过往行动的抗议”。尽管愤怒并不是我在这里提出的前瞻性责备概念的一个特征，在这个观点里，责备某人的一个核心作用是抗议他的某个作为威胁持续到当下的过往行动。


  [64]麦坎纳对某些修改是保持开放态度的（在通信中，参考McKenna 2012：90—91），但是对于他的提议来说关键的是，在第二阶段，回应者持有责备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在第三阶段被消解。我的观点是，尽管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在第二阶段持有责备的态度，这样做往往包含了道德上的错误。


  [65]感谢黛娜·奈尔金指出这一点。


  [66]感谢克里斯·富兰克林让我注意到这一类的例子。


  [67]参见凯特·曼恩（Manne 2011）。马克·施罗德（Schroeder 2011）区分了与行动相关的思虑意义上的“应当”与评价意义上的“应当”，就像在“拉里应当赢下这个彩票”中的一样，其中，拉里已然经历了一系列不应得的厄运。曼恩在我看来合理地论证道，认识到评价性的“应当”不仅应用到非行动者的事态上，还应用到行动上，是十分重要的。


  [68]在霍布斯的论述中（Hobbs 2012），当且仅当S在本质上是如下这样时，S拥有做A的基本能力：如果S被充分地促动去做A，并且S有机会做A，那么S相对有可能去做A （考虑到做A的困难）。


  [69]尽管如此，有可能在有些时候，在这些条件下使用这样的“应当去做”的阐述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它们被合理地解读为特定的行动要求。那些更清晰地表达为价值建议的表述，例如，“去做A对你来说是好的”，将会排除这种误读。但是，正如尼尔·托格纳吉尼和贾斯汀·科茨（于通信中）指出的，“你知道，你真的应当去做A”中的“应当去做”，似乎是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含义的。


  [70]菲舍（Fischer 2003）论证过，法兰克福例子成功地挑战了关于可责备性的替代可能性原则（PAP—B）和OIC。我同意菲舍说的这些例子成功地挑战了PAP—B（第一章），有人可能会期待，任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可能也会认为这些例子瓦解了OIC。如果法兰克福（Frankfurt 1969）的例子中的琼斯对杀害史密斯负有道德责任，尽管他没有能力不去做这件事，这难道不也说明，他本应当不去杀害史密斯，尽管他没有能力不去做这件事吗？但是再一次重申，我觉得哈吉（Haji 1998，2012）论证得对：法兰克福的例子没有瓦解OIC，在我的观点里，这是由于关于义务的“应当做”的判断在其本质上是行动导向的，对此奈尔金（Nelkin 2011b：111）进行了论证（见上文）。我对法兰克福的例子的直觉使得我认为，对一个行动的可责备性的判断并不以相似的方式指导行动者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关于另一种反对OIC的相容论的论证，见彼得·格雷厄姆（Graham 2011）。


  [71]之所以加上“出于他那种理由”，是因为在一些例子中，行动者做了一个好的行动而是可责备的，但是他行动所出自的理由是坏的。行动者因出于某些理由（而不是其他理由）做一个行动而是可责备的这一想法出自马修·汉瑟（Hanser 2005）；也见奈尔金（Nelkin 2011b：104—105）。同样感谢E. J. 考夫曼针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72]有人可能会问，在这种观点中，究竟还有没有对行动者的真正的道德要求。答案有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合理的“应当”的判断将会是价值上的建议。一个怀疑论者可能会因此不承认我们还在特定行动要求的意义上对做任何事负有义务，而因此为一种纯粹的价值论上的伦理学辩护。阿拉斯泰尔·诺克罗斯（Norcross 2006）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它否定了一切义务论，甚至是经典功利主义立场的最大化要求。与此相对，可达成的事态被依据价值排序，行动者被鼓励以排序相当靠前的事态为目标而行动。


  [73]于通信中。


  第七章 自由意志怀疑论与犯罪行为


  [74]感谢黛娜·奈尔金对这一点的讨论。对于轻微的罪行来说，也许一个关于行动者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可责备的判断包含了一个预设，即，他同样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受处罚，因为这里对可责备性的判断包含了预设行动者在基本应得的意义上应当作为愤慨或义愤表达的接收者，而将这样一个人视为这种接收者包含了一个对其施加心理痛苦的意图。见华莱士（Wallace 1994：51—83）和奈尔金（Nelkin 2011b：31—50）对相关话题的讨论。


  [75]艾琳·凯利（Kelly 2009：446）在不支持自由意志怀疑论的情况下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想法：“据我理解，报应论是这样一个观点，即，正义要求对罪犯进行处罚，不管一个处罚系统可能带来的（进一步的）社会福利是什么。这样一个正义观念的例子是建立在反应性态度上的，这种态度预设了犯错者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的道德能力。如果我们放弃犯罪者总是有这样的能力的预设，就必须重新评价处罚的目标。”也见马里奥·德卡罗（DeCaro 2011）。


  [76]乔治·舍尔曾在对话中提出这一点。


  [77]维豪尔（Vilhauer 2009a，即将发表）发展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想法，即，存在一种与自由意志怀疑论者的挑战相容的应得概念。他主张，这个挑战危及了以应得为根基的行动（或者至少以基本应得为根基的），因此削弱了（在基本应得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但若是人们自身作为应得性之根基呢？我们说，我们应得尊重，仅仅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因为任何我们所做的事。他有力地主张，尽管（包含基本应得意义的那种）道德责任意味着人格性（personhood），人格性并不意味着道德责任，因此，以应得为根基的人格性可以不受到反对道德责任所带来的影响。维豪尔（即将发表）利用了这个想法来论证，罪犯应得处罚这一点是与自由意志怀疑论相容的。他的例子依赖于下述原则：建立在人格性这单一事实上的人们所应得的事物，就是指，如果人们的观点所包含的就是他们的人格性这一事实，那么他们理性会同意被如何对待。他主张，鉴于这样的一个限制条件，我们会理性地同意的是我们在罗尔斯（Rawls 1971）的原初主张下会理性同意的。在那个立场中，我们会引出威慑理由来证明处罚方案。维豪尔主张，这种为处罚的威慑理论辩护的方式会避免“利用”反驳，因为，当对待人们的方式，是他们自己在观点中只有人格性这一事实时会同意的方式时，他们就不是仅仅作为手段而被利用。


  对此进行回应，我质疑鉴于这个论述，说罪犯应得处罚是不是对的。由于我们是人，我们值得生活在一个由我们在原初主场中会选择的原则所调节的社会中。但是，我仍旧反对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应该以这些原则所说明的方式被对待。我们在原初主场中可能会同意，如果除了杀死一人之外，不存在其他拯救一亿人或者更多人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应当这样做。但是不合理的地方似乎在于，这个被杀死的人就因此而是应该被杀的。此外，我不认为仅仅因为我们都在假想的意义上同意这样的方案，当那一个人被杀死的时候，她就不是在仅仅作为手段被利用。与此相反，非常符合直觉的是，她正是在作为手段被利用。这个顾虑也适用于在原初主场中同意的普遍的威慑方案。


  [78]罗尔斯（Rawls 1955）讨论了“telishment”（“慑罚”），一种允许处罚无辜者的制度：


  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参与到对一个制度的建立当中，这个人就会看到，其中的风险是很高的。例如，对官员有什么约束？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我们如何能够对允许这样的系统性欺骗会带来的风险进行限制？人们如何能够避免无异于给出全面自由裁量权让官方出于威慑目的任意处罚任何人？除了这些考量之外，明显的是，当出于威慑目的处罚无辜者与此紧密相连时，人们将会对刑事系统抱有非常不同的态度。他们将会不确定一个被定罪的人是受到了处罚，还是由于威慑目的无辜地受到了处罚。他们将会疑惑是否应当对这个人感到抱歉。他们将会疑惑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在什么时候也变成这样。如果一个人去设想，这样的一个制度会在实际上如何运作，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风险，那么，貌似明确的是，它不会有助于任何有用的目的。对这种制度的功利主义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


  [79]沃伦·奎因（Quinn 1985）的理论与此相似，但是在以下方面同法雷尔的理论有所不同。法雷尔主张，在特定的情况下，威胁伤害一个侵犯者是合理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伤害他；而奎因主张，人们可以伤害他，正是因为人们可以威胁伤害他。相应地，奎因致力于确立的是，正因为威胁处罚犯罪者是合理的，处罚犯罪者才是合理的。艾琳·凯利（Kelly 2009：447—448）支持法雷尔的证明。


  [80]关于对于隔离类比的反驳的额外讨论，见佩里布姆（2001：174—177）。


  [81]关于对康复自新项目的反驳的进一步讨论，见佩里布姆（2001：178—185）。


  [82]列维还主张，有一个好的例子来免除精神病态者的道德责任，不管全局性的怀疑论是否正确（Levy 2007，2010，2012）；“如果我们需要补偿那些被我们禁闭，但不是负有道德责任的人，那么我们也会需要补偿精神病态者。他们因此是所有理论要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责任怀疑论需要面临这个问题。由于精神病态者造成了超过一半的暴力犯罪，并且他们通常会比其他非精神病态者罪犯更有可能再次犯罪，非精神病态者罪犯仅体现了不可容忍的罪行的屡犯率的一小部分”（Hare et al. 1988）。


  第八章 人际关系和生命的意义


  [83]我在这一章中呈现的论述要感谢塔姆勒·萨默斯（Sommers 2009）对我辩护的观点所提出的挑战。


  [84]对于瓦尔加斯的观点的更加彻底的讨论，见佩里布姆（2009c）。米勒同样主张对道德责任所要求的这种自由意志的信念是可以得到实践上的理由证明的（Mele 1995：251—254）。


  [85]关于一个明显相反的观点，见萨默斯（Sommers 2007），但是也见沙博（Shabo 2012b）。


  [86]我在佩里布姆（2009a）中更加详细地讨论了尼科尔斯的挑战。


  [87]于2012年4月弗里堡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


  [88]托马斯·雅可比，于2012年4月弗里堡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


  [89]尼科尔斯还指出，有些理论家将后悔同化为内疚（例如，Storm and Storm 1987）。“后悔”的一个含义可能会与“内疚”的一个含义重合，但是这并不排除这样一种主张，即，存在一个不包含基本应得意义的后悔的概念。


  [90]希拉里·博克提倡了一种关于内疚的概念，它同样也不包含自我指向的报应论，自由意志怀疑论同样也可以接受这个概念：


  认识到一个人做了坏事和这个人由此所承受的内疚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与自己真正所爱的人之间的关系瓦解了，与心碎的痛苦之间的关系。心碎不是一个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并不会因此而作为对爱的消逝的处罚；这不是我们由于自己应得痛苦而必须经受的事情……与此相似，认识到自己做了坏事会导致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并不是一种我们为了处罚而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而是一种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时的完全恰当的反应。有两个理由可以支持这一点：首先，我们的标准界定了我们认为自己应当过的那种生活，以及我们视为是在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在别人的生活中有价值的事物。这些标准明确地表达出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此依照它们去生活根据定义来说就是我们所关切的。如果我们违背了它们，就触犯了我们视为有价值的事物，漠视了我们真诚地认为我们应当依照其生活的原则，并且没有能够成为我们认为自己应当成为的那种人。知道我们做了这样的事，必定于我们来说是痛苦的。（Bok 1998：168—169）


  [91]约翰·弥尔顿（Milton 1665/2005）：100—108。译文参照《失乐园》，朱维之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文字略有改动。


  [92]塔姆·萨默斯（2012）在为坚定的怀疑论立场论证时给出了一个有力的方法论上的要点，其中，根据这种坚定的怀疑论立场，宇宙的大体的挑战防止了我们拥有道德责任所要求的那种自由意志。他给出的要点有效地反对我这种怀疑论立场的发展。一方面，我持有伊什提亚克·哈吉的论证（1998：42—64），即决定论排除了义务论所主张的“广泛的反思平衡标准”的正确性，但是我并没有足够严肃地考虑这个立场的不符合直觉的特征施加在这些论证上的不具确定性的压力。萨默斯继而提出了广泛的反思平衡方法可能会对下述争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这个争论涉及这样两个信念，一个信念是不在行动者控制范围内的过往条件所产生的“不负有责任”会传递到行动者当前的行动中，另一个信念是人们对自己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哪一个信念在心理上是更加难以放弃的？哪一个信念与其他的信念更具有一致性？哪一个信念可以被最合理地解释掉？哪一个信念更加具有实践上的价值？


  [93]皮肖塔区分了主观上的生命意义和关于一个人的生命意义的客观事实。有人可能会感到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且充实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利用操纵论证反对客观事实上的意义—相容论。


  [94]林肯在给贺拉斯·格里历的信中写道：“我在这场斗争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保存联邦，而既不是为了保留奴隶制，也不是为了摧毁奴隶制。如果我们可以在不解放任何奴隶的情况下保留联邦，那么我会这么做的，如果我可以通过解放奴隶而保留联邦，我也会那么做的；如果我可以通过解放一部分奴隶而置另一些不管来拯救联邦，我也会那么做。不管我会对奴隶制以及那些有色人种做什么，我做它是因为它能够帮助挽救联邦。”（Oates 197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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